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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现代信托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中世纪黑暗中的英国社会，为了克服普通法的烦琐和僵化，转向由法官凭借公平和良知判案形成的法律制度，由此产生了与普通法并行的衡平法。正是衡平法的出现和实施，催生和哺育了现代信托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世纪后期，英国君王和各地领主对百姓及其财产的封建占有，严重地阻碍了财产的市场流转和效益的提高。为了打破这种封建桎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用益制度在英国逐步演化形成。用益制度实现了财产上的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分离:所有权继续遵循封建传统的规定，收益权转向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从而实现了承上启下、促进社会平稳发展转变的作用。

英国法律史学家和衡平法律师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高度评价英国人创立信托概念的贡献:“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概念。”

信托的发展，是在不断挑战原有法律的约束，又在不断促进法律修正的过程中，传播衡平法的公平、公理、良知、正义等理念，并不断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引入现代信托制度的同时，结合本土的信托实践，相继建立了完善的信托法律体系。

现代信托制度传入中国，发生在辛亥革命推翻皇帝专制制度之后。

19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标明为“信托公司”的企业——中国商业信托公司在上海成立。此后，在短短数年里，先后有十余家信托公司成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信托失去了市场经济环境，被全面停办。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信托业重新起步。

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随后，各种类型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各地如同雨后春笋般诞生，我国信托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是，由于缺少法规和监管约束，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和主营定位，信托投资公司迅速切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各个领域，催生了我国债券、证券、基金业的发展，而其自身却由于缺乏规范而成为治理整顿的对象。

2001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由此奠定了我国信托法律的基石。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颁布实施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由此构成了我国信托业“一法两规”的基本法律法规框架，结束了我国引入现代信托制度以来近一个世纪无法可依的历史。

2007年3月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施行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从此，我国信托业开启从“融资平台”向“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机构之转变。在上述规章引导下，我国信托业飞速发展。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信托业管理信托资产规模超过了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等金融行业的业务规模，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行业。

目前，我国信托业管理信托资产规模超过20万亿元。投资信托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最重要的理财方式之一。信托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信托业在功能定位、法律制度、社会实践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托业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特别是相关法律制度，对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国民信托博士后工作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招收博士后，重点研究信托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邀请了一批国内从事信托法教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信托业专家，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筛选出一批国外信托法规和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

我们相信，这套《外国信托法经典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普及信托法律知识、完善信托法律体系，繁荣信托市场，促进信托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石俊志

201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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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2007年8月13日，Brooke Astor在她自己的房子——纽约好丽（Holly）山庄去世，享年105岁。各种新闻报道把她描写成一个让人暖心的赢家，称她为“民间第一夫人”。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她从她的第三任丈夫Vincent Astor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她因为慈善活动而闻名，生前共捐出了大约两亿美元。钱——按照她的说法——“就像粪料”;“应该广泛散播开去”（源于英国学者培根的名言“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译者注）。1998年，她还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
[1]



然而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她疾病缠身，痴痴癫癫，陷入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灰暗世界里。她唯一的儿子 Anthony Marshall 是她的监护人，管理她的事务。但是儿子对她事务的管理，被爆出丑闻。Marshall 自己的儿子，也就是Brooke的孙子Phillip，指责父亲Marshall虐待奶奶Brooke，私吞奶奶Brooke的财产。传闻说，一边是Brooke睡在散发着尿味的沙发，依靠豌豆泥和燕麦片为生；另一边则是儿子Anthony中饱私囊。“民间第一夫人”的宠物狗Boysie和Girlsie被锁在食物储藏室。法院停止了Anthony的受托人指责，任命第一夫人的老朋友Annete de la Renta为新的监护人，负责Brooke Astor的生活和健康；任命某家银行是财产的监护人，负责她的财产管理。Brooke Astor最终离世时，遗产争夺战爆发，甚至律师也卷进丑闻的旋涡。

对老年人的钱和身体以及对死者的遗产，传出家庭争斗的丑闻，已不是新鲜事。几百年来都是如此。例如，在1889年，在Pasadena市发生过吵得沸沸扬扬的、被媒体称为Banta遗嘱争夺案的丑闻。该案的主人公是Isaac Banta，死于俄亥俄州，死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留下可观的遗产；他的“遗产”也包括让人难堪的家庭内部争斗。他的女儿和女婿是战争的一方，战争的另一方是家庭的其他成员。根据家庭内部的爆料，女婿Pierce控制了这位年老体弱的老人，给他喝酒和服用鸦片酊。这位老人实际上成为了女婿的囚犯。而且Pierce还给这位老人的心下了毒药，让这位老人远离他的其他亲人，引诱他将大量财产留给女婿Pierce。庭审时，双方的证词天差地别。一位证人作证说， Banta老人是“完全的理智”，事实上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精明商人”。
[2]

 另一位证人 Frank Wilson 却作证称他是“废物般的丧失心智”，并讲述了他去矿区的一个故事:Banta“从车中跳出，向沙漠疯跑”。他们不得不用武力把Banta拉回。在拉回的过程中，Banta还一边唱着歌，行为方式看上去完全是失心疯。
[3]

 在一长串证人作证完毕后，庭审也结束了，陪审团认可遗嘱的效力，他们宣布毕竟这位老人是理智的，又不存在欺诈、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等不利情形。
[4]

 有传言说，败诉方要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然而结果是，大约一个月后，他们妥协并达成和解。Pierce辞去老人财产的受托人职位，但基本上他赢得了官司。
[5]



围绕Banta的遗产争夺案是不寻常的。每一年，数以千计的遗产进入遗产检验程序（probate）——遗产检验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分配死者遗产的法律程序——而媒体中少有相关报道。Banta 案是极端情况；对比而言，年老、死亡、家庭战争、财富的代际传承，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通常不涉及法院和诉讼，更别说新闻媒体。作为法律规则，遗产检验法律程序的机器平稳地运行着。在某些方面，法律体系在财产代际传承中扮演明显的角色；在其他方面，法律是沉默的，几乎不为人知。与本书相关的一些根本性的概念，我们习以为常:家庭、私有财产或婚姻。然而，这些既是日常观念，又是法律概念。遗产检验程序是以这些概念作为前提的。

甚至当法律体制的作用是明显的，法律发挥作用也是以常规（routine）的方式。但是常规绝不意味着不重要。常规是社会行为的核心；人们的心跳是常规的；肺的工作是常规的；大脑、胃、腿、肾脏等的功能是常规的。日常生活的许多行为和习惯也是常规的。生死的周期也是常规的。财富和财产从死亡之手传承到活人，也是常规的。

本书是关于在我们称之为所谓继承法的部门法中，讨论常规和非常规。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它是关于当人去世时，财产换手的方式和需要经历的相关过程。就像法律术语所说的，“预计死亡到来”（in contemplation of death）。它是关于像Banta这样的案子，而且也包括那些没有被人讲述的数千件、数百万件的案子。这些案子中，死者离世时留下或多或少的遗产:对于还存活和哀悼他的人，在乎死者；否则的话，这些死者不会在法律的大海中激起一片浪花。

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继承法的整个大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朴素事实基础之上:财物死不带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根本的和决定性的。人死如灯灭，人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奋斗得到的、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每个珠宝和饰品，每个银行账户，股票和债券，汽车和房子，玉米期货或金条，所有的书，CD，相片，地毯，所有的一切将传给其他人。葬礼或豪华的葬礼会花掉一些。你可以在生前定做并如愿得到一个精致的墓碑，还可以买一张坟墓“永久照顾”的保险单。如果人们愿意，下葬时可以佩戴他们最喜欢的戒指或婚礼戒指，穿着自己最中意的衣服。但这些都是一时的。从根本上说，当脑电波图呈直线时，一个人对“资产”的牢牢抓住、一切的所有权，以及惯例和法律所支持的一切权力与权威都解体了，死者之手变得软弱无力；不论多么庞大的财富，都将从死者的手中滑落。有人花大笔钱，在自己死亡时让别人把自己的肉体永久冰冻，期待医学科技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把冰冻的肉体唤醒。他们打算在欧洲的列支敦士登设立Reanimation基金会，为这些人管理一笔信托基金，这样他们醒来时不会成为乞丐。
[6]

 古代埃及的法老和伟大的国王、王子，为自己建造巨大的金字塔和豪华的坟墓。他们脱干水变得干瘪，被包裹在精致的棺材中，周围围绕着金银财宝、各色各样的精美服饰。他们相信他们自身和这些身外之物，都可以轮回到另外一个世界。长期来看，所有这些财富和富丽的饰品，都将落入盗墓者手中。盗墓者所遗漏的那些东西，考古学家会进行考古发掘，将挖掘到的文物放在博物馆的镜子后面供人们观赏。最终即使是最有权势的法老，可能没能把丝毫财物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人离世时，财富传承的仪式有巨大的社会和法律重要性。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财富转移采取不同的形式。对财富转移这个过程，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像我所称的，在这里我们把它叫作继承。“继承”这个简洁的标签，包括了财富代际传承、财富由死者转移给生者的社会过程、制度和它们的法律体现。“继承”包括遗嘱法、法定继承法（intestacy）、信托法（大部分内容）、慈善基金会的法律、“遗产税”的法律，还有律师所谓的晦涩难懂的将来利益（future interest）。

显然，当人死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死者失去了对任何事情的控制。但是，人类的立法为死后一定程度的控制，打开了一扇门。如果我们放任，死者之手会从坟墓中伸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这个世界。死者之手控制最简单的方式是遗嘱。如果你遵循遗嘱的形式要件，在遗嘱中你有权指示:当你离世时，谁分得多少财产。如果你没有立遗嘱，那么，无遗嘱继承法（intestate succession）会以缺省规则的方式，为你配备一套默认的遗产分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关于死者之手的权利和权力、范围和限制的间距:当人死后，死者对财产的控制或失去控制。

如前所述，继承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社会过程。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人离世导致的财富易手这个规模是惊人的。根据一项估计，在21世纪的前半叶，美国大约将有41万亿美元的财富从死者转移给生者。这个数字有争议。在经济学界，对这个精确数字的估算从“区区”10万亿美元到较高估计的41万亿美元之间。不管哪个数字是准确的，显然我们都在处理大笔资金。
[7]



任何涉及数万亿美元的事情本身和对他人而言，都是重要的。但是，继承对社会的影响要大于财富本身。从更广视野来看，这个事情是关于钱能买到什么和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在很多社会也这样——钱决定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George Marcus和Peter Hall在他们对“世代家族”（dynastic families）的研究中，指出法律和法律机构对家族世代维系的超级重要性；法律和法律机构决定了这些家族世代是否能够维系下去。
[8]

 但继承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伟大家族。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人的肌体，继承过程对社会肌体的重要性，犹如DNA对人的肌体的重要性。较低的阶层无财富、爵位等继承，社会精英和上层社会依靠继承代代相传。尽管可能会发生向平均值的回归现象，也就是巨大财富会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而变得缩水，向社会平均财富回归，但如果这个现象有发生，也是非常缓慢的。
[9]

 是的，存在社会阶层的流动。穷孩子长大会变得富裕。富人家的子弟继承财富之后，挥霍财富，沦入社会底层的泥淖之中。
[10]

 但总的来说，穷人依然贫穷，富人依然富裕；继承制度在其中固化着阶层。

简而言之，继承是所有社会过程中的最关键、最根本的制度之一，也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法律过程之一。遗产筹划是律师业中有利可图的业务，是客户不可缺少的需求。数千名律师依靠、或很大一部分利润来源依靠起草遗嘱和信托文件，管理死者的遗产，帮助富人和超级富翁避免或最小化与死亡相关的税收。大量的参考资料给律师以相关的指导和指引，市面上有大量的实务操作资料。社会科学的学术文献则十分薄弱。经济学家停留在遗产筹划这个课题的边缘之处。社会学家几乎不关注。
[11]

 偶尔可以看到对乡村社区农场继承的研究。
[12]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继承的故事，不过大部分是关于在异域部落民族的惯例和习俗。在美国，对遗产检验司法过程的研究较多，研究者对各地的遗嘱和遗产进行抽样调查。这些材料具有史料意义，
[13]

 或者，这些材料足够的久远，可以被当作史料。
[14]

 然而，如同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几乎不去发掘继承法的历史细节。有一些值得尊敬的学者则属于例外。Carole Shammas、Marylyn Salmon和Michel Dahlin三位学者的开创性研究引人注目，他们搜集和研究美国社会头两百年的遗嘱，归类整理。
[15]

 其他一些更小规模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时间段——如俄亥俄州的Cuyahoga县；或20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 San Bernardino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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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和数据搜集，但总体上看，这个领域的文献完全不像这个领域所应该有的丰富。当然，对社会大众而言——特别是对继承法门外汉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言——可以阅读相关的指导书籍，例如，如何立遗嘱，人人都需要知道的遗产检验的法律知识，诸如此类，但这些书籍几乎不从社会过程的角度看待继承，不把继承看作具有文化意义和重要性的生活领域。本书将叙述继承法的社会史，这个初步尝试将填补这个空白。

如前所述，这个事情本身是重要的。对那些对法律和社会关系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历史上，已婚女子无权立遗嘱处分她的父母遗留给她的财产，归属于她丈夫完全的控制。当然在当代社会，这样的规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旧规则已经死亡了一个半世纪。至少从1800年开始，女性（包括已婚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已经实质改变。这很明显。

但是，一些更细微的、更专门的法律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相比那些明显的大变化，对理论研究更有意义。这个部门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部门法）是普通市民几乎不知道，也几乎不关心的，直到家族成员中某人去世才会感受到的法律领域。当某位家族成员去世，突然之间，这个法律领域的规则和实务操作变得极其重要。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这个领域很少制造头条新闻，偶尔会发生大的遗嘱异议案件，如Isaac Banta遗产案，或者最近的悲惨的关于传奇人物Anna Nicole Smith和Brooke Astor的遗产争夺战。除此之外，媒体对这个法律领域的报道是罕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平权运动或者堕胎问题充斥着政治和社会学议题。但关于反永续规则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又有多少人关注呢？关于遗嘱错误的法律教义呢？这个法律领域的运作是常规的（routine）并静悄悄地发挥功能，那么哪些力量打造和形塑了这个与媒体隔绝的部门法呢？

毫无疑问，本书会忽略很多细节。关于遗嘱或信托法的著作长达数十卷（比较枯燥）。这里，我将不得不绕过优美风景的高速公路和偏僻小路，几乎不讨论遗嘱之附条件的相对撤销（dependent relative revocation）、财产灭失型的遗嘱撤销（ademption by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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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反遗嘱失效法（anti⁃lapse statute）——不是对这些高大上的教义抱存不尊敬——也不会涉及关于受托人权利和义务的大量的教义和判例。本书对这些材料是选择性的，仅涉及继承法中的某些突出方面。总体上选择这些突出方面，大部分是直接取决于本书的主题:法律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

每一个社会可能都会建立继承规则。古希腊法、罗马法和埃及法都有关于继承的规则。《旧约》和古代中东的法典都提到继承法。当然，每一个当代国家都存在有关继承和传承的法律规则和社会规范。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主要立足于美国，也部分会使用英国的材料，因为英国是美国法律和实务的来源。“继承”（succession）这个词汇也是来自英国。

美国社会是极其富裕的。在民主、富裕和高度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排他性的幸运儿俱乐部中，美国、西欧的大多数国家，还有日本、澳大利亚，位列其中。在这些国家，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过着健康的生活，人们比他们的祖先要活得更长、更健康。这些人口主要是中产阶层。很多人在银行有可观的存款，拥有房子或公寓，也许还投资股票和债券。其中尽管是少部分但社会地位很高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家庭非常富裕。家族成员的去世留下大量“遗产”。

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居住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依赖农场并务农为生。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可以确定的是，生活着贵族阶层:富裕的种植园主，例如，华盛顿和杰斐逊。在北部，大部分人依赖我们现在所称的家庭农场为生。北方种植业和南方种植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由于这个原因，北方人和南方人差异也很大。南方的农场主拥有仆人和农村土地，依靠租户（tenant farmers）缴纳的租金就能生活富足，就像简·奥斯丁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所描述的拥有土地的英国贵族一样。历史上，英国继承法被塑造或演变成为适应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继承法有不同的任务，它不得不去满足的财产权人是小块土地的众多持有者，或者拥有稍微大块土地的家庭。

自耕农和自耕农家庭的概念是美国民主理论的关键要素。土地由分散的普通人群拥有的私人所有制是生活的现实，也是意识形态的关键支柱。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佳的和最高级的，代表最高形式的文明，其他的生活方式都偏离这最高形式的文明。当然，南方和北方的生活方式有差别。在19世纪，北方的扬基佬认为南方人的生活方式是令人厌恶的，特别是南方的奴隶制度。南方的贵族则认为北方的农场主雇用“薪奴”（wage slaves），北方社会是腐败和下等的。随后，北方和南方对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都感到反感，强烈质疑摩门教教堂对信徒的生活和财富的控制。而总体上美国人对美国本地人（印第安人）的土地终身制缺乏了解，也缺少同情，常常酿成悲剧。
[18]



总的来看，19世纪的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形式感到非常自豪。但美国当时的体制让欧洲来访者感到震惊（或感到恐怖）。这激发托克维尔创作出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该书描述和分析了大众政府的大胆新实验。当今我们对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民主，没有那么感到惊讶。首先，当时有作为动产的奴隶。数百万的非洲裔美国人是奴隶，被束缚在土地上，为农场主劳作而没有报酬。即使自由民身份的黑人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是二等公民，不仅在南方而且在任何地方，他们面临歧视和法律上的权利剥夺。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当时对待本土部落的待遇，让人感到可耻，有时还发生种族屠杀。其次，法律和惯例将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降级到附属地位。根据“有妇之夫的法律身份”（coverture）教义，当妇女结婚后，她的丈夫对她的所有资产获得控制权。许多州都承认丈夫直接获得妻子的动产所有权。如同Blackstone所说，所有这些“之前属于妻子的动产，按照法律规定，直接、自动、确定地转移给丈夫”。“在婚姻期间，女性作为人之属性的存在被暂时中止（suspended）。”如果是妻子的婚前土地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租金和利润”拥有完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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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不能买卖土地，也不能通过遗嘱处分土地。法律上说，“已婚女子”比白痴或新生儿好不了多少。

大部分在美洲大陆定居下来的人来自英国诸岛。殖民地的活的法律（living law）包括继承的规则。由于英国法和经验积累的影响，继承规则无疑变得丰富多彩，甚至术语和形式与英国一致。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殖民地倾向于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英格兰太遥远了，殖民地的条件和殖民地母国的条件相差太大。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让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分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土地的广袤和充足。英格兰是一个高度阶层化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国王，在国王之下是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他们实际上拥有所有的土地。大多数人则是土地的佃户，向土地所有人支付租金。将这种体制试图移植到某个殖民地（如马萨诸塞港湾）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在殖民地，有足够的土地满足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土著人对土地的权属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或打折扣了）。在革命年代，美国继承法已经在若干的显著方面区别于英国继承法，在北方殖民地表现得尤为突出。回过头来我会再讲到这一点。

英国法传承自美国法的一个制度是遗产检验程序（probate）。根据英国法和美国法，一个人死后留有财产，遗产的分配必须遵循一个精心设计的法律程序（在欧洲大陆，相关规则和程序更简单）。首先，遗嘱（若有的话）必须向法院申报，遵照一定的程序，才能得到法院的效力认可，得到正式的批准。按照法律术语来说，这是遗产检验程序。（“遗产检验程序”（probate）和“许可”（prove）有相同的拉丁语词根。）然而，“遗产检验程序”这个术语被人们通俗地用于描述在开端的遗嘱申报、遗产清定、最终分配遗产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

这个过程的精髓是，在遗产被分配之前，必须任命某人担任管理人，或者叫遗产代理人（personal representative）。遗产代理人可以是遗嘱执行人（executor，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或者遗产管理人（administrator，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遗嘱执行人是死者在遗嘱中指定的人或公司。当死者没有留下遗嘱，法院将任命某人承担这个工作。此人被称作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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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此人是死者的近亲属。

遗产代理人负责保管财产，整理财产的清单，了结死者生前的债务，申报必要的税单，出售必须出售的财产，以及在他的照管下，做其他一切管理人所必须做的事情。当这些工作完成之后，遗产代理人向遗产检验法院提交账目，将遗产分配给继承人，然后退出。
[21]



许多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必须有人来做这些工作。但在美国，这套系统比它的实际需要来得更加烦琐和昂贵；相比欧洲国家，甚至比当今的英国所适用的相应司法程序，都更加费工和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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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系统运行的问题是，在大部分地方，对于大部分的遗产，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和处分遗产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获得遗产检验法官的许可。这意味着要向法院申报表格，出庭向法官陈述。例如，如果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打算出售遗产中的一些股票和债券，或者死者的钻石戒指，或者出售死者祖母留给他的画，那必须获得法院的许可。一些州试着通过推行“独立的遗产管理人”，解决司法程序的烦琐问题。也就是让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的大部分事项上，拥有颇为自由的裁断。例如，根据得克萨斯州的《遗产检验法》，立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特别写明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和处分遗产时，一般不需要经过法院许可，除非涉及“遗嘱的效力检验和记录，财产清册的返还、评估，以及对遗产的请求权确认”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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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倾向于夸大法院的遗产检验过程的成本。
[24]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司法过程会发生一些费用，遗产代理人有权请求从遗产中支付费用。但这些资金成本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尤其对于大笔遗产来说。低于一定规模的遗产，可以避免遗产检验程序的烦琐和困扰，完全避开这个过程。对于那些最小规模的遗产，有些地方的成文法基本上规定了财产的分配。如果某人遗留有妻子和孩子，留下几千美元的遗产，那么他在遗嘱中说什么并不重要。成文法会决定整个遗产的命运。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如果遗产的净值低于2万美元，家庭可以向遗产检验法院提交申请，请求法院将遗产分配给“尚在人世的配偶和未成年孩子，或者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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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是穷人去世时的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在许多地方也有为简单的遗产案件所制定的简单规则——根据这些法律，例如，遗孀不需要经历过于烦琐的司法程序就能分配到汽车的所有权。当然，富人也能规避遗产检验程序，可以设立生前信托或通过其他的设计（我在后文还会讲述这一点）。还有其他的通用方式让穷人和富人都规避法院的遗产检验程序，如通过共有的设计，让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共同所有家庭的房屋。
[26]



若干一般性的主题

本书贯穿着若干主基调。最基本的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即继承法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性质是可变的，而且已经与时俱进。家庭结构的改变、法律秩序的性质改变、人口的变化、社会规范和社会态度的改变等都会在继承法中留下印记。

第一，关于家庭结构。在这个方面，法律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演变。法律的重点从血缘家庭（bloodline family）向感情和依赖型家庭（family of affection and dependence）转变。历史上，丈夫是家庭的首领，继承制度偏向于他的血脉，特别是男性血脉。当中世纪英国拥有土地的士绅去世后，他的土地由他的继承人也就是长子继承。对于处于悲惨境地的遗孀，虽然有一些保护，让她在有生之年能享受这些保护，但是，遗孀对遗产的分配没有发言权。当土地所有者未立遗嘱而去世的情况下，至少是这样的。这些规则是社会中性别角色的反映。它们的设计目的是保护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当时的想法是维持土地作为整块“地产”（estate）的完整性，不把整块土地分割成碎片化的由众多继承人分割与继承。当时，土地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财产没有那么重要。在中世纪，没有人拥有股票和债券。

当今美国的家庭与中世纪英国的上层家庭大不相同。家庭发生了改变，法律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诸多的法律改变。在这些改变中的最大赢家是在世的配偶，包括寡妇与鳏夫，但特别是寡妇是法律改变的最大获利者。传统的家长制家庭让位于（至少部分）所谓的伙伴型的家庭。在工作场所和在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有同等的权利——理论上，而且越来越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婚姻更多的是个人选择。当然婚姻会把两个家庭牵涉进来，但惯例或法律不允许父母否决成人孩子的婚姻选择。

我们现在形成的是感情和依赖型家庭。例如，普通法不承认收养小孩。那么，人们要么是通过生育的方式，有自己的小孩，要么只能是没有子女。在美国，收养法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在大不列颠，直到1926年收养才被法律所承认）。所有当代的遗产检验法律通常都把收养子女等同亲生子女。继承法总是集中解决家庭的问题，但当今家庭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生活在一起，强烈的感情联系或血缘联系、婚姻联系、或收养关系。在当今社会，有时孩子与父母很疏离，兄弟姐妹也只是泛泛之交。然而，一般来讲，法律假定他们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感情。对一个人与终身伴侣之间的关系，法律尤其如此假定。尽管遭到了抵制，一股强大的趋势是提出“家庭合伙人”（domestic partner）的概念。家庭合伙人可能是异性之间的婚姻，也可能是同性之间的婚姻。还有一股强大的趋势是剥夺远亲的继承权，这些远亲由于得到意外之财而偷乐，被称为“满面笑容的继承人”（laughing heirs）。

所有这些趋势在无遗嘱继承法（intestacy law）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无遗嘱继承法是调整当死者未留下有效遗嘱情况下遗产分配的法律关系。即使死者在遗嘱中表示要完全剥夺在世配偶的任何遗产分配，在世配偶也能在法律上获得某种强制的保护。总体上，孩子没有这种保护，尽管事实上孩子是感情与依赖型家庭的核心。在这个方面，普通法系与民法法系比如德国或法国相比，非常不同。在美国，剥夺所有孩子的继承权，法律是允许的，事实上还很容易。后文我会试着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

无遗嘱继承法是重要的，但遗嘱可以修改几乎所有的法定继承规则。然而，在刚才讲述的法定继承规则的几大趋势方面，遗嘱法律方面的演变方向是与法定继承规则一致的。随着对家庭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偏好程度的减弱，对感情和依赖型家庭的偏好变得更强。对死者生前所立遗嘱的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相比18或19世纪，当代的遗嘱法律下，在世配偶（鳏夫或寡妇）更可能在遗产中得到更大的份额，获得更高程度的控制。

家庭结构的改变也在某些方面对继承产生影响。传统婚姻被伙伴式的婚姻所取代。这是感情与依赖型家庭兴起的确定因素之一。在19世纪离婚很少见，但早逝不少见。当代更多的婚姻是通过离婚来解体，而不是因为配偶的早逝。就像谚语所嘲讽的那样，结婚是对未来的憧憬或希望战胜了过去的经历，而离婚的人，经常会再结婚又离婚，反反复复。然后，一个人的几个孩子可能来自于两到三段婚姻。这对继承而言是实质性的改变。例如，继承法是否需要对死者孩子的生母与继母之间做一个区分？此外，当代出现了多种非传统的家庭，如非婚同居和同性配偶。有的小孩有两个母亲，一个是子宫母亲，另一个是卵子母亲。或者是由冷冻精子（其主人已去世）所孕育的孩子。所有这些特殊情境对继承法发生了影响或者是潜在的影响。
[27]



第二，当今时代随着公共记录、计算机、数据库和更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之出现，遗嘱比过去时代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历史上，遗嘱是关键文件，不仅事关遗产处置，而且能证明谁得到什么和谁对哪些财产有权利（特别是土地）。在当代，遗嘱至少部分地被废弃了。当代法律与实务承认遗嘱替代，这些遗嘱替代的数量多到可以形成一个系统，它们也可以实际地取代遗嘱。最重要的替代之一可能就是所谓的生前信托。遗嘱替代的兴起对继承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陈旧而严格的遗嘱规则被软化，甚至被取消。接下来的一章将探究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

第三，人口和文化的变化对继承法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总体上，19世纪的人寿命比今天的人寿命要短很多。因此，过去人们会在更年轻的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如果父母有财产可供下一代继承的话）。John Langbein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了这一点，并分析了长寿在当代的后果。
[28]

 假设一个男性活到80岁，然后将他的一切留给妻子，妻子活到90岁，那么，当他们的子女继承他们的财产时已经白发满头，甚至退休了。Brooke Astor活到105岁，当她去世时，她的儿子超过80岁。因此在当今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不是死亡时传承财产给下一代，而是在财产权人生前就完成财产向下一代的传递。有钱的父母为子女支付大学学费，花钱让子女在国外游历，可能还为子女买房支付首付款，或者为第三代设立基金。有的人活得更长，生活方式更健康，以致其中有少部分长寿者因其长寿而发生其他后果。唉，可能寿命有点过长。尽管他们的生命还在，但是已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处理财产事务。他们需要帮助，因此法律上和非法律上有很多方法让类似无行为能力的他们获得帮助。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过不是本书要探讨的方向。

一项研究表明，在任何一个年度（该项研究的最新年度是1998年），将近1／5的家庭会发生“财富代际转移”（赠与或继承）。这个数据没有对生前赠与与遗赠做进一步的分类数据统计。穷人家庭发生的是小规模的财富转移，但穷人家庭的小规模财富代际转移，对穷人而言，其意义大于在富人家庭发生的财富代际转移。
[29]

 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财富的代际转移极其重要。如前所述，整个社会系统在某种方式上，是立基于财富的代际转移。可能是生前，也可能是财产权人死后的代际转移。大多数新生儿和幼童自己没有任何财富，他们的食物来自上一代的财富转移。一些婴儿从法律上说对继承而来的财产或其他资产拥有“所有权”，但婴儿对这些他们所有的财产无法控制。他们不得不依赖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其他成人替他们做决定。

法律文化还有最后一个因素不得不提，即社会对待财富和富人的态度。社会态度具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较大重要性，而且社会态度会随着时间变化。美国的诞生始于对强调继承制度的皇家财富的反叛，但19世纪后期之前，美国本土孕育出一批家族。曾经不利于家族和世代传承的法律规则（有人应该记起，这些法律规则也不利于世代维系机构（dynastic institutions），如罗马教堂），逐渐让位于有利于（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家族世代财富（dynastic wealth）的法律规则。实际上，许多最晦涩和最神秘的规则的终极存在理由在于他们对家族财富的影响。对财富的态度转变也有助于解释慈善基金会的沉浮、遗产与继承税的兴衰。这个故事正在我们这个时代慢慢展开。




[1]参见 Liesl Schillinger,“Astor's Place”,New York Times,August 13,2007,Sunday Book Review。



[2]“Banta: His Character Still Under Official Investigation”,Los Angeles Times,June 20,1889,p.3．



[3]“The Banta Case Still: A Witness Who Saw the Old Man Stark Crazy”,Los Angeles Times,June 26,1889,p.2．



[4]“The Will Sustained: Son⁃in Law Pierce Will Administer the Estate”,Los Angeles Times,July 11,1889,p.2．



[5]Los Angeles Times,August 29,1889,p.6．



[6]资料来源:Cryonics研究中心（Cryonics Institute）网站:http:／／www.cryonics.org／become2.html,visited September 18,2007。



[7]John J.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Millionaires and the Millennium: New Estimates of the Forthcoming Wealth Transfer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Boston College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Institute,Report,released October 19, 1999;John J.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Why the ＄41 Trillion Wealth Transfer Estimate Is Still Valid:A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Questions,”Journal of Gift Planning 7:11（2003）．



[8]George E.Marcus with Peter Dobkin Hall,Lives in Trust: The Fortunes of Dynastic Familie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1993）．



[9]关于“向平均值的回归”，参见 Jenny B.Wahl,“From Riches to Riches: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the Evidence from Estate Tax Return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278（2003）。



[10]Roy Williams and Vic Preisser,in Preparing Heirs: Five Steps to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of Family Wealth and Values（2003），估计财富转移的“失败率”为70％。这意味着只有30％的巨额财富转移中，受益人拥有巨额财富持续了真正足够长的时间。



[11]Stephen J.McNamee and Robert K.Miller,Jr.,“Estate Inheritance: A Sociological Lacuna,”Sociological Inquiry 59:7（1989）;Clifton D.Bryant and William A.Snizek,“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A Neglected Document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59:219（1975）;Remi Clignet,Death,Deeds,and Descendants（1992）．



[12]Edward V.Carroll and Sonya Salamon,“Share and Share Alike:Inheritance Patterns in Two Illinois Farm Communities,”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3:219（1988）．



[13]参见James W.Deen,“Patterns of Testation in Four Tidewater Counties in Colonial Virginia,”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6: 154（1972）;Lawrence M.Friedman,“Patterns of Test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A Study of Essex County（New Jersey）Wills,”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8: 34（1964）;David Narrett,“Preparation for Death and Provision for the Living:Notes on New York Wills（1665－1760）,”New York History,October 1976,p.417。



[14]Allison Dunham,“The Method,Process and Frequency of Wealth Transmiss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30:241（1962）.Steuart Henderson Brit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 347（1937）;Edward H.Ward and J.H.Beuscher,“The Inheritance Process in Wisconsin,”Wisconsin Law Review 1950:393．



[15]Carole Shammas,Marylynn Salmon,and Michel Dahlin,Inheritance in America: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1987）．



[16]对Cuyahoga县所做的研究是Marvin B.Sussman,Judith N.Cates,and David T.Smith,The Family and Inheritance（1970）；对San Bernardino 地方所做的研究是Lawrence M.Friedman,Christopher J.Walker,and Ben Hernandez⁃Stern,“The Inheritance Process in San Bernardino County,California,1964: A Research Note,”Houston Law Review 43: 1445 （2007）。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之其他研究还包括Olin L.Browder,Jr.'s,“Recent Patterns of Testate Succ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Michigan Law Review 67:1303（1969）;and John R.Price's,“The Transmission of Wealth at Death in a Community Property Jurisdiction,”Washington Law Review 50:277（1975）。



[17]“ademption”的意思是撤销遗嘱，它是指遗赠人在世时以不撤销其遗嘱的方式，全部或部分地收回其遗赠物。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译者注



[18]Stuart Banner,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2005）．



[19]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Book 2（1765－1769）, p.433．



[20]如果遗嘱没有指定执行人（executor），或者遗嘱指定的执行人去世、放弃或拒绝担任遗嘱执行人，那么，法院将任命一位管理人（administrator），这位管理人被称为“所附遗嘱的管理人”（“administrator with the will annexed”）。



[21]在一些州，遗产检验法院（probate court）使用不同的名字:在纽约和新泽西州，遗产检验法院叫作“surrogate's court”；在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遗产检验法院叫作“orphan's court”。一些州的遗产检验法院是独立的；在另外一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遗产检验法院是一般初审法院的分支。



[22]参见 William Fratcher,Probate Can Be Quick and Cheap: Trusts and Estates in England（1968）。



[23]Texas Probate Code § 145（b）．



[24]部分原因是归咎于以规避遗产检验程序为为名、而兜售信托与其他法律工具的人士。Norman Dacey的书《如何避免遗产检验程序》（How to Avoid Probate）——随后我还会提到这本书，销售量超过了1500万册，部分地对于错误观念的流行难辞其咎。



[25]California Probate Code § 6602．



[26]《统一遗产检验法典》包含有一个条款是“概括继承”（universal succession），效仿的是欧洲的制度。这个继承过程比得克萨斯州的安排要大大的流线型化（streamlined）。Uniform Probate Code § 3－312。



[27]更多的情况，参见 Ralph C.Brashier,Inheritance Law and the Evolving Family （2004）。



[28]John H.Langbein,“The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 in Family Wealth Transmission,”Michigan Law Review 86:722（1988）．



[29]Edward N.Wolff,“Bequests,Saving,and Wealth Inequality: Inheritances and Wealth Inequality,1989－1998,”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60（2002）．




第二章　死后的遗产分配


只有活人能够对东西享有“所有权”。一旦人去世，所有权消灭，货物和资产就易手。对于死者的财产如何处理，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法律上切断死者与他生前财产的任何权利，任由死者的财产被人自由争抢。或者国家征收死者的财产，收归国有后由国家按照自己的目的分配这些财产。或者第三种可能性是，法律可以强制规定遗产的处置，包括谁有权得到遗产，得到多大的份额。第四，我们可以让死者的遗愿决定遗产如何分配，然后法律对死者生前所做的赠与和安排都加以保护即可。

尽管后两种方式是主导性的，事实上，我们的体制混合了如上四种方式。宣布死者遗产为无主物，然后“任由人争抢”，这绝不是财产规则，但这个断言是社会对财产权的定义方式所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所有权人死亡后由人任意争抢的东西，完全不能被定性为财产。财产不是一个容易被界定的概念。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财产观念。Willard Hurst把财产界定为“对经济资产的运用有合法的权力，决定它如何使用”。
[1]

 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一个定义能够概括不同时期的所有社会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市长去世，市长对市长职位所拥有的权力也消失；当她活着时，她不能出售她的市长职位，她也不能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市长职位留给她的子女。除非有代市长或挑选下任接班人的某些其他安排，市长职位的确定必须通过选举。换言之，市长职位不是“财产”。但是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许多职位是（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财产，可以继承，甚至还可能被出售。

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我们的社会体制——有它自己对财产的传统定义。我们对财产的传统定义排除——比如——公共职位。在很大范围内，经济和社会体制是基于私有财产的概念。资产——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被个体所“拥有”。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们的资产拥有完全的权利束。权利束包括购买和出售这些资产的权利，还有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作为一般规则的对死亡时资产的处分权。当然，所有权可以被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人共有。丈夫和妻子可以设立共有的银行账户。在许多的公寓建筑物，居住者对他们的公寓享有“所有权”，但同时存在对大厅和其他公共区域的某种集体的所有权。有一些房子属于共同合作权属（co⁃ops）。在当代社会，社会中的集体——家庭或宗族——通常不对财产有“所有权”。历史上，很多社会以及文字出现之前的相当多的社会，家庭、宗族、部落或村庄所有权相当普遍，形成常态的规则，而不是例外。

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一些州（大部分在美国西部）采取夫妻“共同财产制”（community property）。普通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制比较陌生。它来自于民法法系。因为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州历史上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些州生根发芽。这些州追随的是西班牙版本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在美国大多数州，妻子赚的钱是妻子自己的，丈夫赚的钱是丈夫自己的。法律上，夫妻二人是不同的主体。但是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丈夫和妻子形成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他赚的钱的一半自动属于她，她赚的钱的一半自动属于他。当然夫妻也可以让夫妻关系持续期间各自的所有收入和财产分别所有，但他们必须以书面的方式做具体的安排。即使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婚前所得的财产依然是“独立财产”（separate property）。

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不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丈夫和妻子在税法上有权、也确实是申报共同的所得税纳税单。以这样的方式，在税法效果上，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居民的待遇和生活不会因为婚姻而有纳税差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税法待遇的趋同是如何形成的。当所得税开始对广大的纳税人发生实质影响的时候，大家发现生活在——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已婚人士要比生活在——比方说——纽约的已婚人士缴纳更少的税收。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已婚居民可以主张自己只拥有二人共同收入的一半。在累进所得税下，将共同收入按照这种平均一半的方式切分的话，往往会使这个家庭落入所得税征税的更低区间。比较而言，同样的共同收入在纽约会使这个家庭落入所得税征税的更高区间，比如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中，丈夫赚了一堆钱，妻子待在家里照顾小孩，没有她自己的独立经济来源。这种税收差异引起了大量纳税人的极大不满。一些州吹风出去，将转向夫妻共同财产制。政治上，这股压力对联邦所得税法产生了影响:法律改变了，因此，已婚人士在不同的州获得相同的待遇，而不是以前那样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其他州获得套利。

在我们这个社会，财产权面前男女平等；但历史不总是这样。事实上，在一些社会体制中，妻子（绝不是丈夫）并不比她丈夫或她父亲拥有的某块财产的地位更高。有时还会发现一些规则:丈夫去世后如何处置妻子。显然这个想法是与下面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丈夫对妻子的性生活有垄断地位。显而易见，“传统道德”暗含丈夫的这方面权利。理论上，夫妻双方的义务是相互的:丈夫应该只与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不能与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实践中，这种“双重标准”意味着禁止婚外情的义务更多地是施加在妻子身上。不管怎样，在我们的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排他性权利通常不被视为一种财产权；显然当丈夫去世时，丈夫对妻子性关系的垄断权也消失。

但这不总是或不必然就是真实情况。《旧约》描述了所谓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结婚的婚姻（levirate marriage）制度。如果丈夫去世没有留下子女，他的妻子不能在家庭范围之外再婚；而是她丈夫的兄弟要迎娶她（Deuteronomy 25:5）。然而，这不是强制性的；如果她丈夫的兄弟不愿意迎娶他的嫂子或弟媳，他可以拒绝。《圣经》对于脱离关系（renunciation）的仪式也有相关的规则。印度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殉夫（或殉死（sati）），也就是寡妇——据说是她的自由自愿——爬上燃烧她丈夫尸体的火柴，加入丈夫的火葬而死去。在殉夫的习俗被官方宣布取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习俗在印度的某些乡村地区依然保留。一般来讲，寡妇在印度社会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这在 Deepa Mehta导演的电影《水》中得到活灵活现的表现；电影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在这个城市，寡妇生活在一个修道院里，与世隔绝，穿着白色的衣服，头发剃掉，还禁止再婚。这个对我们而言看起来如此野蛮的习俗，表明丈夫拥有妻子的身体，而且丈夫对妻子身体的“所有权”在丈夫去世后依然存在。

当然西方社会不承认丈夫有这种权利；当然在今天世界也普遍不承认丈夫有这种权利了。而所谓的双重标准表明，相比妻子，丈夫在性生活方面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度；而且当丈夫去世后，双重标准不必然就失去它的控制。一个一想到他的妻子可能在他死后与别人结婚（与别人睡觉）就厌恶的男人，可以在他的遗嘱中加入这样的条款，让他的妻子对遗产仅仅享有终身利益（life income），而且如果她再婚，则她对遗产的权利就消灭。这种条款在19世纪比较普遍，在今天则很罕见了。
[2]



没有一个社会是由国家或政府争夺人民死后的遗产，对遗产行使国有化，然后再对强制征来的遗产进行再分配。即使是最极端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没有这么干过。所有的社会都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产所有权，以及在死亡时将财产自由处分的自由。然而，当今国家对死者遗产的请求权份额是以遗产税和继承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时候在某些社会，国家在死者遗产中的份额可以占到富人总遗产的相当大比例。历史上美国法从没让政府税收权在死者遗产中占太大的比例。然而在20世纪，实质性的“死亡税”（death tax）开始出现。对遗产征税的政治意愿最近开始显著地衰退。这个论题的更多细节我将在本书第九章再讨论。

第三种方式是法定继承（intestacy）的法律。死者去世时没有留下有效的遗嘱时，法定继承的法律是规定谁有继承权的一套规则或法律。无遗嘱继承的法律因地域差异而会有许多细节方面的差异，而且会因时间差异发生很大的改变。但在任何地方它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与死者的亲属关系越近，越受到法定继承规则的优待。当今时代不会有哪个州的法律会把你的姨妈Minie的顺位排在你的儿子或你的母亲前面。法定继承的这套逻辑也把你的后裔排在你的先辈（ancestors）前面:你女儿的继承权通常优先于你母亲的继承权。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双方各自的亲属平等地享有相关遗产的份额。母亲的兄弟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都不会优先于父亲的兄弟，反之亦然；这是美国亲属体系（kinship system）中的基本平等。许多社会——例如在非洲——则有不同的传统和法律。

从定义可知，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于那些死后没有留下遗嘱的人。而即使是留有遗嘱的人，对遗产的处分也受到某些限制。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各州，不可能（或者至少不容易）完全剥夺妻子或者丈夫的继承权。
[3]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财产所有权人享有特权，我们叫做遗嘱自由（freedom of testation），这是第四条道路。这是一个人对死后财产如何处分的决定权，是死者之手的权利。理论上，这是美国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普通法的一般意义上的原则（在民法法系的国家其效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法律确实要求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遗嘱的制定或类似的文件。此外，对遗嘱自由存在一些限度和限制，在适当的地方我再讨论它们。

如同上述简短介绍所揭示的，人死后遗产如何分配这个问题，美国法属于多种方式的混合体制。严格来说，你“所有”（“own”）的任何财产不会在你死后任人抢夺；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所有权的定义和观念所直接推导出来的。继承税、法定继承法和遗嘱自由都是我们的继承法真实存在的面向。然而，多种元素的混合，以及这些元素与社会语境发生联系的方式，都会因时、因地而不同。这是本书的主题。

法定继承法的发展

当代的法定继承法是基于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观念。如果某人死时没有留下遗嘱，遗产分配给在世妻子或丈夫，分配给第二代孩子和第三代孩子，而如果这些顺位的继承人都不存在，则分配给最近的亲属。其余任何人没有丝毫的请求权。大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然而，分配比例和重点随着时间不同而有所改变。

有两个变化特别的重要。第一个变化是动产的继承规则和不动产的继承规则在趋同。第二个变化是在世配偶所享有的遗产份额比例越来越大，这是以减少其他可能的继承人所享有的份额为代价的。这个趋势是与本书“导论”部分提到的另外一个趋势紧密相关的:重点从血缘家庭向感情与依赖型家庭的转变。

历史上，动产和不动产的英国法截然不同。不动产主要是指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例如，房屋或者树木或者正在生长的农作物。其余的是动产。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规则很不一样，使用的术语也是如此。处分土地的遗嘱叫will；处分动产的遗嘱叫testament。土地遗留给继承人，这里的遗留叫 descend，继承人叫 heirs；而动产是分配（distributed）给近亲（next of kin）。遗嘱（will）遗赠土地，遗赠叫devise；遗嘱（testament）遗赠动产，遗赠叫bequeath。当然，今天人们不再做这些精致的词汇区分；人们也不应该做这些词汇区分。其中一些用词差异现在还保留着，但那只是因为语言习惯。（人们经常把他们的遗嘱标识为“临终遗嘱”（Last Will and Testament））。基本上，不动产的继承规则与动产的继承规则是一致的。

在英格兰古老的普通法上，土地继承遵行长子继承制作为基本原则。土地遗产传给死者的长子。少数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和贵族实际上拥有英格兰的所有土地；土地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不论在哪个社会，所有法律体制的一个功能是大致保持事物的原样；如果发生改变，要让改变以有序的（而且经常是十分缓慢的）方式推进。英国体制在设计时是为了保存一个由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的统治。长子继承制的要点是十分明显的。它倾向于维持大家庭的财产持有不可分割。比方说一个伯爵或男爵，不得不在他的所有子女中分割财产，土地的保有将变得更加的碎片化。将土地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小块土地”，将（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产生“没有工作和饥饿的人群，他们缺乏谋生手段，也缺乏改善他们生活条件所必需的事业”。
[4]

 不管怎样，如同伯爵、公爵和男爵等头衔传给继承人（长子）一样，土地遗产也是如此。只有当没有儿子时，女儿才有继承权。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可能去教堂或者参军或者娶一个女继承人。女儿不得不去寻觅合适的婚姻。

长子继承制只适用于不动产。适用于动产的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规定在《分配法》（Statute of Distributions）中。像珠宝、现金和证券等动产在子女们中平均分配。但在当代之前的英格兰，动产对于富人来说不是特别重要。土地和土地的收益才值钱。

从很早开始，无遗嘱继承的美国规则极大地偏离英国规则。大多数情况下，北方殖民地拒绝长子继承制。他们采用可分割的继承（partible inheritance，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规则。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以及在其他一些殖民地，长子得到双倍份额。
[5]

 但除此之外，规则一般是子女平等均分。

关于遗产可分割继承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一些学者努力将它的源头追溯至英国的本土习惯。长子继承制是普通法的一般规则；但那个国家的一些区域遵循他们自己的而且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体制。如果你在记载这些习惯的史料中仔细爬梳，你可以找到遗产可分割继承的若干例子；例如，在肯特县，他们实行一种叫作“男子均分土地”（“gavelkind”）的制度，土地遗产由所有的儿子平均分配。某些英国习惯移植为殖民地的制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它不可能是美国制度如此剧烈地与英国制度发生偏离的真正原因。要是有土地的绝对丰富，英格兰的长子继承制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说不太通或者说是没道理。长子继承制也许对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是有用的；但它在一个小农经济的体制中没有意义。如同19世纪早期 James Kent所写的，使长子继承制失去意义的是“我们的无人居住区域的广袤，市场中未经耕作土地的丰富，从大西洋向内陆州迁徙的川流不息的移民”。
[6]



北方殖民地十分普遍地拒绝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在南方的持续时间更长。南方殖民地的气候更加温暖，以庞大地产为基础的体制成长起来——种植园经济，（随着时间发展）拥有了大群的奴隶劳工。换言之，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是小镇和家庭农场，与之相比，美国南方的条件更接近英国的状况。不过，这里说的更像英国，绝不是等同英国的条件。英格兰没有奴隶，而且英格兰的领土没有美国那样能形成一个拥有广袤无主土地的内陆纵深帝国。

殖民地的条件已经打破——在某种程度上取代——英国的继承法。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个过程持续进行。各州急迫地建立一个土地保有和继承的“共和”体制。
[7]

 即使在南方，长子继承制也走到了末路。此外，许多州取消了限嗣继承的财产权（fee tail，指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继承的土地，继承权有限制的地产。——译者注）。限嗣继承的土地永远只传给“亲生继承人”（heirs of the body）。这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人无权出售土地；他只能把土地传给他血缘上的后裔。简言之，财产被绑在家族内，只要家族内有符合条件的继承人，这个财产就可以一直为本家族所拥有。但即使在中世纪的后期，聪明的人也能找到规避这些限制的方法；法院也为之背书。那时，从实际情况来看，所有权人可以出售或赠与限嗣继承的土地。因此限嗣继承几乎过时了。新加入美国的州拒绝限嗣继承的概念。“限嗣的地产”（estate tail）转变成所有权人拥有完全所有权的地产（fee simple estates）——也就是继承者拥有全权可任意处理的地产。
[8]

 这符合新共和国所鼎力主张的一般原则，土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转让的”（alienable），也就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这演变成对土地所有权“家族世袭”（dynastic）体制的一种普遍的厌恶。土地所有权“家族世袭”体制对继承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对一般的财产法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根本的改变是寡妇和鳏夫（用法律术语来说，“在世配偶”）的权利和权力的加强。在普通法的制度中，男人的遗孀的确继承他动产的1／3。但对于士绅阶层来说，这不是特别的重要；土地才是权力和财富的基础。佃农要交的租金支撑起了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基础是他们在乡村的土地，这些土地让士绅阶层有了经济基础，然后可以在伦敦购买他们的联排别墅。一个男人的不动产在他死时，普遍的期待是不动产保留在他的血统中。当她的丈夫去世，她对他的土地没有继承权；而是她只能对所谓的“亡夫遗产”（dower）主张权利。
[9]

 寡妇应得的亡夫遗产包括对她丈夫1／3的土地上所带来的收益主张权利。只要寡妇活着，这个权利就有效。当她去世，这个权利也和她一起消灭。她死后对这个权利如何处分，她没有任何话语权。继承人是子女或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英国普通法不承认收养。血缘就是一切。要么你是有血缘关系的子女，要么你什么都不是。
[10]



普通法上的亡夫遗产只适用于寡妇。鳏夫有他们自己的继承权，叫做“鳏夫产权”（“curtesy”）。鳏夫有权终身享受他死去妻子的所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财产的收益和权利。但是有一个条件:只有二人的婚姻曾经育有子女，鳏夫才有这个权利。如果二人的婚姻没有后代，则不存在“鳏夫产权”。不一定要求二人的婚生子女比鳏夫晚死；只要两人有一个子女出生时是活的，鳏夫就有权享有“鳏夫产权”。Blackstone记录下了这个公认的观念:“必须听到哭声；但这是个错误。哭声的确是出生时是活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他还增加了一个古怪的附带条件:子女必须是“在母亲活着时出生的；因为如果母亲在分娩时因难产去世，然后孩子是通过剖宫产手术诞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不应享有鳏夫产权”。
[11]



在英格兰的实务中，已婚妇女的权利要比仅从阅读Blackstone的书籍中所展开的想象要更加复杂。根据“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coverture”）的教义，妇女拥有的所有土地一旦在结婚之后都转入丈夫的控制之下。但为了规避“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的教义，有土地的家庭在女儿出嫁之前就设立精致的法律工具（“安排”（settlement）或“独立财产”（separate estates））。基本思想是在婚前设立某种信托。法律上和正式地，受托人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不是女儿。一旦信托设立，财产再也不是她的了（某种意义上）；不管怎样，她结婚后，财产不转入她丈夫的控制之下。在英格兰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经常使用这些工具。
[12]

 在美国，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也经常使用这些法律工具。Suzanne Lebsock在她对19世纪上半叶的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的一项研究中记录了这一事实；她发现在该市从1821年到1860年大约有600个独立财产的安排。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个“财产转移到……受托人的书面协议，受托人……持有财产……是为了已婚妇女的……独立使用”。
[13]

 在绕开有夫之妇法律身份的障碍，安排和独立财产是有用的。但这些协议也十分富有技巧；它们需要具有高超技能的律师，法院有时候对形式和规则吹毛求疵。

普通法的亡夫遗产还有其他的奇特之处。一是它优先于债权人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死了，留有土地——但还有一屁股债务——无论如何，寡妇取得她的亡夫遗产权。此外，寡妇不仅对丈夫死亡时实际所有的土地可以主张权利；而且对他曾经有过的土地——如果他生前出售或赠与这些土地时没有得到她的同意——寡妇也可以对这些土地主张亡夫遗产权。这个规则本是意在给寡妇额外的保护。这种“尚未生效”（inchoate）的权利是为什么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亡夫遗产制度被立法者（无疑也被选民）认定为具有致命缺陷的原因之一。亡夫遗产制度的“尚未生效”的特点是所有权上面的“疑云”。总是会存在一个威胁——虽然很小但真实可能发生——当你购买一块土地，一位老太太却在某一天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向你购买的土地主张亡夫遗产权。19世纪的公共政策强烈地厌恶任何可能会阻滞土地市场活跃流通的任何规则、教义或制度。同样的促进流通的因素在信托、慈善捐赠以及其他法律安排中都发挥影响。只要哪个制度有可能将财产“捆绑住”，威胁到流通，威胁到可能会将土地与市场隔绝，都可能发生法律改变。

在19世纪上半叶有效的法律中，血缘的观念依然十分具有影响力。根据1829年纽约州的成文法，“任何人的不动产，如果财产权人死亡时没有遗赠处分”，将首先分配给他的“直系子孙”；然后是他的父亲；再然后是他的母亲；最后是他的“旁系血亲”（collateral relatives）。
[14]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死亡时没有子女，他的父亲将继承他的土地。但如果死者的土地本是从死者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则土地回转至死者的母亲。该成文法规定，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血亲（例如，半个兄弟或半个姐妹）,“与同父同母的血亲具有平等的”继承权。
[15]

 另一方面如果——比如——一个男人的土地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那么，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半个兄弟姐妹）对这个男人的土地没有继承权。
[16]

 根据该成文法，寡妇只能获得亡夫遗产权。在一些州，比如密歇根州，截至1846年，法律是赋予寡妇对不动产的“在她生命期间”的权利，但前提是被继承人没有“直系子孙”（“issue”）；只有当被继承人没有任何“亲属”（kindred），她才能获得完全的继承权。
[17]



亡夫遗产制度的衰落

在经典的普通法中，亡夫遗产是寡妇生计的主要来源。但是，亡夫遗产制度并没有给寡妇提供足够的实际保护。对家庭农场享有的1／3的财产利益，不可能值太多钱或者带来多大的收益。英格兰伯爵的遗孀所享有的亡夫遗产权是一回事，而伊利诺伊州一个农夫的遗孀所享有的亡夫遗产权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遗孀生活在纽约市，亡夫遗产权的帮助就更小了。家庭自身性质的改变——在家庭中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变化——可能也导致亡夫遗产制度的减弱和衰落。
[18]

 不管怎样，在19世纪中期，各州开始认真地考虑取消这个古老的制度。1852年，印第安纳州直接取消亡夫遗产制度，取代它的是遗孀对动产和不动产均享有份额（share）。这个份额不是终身利益，而是“绝对所有权”（fee simple），也就是遗孀对财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有权任意处分。
[19]

 1862年，堪萨斯州的法律赋予遗孀选择权，在亡夫遗产制度和绝对份额（对亡夫土地与其他财产的一半份额）之间进行选择。自然地，遗孀总是选择绝对份额，除非她的丈夫死亡时陷入破产。在丈夫破产这种情况下，亡夫遗产制度是更优的选择，因为它优先于债权人的权利。
[20]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当代，原初形态的亡夫遗产制度不再存在。
[21]

 取而代之的是，各州赋予在世配偶（寡妇或鳏夫）对遗产享有固定份额的权利——通常是1／3或1／2。一个强大的发展趋势是这个份额越来越慷慨。在俄勒冈州，如果一个男人死后遗留有妻子和子女，而妻子是子女的生母，那么，妻子将得到全部遗产；鳏夫也是如此。如果寡妇或鳏夫不是死者之子女的生母或生父，寡妇或鳏夫将得到一半遗产。如果死者没有任何子女（children），寡妇或鳏夫将得到所有的遗产。
[22]

 在佛罗里达州也是如此。如果死者没有“直系子孙”且没有留下遗嘱，在世配偶将得到一切。如果死者遗留有直系后代，寡妇或鳏夫首先从遗产中分得6万美元，然后分得剩余遗产的一半；但如果死者的“直系子女”不是与寡妇或鳏夫所生的，在世配偶将从不受遗嘱处分的遗产中分得一半。
[23]

 越来越多的州改变了它们的法律，赋予在世配偶对死者遗产的更大份额，而且如果死者没有子女，在世配偶将得到一切。或者在许多州，在遗产中首先分配给在世配偶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以确保寡妇或鳏夫得到充分的保障。现在的婚姻也许比芦苇还要脆弱，但法定继承法无法区别婚姻的品质。

法律不仅在配偶无遗嘱死亡时保护寡妇和鳏夫，而且还保护寡妇和鳏夫免于被配偶有意地剥夺继承权。如果死者的遗嘱没有给遗孀分配任何遗产，或者遗嘱所分配给遗孀的遗产少于法定继承规则下在世配偶所应得的份额，那么，遗孀可以宣布放弃遗嘱所给予的份额，“选择”（elect）法定份额。换言之，你不能赤裸裸地剥夺配偶的继承权。或者更准确地说，你不能通过把她从你的遗嘱中剔除，而剥夺她的继承权，除非她事前同意你这么做，例如签署婚前协议。那么你能以其他方式剥夺配偶的继承权吗？你能在生前设立一个信托，同时你的配偶没有任何受益权，然后把你的所有财产都转移给信托，这样你死的时候，你的“遗产”是空的，法律上你能这样做吗？还有欺骗你的人生伴侣的什么其他技巧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回答是这些方法也许可行，但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容易。1937年判决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关于纽约人Ferdinand Straus的遗产，他拥有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他的第一任妻子1927年去世，然后他再婚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客气地说，他的第二段婚姻并不成功；Ferdinand显然下定决心要让这个女人得不到他财产的分文。虽然他的遗嘱中分配给她很大的份额，但这好像是他开了一个玩笑（或者他的本意就是要开个玩笑）:遗嘱是一个空壳。尽管Straus是一个富翁，但他的“遗产”价值不足1000美元。这是因为他在死前不久，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转移给受托人；他对信托保留的权利是如果他需要，他有权变更信托；但同时，信托持有所有他的人间财物；他的现任妻子不是信托的受益人。法院判决说，向受托人转移财产的行为是“虚幻的”（illusory）；它只是“委托人对财产有效保留控制权的伪装”。因此，妻子有权对信托财产主张法定遗产份额。
[24]

 在大多数的州，成文法和判例法都保护寡妇或鳏夫免受Ferdinand之类的诡计以及能达到同样目标的其他安排。但是，法律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完全。
[25]



在大多数地方，在世配偶有权主张遗产的固定份额，但并不是在所有地方。例如，在佐治亚州，在世配偶可以被死者完全地剥夺继承权；配偶有权得到一年的资助，然后就没有了。
[26]

 在推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获得的财产称为“共同”财产，因此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妻子。那么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下，推定在世配偶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她已经有共同财产制的保护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配偶对他或她的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拥有处分权（再加上不属于共同财产的遗产），但这是他或她所能得到的最大份额了。当然，如果死者愿意并在生前做出安排，在世配偶可以得到更大的遗产份额。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死者未留下遗嘱，他的妻子将得到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她在婚姻期间拥有所有权的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法律，她还得到另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
[27]

 简言之，虽然法律是复杂的，但它基本的思路是努力确保在世配偶分到成规模的大份额遗产。

19世纪中叶的另外一个法制发展是关于有夫之妇之教义的减弱和衰落。“已婚妇女”（“feme covert”）基本上没有任何财产权。如同亡夫遗产制度，有夫之妇的教义对土地流通市场构成干扰。假设一个妇女的丈夫遗弃了她，跑到荒郊境外——这不是罕见的事情。她将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地以任何方式抵押财产、出售财产或者处理财产。这当然对她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对——比如——想要购买她家土地的邻居成为一个问题。19世纪上半期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土地的所有者向州的立法机关申请颁发一个对私人的授权文件，允许她出售土地。
[28]

 有人这么做。但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烦琐的申请过程。而且它处理的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况，而不是一般性的解决问题。

更具有普适性的解决办法是取消有夫之妇的教义。这是所谓的《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s）要做的事情。最早的法律是1839年密西西比州通过的；它主要是解决已婚妇女拥有和处分奴隶的权利。
[29]

 许多早期的其他立法也零碎地处理过这个问题。法院对这些立法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敌意，毕竟法院是男性俱乐部。但是截至19世纪末，有夫之妇的旧规则在面临消亡。这些关于已婚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总是有相关条文是关于继承问题的。例如， 1842～1843年制定的马里兰州的法律赋予已婚妇女有权“扣押或占有通过任何遗赠、转让或赠与方式，直接给她的财产、不动产或者奴隶”。这部法律中最有意义的内容可能是关于奴隶的所有权。而它确实赋予妻子“立遗嘱的权利”。在她的遗嘱中，她可以把她的财产遗留给她的丈夫，或者给经过他书面同意后的其他人。有趣的是，已婚妇女的遗嘱见证人必须私下询问已婚妇女，“在她的丈夫不在场和听不到的情况下”，确认她的遗嘱是“出于已婚妇女的自由意志，自愿地、没有被她的丈夫所恐吓、威胁或者受到虐待而签署的”。
[30]

 随后颁布的法律不再是这样试探性的了。截至1900年，已婚妇女已经能十分自由地立遗嘱，处分她们的财产。在任何地方，在世配偶——男性或女性——已经成为无遗嘱继承中的首要继承人。

当代的法定继承法

当今每一个州都制定了法定继承法。虽然在细节方面有诸多差异，但模式十分类似。寡妇或鳏夫将得到遗产的较大份额。在一些州，如果死者没有后代，配偶则获得全部遗产。如果死者有后代，配偶和子女则分享死者的遗产。如果死者死亡时既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配偶可能先死。——译者注），遗产则归属于死者的父母或死者的兄弟姐妹。如果死者死亡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么，遗产归属于血缘上与死者最近的人（当今许多州划了一个边界:比祖父辈和祖父辈的后裔还远的亲属没有法定继承权）。而如果死者实在没有符合继承资格的亲属，或者没有任何亲属，那么，遗产“充公”（escheats），也就是钱归属于国家。

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些（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亲属；没有人是毫无家族联系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没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任何家族成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的人是没有任何亲属；或者更准确地说，找不到或无法识别他的任何亲属。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流动社会所带来的结果——迁徙的人们像滚石一样流动。年轻的时候离开家，四处浪荡打工赚钱。有时候他们挣到了大笔财富，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怕麻烦而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没有维持任何的家族联系。例如，你可以想象，从东欧某个小镇来到美国的一个年轻移民，在美国挣钱，活到95岁时死在美国未留下遗嘱。他是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假设他从没有与人谈起过他从哪来；也有可能他本是一个孤儿或弃儿，由寄养家庭或孤儿院抚养长大。然后不可能被人知道的是，他的亲属（如果有）是谁。如果他死亡时未留下遗嘱却留下了大笔财富，那么各色各样的远房表亲或者自称的表亲，将从木房子中钻出来，对他的遗产主张权利，接着必然会发生一场惨烈的、不堪入目的遗产争夺战。下文中我还会提到的一个著名例子是Howard Hughes的遗产。他是一个古怪的亿万富翁；死后有人拿出他的临终遗嘱，但极大的可能这份临终遗嘱是伪造的——至少法院是这么判定的。

在一些不太常见的案例中，遗产争夺战打的是另外一张牌，而不是靠伪造遗嘱。家族中的某位成员去世，或被宣告死亡；那么，瞧一瞧看一看吧，有人冒出来了，自称是死者失散多年的儿子或者兄弟，以遗嘱或法定继承规则为基础对遗产主张权利。英国维多利亚的时代最轰动的审判之一是关于男爵James Tichborne遗产案。继承人Roger于1859年在海上失踪了。当Roger的父亲去世，遗产和财产都归属于Roger的兄弟Alfred。但Roger的母亲内心确信Roger依然活着。然后如同其他的故事那样，从澳大利亚的荒野中冒出来一个请求权人。Tichborne太太坚持认为这个人正是她失散多年的儿子。然而，对一个不那么抱有偏见的人来说，Tichborne太太的坚持是荒谬的；这个请求权人显然是个冒牌货。最后发现这个请求权人是一个叫Arthur Orton的人，是一个屠夫的儿子。万人空巷的审判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请求权人是在撒谎。最终，他因伪造证据罪而锒铛入狱。
[31]

 在另外一个案子，Ida Wood死于1932年，享年93岁。她是个古怪的富婆，在生命的最后30年她成了修女。她死时没有留下遗嘱。超过1000个人对她的遗产声称有应得的份额。
[32]

 Henrietta Garrett在1930年死于费城县。死时没有留下遗嘱却留下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遗产。在这个案子中，对他的遗产主张请求权的人超过26000人。
[33]

 无疑，一些请求权人是真心地认为自己有权分得他的部分遗产。但经常是，如同Georgiana Wendel遗产案中的情况那样，许多请求权人纯粹是在欺诈——伪造这样或那样的文件。
[34]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死人足够的富裕，而又没有明显的亲属，那么，巨款的气味几乎一定会吸引一群秃鹰，对遗产主张权利。

一个流动的社会可能会有很多无根的人，他们没有明显的家族联系——这些人大部分但不全是男人。大部分美国人有家庭，而且真正是紧密联系的家庭；但是所谓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少见了。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社会中，第三代堂表亲都属于近亲。在那些社会中，不论血缘关系随着代际发展变得多么稀薄，但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用说，美国社会不属于那些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数百万的美国人几乎不与他们的兄弟姐妹说话，更不消说堂表亲了。传统的法定继承法认为血缘关系是一切，血缘上最近的亲属有继承权，即使这些亲属与死者毫不“亲密”，即使这些亲属与死者平时从不联络感情，从来没有见过死者，甚至还可能从没有听说过他或她。“继承人猎头”（heir hunters）专门干这种事，他们靠找到这种“继承人”来挣钱，收取费用，分享继承人继承来的部分收益，或者干脆从这种“继承人”手中把继承权买过来，然后冲向遗产检验法院。
[35]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例中，Denis Griswold于1996年无遗嘱去世，留下的遗产不多也不少，都是他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6]

 他死时留有遗孀，但没有子女。他的遗孀对他的全部遗产主张权利；但突然一个叫Francis V.See的人，一个“司法鉴定方向的基因学家”冒出来，代表另外两个人向法院提出主张。See向法院讲了一个故事:死者Denis曾经是一个非婚生子。他的生父Draves承认自己是Denis的父亲。他被命令向 Denis 支付抚养费，他的确也支付了。同时，Denis 的年轻的母亲嫁给了 Griswold 先生，Griswold 先生把Denis当做自己的儿子，他们二人共同把Denis抚养长大。故事的另外一条发展线索是，Draves的生活也在继续；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子女Margaret和Daniel，也就是Denis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Denis Griswold从来没见过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有一次，他确实发现Draves是他的生父，但他没见过Draves，也没去寻找Draves。这个案例的司法报告没有告诉我们See是如何发现这个家庭的隐秘传奇的；但不知何故，他发现了，而且还联络上了Margaret 和Daniel。他们二人将他们对遗产的财产利益“转让”给See，而See毫无疑问给了他们二人金钱或者分享收益的承诺。接着，当初审法院拒绝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遗产请求权后，是See提出的上诉。后来，这个继承人猎头赢得了上诉。

如同这个案例所表明的，有时候继承人猎头是划算的。许多公司专门做这项生意。一家叫Josh Butler的公司在网络上打广告吹嘘说，它能“以任何理由，寻找到几乎任何人”。如果客户“不完全满意，我们不收费。分期付款。不使用小号字体打印的合同。不提前收费。”
[37]

 不过，不仅对死人财产的野蛮争抢是不合适的，而且远亲仅仅因为存在某种遥远的血缘联系就享有继承权，也是不太妥当的。这就是所谓的“满面笑容的继承人”（“laughing heirs”），他们由于与死者的关系太远而不为死者的离去而丝毫悲伤，而是一路笑着走去银行提取死者的遗产。在任何一个州，“满面笑容的继承人”曾经是真有可能性的。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了。在大约一半的州，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依然有继承权，不论他们与死者的血缘关系是多么的遥远。
[38]

 但在另外一半的州，现在法律开始致力于取消这种“满面笑容的继承人”。许多州追随《统一遗产检验法》（Uniform Probate Code）的倡导。这些法律以第一代堂表亲（死者祖父的后代）和（如果第一代堂表亲都已去世）第一代堂表亲的后代为继承权的边界。比这还远的血缘关系则无权继承了。曾祖父的后代就没有这个运气了。
[39]

 显然，这些成文法给“继承人猎头”的业务当头一棒。许多州的法院以各种法律基础判决这些猎头公司败诉。
[40]

 即使失去寻找失散继承人的业务，这些公司也不会倒闭。例如，Butler公司还有其他的寻人业务，包括寻找“集团诉讼的成员”、专利持有人、土地所有者、公司股东，还包括带点神秘色彩的寻找“历史见证人”。

法定继承法把重点放在小家庭，承认丈夫或妻子是继承的主要焦点。法律（和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婚姻视作“经济上的合伙”。也就是，当他或她说“我愿意”时，他们被认为在进行一种“无言的婚姻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分享以及平等分享“婚姻的果实”。
[41]

 （推定的）谈判意味着我们不问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否快乐。法律不关心他们是否亲吻、牵手或者发生性关系。法律甚至不关心当一方去世时，双方是否分居。已申请离婚的妻子在离婚手续完成前，依然有妻子的身份，在丈夫死亡时对他的遗产享有她的分配份额（毕竟，如果离婚手续办完了，她可能也得到了他的部分财产作为离婚条件）。

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有关系吗？这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哪里。州法很重要。1976年9月11日，Robert Neiderhiser携他的未婚妻Naomi Nicely一同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 Westmoreland 县的 Fort Palmer United Presbyterian教堂。牧师William Jacobs主持二人的结婚仪式。Robert和Naomi对着彼此重复他们的婚姻誓言。他一边转动着她第四根手指上的戒指一边说:“这个戒指见证着我们在这里结婚，以圣父、圣子和生灵的名义，阿门。”教众开始祈祷。就在这个时候，Robert突然摔倒在地板上。当Robert摔倒的瞬间，牧师Jacobs迅速地宣布他们二人结为夫妻。一会儿Robert死了。Naomi成了遗孀。或者她是遗孀吗？Naomi被任命为Robert遗产的执行人，但是Robert的家庭成员挑战这个任命。宾夕法尼亚州的法院认为二人已经实际地成婚，因此Naomi有权作为他遗产的执行人。
[42]



在其他州，寡妇或鳏夫的权利可能（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取决于婚姻的期限。例如，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是这样的。结婚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大部分（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意味着配偶对遗产的一半拥有所有权。如果可怜的Robert Neiderhiser死在加利福尼亚州，Naomi不会从夫妻共同财产中获得分文。因为没有时间来生成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最新版本的《统一遗产检验法》——许多州已经采纳——根据结婚时间的长短，在世配偶对死者的“扩大的遗产”（augmented estate）中的一部分主张权利。（“扩大的遗产”包括Ferdinand Straus意在剥夺他年轻妻子继承权而转移出去的财产。）如果双方结婚一年但不到两年，未亡者只能获得扩大的遗产中的3％；如果他们结婚15年或15年以上，未亡者能获得扩大的遗产中的50％。
[43]



在阿肯色州，如果配偶一方剥夺另一方的继承权，未亡的另一方有权放弃死者遗嘱中授予他或她的权利，而选择法定份额——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结婚“持续时间超过一年”。
[44]

 Carolyn和Lloyd Shaw两人十分戏剧化的婚姻史是一个有趣的案例。Carolyn和Lloyd四次结婚——每一次都是彼此结婚。他们也彼此离婚了三次。第四次婚姻只持续了13天。在第四次婚姻期间Lloyd死了。他一分钱都没有留给Carolyn。13天远远不够一年；但是如果你把他们前三次婚姻的持续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人结婚的时间合计超过了13年。法院拒绝这样计算，Carolyn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45]



一般来讲，法定继承法十分严格。在19世纪早期是这样，在今天还是这样。成文法对财产的继承定有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具体、详细，在通常情况下不具有灵活性。

Mary Anne是一个富有的遗孀。她也是无遗嘱死亡。她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已成人。一个女儿嫁给了百万富翁。另一个女儿的工资属于低收入，有两个子女，被丈夫遗弃，没什么钱。一个儿子在20年前移居到澳大利亚，在计算机行业赚了很多钱。母亲和这个儿子的关系一直很冷淡；母亲一直不同意他娶他现任的妻子。移居到澳大利亚后，他从来不给母亲写信，也不打电话。另外一个儿子完全相反。他一直未婚，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当母亲年老体弱时，他照顾她的日常起居。而且，这个儿子的健康状况糟糕，因为他放弃自己的工作照顾母亲的生活，他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收入来源。换言之，Mary Anne的一些孩子需要钱，另外一些孩子不需要钱；一些孩子值得获得遗产，另外一些孩子不值得获得遗产。Mary Anne还有一个姐姐，也是未婚，患阿尔茨海默病。Mary Anne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她姐姐。但Mary Anne从未立有遗嘱。不管怎样，法律将把她的遗产均分为四份。每个子女获得同样的份额。姐姐从遗产中一无所得。法律上不区分继承人的需要或者应得到什么。美国法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次级的规则（minor rules）的确考虑到“品德”（“merit”）。这些规则对Mary Anne遗产分配案不适用，而且这些规则的大多数不是特别重要。例如，遗产检验法的一个经典规则是如果你谋杀了某人（例如你的父母），你无权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个规则同时适用于遗嘱继承和无遗嘱继承。各州的法律在细节上和某些次要问题上有一些差异。例如，这个成文法是否适用于过失杀人？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杀人？如果由于精神失常使得杀人犯被认定无罪，又如何适用该规则？
[46]

 加利福尼亚州的成文法是要求该继承人“谋杀死者构成重罪，而且是故意杀人”，才取消继承人的法定继承权。
[47]

 如果你和你谋杀的对象开立了联名银行账户，结果又如何呢？你能获得联名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吗？
[48]

 幸运的是，杀人犯继承人不是每天都遇到的常见事情。没有太多的人杀害自己财富的来源。

根据成文法，如果继承人被法院判定为谋杀，很明确这会让继承人分文得不到。但是它的否定命题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无罪判决不一定（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为他开启继承的大门。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是著名的公式——“排除合理怀疑”。民事审判没那样严格的证明标准。而继承纠纷属于民事，而不是刑事案子。这意味着如果权衡之下，“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更偏向于原告而不是被告，原告将胜诉。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差别不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在 United States v.Burns 案中，
[49]

 Monette Burns开枪杀死了她的丈夫Emmet。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分手，Emmet死的那晚，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按照她的叙述，她是自我防卫。在她的丈夫“粗暴地打她”之后，她“从梳妆台抽屉拿起一把上膛的自动手枪”。当她的丈夫（据她说）向她袭来时，她“向他的身体迅速连发了四枪”。陪审团宣布她在刑事指控方面无罪。但是，当她起诉要获得政府保险单的赔偿时，她输了官司。无罪认定没有让政府或者法院信服她有权获得赔偿。
[50]



最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部成文法也规定，如果有“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某人在“身体虐待、忽视或者受信义务人虐待老人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成年人”等方面获罪，某人的继承权将被剥夺。
[51]

 唉！这种情况比直接谋杀要来得更加普遍。显然还没有其他州通过这样的法律。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成文法如何以及何时适用，是否会对实践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排除它不会对现实发生影响的可能性。不管怎样，法院不去判断继承人是否实际上配得上遗产。这个规则的唯一有效的两个例外是谋杀和身体虐待。

曾经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例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古老法律中规定，“如果妻子离开丈夫，与奸夫同居，她将被永久剥夺亡夫遗产权”。
[52]

 这个法律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英国法律，被美国各州频繁的抄袭。（需要注意的是，该成文法丝毫没有提及通奸的丈夫；双重标准登峰造极之时。）
[53]

 在今天的康涅狄格州，制定有同样内容但性别平等对待的法律:如果在世配偶“没有充分的理由，遗弃另外一方而且遗弃状态一直持续到另一方去世”，那么，未亡丈夫或妻子丧失对死亡配偶之遗产的法定份额。
[54]

 但这样的成文法是罕见的。一般来讲，法院拒绝介入继承人的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评判。Shirley E.Scott在1947年无遗嘱死于加利福尼亚州。她死时她的丈夫 Henry 还活着。Henry完全不是模范丈夫。他抛弃了Shirley，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法院说无妨。配偶就是配偶。法定继承规则没有对犯贱的、玩弄女性的丈夫做例外的规定。至于继承法是否与“正义、道德或自然权利”等观念保持一致，那“不重要”。“这交由州立法机关全权控制。”
[55]



南达科他州的一个法院向相反的方向多走了一点。
[56]

 Walter O'keefee去世时享年101岁，没有留下遗嘱。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仍然活着。两个侄子对老人极差；他们利用老人，攫取老人的财产。遗产执行人起诉这两个侄子，赢得了官司。法院命令两个侄子把从老人那攫取的钱还回去，再加上25,000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这些钱都归入老人的遗产。但根据法定继承法，这两个侄子有权分得2／3的老人遗产（含两个侄子赔回来的钱）。侄女——他们的姐姐——抗议，法院支持她的抗议。两个侄子不配分得2／3的遗产，这些遗产中还包括他们从老人那盗窃后被迫还回去的钱。

但即使在这个案子中，法院判决这两个恶劣的侄子有权分得剩余遗产的2／3——这个老人留下的其他任何遗产的2／3。他们的恶行在法律上无关紧要。另外，在康涅狄格州的1989年的一个案子中，法院直截了当地拒绝对法定继承人做道德上的评判。
[57]

 在这个案例中， Kenneth Hotarek和Suzanne Benson结婚；育有一子Paul。当Paul两岁时，两人离婚了。Suzanne离开了这个家庭，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儿子。这个男孩在15岁时死于交通事故。通过私人侦探才找到男孩的母亲，告诉她儿子的死讯。同时，由于这个事故，一大笔死亡赔偿金归入Paul的遗产。父亲试图阻止母亲分得儿子的遗产，因为她在过去“对她的儿子没有提供任何财务资助，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爱和感情”。但是他输了官司。她是她儿子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法律就是法律。

这可能看起来不公平；实际上，在做出这个判决后，康涅狄格州法院发表了一番耳熟能详却也是发自内心的慷慨:“如果要改变法律”，应由立法机关来做成改变，而不是法院；法院确实已呼吁立法机关尽到自己的义务——至少对于像这个案例这么极端的情况，法律要有所改变。当然，立法机关什么也没有做。即使立法机关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很怀疑他们考虑过，朝着法院所呼吁的方向去修改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意味着法院的新职责是在特定的案例中，决定继承人是否应得继承权或不应得。许多继承人显然不配获得继承权。事实上，当一个人无遗嘱死去——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发生，血缘最近的亲属是居住在别处的远方堂表亲，与死者没有任何联络，你几乎不会期待他们会因为知道他的死讯而落泪。也许死者有一个友善的邻居，平时为他跑跑腿，当他生病时陪伴在旁，当他去世时这个友善的邻居发自内心地难受。这无关紧要。“朋友”这个词在任何法定继承法中都没有出现。“邻居”这个词也是如此。然而，法律剥夺了所谓的“笑容满面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因为法律承认虽然血浓于水，但某些血缘浓于另一些血缘。

某些继承人比其他继承人更配得上遗产，伊利诺伊州在奖励这些继承人的方面往前走了一小步。“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的丈夫、妻子、父母、兄弟或姐妹、子女等对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的照顾做出“奉献”,“与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生活在一起而且照顾至少三年”，对遗产有请求权。请求权份额可以考虑到照顾者“失去的工作机会，牺牲的生活方式和机会，精神痛苦”。如果是照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士，请求的份额固定为10万美元。但是这个因照顾而分得的遗产份额是区别于护理费（nursing care）的分配份额。
[58]

 这是一个适用范围十分狭窄，而且较为特立独行的碎片立法。它是否会引发更多的这类立法，仍然未知。不管怎样，法律将来也许会赋予法院权力裁判谁最需要（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钱，这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下文我们将看到，一些普通法的国家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我们很快还会看到，对于很小规模的遗产，美国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

保护寡妇和鳏夫

的确，法定继承法只适用于无遗嘱的情况。然而即使是立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遗嘱的死者，如果涉及死者之配偶的遗产继承权问题，法律制定有某种特别的法定继承法。一个男人不能完全剥夺他的遗孀的遗产继承权，一个女人不能完全剥夺她的鳏夫的遗产继承权——至少不容易做到。即使根据遗嘱，在世配偶分得的遗产份额很小或没有，但根据法定继承法，在世配偶获得一定份额。这就是所谓的“特留份”（forced share）或者“不可剥夺的份额”（indefeasible share）。

此外在大多数州，留有小规模遗产的被继承人，往往也没有留下遗嘱。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如果遗产价值不超过20,000美元，全部遗产将留给在世配偶和全部未成年子女；不过，法律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考虑未亡者的需要、死者的意思以及“其他任何相关因素”。
[59]

 此外，遗产分配因遗产检验程序而滞留在法院的期间，在世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有权得到“家庭津贴”（family allowance）。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权利所组成的杂烩，包括常见的在亡夫或亡父住宅的居住权——也就是实际居住在亡夫或亡父住宅中，或者把居住权变现。持续居住在“家里”的权利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遗孀权利，叫作“隔离”（quarantine）。这个单词与传染病没有丝毫关系；它的词根是源于拉丁文的单词“四十”,“隔离”的意思是寡妇有权在丈夫死后的四十年里继续居住在家里。
[60]

 在俄亥俄州，“在世配偶”可以“免费居住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一年”。
[61]

 许多州都制定有详细的居住权条款；居住权通常也不受债权人追索。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在世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有资格请求居住权的利益。但是，把财产预留出来作为“遗产检验程序中的居家住宅”（probate homestead）的法院命令，必须“限定在有限的期限”，绝不能“超过在世配偶的寿命”，或者子女的未成年期。
[62]



子女作为继承人

美国继承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允许父母通过遗嘱不让子女从遗产中得到分文。欧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不允许父母这么做。在这些国家，你不能完全地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子女对遗产的特定份额享有请求权。例如，在意大利，即使父母不想留给子女一分钱，但是按照法律，子女可以对一半的遗产进行均分。路易斯安那州属于美国，但它具有民法法系的传统，历史上也保护子女的继承权。除非父母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否则子女的继承权不能被剥夺。（成文法列举了剥夺子女继承权的理由——它们包括但不限于不赎回作为人质的父母，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发生的情况。）然而近年来，即使是路易斯安那州也放弃了民法法系的立场；除非子女未满23岁，或者得了严重的“精神障碍或身体疾病”，那么，父母有权剥夺子女的继承权。
[63]



路易斯安那州的事值得仔细说下。在1921年，“特留份继承权”甚至被提升到宪法的地位。那一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制宪会议的代表Sidney Herold坚定地相信特留份继承权（Forced heirship）。在一次演讲中，他谈到“贫富分化的当代问题”，特别是财富的“不健康地累积”。特留份继承权“有助于阻止大量的遗产传到一个人手中”。它允许“死亡的力量”（agency of death）完成“死亡正常的功能——让占有者松开对人间财产的控制”。简言之，特留份制度是对抗“死者之手”的工具。
[64]



因此，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有一个条款规定了一项法律原则，不允许取消特留份继承权。如同上述引用的话所表明的，至少一些制宪代表将路易斯安那州的特留份规定与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限定继承就是把地产留在家族内）和长期土地信托的取消趋势联系起来。这听上去像一个十分古老的怪物。不管怎样，1974年的宪法保留了保护特留份继承权的条款。然而，立法机关看起来相信只要特留份继承权没有被实际地取消，那么它有权对特留份进行修修补补。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法律取消特留份，除非是未满24岁的子女和不能照顾自己的子女才享有特留份。1993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宣布这部法律违宪。
[65]

 然后，宪法被修改了，如同被法院宣布违宪的那部法律那样对特留份继承权进行限定:即限定在未满24岁的子女，或者由于“精神障碍或身体疾病”而不能自给自足的子女。到了当代法，则规定除非有强烈的道德基础请求抚养费的子女，父母有权剥夺子女继承权。无论如何，路易斯安那州的选民（和立法者）非常明显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立场；他们再也不认为特留份继承权有助于防止“贫富分化”。当然，人们可能依然反对“贫富分化”，但是，人们已经认为特留份继承权不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方式。更可能的情况是，路易斯安那州像其他地方一样，政治上和道德诉求上防止“贫富分化”的措施已经与过去不同了。

在遗产检验期间，未成年子女也许可以请求遗产支付抚养费，但是成年子女对遗产没有任何抚养费请求权。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个规则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它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对，也不对。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一点。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人们几乎不会剥夺所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孩子的继承权。法律规则容许他们这么做；但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则让人们可以给予子女十分不平等的待遇。一个人有10个子女，他或她可以决定把所有的遗产留给某位儿子或某位女儿，然后让其余子女一无所得或者几乎一无所得。

显然，这是允许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继承人”，也就是最年长的子女。这种“继承人”对于——比如——19世纪30年代伊利诺伊州的典型农夫来说，毫无价值。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农夫可以好好利用剥夺子女继承权的自由。如同Hendrik Hartog所指出的，
[66]

 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这个规则有无穷的实践价值。当这个农夫变老和身体变虚弱的时候，可以许诺把农场留给儿子或者女儿，来换取在农夫身体健康下降时，让这个儿子或女儿照顾自己。历史档案表明，这不仅是理论的想象，而且在乡村地区普遍发生。农场的继承权是有力的谈判筹码。

在过去，大多数州有关于立遗嘱者对继承权人的遗漏问题（“pretermission”）的法规，给予继承权人防止继承权被剥夺的少许保护。这意味着父母无法通过在遗嘱中不提子女就可以剥夺该子女的继承权。立遗嘱人必须明确地在遗嘱中做出意思表示:“我不留给我的儿子Caleb任何东西”，或者“我留给Caleb一美元”。除非你在遗嘱中清楚表示剥夺子女继承权，否则子女将按照法律获得遗产的相应份额。这个比例经常就是子女在法定继承法下的份额，也就是如果这个老人是无遗嘱死亡，子女应该分得的比例。

Larry Hillblom的遗产案不幸地遇到了有关被遗漏子女的所有问题。
[67]

 Hillblom是航空快递服务商 DHL 的联合创始人，极其富有。他拥有的各项业务价值超过5亿美元。Hillblom有一个不入流的个人癖好。他环游亚洲，通过付费让十几岁的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而且他特别喜欢与年轻的处女发生无保护措施下的性关系。Hillblom在塞班岛安家，有一天他因水上飞机坠海而亡，享年52岁。在法律上他被宣告死亡，但一直没打捞到他的遗体。

Hillblom的遗嘱设立了遗嘱信托，他的财富全部放入信托，用于支持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医学研究。遗嘱只字未提子女的事情。很快从多个国家蜂拥而至的年轻亚洲女性带着孩子突然出现，全都声称自己曾与Hillblom发生性关系，育有孩子，因此有权在遗产中分一杯羹。如同有人描述的那样，当这个消息散播出去，“律师带着Hillblom 的照片，到东南亚破旧酒吧仔细打探”，寻找更多的可能对Hillblom遗产有请求权的女性。
[68]



但是怎么能证明这些孩子是Hillblom的子女呢？Hillblom的遗体和珍贵的DNA都已沉没海底。一个办法是使用他在旧金山从他脸上取下的一颗痣。医院拒绝提供这颗痣。围绕这颗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法院命令医院必须提供Hillblom的这颗痣——却发现这颗痣不是Hillblom的，而是从别人脸上取下来的（医院犯了一个丢脸的乌龙错误）。然后，一个“司法鉴定方向的数学家”——他的业务名片说自己“从稀薄的空气中得到真理、推论和结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观察孩子们的遗传基因”。其中一些孩子的DNA 图谱“只能解释成他们是同一个父亲，才能解释得通”，结果就是很有可能Hillblom生育了他们（毕竟，这些孩子的母亲彼此是陌生人，除了与Hillblom发生性关系这一点相同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69]

 随后，以100万美元和法国农村别墅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Hillblom的母亲提供了血样。这才证实，有4个孩子是真正的兄弟妹妹，因此他们的父亲都是Hillblom。后来还发生了更多的法律诡计和故事，但最终达成了和解。这4个小孩每一个得到5000万美元；剩下的遗产归基金会——仍然是很大一笔资金。可以肯定的是，各方的代表律师也挣得钵盆满满。

如果Hillblom在遗嘱中明确地剥夺自己可能生育的子女的继承权，或者为可能诞生的子女留下一个象征性的金额，那Hillblom本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身后的麻烦。今天在许多州，成文法中即使对被遗漏的子女最低限度的保护，都已经没有了。即使遗嘱中没有提及子女，被遗嘱遗漏的子女对遗产没有请求权。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遗产检验法典》（第21620节）所规定的，成文法只保护“在死者的遗嘱文件……有效签署之后才出生或被收养”的子女；而且即使这样，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则。如果清楚地表示他“不提及”（立遗嘱后出生的子女。——译者注）是有意的，或者他把钱留给“被遗漏子女的母亲”，那么，立遗嘱后出生的子女则从他的遗产中一无所得。
[70]

 因而最多可以说，在一些州要剥夺子女的继承权，需要花一点点努力，但如果是真想一分钱都不留给子女，父母十分容易就能做到。

即使我们假定美国的规则曾经是有用的，那么在今天，它是异常的吗？具体来说，它是否与公共观点相违背？总体上说，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大部分的人需要（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剥夺子女的继承权，不是因为父母恨子女——父母可能深爱子女——而是因为父母需要一切遗产都归属于在世配偶，在世配偶常常也是子女的母亲（男人常常比女人先走一步）。20世纪50年代 Cohen、Robson 和Bates的一个经典研究发现，他们的样本（来自内布拉斯加利福尼亚州）中的超过90％的受访对象认为法律应当禁止人们剥夺未成年子女的继承权；如果子女已经成年而且过得很好，这个比例显著下降；但即使是下降，比例也超过50％。
[71]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法律落伍于社会的态度。但是，他们的问题的问法影响了人们的回答。他们在开头就假定丈夫或妻子去世，然后在世配偶“将所有……财产……通过遗嘱分配给非家庭成员”，这可能导致“子女为了维持生活必需，不得不依靠外部的资金来源”。

这确实听上去是一个坏主意。另一方面，如果（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你必须在一个不容许灵活性的框架中选择一个单一的规则，美国的规则——即使它容许坏父母把钱传给“非家庭成员”——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十分富裕的人能够供养配偶和（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子女；但是那些不十分富裕的人如果将钱留给子女的母亲或父亲，情况会更好。不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怎么想，特别当子女是婴儿或甚至十几岁时，上面的判断尤其准确。把钱直接留给未成年子女，这绝不是个好主意。在子女成年之前，你需要为子女配备那些笨拙又昂贵的监护人。如果是一般规模的遗产，寡妇或鳏夫为了照顾子女，可能需要全部的遗产；如果遗产直接归属于子女，短期来看由于监护人的费用，子女实际上的情况不会太（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好。

Cohen、Robson和Bates是否真正地测量到了“社会态度”呢？如果他们把问题的问法重新构造一下，他们会收到不同的反馈结果。假设他们的问题这样来问:“一个男人在55岁的时候去世。他的遗孀是50岁。她是家庭主妇。他留下了10万美元。他有两个子女，一个儿子16岁，一个女儿12岁。下面哪一个选项更好:遗产全部给遗孀，或者，一半遗产给遗孀，另一半遗产给两个子女。如果一半遗产遗赠给子女，法院将为他们任命一位监护人。然后当他们年满18岁，这些钱分配给他们，由子女完全随心所欲地支出。”我猜测，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应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在世配偶。
[72]



但是，大部分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1976年发表了一项对伊利诺伊州人口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问题是如果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你死后仍活着，你愿意留给配偶多大比例的遗产。53％的人回答说把全部遗产留给配偶，但是，47％的人回答是把一半或超过一半（!）的遗产留给子女。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只有41％的人愿意把所有遗产留给配偶；但是另外18％的人愿意把一半以上的遗产留给配偶。如果子女是由死者的前妻所生但是与死者生活在一起，不到20％的人愿意把所有遗产留给现任妻子（这不奇怪）；如果与前妻所生的子女是与前妻生活在一起，现任妻子往往得到更大份额的遗产（但不是全部遗产）。
[73]



这些调查可能是误导性的；它太依赖于问题的问法和问题的构造。不像律师和客户作为受访对象，这些调查问卷的反馈者，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和问题的潜台词。对真实世界中的遗嘱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态度与这些调查问卷的数据结果是有出入的。遗产的规模带来不同的结果。在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Bucks县，如果遗产少于12万美元，63％的立遗嘱人把全部遗产留给在世配偶。如果遗产规模超过12万美元，几乎就没有立遗嘱人会这样分配了。
[74]

 几乎所有的已婚男子在他们的遗嘱中会为妻子留有份额。大部分的已婚女子也会在遗嘱中留给丈夫一定的份额，但份额要略低一点。这是20世纪60年代对加利福尼亚州San Bernardino的一项研究所发现的情况。
[75]



曾几何时，去世的男人往往不情愿把遗产直接遗赠给遗孀。许多男人偏好于设立某种类型的信托，信托期限是遗孀的寿命，或者截至遗孀再嫁。这个做法反映了对血缘关系的古老偏好，以及妇女没有理财头脑的观念。如前所述，它也反映了死者不情愿接受妻子再婚的观念。在19世纪，这样的信托并不少见，但不是通行做法。
[76]

 一个遗嘱信托的期限只限定为遗孀再婚之前，这种信托极其罕见。当今依然存在信托期限为配偶的寿命（lifetime trusts for spouses）这样的信托，而且实际上这种安排在今天非常普遍，但只发生在那些立遗嘱人极其富裕的情况。这里，这种形式的信托受到联邦遗产税的技术细节的影响。在本书的后文，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发展到今天，遗嘱和法定继承的规则使剥夺子女继承权很容易。经过理性的讨论，你会发现这个规则比第一眼看到它时要显得更有道理。然而，这个规则在当代没有在Cohen、Robson和Bates在内布拉斯加利福尼亚州做调查问卷的时代那么有道理了。20世纪的离婚率高企，而且高离婚率的现象持续到21世纪；离婚率要比50年前更高。这个正式的规则适用于传统家庭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死者曾多次结婚，而且与多段婚姻的多个配偶生育有子女，那么，这个规则就十分不适合了。

当死者极其富有，又是老色鬼，娶了年轻的太太，然后把所有的庞大遗产留给年轻的太太，剥夺了前段婚姻或前几段婚姻所有子女的继承权，那么，特别可能发生的事是当他死后，一场惨烈的家族战争和可能的法律诉讼爆发。Seward Johnson拥有惊人的财富，还有前段婚姻中所生育的一群子女（子女是否尽到子女的义务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他年老时，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在他家做女佣的波兰移民，然后，他把几乎所有的财产都遗赠给她。一个人数众多的诉讼随后发生，子女申请“撤销”（break）遗嘱（后文会讨论遗嘱撤销的问题）。
[77]

 当然，如果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意大利，子女对一半遗产有法定的特留份继承权，也许就可以让这些子女心满意足了。因为这笔遗产大到足够让他们分配。

堪萨斯州发生过一个奇怪的案子（2002年），富翁 Marshall Gardiner在年老（85岁）体弱时，娶了一个叫J'Noel Ball的人。一年后他无遗嘱去世。J'Noel Ball主张遗孀对遗产的份额，但其他家庭成员反对。其他家庭成员对抗遗孀请求权的理由是不同寻常的。J'Noel Ball是一个变性人。她出生时是男性，然后变性手术把她转成了J'Noel。就是在这个时点，她嫁给了Marshall Gardiner。她坚持认为，在法律上她现在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但法院不同意她的观点。在堪萨斯州，不论怎样，只有生而是女性的人可以是遗孀。变性人不走运。
[78]

 显然，很多失望的亲属不会遇到这种遗产案。

法定继承规则是严格的，这意味着成文法做出了某些确定的选择。书本上的规则能契合大多数的（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情况，却显然不会契合全部情况。人们当然可能设计一个容许更多迁就的继承制度。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去世未留有遗嘱，那么，法律可以赋予遗产检验法官在分割遗产时考虑家庭的实际情况。即使留有遗嘱，法律可以（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赋予法官权力根据需要改变遗产的分配。这是一个好的制度吗？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行的制度是一个严肃的制度，规则十分清晰，边界分明，失望的家庭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规则上做文章。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情况是相对有效率的。法律诉讼十分少见。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对一个遗嘱的效力发起攻击，并没有太多的务实途径；“撤销”（breaking）一个遗嘱决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失望的继承人只能咽下自己的失望。

如果我们允许法官或其他的裁决者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需要对遗产分配进行量体裁衣，法律诉讼至少会稍微地增加。整个遗产分配的过程变得更慢、更烦琐，人们变得更好争讼。问题会变得多严重仍未可知。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是从遗产检验程序中的遗嘱来看，研究表明大部分的立遗嘱人是努力公平地对待家人，一碗水端平。当然，原始档案无法告诉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一个妇女把她的遗产等份额分配给她的三个女儿。可能一个女儿是Cordelia，另外两个女儿一个是Goneril，一个是Regan。（这两个英文名字是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国王的女儿名字，在剧中的人物形象是冷酷、不孝的。——译者注）。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普通法系的其他国家比美国更愿意尝试新的路径。193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家庭成员供给法》（Family Provision Act）。
[79]

 不论遗嘱中如何规定，该法赋予法院有权从遗产中为四类人，划拨出“合理的供给”:死者的妻子或丈夫；“未婚女儿，或者由于某些精神或身体缺陷，无法自给自足的女儿”，未成年儿子，或者也是由于“某些精神或身体缺陷”,“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儿子。明显地，从1938年到1952年，大约2000人向法院申请救济。
[80]

 也就是在英国每年大约有150人向法院申请救济。这个数据表明这个法律有一些用处，但对继承计划而言，说不上是至关重要的。毕竟，这个法律对很小规模的遗产不适用，因为很小规模遗产完全归属于直系亲属。而极其富裕的家庭不可能需要这个法律。简而言之，它是为中产阶级家庭或者“几千英镑家庭财富”而服务的法律工具。
[81]



随后，英国议会在1975年通过《继承［家庭成员和被抚养者］法》。
[82]

 这部法律扩大了上一部法律的范围，赋予法官有权从遗产中划拨资金分配给妻子、丈夫、离婚后未再婚的前妻或前夫、子女，以及死者生前需要供养的其他任何人。如果遗嘱或法定继承规则没有照顾到这些人，他们可以向法院请求“合理的财务供给”。法官有权考虑申请者的需要和资源，“申请者是否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或者法官认为相关的……其他任何事项”，包括“申请人的行为”。这个法律明显地赋予法官裁量的空间。在1983年的一个案子中，
[83]

 老William McGarrell一分钱都没有留给女儿；全部遗产捐给慈善以及留给两个侄女的丈夫。女儿是已婚妇女，生育四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在一些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帮助父亲处理家务，老人也曾与女儿和女儿成家后的家人一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迹象表明，老人对于自己人生的最后日子只能孤独地在养老院里死去，充满怨恨。法官认为女儿“对遗产有道德上的请求权”，遗嘱没有给女儿提供“合理的财务供给”。法院命令，女儿应当“得到死者净遗产的1／4”。

事实上，在澳大利亚有类似的法律，发挥着类似的效果。在1991年的案子中，
[84]

 死者George Lambeff所立的遗嘱把所有的遗产都放入信托，受益人是他的两个儿子。而他分文没有留给作为原告的女儿，而作为原告的女儿是他第一段婚姻与前妻所生育的孩子。这位父亲事实上遗弃了女儿，女儿与自己的母亲、继父生活在一起，家境宽裕；她自己在保险公司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实际上，她比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过得好。这两个弟弟“几乎没有资产……也没有什么家庭成员需要他们供养……然而他们既年轻又健康”。女儿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美满，但是“如果有合适的资助，可以生活得更好”。法官认为女儿的请求权应当得到支持，但是“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对女儿的分配应该是适度的”；法官命令遗产中的20,000万美元属于女儿。

报告的案例（reported cases）总是会在某个方面表现异常。数以千计的遗产案进入遗产检验程序，而不会进入法律报告者（law reporter）的视线。诉诸这些成文法的案子肯定是极端罕见的；提起诉讼的遗产案不是很多，进入上诉阶段然后还能在书本中被记载和流传下来的案子更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法律有潜力可以完全逆转继承法的思潮。在上述的澳大利亚案子中，法院仔细地调查Lambeff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生活情况。法院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她的父亲与她没有任何联络，也不希望与她有什么联络，而且根据之前的法律，她的父亲在法律上完全有权可以不留给她一分钱——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女儿不得不分享遗产。这里法院在继承法——在遗产处分自由的原则上炸开了一个大大的漏洞。美国法发展到今天，也没有走得这么远。像澳大利亚的这种法院判决也不可能在美国发生。

就像我们将看到的，美国法正在（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发生改变，但不是朝着澳大利亚的方向，除了小规模的遗产是个例外。如果美国法有什么变化的话，它正在比以往更加努力地保障死亡之手的遗愿实现，实现死亡之手所想要的事情。尽管澳大利亚人还以内省和艰难的自我依靠的男子汉气概而自豪，但国家实际上要比美国目前或将来可能的样子，要更接近英格兰和当代的福利国家。

充公

在美国的无遗嘱继承法上，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毫不奇怪——是配偶和子女。如果死者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一般是父母、兄弟姐妹。如果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也没有，那么遗产归属于叔伯、姨姑妈和堂表亲。基本的思想是当人去世时，死者的血缘最近的亲属继承。在决定一些问题——例如，如果第二代堂表亲不能继承，则第三代堂表亲是否有资格继承等问题时，法律提供了正式的方式来测量“亲密程度”。成文法会以详细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任何人适格主张遗产继承的权利，那么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遗产“充公”；即国家介入，把钱拿走。一些州把“满面笑容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砍掉后，充公发生的次数屡见不鲜。理论上，在其他州是不会发生充公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某些或某个（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亲属。然而即使在这些州，也有可能某个死者的身份模糊，以致没有人能基于血缘关系提出合理的请求权。此时，财产可能会充公。

充公的问题几乎不会进入法院。南达科他州却真实发生过一起。
[85]

 Robert Jetter和他的兄弟Martin是Haakon县的农场主和牧场主。兄弟俩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们的农场、牧场经营得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兄弟俩立的遗嘱十分类似。每一个兄弟都把全部财产留给另一个兄弟，并且在各自的遗嘱中都加了这么一句话:“不论是谁，如果声称是我们的法定继承人，我兹一般性和具体性地剥夺每一个和所有这样的人的继承权”。两份遗嘱只字未提的是，如果第二个兄弟去世后，这些财产怎么处分。Martin 先死，然后是 Robert 死了。因为Robert的遗嘱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他的兄弟，而且剥夺所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州对这些财产主张权利。但是Robert的确是有亲属的:一个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兄弟的子女，以及Jetter母亲那边的亲属。州政府认为，因为Robert已经具体地把他们都排除在遗产分配的范围之外，这些亲属都没有任何权利。无人有权继承；因此遗产充公。这些亲属自然不同意州政府的观点，依然对遗产主张权利。他们认为，Robert的遗嘱实际上没有把遗产留给任何人。简言之，那份遗嘱有一个大的漏洞:它未写清楚当第二个兄弟去世时，财产如何归属。结果（这些亲属说）类似于Robert是无遗嘱死亡。那么当是无遗嘱死亡时，血缘最近的亲属继承其财产。法院赞同这些亲属的主张，把财产给了这些亲属（尽管有两位法官表示反对意见）。这个故事真正的寓意不是关于充公；而是关于要明智地选择你的律师。为Jetter兄弟俩起草遗嘱的乡村律师所提供的服务不能再差劲了。他起草的这两份遗嘱不一致，小孩都能在一分钟内发现两份遗嘱的矛盾之处。毕竟，其中一个兄弟一定会先死，而两份遗嘱都没有以合理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先死另一个后死的情况。

遗产处分自由（freedom of testation）

遗产处分自由应该说是当代法律的指导性的原则。基本上，你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任何你愿意赠与的对象。只有当人们没有通过遗嘱表达自己的选择时，法定继承规则才派上用场。这是法律的根本原则。显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社会规范。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人们内心是否这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77年对五个州所做一个抽样调查中，问题是法律是否应该“把继承权限定在”亲属、“长期的朋友”和“与死者有长期关联的组织”，还是反之，法律不应对人们分配自己财产做出任何限制。几乎每一个被调查对象——89％——选择后者，即法律应无限制。但是，就在同一份问卷中，当人们被问到，一个人是否“应当有权把大部分的遗产都用于对他的狗或猫的照顾和生活，一直到该动物死去”,54％的人回答说“不”。如果你抽象地问问题，人们对遗产处分自由极其的敏锐；而如果你把问题放到具体情况中，可能人们就没那么敏锐地意识到遗产处分自由的原则了。
[86]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数百万的人并没有实际地享有遗产处分自由。或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享有遗产处分自由。首先，已婚人士不能剥夺配偶的继承权——至少不容易做到。在大多数的国家，你不能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尽管在普通法国家，一般来说你能做到。存在非常大的限制。此外，如同我前文指出的，即使在美国，遗产处分自由（就像社会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主要是服务于富人。普通人不享受遗产处分自由的甜头。如果你的遗产足够地少，你的直系亲属会全吞掉你的。

遗产处分自由适用于养老金吗？许多养老金计划含有这种或那种的因死亡而获得的利益。这些养老金计划经常由雇员指定自己死亡后的受益人。有时候，如果你不指定因死亡而获得养老金收益（death benefit）是否归属于你的直系家人、妻子、丈夫、子女或者类似的人，那么，养老金收益会随着你的死亡而灭失。偶尔情况下，这是强制性的，不是你可以无视或改变的。由《雇员退休利益安全法》（Employ Retirement Interest Security Act,ERISA，监管养老金的联邦法律）所担保的退休计划下，你只能指定配偶作为你死亡的受益人；如果指定别人，必须事先获得配偶的同意。此外，许多退休计划规定如果你没有指定受益人，你死亡后的利益如何分配。简而言之，这是某种无遗嘱继承的规则。

令人惊奇的是这类无遗嘱继承法律或情形的数量。早在1958年，Allison Dunham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叫“伊利诺伊州的60个各不相同的继承法”。
[87]

 大部分的法律学者本以为在伊利诺伊州只有一部（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继承法，但Dunham证明他们错了。伊利诺伊州的继承法不少于40个，而且适用于伊利诺伊州人民的联邦法又增加了20个继承法。这些大部分是养老金计划的法律——适用于教师、警察，等等。老年人收益的联邦计划（社会保障）大概是最重要的联邦法律。它没有给“遗产处分自由”留下任何空间。当雇员去世，收益也终止。对未成年的子女有一些供给。寡妇（和鳏夫）
[88]

 可以继续分享收益。但是成年子女、或者除了在世配偶之外的任何其他人，不能得到雇员死后的养老金收益。如果一个未婚工人在退休前去世，以及在任何收益应该分配前去世，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索取权，不论这位工人向养老金计划缴纳了多少资金。如果未婚也没有子女的雇员在72岁时去世，养老金收益的支付也随之终止。

但是有许多其他的养老金和养老金计划提供死亡后的收益，而且确实也赋予遗产处分的某种自由。此外，如同Dunham的时代那样，当今有许多的法定计划。我没有去不怕麻烦地一一细数这些计划的数量，但是可能与伊利诺伊州继承法的数量一样多。其他地方可能也这样。仅仅举一个例子:康涅狄格州政府的工资名册上的公共辩护人如果在职期间去世，以已去世公共辩护人的工资为基础，在世配偶可以得到“每个月的津贴”。如果公共辩护人死亡时没有在世配偶，或者如果配偶在“最小的子女……满18岁之前”已经去世，那么，在子女未成年的期间，其监护人有权获得资金。
[89]

 可以推出，如果公共辩护人去世时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的话，公共辩护人的遗产从养老金计划中一分钱也得不到。

婚姻和继承

像前文所描述的，无遗嘱继承法强烈地向寡妇或鳏夫和死者的子女倾斜。寡妇比鳏夫更普遍。女性比男性的寿命长，而且女性往往与比自己年长的男子结婚。通常，谁是寡妇，谁是鳏夫，谁是死者的子女，谁不是死者的子女，这些都是完全清晰的事实。但是，在这些类别中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历史上，法律对这些类别的界定是十分严格的。一个妇女想要继承与她同居的男性的财产，她必须是法律上的妻子。他想继承她的财产，则他必须是她法律上的丈夫。今天在大多数的州，很容易就知道谁真正结婚了或者谁真正没有结婚。已婚人士有结婚的许可证，他们由法官、治安法官、牧师，或者在少数的情况下由船长，以及类似的人主持下举行仪式。他们可能去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华丽的“结婚小圣堂”或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教堂婚礼和婚宴，全力以赴完成仪式。不论怎样，结婚会留下清晰的官方记录。

但是是否结婚在过去并不总是十分泾渭分明。在大多数的州，所谓的普通法上的婚姻（common law marriage）是法律所承认和完全受到法律保护的。普通法上的婚姻不需要领取结婚证、牧师或治安法官；也不需要婚礼仪式的见证人或仪式的任何外部标识。普通法上的婚姻仅仅需要一个条件:双方合意。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需要对彼此说让我们结为夫妻，那么，他们就是（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丈夫和妻子的身份了。这种罗曼蒂克的对话可以是在完全私密的状态下进行。如果是这样，其他人如何知道（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这种罗曼蒂克的对话曾经发生过呢？因此法律从实际出发，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行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表现为他们结婚了——居住在一起、做夫妻做的事情、一起去教堂以及此类事情——法律将假定或推断他们达成了结婚的合意。这在一个承认普通法婚姻概念的州，已经十分足够了。

在19世纪，大多数州承认这种安排。
[90]

 这是美国法与英国法的大分流。175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哈德威克勋爵结婚法》（Lord Hardwicke's Marriage Act），使这种美国式的婚姻是不可能在英国被承认的。要完成一个法律所承认的婚姻，“结婚预告”必须“在教区的教堂或者某一个公共教堂，以广播的方式发布”，而且要在连续的三个周日都进行广播。牧师主持庄严的结婚仪式，而且“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信证人见证”，然后登记在簿。
[91]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哈德威克勋爵的法律。

为什么美国各州——大部分的州——接受一个宽松的和非正式的结婚方式作为一个法律上有效的结婚方式呢？显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财产继承。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有了孩子，然后男人无遗嘱去世。只要她是妻子的身份，这个女人就可以继承；只要孩子是死者的合法孩子，这些孩子就可以继承。实际上，普通法关于结婚的大部分诉讼是发生在“配偶”之一或者双方去世之后；争议焦点几乎总是钱或者其他继承问题。在19世纪早期，在一些乡村地区，牧师人数不足。更重要的是，档案记录比较原始且不可靠。普通法上的结婚规则真正的含义其实是: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居住在一起，行为方式都像一对夫妻，而且周围的人认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他们已经结婚，那么，法律就视作他们实际是（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已经结婚了。法律假定，在他们组建家庭和开始同床共枕之前的某一个时点上，他们已经对彼此轻声细语或者大喊了那几个富有魔力的词（magic words，富有魔力的词应是指英美教堂结婚仪式中的“我愿意”。——译者注）。

实际上，当事人对彼此进行过这种罗曼蒂克的小的私人仪式，也是非常不可能的。法官不会幼稚到认为它实际发生过。尽管这样，他们接受普通法对结婚与婚姻的认定。首先，它保护了双方的尊严。他们不是生活在有罪（sin）之中，而是享受神圣的婚姻。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对财产的处分有清楚、有力的影响。普通法所认定的妻子是真正的妻子，法律上的妻子；这意味着不论丈夫是否立有遗嘱，她都有权继承丈夫的遗产。这也意味着孩子是真正的子女，法律上的子女，而不是无权从生父那继承财产的私生子。在美国这个国家，数万的普通人拥有土地或其他财产。相比在英国那样的土地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国家，在美国准确的定义谁是妻子（或丈夫），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然而，在19世纪晚期，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落下了不光彩的名声，到了20世纪情况更加糟糕。首先，普通法所认定的婚姻概念没有那么大的存在必要了。档案纪录更加发达。结婚仪式也更便宜且容易举办。不缺少牧师或治安法官。此外，在养老金法律（例如对于内战的老兵和他们的遗孀）和随后的社会保障法的时代，普通法所认定的婚姻概念反而成了彻底的干扰。政府不得不判断这个妇女实际上是普通法所认定的妻子，还只是单纯的情妇。而且，在优生优育运动的高峰期，政府想要对婚姻进行更好的控制。新通过的法律要求验血，禁止那些精神疾病、精神缺陷或者患有令人讨厌的疾病的人群结婚。因为太不正式了，普通法所认定的婚姻将使这些法律没有意义，使那些阻止“有缺陷者”结婚和生育孩子的政策失效。
[92]

 截至20世纪晚期，只有大约一打的州依然保留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
[93]

 新罕布什尔州把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法典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律规定了与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十分类似的概念。根据新罕布什尔州的法律，二人“同居和承认彼此为夫妻关系”，而且“持续三年的时间并直到一方去世，双方对外也声称是夫妻关系”，那么，这二人被视作“合法的婚姻”。
[94]



然而有例外。在大多数的州，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已经死亡——肯定是十分缓慢地逐步死亡，但是也稍有反弹。在21世纪早期，认可该教义的州的数量继续缩小。例如，2005年1月1日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成为无效。
[95]

 然而，在20世纪末期，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幅度变化让历史的车轮改变了方向。“同居”——未婚人士公开地居住在一起——变得非常普遍。有些情侣很多是长期关系，可能还生育有孩子。还有同性恋情侣，他们许多也是长期关系和一夫一妻制；有的情况下，同性恋情侣也有孩子与他们一同生活在家里。不管是什么性别，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同居者是否有继承权？

一般来讲，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情侣之间有某种合同或协议。当然，一方总是可以为另一方的利益立一个遗嘱，或设立一个信托，或做出类似的其他安排。如同坊间流行的一本指导用书所说的，如果你们“没有在法律上结婚”，那么“无事先筹划，不是你们的一个选项”。
[96]

 但是，唉，许多人从来抽不出时间去筹划一下身后事；毕竟，我们总是习惯于拖延或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度日。如果一方伴侣去世而没有生前筹划，绝大部分情况下，未亡伴侣就倒霉了。在新罕布什尔州，成文法中或多或少地创立了类似普通法婚姻概念的制度，也许对情侣有些帮助；但是，即使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成文法也要求男人和女人必须“承认”（acknowledge）彼此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一方不“承认”与另一方是夫妻关系——这是常见的情况——另一方伴侣将没有继承权。
[97]

 甚至在认可普通法婚姻概念的那少数几个州，也是这样的规则。南卡罗莱纳州就是这少数州中的一个。在2005年判决的一个案例中，Page Callen向Sean Callen提起离婚之诉；她主张他们二人是普通法所认定的结婚和婚姻。当然他们二人共有一些东西（something，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生育有两个孩子。但是Sean坚持认为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结婚了。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初是“纯粹的性关系”；然后是共同抚养孩子的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了。法院认为，“缺少结婚的意思（intent）”推翻了“从同居和名声”推导出的任何假定。
[98]

 在一个更早的案例中（1990年），一个名叫Sandra Jennings的女子声称是演员William Hurt的普通法上的妻子。Hurt承认自己是她孩子的父亲，但否认二人之间是普通法上的婚姻关系。法院认为，“在南卡罗莱纳州要建立普通法上的婚姻关系”，你必须证明“建立夫妻关系的双方合意”；婚姻不可能“从地下钻出来”悄无声息地爬向一方情侣然后“把还处于无意识的情侣抓住。不可能是不知不觉地或者意外地结婚”。
[99]



这些是离婚类型的案子；但是它们所确立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继承案件。为了保护情侣，Lawrence Waggoner教授提议修改无遗嘱继承法，赋予那些失去了心爱对象的、托付终身的情侣（committed partners）以继承权。总之，各州没有选择这个建议。至少迄今未选择这个建议。合理的预测是目前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对数百万的美国人甚至可能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生活在有罪之中”（living in sin）不再是那么有罪了。人们认为相互托付终身的情侣对彼此都负有某种义务。对同性恋情侣的宽容度也相比过去更高了。同性恋结婚这个议题引起了无穷的争议；当人们有机会对此议题投票，他们几乎一定会投反对票。但是潮流看起来正在转向；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承认同性恋婚姻。
[100]

 数百万的人群一边声称竭力反对同性恋结婚，另一边也不再对民事结合（civil union）的法律保持那么强硬的态度了。对情侣继承权的问题也是这样。Mary Louise研究员和她的副手们在明尼苏达州对公众观点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在1998年公布）。他们抽样的总体包括一般公众，也包括处于相互托付终身关系中的情侣（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他们的问卷设计了各种不同的场景。所有的场景有一个共同点:处于相互托付终身关系中的一方（未婚）去世，未留下遗嘱。在每一种情况下，每一组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未亡情侣应当有继承权。对于这个问题，被调查的普通大众没有处于相互托付终身关系中的情侣那么慷慨——这不奇怪——但是，没有一种情况下，抽样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未亡情侣应当一无所得。
[101]



当然，明尼苏达州不属于我们最保守的州之一。旧的规则是僵硬和刚性的:家庭合伙关系——使用这个潮流术语——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但是在一些州，旧规则迅速地衰落。在华盛顿州，法院复活的概念让人怀疑就是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即使法院坚持认为在本州没有这回事。但是法院对“相互托付终身的亲密关系中的未婚情侣”适用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情侣对财产中的“公平与衡平”的份额有权主张权利。“公平与衡平”这个引语来自某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同居了大约15年，然后同时在汽车事故中丧生。
[102]

 在另外一个案子中，华盛顿的法院澄清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长期同居的男女关系，而且适用于相互托付终身的同性恋。
[103]



迄今为止，华盛顿州比其他州要走得更远，而规则（和成文法）的进化也是足够的给力。不过，尽管人们经常拿新规则和老一套的规则进行比较，但正在进化的规则不同于普通法对婚姻的认定。普通法上的婚姻推定是真正的婚姻。该教义的真谛是名声:社区是否认为他和她已经结婚。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的核心是（理论上）存在一个结婚的真正合意。为未婚情侣带来权利的这些新规则没有普通法上的这些假定。相反，这些情侣经常非常明确地相互同意不结婚。继承权通常不是取决于非正式的合意，而是取决于十分正式的安排。赋予未婚情侣以继承权的成文法经常、基本上是登记（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方面的成文法。在夏威夷州，如果情侣一方无遗嘱去世，登记过的另一方同性情侣有权继承。在俄勒冈州，根据2007年签署的《俄勒冈家庭公平法》，同性伴侣（same⁃sex couples）和已婚人士享有同样多的权利。但条件是同性伴侣必须登记为家庭合伙人。在佛蒙特州，经过法官、治安法官或者牧师主持的仪式之后，同性伴侣可以形成“民事结合”。民事结合在州登记后，这对情侣基本上和传统婚姻中的配偶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104]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家庭合伙人”享受的大部分权利是与“配偶”的身份一样的，包括继承权。然而，他们必须向州务卿提交《家庭合伙关系的宣言》（Declaration of Domestic Partnership），将他们的关系正式化。“家庭合伙人”被界定为“选择在亲密和相互托付终身的相互照顾关系中，分享彼此生活的两个成年人”。此外，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共同的居所”）。如同佛蒙特州和其他州的法律一样，这个成文法的目的是适用于“同性恋群体”。除非一方或者双方的年纪“超过62岁”，在加利福尼亚州“异性恋”不能“组建家庭合伙关系”。
[105]



现在加利福尼亚州走得更远:通过司法判决，加利福尼亚州认可同性恋有权结婚。（截至本书付梓时，法院判决是否会被公投否决掉，仍未可知。）然而，加利福尼亚州以前有一部家庭合伙关系法，但并不包括继承权；继承权等权利是2003年新加入的。2011年9月11日冲撞世界贸易中心的其中一架飞机上有一位空乘人员叫Jeff Collman。Collman与他的经过合法有效登记的家庭合伙人Keith Bradkowski同居，后者是一名护士也是医院的行政人员。不幸的是，Collman生前从未立有遗嘱。这意味着Bradkowski对他的遗产没有任何请求权。然后，他到处游说，成功地修改了法律，在一方无遗嘱死亡时，赋予家庭合伙人继承权。
[106]



上述各州的成文法迄今就走到这一步了，而且其他大部分的州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反应。但改革的趋势十分明显，或者至少已经露出头角了。显然，“家庭合伙人”要在密西西比州或犹他州得到认可，还不得不等很长一段时间。但其他一些州对时代变迁做出反应。在马萨诸塞州，同性恋可以实际的结婚。根据2004年缅因州的一部法律，家庭合伙人不一定是同性恋。这部法律适用于任何“居住在一起的两个未婚成年人，他们有长期的安排，可证明双方无限期地为彼此的幸福负责这样一种相互托付终身的承诺存在”。
[107]

 2007年4月，华盛顿州将家庭合伙关系法律化，新罕布什尔州也加入了合法化同性恋民事结合的行列。

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任何州都坚持他们必须办理正式的手续:结婚手续，登记手续。没有人认为一夜情会带来什么法律上的后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同居一周、一个月、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也许都是一时冲动而已，没有彼此相互托付的认真“承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在那些“高级”（advanced）的法域，法律赋予一方以继承权，也是十分谨慎的事情。保守人士搓着双手，担心西方的没落，担心传统价值的不彰，等等。但是，“进步主义的”法律真正是（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关心传统价值的:正式的法律手续、长情、承诺以及稳定、牢固的家庭生活。

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走向最终没落的一个原因正是它不要求留下任何的正式痕迹；不留痕在今天的环境下造成了各种问题。如果未登记的同居者有配偶的权利，问题会十分严重。至少有时候，法院将被迫在案件事实中细细爬梳，去判断他和她、他和他或者她和她之间的承诺实际上到了何种程度。以在华盛顿州发生的一个案子为例。在这个案子中，Frank Vasquez对Robert Schwerzler的遗产主张权利。Vasquez主张自己与 Schwerzler 有“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但是Schwerzler的遗产代理人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暗示他们二人没有性生活。是的（遗产代理人说），这两个男人是生活在同一间公寓中，但是他们“没有一起出去度假”；而且“每人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上诉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并指示初审法院“权衡案件的证据”。
[108]



在1989年判决的 Baschi v.New York 案中，两个男人 Leslie Blanchard和Miguel Braschi从1975年起就一直居住在一个租金受到政府管制的公寓中。1986年Blanchard去世。房屋的所有权人想把Braschi驱逐出去，主张他不属于“家庭成员”，无权继续居住在这个公寓。纽约州最高法院不同意这个观点。该法院的论据是“家庭生活的现实”；免于驱逐的保护应当“不是取决于虚构的法律区分或者基因遗传关系”。这两个男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他们把彼此作为“配偶”。Braschi把公寓当作他自己的家；他把这个地址作为他驾照和护照上的地址。他和Blanchard“一起承担所有的债务”，拥有共同的支票账户和共同的信用卡。因此这两个男人“不仅仅是室友”；他们是家人，Braschi有权利居住在他的家。
[109]

 当然，根据当时的纽约法律，没有像民事结合或者同性恋结婚的制度。换言之，法院干的事是复活一种很像普通法婚姻概念的东西——尽管在那个时候，它大概只适用于那些处于稳定关系之中的同性恋伴侣。

谁是子女？

如同“配偶”,“子女”通常是一个界限分明的概念，但不总是这样。特别是下面两种情况会引发问题:私生子是否有继承权？收养的子女呢？对于这两类子女，法律（和习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普通法的规则是非法的子女是私生子（filius nullius）——无人之子。私生子没有继承权。一旦他去世，私生子所有的财产都充公给英国皇室。
[110]

 似乎这个不幸的孩子没有任何家人似的。第一个改变是承认子女至少有权继承他母亲的财产。私生子的父亲是一个更加微妙的议题。但是如果父亲承认他是孩子的父亲，也认可作为父亲的义务，那么情况发生改变；私生子可以从承认父子关系的父亲那继承财产。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私生子的权利甚至受到宪法的崇高保护。在Stanley v.Illinois（1972）案中，父亲从来没有与他孩子们的母亲结婚；但是他养育了他们。当她去世后，他申请监护权。然而，伊利诺伊州认为应该由“州政府监护”他们。最高法院说，不，Stanley有权由庭审来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如果他是，那么，不应该把孩子们从他那夺走。
[111]



Stanley案掀起了一场运动，要给予未婚爸爸更多的权利；而不论怎样，这的确发生了。在20世纪末期，“同居”的泛滥意味着大量的孩子严格来说是非法出生的。非婚生的问题没有过去那么严重。在旧时代，私生子是一个可怕的污名。现在至少在城市，不再是这样了。父亲承认（或被迫承认）的孩子与父亲的其他孩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为什么过去的法律对私生子如此苛刻？苛刻的规则是为了巩固传统道德规范，包括反对婚外性关系的严格的（正式的）规则。但是许多男人（以及一些女人）的确发生婚外性关系。把非婚生孩子当作无人之子——至少当作没有父亲的孩子——保护父亲的婚姻，使得父亲更容易把非婚生孩子当作秘密。它也保护了中产阶层妇女和上层妇女以及她们的婚生孩子的权利，又无损中产阶层和上层男子与妓女、侍女和其他任何他们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
[112]

 非婚生的社会污点沉重地压在生下非婚生子女的母亲以及非婚生子女的身上。男人有很多方法可以豁免。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规则含有浓厚的种族要素。奴隶主与奴隶发生性关系，生育孩子——这些孩子是很大一个群体——奴隶主对这些孩子没有任何义务；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没有任何请求权。事实上，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还是奴隶。在很罕见的情况下，白人父亲承认他们的黑人孩子，努力给孩子们自由，甚至遗赠给孩子们遗产；但这些情况是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在当代，被收养的子女大部分情况是由于他们的生父母不想要他们或者无能照顾他们，把他们交由他人收养。19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那些没人要的孩子，而是孤儿。那个时候，数千名女人死于难产，数千名男人被瘟疫夺去生命。在普通法的制度中过去没有收养制度。1851年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一般收养法的州。
[113]

 而在那之前，州的立法机关制定了许多向私人授权的法律，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是收养法。例如，1844年密西西比的一部法律授权David Killough的没有合法身份之儿子James Isaac Thornton Martin改变名字；他的新名字是James T.Killough，这样“他是合法出生，能够继承这位父亲David Killough的财产”。另外一部法律是把William James Normans的名字改为 William James Melton，这样他就成为“Yalobusha 县的John D.Melton之合法继承人”，回复到“合法婚生状况下他本应具有的作为这位John D.Melton 之继承人所享有的”全部的“权利和特权”。
[114]



许多州的成文法比上述成文法更加针对非特定对象。1846年，密西西比州授权当地法院有权决定人们的改名。此外，一旦法院认为“任何人符合适用的条件，将使该人的非婚生后代合法化”。根据人们的申请，法院也可以判定“任何其他人”是申请人的“继承人”。
[115]

 这部成文法没有使用“收养”这个词语；但是事实上它是一部收养法。1850年得克萨斯州的一部成文法明确是一部收养法:任何人如果想要“收养”从而使被收养人成为“继承人”，在本地法院提交声明即可。
[116]



截至19世纪末期，收养法在美国已十分普遍。如何解释这个发展呢？这些成文法的文本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答案:事关继承。接受一个孩子——孤儿，也可能是亲属——并抚养这个孩子，爱他，珍惜他，视如己出。如果收养问题只是这些，不需要一部收养法。而如果“养”父母无遗嘱去世，孩子是什么身份呢？他对这个家庭的财产有权利吗？继承权可能是收养法的主要关注点，但可能不是唯一关注点。而且美国比英国要更需要这种法律。在美国北部和中西部的普通人拥有一块土地——农场，在市区拥有一幢房子，可能还有一些钱。英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如同我所注意到的，英国比美国要晚很多，才为法律上正式为被收养的孩子制定相关立法。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收养法是复杂的，有时引发很大争议。跨种族收养和被收养孩子寻找和确认他们的“亲生”父母的权利，这只是收养法中的众多尖锐对立的焦点问题中的两个而已。一旦法院裁决收养关系成立，被收养的孩子——这里用科罗拉多州的成文法的语言来说——“实际上”（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是养父母的子女。被收养的孩子“应当享有合法婚姻所生子女……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特权”。
[117]

 在这个家族的血脉上，被收养子女是个陌生人；但是他们是依赖和情感型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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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临终遗嘱


法律和习俗给了人们传承财产的诸多方式。当然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是当你还活着时就把自己的大部分或全部财产赠与下一代。富爸爸可以开支票给他的子女；或者以更加复杂的方法把财富赠与子女，例如，设立一个信托。（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更细致地讨论信托。）

然而，大多数人自己占有他们的财富，或者占有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死亡时才把财富传承给下一代。很多人是通过一个法律文件以传承财富，这个法律文件叫作遗嘱。如同我们将看到的，晚近以来遗嘱的重要性有点下降，但是遗嘱依然是十分普通、根本性的和真正流行的文件。

正式的书面遗嘱

在当代的英语口语中，遗嘱是立遗嘱人死亡时生效的处分财产的这样一份文书。不动产和动产不再需要分别的文书；合二为一了，而且虽然旧式的律师依然把遗嘱的抬头打上“临终遗嘱和约定”（last will and testament）的字样，但当今大部分人直接把这份文书称作“遗嘱”（will）。

最常见的那种，也是被各州都认为有效的那种普通的遗嘱，是高度形式化的文书。
[1]

 首先，遗嘱必须是书面的。1677年（英国的）《欺诈法》（Statute of Frauds）坚持规定，所有对财产的死时处分必须是书面形式，由立遗嘱人签字，见证人见证。根据（英国的）《遗嘱法》（1837）,
[2]

 这些要求适用于死时的所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赠与，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这两部法律的文本对美国相关法律的起草有重要的影响。

法律十分严格地要求遗嘱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如果一个人召集一屋子的朋友和亲属，清晰和确凿无疑地宣布他的钱财遗产一半归属于他的女儿，另一半归属于弃猫之家，然后他当场倒地而亡，那么他是无遗嘱死亡，他表达的心愿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曾几何时，口头遗嘱（“口述遗嘱”）是有效的；
[3]

 但是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在一些高度受到法律限制的情景下它才有效。在19世纪中叶，根据纽约法律，口头遗嘱是无效的，“除非在实际服兵役的士兵，或者在海上航行的船员”。
[4]

 今天大多数州不再认可这样的遗嘱。理论上，它们在少数的州还存在，但是实际上没有用处。在印第安纳州，只有处于“死亡的紧迫威胁”的人才能立口头遗嘱；然而，只有当这个人真的死亡了，而且死前他要当着两个人的面宣读自己的遗愿，这两个见证人要在30日内把他的遗言书写下来，然后在立遗嘱人死亡后的6个月内将遗言提交给遗产检验法院，这样，口头遗嘱才是有效的。即使是这样，口头遗嘱只能处分不超过1000美元价值的动产。不过，在“战争时候”积极服役的人可以通过口头遗嘱的方式遗赠不超过10,000美元的财产。
[5]

 我猜测，在任何一个年度里，印第安纳州的遗产检验法院所处理的口头遗嘱数量应当是零。我个人在遗产检验法院的任何档案中，从来没有见过口述遗嘱的一丁点痕迹。

普通的遗嘱需要多少个见证人呢？自书遗嘱（手写的遗嘱）一个见证人都不需要。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这类遗嘱与其他种类的遗嘱一样有效力（后文再详细讨论自书遗嘱）。在每一个州，如果不是立遗嘱人手写的自书遗嘱，其他类型的遗嘱至少需要两个见证人。
[6]

 出于小心，一些律师会再加入第三个见证人。如果某位见证人去世、移民到中国或者变痴呆了，那遗产将少去很多麻烦。见证人的作用是通过他的证词，证明遗嘱是妥当地制定与签署，所有的法律细节都严丝无缝。
[7]

 每一份遗嘱必须有立遗嘱人的签名。立遗嘱人的意思必须是把这份文书作为遗嘱。这几乎不会是一个问题。毕竟，在通常的情况下，立遗嘱人去找律师，明确的目的就是请求律师为他起草一份遗嘱。在律师楼里，客户把自己立遗嘱的意思和需求告诉律师，律师起草文书；在见证人的面前，客户签署这份文件，（在律师的指导下）告诉见证人这份文书是遗嘱，请求他们作为见证人见证和签字。只要经过这个小小的仪式，就不会有人质疑这份文书是否是遗嘱，是否应该是遗嘱，或者是否妥当地制定与签署。

遗嘱不是必需（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如果死者死亡没有留下遗嘱，州将适用法定继承规则来分配你的遗产。不过，有钱人立一个遗嘱是一个好主意，除非你绝对确定法定继承规则有足够好，而且正确的人会被任命为你的遗产代理人。有多少人实际地立有遗嘱呢？在1977年对五个州（阿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和得克萨斯州）的750户人家的电话调查发现，45％的受访者立有遗嘱。年纪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65岁以上的受访对象中， 85％立有遗嘱；不满24岁的受访对象中，92％没有遗嘱。更富裕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立有遗嘱的比例更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60％立有遗嘱，但是高中文凭以下的受访对象中只有36.7％立有遗嘱。奇怪的是，在俄亥俄州，60％的受访对象立有遗嘱；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只有36％的受访对象立有遗嘱。
[8]

 这是对活人的研究。还有对死者在遗产检验程序中的司法档案所做的研究。比如，在对 San Bernardino的一个研究中，大部分的遗产是立有遗嘱的——513个遗产案中，有342个是立有遗嘱，另外171个是没有遗嘱，立有遗嘱和没有遗嘱的比例是2∶ 1。
[9]

 立有遗嘱的比例相比刚才提到的电话调查所发现的立有遗嘱的比例要高很多。但这仅仅是一个预期的比例。许多人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产”；他们轻轻地走了，走向坟墓，不劳烦遗产检验法院。多少比例的遗产进入遗产检验法院呢？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数据略有差异；但所有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低于50％的成年人去世时他的遗产进入遗产检验法院；大多数的研究所报告的比例是1／3、1／4或者甚至更少。
[10]

 相比男性死亡留有遗产的人数增长率，女性死亡留有遗产的人数急剧增加；但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死亡后其遗产不进入遗产检验法院是常态。而在进入遗产检验法院的遗产案中，死者更可能是立有遗嘱的。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立有遗嘱的遗产不一定会进入遗产检验法院。有的时候，遗嘱找不到了。如果遗产规模很小，那么家人可能不会费劲去申请遗产检验法院认证遗嘱。穷人通常是无遗嘱死亡，他们的财产几乎不会进入遗产检验法院。

意思（intent）

在一些奇异的案子中，让人怀疑相关的文书表现为遗嘱的形式但签署者的实际意图则是其他。在其中一个案子中，Butterfield是一个狡猾的家伙，立有一份文书看起来很像遗嘱。在这份文书中，他把钱财留给Mary Fleming。但这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或者这个狡猾的家伙声称这是虚假的）。这份名为遗嘱的文书是他用来说服Mary与他上床的诱饵。（案例报告中没有说他的这个伎俩是否成功引诱Mary上床，但是法院的确是判决她无权（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分享他的遗产。）
[11]

 法院偶尔会遇到所谓的附条件遗嘱问题。这些遗嘱通常是自制的遗嘱（homemade wills），而且几乎总是起草得很粗糙。在一个经典的案例中，Caroline Holley在她的遗嘱中说，“我将要去旅行，可能不会回来。如果我没有回来，这是我的临终遗言”。
[12]

 幸运地或者说不幸运地，她事实上（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回来了。不久她死了，没有去改变这份遗嘱。问题是，她对遗嘱中所说的话还认真和算数吗？也就是说，如果她完好无损和兴高采烈地从旅行中回来了，她是否想要或以为遗嘱失效呢？法院不喜欢附条件遗嘱；他们努力通过法律手段去忽略这些讨厌的条件。有时候，法院声称这些所谓的条件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条件，而只是粗糙地表达了财产权人立遗嘱的动机而已，这样法院就可以在解释遗嘱时忽略这些条件了。有一些案例引发的问题是某个手写的纸片，或者A写给B的个人书信是否可以被定性为一个（自书）遗嘱。回头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遗嘱理应包含立遗嘱人的最后遗愿——他或她想如何处分财产。虽然一般来讲，只有当意思记载在遗嘱上，意思（intention）、安排（plan）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如果意思表示是在遗嘱之外，不论财产权人如何清楚地说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他的心愿，都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此外，如果财产权人准备和签署了一份遗嘱，可是只有一位见证人，没有找到两位见证人，那么，这份遗嘱是没有法律意义的一张废纸。这就是1957年阿肯色州判决的一个案例Smith v.Nelson。
[13]

 Harvey Nelson 制定有一份遗嘱，把他的“动产”都留给“心爱的妻子Mary”；她也终身“负责管理”不动产。他在一位见证人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份遗嘱，然后把这份遗嘱保管在“县相关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保管箱里”。十分清楚的是，他认为他已经立有一份有效的遗嘱。而且他在写给妻子的两封信中把以上遗嘱要点讲得很透彻。在给妻子的第二封书信中他写道:“亲爱的，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立的遗嘱中你不能出售房子。你是如此慷慨和善良，我担心我去世后你可能会卖掉房子”，那么“你就没有收入了”。立遗嘱人的意思在这里完全的明确；但是，阿肯色州法院的立场同样是明确的，即立遗嘱人的意思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只有一个见证人的遗嘱就是没有效力。
[14]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已经立有一份完全有效的遗嘱，同时他又告诉所有在场的人她改变主意了，那么只要遗嘱中没有记载的心愿，都没有法律效果。她不得不修改遗嘱或撕掉遗嘱。否则的话，即使人人都知道未修改的遗嘱不是她的最后心愿，遗产的分配仍将按照未修改的遗嘱进行。

而且，假设遗嘱的外观和形式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但是遗嘱的文字隐藏错误。比如，有一个十分严重的打字错误；或者可能是某个段落被粗心地漏掉了，或者本来不应该在遗嘱中的内容却写在遗嘱中了。理论上，人们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遗嘱的文字是至上的。早期的判例在这一点上十分严格。近年来，法院和立法机关开始软化这个特殊的观念；如同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开始变得更加愿意纠正遗嘱中的错误。

对形式的执著好像显得很傻或不正义。但它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某些人认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它是有道理的。历史上，人们对遗嘱报以无限的崇敬。遗嘱具有某种魔力。毕竟，遗嘱是一份根本性的文件。权利寄生在遗嘱之上。土地权属的归属取决于遗嘱说了什么或者遗嘱没有说什么。遗嘱是记录在册的文书。人们申报遗嘱、登记在册、然后保存为档案。口头说的话随风而去，而法律文书永在。

传统与刚性

法律对遗嘱形式的执著比人们想象得要更有效果，因为遗嘱除了是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书之外，在许多方面还是流行的文书。人们头脑中的一般观念、表达思想的方式、甚至语言自身都深深植根于习惯之中。在17世纪早期，没有律师告诉人们如何立遗嘱，但是，殖民地的历史档案表明，第一批来到现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人们知道遗嘱，立遗嘱是习惯，而且这些人大致知道遗嘱应该如何构造。大量的殖民地早期的遗嘱保存了下来。例如，164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西部， John Searles在遗嘱中宣布他“身体的病很严重”。他要处分自己的财产:“最好的大衣”和“五颜六色的帽子”留给他的姐夫William，同时豁免姐夫部分的债务。剩余的遗产由他的妻子和子女平均分配。
[15]



这些遗嘱通常使用标准条款，还使用不够明确的诗一般的单调短语。流传下来的显然是基于民间记忆。大多数的法律文书几乎不会使用诗歌语言。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文书的艺术性接近于零:想一想常见的保单条款或者《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中费解的一串串行话术语。作为行规，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往往是沉闷、谨慎的乏味调调。

典型的遗嘱也总是充满了行话术语。然而，遗嘱中的习惯语言不是法律废话。出于专业性的考虑，遗嘱不像——比方说——典型的保单那样干巴巴和迂腐。毕竟，遗嘱是一份付出和爱的文书，遗嘱常常也是在死亡的阴影下书写的文书。传统的遗嘱充满了传统的、半神秘主义的短语。这些短语经常是以（同义反复的）三个短语出现:“我给予（give）、遗赠（devise）、遗留（bequeath）我所有遗产的剩下（rest）、剩余（residue）和其余（remainder）部分。”（这些同义反复的短语组合的造句，可以用“我遗赠我所有遗产的剩余部分”即可表达清楚）旧式遗嘱的开头经常引用神秘的上帝和死亡的痛苦现实:例如，下面是1652年马里兰州的一份遗嘱开头:“以上帝之名，阿门——我 William Jones……身患疾病但是意识清醒……我把我的灵魂给予和遗赠给上帝——我的救世主和替我赎罪的人，我把我的身体交回给身体的来源地——地球。”
[16]

 而且，遗嘱的签署总是要举办一个仪式。见证人齐集。仪式氛围庄严肃穆。当然，在律师的办公室，遗嘱的签署仪式可以是简短、轻快、乏味的，像办业务一样。但是客户意识到一件大事正在发生，他或她正在签署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意味着某种敬畏和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法律规则执著于仪式。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如前所述，只有一个见证人绝对不行。1895年发生的一个老案子中，Eliza Fish开始立一份临终遗嘱（death⁃bed will）。
[17]

 她“极其虚弱”，甚至在遗嘱上签字都成问题；在两个医生的帮助下她签下了名字。然后，其中一名医生作为见证人签名。在另外一名医生作为见证人完成签名之前，Eliza死了。在这之后，另外一名医生才在见证人一栏签下名字。没有意义了。法院说，“立遗嘱人死亡的那一刻，遗嘱必须是有效的、没有瑕疵的文书”。当可怜的Eliza死时，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名。这是“致命的”缺陷。

根据法典，这两个见证人必须亲眼目睹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下名字。或者，如果立遗嘱人已经事先签字了（糟糕的做法），他必须“确认”（acknowledge）他的签名或者告诉见证人这是他的遗嘱，而且这是他的签名，或者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不同州的法典存在小的技术差别；许多遗嘱由于签名或确认方面的某个问题而不成立。
[18]

 尽管各州规定会有微小差异，但当立遗嘱人签名或确认这份遗嘱是自己的遗嘱时，见证人也应该是在彼此都在场时做见证。

许多州十分顽固，坚持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执行这些规则。例如，曾经发生数十件案子是关于“立遗嘱人在场”如何解释。在1998年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案例中，
[19]

 Homer Miller是一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去本地银行签署他的遗嘱。他请求银行的工作人员 Debra Pauley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然后这个见证人拿着他的遗嘱去找另外两位银行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名。但是，这些银行工作人员没有亲眼目睹Miller签名，也没有亲眼目睹其他见证人的签名行为。当地的成文法要求两位见证人“应当在立遗嘱人和其他见证人在场时，在遗嘱上签字”。法院有点犹豫地判决这份遗嘱是无效的——一张没有价值的纸片。一位法官发表异见:他说，这个案子是“对形式优于实质的一种奴隶般的崇拜”例子；判决结果是“明显的荒谬……与成文法的根本的立法目的是不一致的”。

然而，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当然不是一个少数情况；而且这个判决结果是否与遗嘱成文法的立法目标“不一致”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历史上，成文法坚持要遵循形式。在另外一个案子中，伊利诺伊州的立遗嘱人是一个老太太。她在遗嘱上签下了名字，然后，她的儿子Fred开车带她到遗嘱见证人的居住房子。她没有下车，“儿子把车停在见证人居住的房子的前面”，她待在“这个小轿车的后座上”。Fred拿着她已签名的遗嘱进入见证人的房子，然后见证人在桌子上签下了名字。当时房子的窗户是开着的，庭审时Fred主张如果母亲朝开着的窗户望向房子里面，是能够看到见证人签字的。但是这个主张还是不能说服法院。法院说，见证人不是在“她在场时”签的字；遗嘱是“无效的”。
[20]

 在1993年的一个案例中，阿肯色州的Nettie Frost请她的朋友Jewell Burns在她的遗嘱上作为见证人签名。当时Nettie自己还没有在遗嘱上签字。Jewell签完了字。事后，她作为立遗嘱人签字，还找了第二个见证人。这份遗嘱被法院认为是无效的。
[21]



当代的发展趋势是放松其中一些要求，今天的法院对其中一些案例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决结果。一直以来一个明确的发展趋势是软化“形式主义”。在当今的一些州，见证人签字时不是必须要其他见证人在场。而且还可以在立遗嘱人不在场时作为见证人签字——甚至在立遗嘱人去世后才签字。这些州可能会支持可怜的Fish老太太的遗嘱。

自书遗嘱（holographic wills）

微弱多数的州认可另外一种遗嘱，即所谓的自书遗嘱。它是比普通的遗嘱要简单得多的文书。自书遗嘱必须完全由立遗嘱人亲笔手写；但若完全由立遗嘱人亲笔手写，除此之外，法律就不再有更多的形式要求了。
[22]

 在北卡罗来纳州，立遗嘱人死亡后，自书遗嘱必须是“在立遗嘱人的珍贵文件或财物存放处”，或者在他的保管箱，或者由立遗嘱人信托的某人占有；但是其他州没有这样的要求。
[23]



正式的法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自书遗嘱。然而，我们掌握的十分少量的证据表明，自书遗嘱的使用率不是太高；而且，自书遗嘱比普通遗嘱更有可能造成麻烦。最初，只有西部和西南部的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承认自书遗嘱，这些州的法律承继了西班牙或墨西哥的法律。今天的北达科他州和新泽西州也加入了承认自书遗嘱的行列。
[24]

 截至20世纪60年代，21个州承认自书遗嘱；截至21世纪早期，26个州承认自书遗嘱。这个发展趋势主要是由学术界推动的。明显地，普通公众没有任何动力。做实务的律师协会从自书遗嘱中不能增加业务，而且可能还失去一些业务——毕竟自书遗嘱是自制的遗嘱。不过，自书遗嘱对律师与遗产筹划者的钱袋子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有钱人——遗产律师的兴趣主要在有钱人身上——在立遗嘱前通常会咨询律师；如果遗嘱内容稍有一点复杂性，没有人会使用自书遗嘱。话说回来，法律上说，自书遗嘱的传播从更大的图景来看是遗嘱法偏离形式主义的大趋势下的一部分而已。

相当多的法院报告的案例是关于自书遗嘱。这大概是因为自书遗嘱是自制的遗嘱，经常很笨拙和欠考虑。自书遗嘱的使用频率是多少呢？对加利福尼亚州San Bernardino1964年的遗嘱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申报登记的遗嘱中，大约10％的遗嘱是自书遗嘱。
[25]

 这说明自书遗嘱的法律不是死的文字；但自书遗嘱的使用也不是特别普遍。

因为没有人会不嫌麻烦地、工工整整地手写长达十页的遗嘱，因此，自书遗嘱通常是简短和亲切的。尽管不是所有的情况，但自书遗嘱常常是匆促而成。在1964年的加利福尼亚州San Bernardino，两位老人写的两份自书遗嘱是写在餐桌纸巾上的短短几句话。
[26]



自书遗嘱可能是粗糙的，但是至少十分明显，它几乎总是表现为一份遗嘱，书写人的意图是让它成为一份遗嘱，而且不是遗嘱以外的其他东西。大多数的自书遗嘱包含“临终遗嘱”这几个具有魔术的字。但有相当多的案例中，书信或者便笺上没有出现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然后，法院就开始纠结这个问题了:这是自书遗嘱还是其他东西？书写人的意图是想让它成为一份遗嘱吗？在一个案例中，E.J.White女士写道:“致相关人士。如果我发生不测，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产和其他东西和债券由Marvin、Arlene和我的姐妹们平均分配……未完待续，等有空我再把它完成（finish）。”最后一句话成了问题——它的意思是法院不应该把这份文件当作一份完整的、终局的遗嘱吗？写完这些话后，她又活了七年，却一直没有去“完成”（finish）这份文件；但是法院在遗产检验程序中，认可这份“遗嘱”。
[27]



在一些案例中，法院愿意把书信解释为自书遗嘱。1921年，Harry Kimmel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一个一般的建议:“把粪便当作柴火，放在猪肉下面烟熏，这是保存鲜肉的好方法……这样熏出来的前腿猪肉非常好”。然后是天气预报:“会下很大的雪，非常冷”；再往下，Kimmel才说他的钱财、他的“自由的孤独”和“邮局的邮票”，加上他的房子，都归属他写信寄往的这两个儿子。突然Kimmel在写信这一天死了。宾夕法尼亚的法院把这封书信解释为自书遗嘱。
[28]

 蒙大拿州的法院愿意再进一步拓展解释的空间。Charles Kuralt在纽约一家医院写信给Patricia Shannon女士。用法院十分保守的话来说，Kuralt与Shannon二人大约30年来保持“长期的私人关系”（Kuralt的妻子Petie完全被蒙在鼓里）。信的开头说，“我身患重病，医生找不出原因，”尽管“医生使用了断层扫描，做了很多心电图……我会请一个律师来医院，确保你继承我在MT的其他房子……”根据其他证据，MT是指蒙大拿州（Montana）。没有律师来医院，Kuralt去世了。下级法院驳回了Shannon的请求，但蒙大拿州的最高法院判定这封信可以当作遗嘱的附录（codicil）（修订或者补充），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并把案子发回初审法院重审。
[29]



这个法院不是唯一愿意拓展自书遗嘱解释空间的法院。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案子中，Bill Hayes Daniels（做实务的律师，信不信由你）通过邮件邮寄了一张贺卡。贺卡是有效的自书遗嘱吗？贺卡的正面是一首诗，“成功关系的十个秘密”；贺卡的背面写着:“临终遗嘱:我把所有财产留给Verneice Daniels。BHD”。法院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遗嘱。
[30]

 1930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子 Button v.Button中，
[31]

 Grace Button自杀，在她自杀的房间里找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写给她的前夫（“亲爱亲爱的Daddy”），内容是关于他以及她的两个儿子。“我正在毁坏孩子们的生活……当我死了，你就能满意地、长长地呼一口气了。我想火葬。你可以得到位于第26大街的房子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这张字条或信大约超过700个字；而“遗嘱”部分仅仅是最后两句话，也就是上面引用的那两句话。但是，法院愿意把这份文件叫做遗嘱，然后她的前夫继承了所有财产。
[32]



不是所有的法院都是这么慷慨。例如，一些法院坚持要求遗嘱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是立遗嘱人亲笔书写的。1920年发生的一个经典案例中，加利福尼亚州居民Thorn将他的“乡村寓所Cragthorn”遗赠给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遗产的剩余部分用于“改善或维护Cragthorn 公园”。整个遗嘱都是手写的，除了“Cragthorn”这个名字。“Cragthorn”这个名字是橡皮图章盖上去的。法院判定这个遗嘱无效。
[33]



案件离现在越近，法院越不会表现得如此挑剔。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形式主义的法律变得稍许富有弹性。根据当今的加利福尼亚州法律，Thorn的遗嘱可能是有效的。当代的成文法仅仅要求遗嘱的“签名和实质性条款”是“立遗嘱人亲笔书写的”。
[34]

 今天大多数关于自书遗嘱的成文法都有类似的规定。

在计算机、卫星和太空旅行已是寻常的当代，这些关于遗嘱的规定确实看起来有点陈旧。毕竟，遗嘱就是一份书面文件，要求有真实的签名（以及多半再要求有见证人的签名）。有一些讨论是关于视频遗嘱的；但是没有任何州承认它。
[35]

 印第安纳州的一部法律规定，视频可以被“法院采纳为证据”，以资证明“遗嘱的正确制定”、立遗嘱人的意图、“立遗嘱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遗嘱的真实性”以及法院认为“与遗嘱在遗产检验程序中的认证”相关的其他“事项”。
[36]

 但是遗嘱自身不能是视频。今天，相当多的公司对遗嘱仪式进行摄像；例如，某家公司打的广告说，“认真用视频记录下……遗嘱的整个签署过程，一旦遗嘱在事后发生争端，视频将是必需的。”
[37]

 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案子中，当对遗嘱的真正含义发生争执时，律师在起草遗嘱与客户交谈的录音，被法院采纳为证据，澄清遗嘱的含义，解决遗嘱文义模糊之处。
[38]

 电子遗嘱呢？内华达州已经通过一部法律，容许电子遗嘱。电子遗嘱被界定为“以电子记录的形式撰写、制定和存储的”遗嘱。它必须包括日期和“立遗嘱人的电子签名”；它的“制定和存储”必须确保只有一份“权威版本”，由立遗嘱人所保管；它必须至少有一个“立遗嘱人的身份验证标识”。它是指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够被观测和识别的特征；例如“指纹、视网膜扫描、声音识别、面部识别”或者一个“数字签名”。
[39]

 该法从2001年实施。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到有人使用电子遗嘱。
[40]



撤销

就像谚语说的那样，遗嘱是“走动的”。遗嘱是正式的法律文书；但是直到立遗嘱人死亡之前，遗嘱不会实施、没有效力。他或她不需要通知任何人，就可以修改或取消遗嘱，而且一点也不麻烦。撤销遗嘱有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种是立一个新的遗嘱。通常来讲，新的遗嘱中会有一个专门的条款是说撤销之前所有的遗嘱。标准格式是这样的:“我据此撤销之前所立的任何和所有遗嘱”，或者能达到同样效果的语句。即使新遗嘱中没有这些条款，但如果新遗嘱已经把立遗嘱人所有有权处分的财产都做了新的处分和安排，那么，旧的所有遗嘱都如同被特别条款废止了一样。
[41]



撤销遗嘱的第二种方式更加简单。你可以通过在物理上消灭一份遗嘱来达到遗嘱撤销的效果。根据《加利福尼亚州遗产检验法典》，立遗嘱人或者其他人“在立遗嘱人在场时或者根据立遗嘱人的指示”,“燃烧、撕毁、打叉划掉、涂抹或者毁灭”一份遗嘱，那这份遗嘱被撤销了。
[42]

 然而，物理上消灭一份遗嘱必须是故意的:如果房屋起火把遗嘱连同房子一起烧了，那么遗嘱没有被撤销；如果你能证明遗嘱的内容，那么，遗产检验法院仍然认可该份遗嘱。

那么，在物理上消灭了或死亡了的遗嘱，例如遗失或被毁灭的遗嘱依然有某种生命力。不过，总的来看，法律十分看重，几乎是不可理喻地看重遗嘱本身和遗嘱的签名。法律特别看重遗嘱的原件。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书，它不是照片或者类似的不重要的东西。遗嘱有某种魔力。你只能通过另外一份具有魔力的文书，或者实际地让它在物理上消失或死亡，才能废掉一份遗嘱。1934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老案子中，Kroll太太决定要修改自己的遗嘱。
[43]

 她本来要毁掉旧的遗嘱，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她决定保留旧遗嘱作为起草新遗嘱的参考资料。遗嘱长达五页，用金属夹子夹着。在封皮的背面，她写下了一段声明:“本遗嘱无效和归零，仅仅是作为……另外一份遗嘱的参考”。法院认为该遗嘱没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被撤销。一份遗嘱不能被“划掉”，除非立遗嘱人有积极的作为，能够“在物理上影响遗嘱的文字部分，不仅仅……是影响遗嘱这张纸上的空白部分”。类似地，在俄亥俄州的一个案子中，Helen L.White的遗嘱把钱财留给Jennifer Jones。
[44]

 后来，Jennifer Jones失去了她的宠爱，Helen在遗嘱的边缘空白写道，“本遗嘱无效。我从来没听过或见过 Jennifer Jones”;Jennifer不来参加“Jess的赞礼，因此我一分钱都不留给她”。但是，法院认为，这些动作都不是真正地取消遗嘱，因为这些书写文字都是在遗嘱的边缘，没有触碰到遗嘱的文字部分。遗嘱仍然有效， Jennifer还是得到了遗产。
[45]



那么，毁坏一个遗嘱有点像杀死吸血鬼:必须直接穿透吸血鬼的心脏；少一点都无法达到效果。在这个方面的演变趋势也是与遗嘱法的整体趋势一致的，许多比较晚近的成文法都没那么挑剔了:在这些州，划掉、烧掉或者撕毁都能撤销一份遗嘱，“不论烧毁、撕毁或打叉划掉是否触碰到了遗嘱中的任何文字”。
[46]

 法律在这方面的修改与我前文提到的或在后文将要提到的法律变革是平行进行的。“形式主义”看起来正在衰落，我们必须问一个为什么。

一般来讲，遗嘱法是坚实地立足于一个关键要点。法律是不会仅仅考虑这份遗嘱已经是很久之前立的了、过时了、不吻合立遗嘱人现在的情况或不符合立遗嘱人后来的心愿。法律传达出的讯息是简单的:如果你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修改你的遗嘱。否则，旧的遗嘱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规则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例外。在许多州，结婚自动撤销一份遗嘱。由未婚到结婚，这个情况的改变看起来是足够地重要以至于可以凌驾于一般原则之上。
[47]

 然而，在大多数州，这个例外也行不通了。一方面，这个例外规则没有必要。遗孀也有权利。如果一个男人立有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他的母亲，然后这个男人结婚了，婚后一年去世，遗嘱未更改过，那么，成文法将保护这个悲伤的遗孀。她将得到她的法定份额。为什么要否决遗嘱的其余内容呢？

另一方面，根据当今大多数的遗产检验法典，离婚自动地撤销部分遗嘱内容。英国有类似的规则。
[48]

 由于配偶变成了前妻或前夫，遗嘱中为了配偶利益的条款不再有效。
[49]

 这可能反映了大多数的偏好，但衍生出一些次级问题。这个规则是否适用于遗嘱替代（可撤销信托和类似的同等功能的安排）？如果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教师把自己丈夫列为俄克拉荷马州教师退休计划的受益人，如果后来两人离婚了，他是否仍然拥有受益权？
[50]

 俄克拉荷马州的法院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有。除此之外，在一个案子中的信托是在两人还没离婚时设立的，马萨诸塞州的法院拒绝了离婚后的前配偶所主张的受益权。
[51]

 这个问题甚至摆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面前。
[52]

 华盛顿州通过的一部法律，把离婚意味着自动撤销的推定延伸适用到遗嘱替代和养老金计划（“非遗产检验的资产”（non⁃probate））。根据这部法律，前配偶被视作“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已经去世”。
[53]

 David Egelhoff在波恩公司工作。波恩公司为他提供人寿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他的妻子Donna是这两个计划的受益人。1994年，David和Donna离婚。几个月以后，David在一起汽车交通事故中丧生，没有留下遗嘱。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可能是由于常见的拖延症——他一直没有把Donna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和养老金计划的受益人中拿下来。Donna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第一段婚姻的婚生子女根据华盛顿州的这部法律对David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和养老金主张继承权。但是最高法院不这样认为:《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是联邦法，“排除”（preempte）华盛顿州法，对此事有排他性的管辖权。
[54]



永久管业（mortmain）的法律

在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时期，相当多的州在书本上还有所谓的永久管业法律（“永久管业”字面上的意思是“死者之手”）。向慈善机构遗留捐款受到一些限制。在典型的永久管业法律上，除非遗赠是在立遗嘱人实际死亡——比如——超过30天前所做出的，慈善遗赠是无效的。还有其他一些法律限制慈善遗赠的金额——通常不能超过遗产的一定比例。这两类通常只适用于死者在死亡时还有妻子或孩子在世。有一些成文法是这两类法律的综合。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某些时期，佐治亚州的成文法规定，死者死亡时还有妻子、子女或第三代后裔在世，只能拿遗产的1／3做慈善遗赠，捐给“慈善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或者民间组织”；而且，相关遗嘱必须是“在立遗嘱人死亡至少90日前制定和成立”；否则慈善遗赠“无效”。
[55]



早在13世纪，英国就已经通过了永久管业法律。这些法律十分强势，基本上是要阻止土地永久落入法人机构的“死者之手”中——具体来说是天主教堂。天主教堂聚集了大量的土地，使国王的封建税费受到损失。相比而言，美国各州的永久管业的法律看起来最多只是英国这些强硬法律的最苍白形式而已。然而，19世纪的法律目标仍然是打击教堂，但却出于不同的目的。法律用很多方式表达了对聚集大量土地的宗教机构的深深不满。向宗教机构的遗赠在法律上很可疑。实际上，1776年马里兰州的宪法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不允许将土地遗赠以资助“福音、任何宗教区域的、宗教团体的、宗教派别的任何传教部门、公共教师和牧师”；包括任何类似的“土地赠与、出售或者遗赠”都是“无效的”。
[56]



永久管业法律的要旨是，法律政策是反对死者在临终之床上将钱财遗赠给宗教。随着死亡的临近，他们的内心可能充满了对有罪生活的悔恨，在他们扭曲的皮肤里似乎能感受到地狱之手的触摸。法律政策的基础是立法者想象着这样一幅图景——或者说是幻想——邪恶的牧师在临死之人的床前祈祷，利用临死之人对永久下地狱的恐惧，压迫他们向教堂遗赠，结果是死者家人的继承权受到侵害。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图景褪色了，作为这些法律之根基的反天主教的强烈偏见也消散了。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后来的“慈善”不再主要是宗教机构。当今慈善基金会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头脑中对慈善遗赠的想象。截至1970年，只剩下17部永久管业的法律。
[57]

 一些州的法院走得更远，宣布这些法律违宪——这确定地标志着这些法律失去了人心，至少不再受法官的欢迎。例如在1974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枪毙了该州的一部法律。
[58]

 这部法律规定如果遗嘱成立的时间是在立遗嘱人死亡前的30日之内（不含本数），那么，遗嘱中“为了宗教或慈善目的而做出任何遗赠或捐赠”都是无效的。法院判定这个法律是“武断的”和不合理的。如果一个人“在身体的最佳健康状态立下遗嘱”,“在29天后偶然死于某场事故”，这样的遗嘱根据该法律是无效的；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做出慈善遗赠之后，居然多活了31天”，这样的遗嘱根据该法律又是有效的。为什么？在法院看来，如此“武断的”法律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佛罗里达州的反应和宾夕法尼亚州是一样的。Lorraine E.Romans死于1986年。她留给女儿Lorraine Zrillic的只有“几个密封的盒子，里面装着家庭的古董碟碗和雕像”。Zrillic被剥夺了继承权。母亲解释是因为自己已经在女儿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因为“女儿的滥交型的生活”，剩下的钱也被女儿花掉了，而“她没有显示或表示丝毫的感情或感激”。剩余遗产遗赠给圣地兄弟会跛足儿童医院（Shriners Hospital for Crippled Children）。女儿以永久管业法律为基础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佛罗里达州法院把永久管业法律枪毙了:法院说，永久管业法律是封建时代的遗留，它的目的是“限制教堂接受财产的能力”。但是今天，“慈善捐赠、遗赠和慈善信托……是法律的偏爱”。这个成文法“侵犯了财产利益”，而这个财产利益受到佛罗里达州和联邦宪法的双重保护。
[59]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19世纪没有任何法院愿意遵循这个逻辑。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案子被法院判定永久管业法律侵犯私人财产权。立遗嘱人把大量的遗产留给“美国心脏协会；美国癌症协会；美国盲人基金会；位于内华达州Boys Town的孤儿乐园（Boys Town of Boys Town）组织；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县的 Zem Zem 跛足儿童医院（Zem Zem Hospital for Crippled Children）”。
[60]

 现在很难想象这些捐赠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威胁。甚至不仅是法院，立法者也转而反对永久管业法律。纽约1860年通过的一部法律使得在法律限制之上（遗产的一半）的捐赠很容易被利益相关人主张不成立。
[61]

 1929年该法被修订；自此之后，只有直系亲属——“未亡的丈夫、妻子、子女、后裔或父母”有权利质疑“捐赠或遗赠的法律效力”。
[62]



后来出现的结果是，即使有（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近亲属享有提起遗嘱争议的权利，这个法律也很容易被规避。假设纽约的一个立遗嘱人想把他所有的遗产都用作慈善遗赠。律师需要做的就是在他的遗嘱中加上几句话。遗嘱可以具体规定，如果慈善遗赠被法院推翻，那么，所有遗产转而留给立遗嘱人的邻居Mary；或者留给第二代堂表亲；或者留给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那么，结果就是，无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能挑战这份遗嘱。Mary不能挑战遗嘱；毕竟她不是死者的家庭成员，成文法不允许她提起遗嘱争议。但是被剥夺继承权的子女也不能提起遗嘱争议。这是因为如果子女赢了官司，遗产是归属于Mary，而不是这些子女。因此根据标准的法律，子女没有起诉资格（standing）——无权起诉——因为他们从诉讼胜败中都不能获利。换言之，这个赠与是稳如泰山的。当然，Mary享有的不确定遗赠（contingent gift）只是个幌子。如果愿意，法院本可以揭穿这个诡计。但法院没有。法院对这些法律安排视而不见，并表示认可。
[63]

 在纽约的一个案子中，Bertha Fitzgerald给儿子一分钱都没留，把遗产全部遗赠给纽约天主教总教区（Archbishopric）。她的遗嘱规定，如果有人以“慈善捐赠过度”为基础对遗嘱提出争议，那么，遗产将归属于主教“个人所有，而不是以代表、受信义务人或者牧师的身份持有这些遗产”。这句话在法律上已经足以排除 Bertha 儿子的权利。
[64]

 这类的判决向外界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法院不喜欢这些成文法。
[65]

 截至20世纪90年代，永久管业法律在纽约和在其他州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美国只剩下三部这样的法律。截至21世纪的开端，一部永久管业法律也没有了。

曾几何时，一般来看，慈善捐赠和慈善信托极其少见，法律是对这个实际状况的反映。永久管业法律不是一个异常值。它是不鼓励慈善捐赠这整个法律规则网络中的一部分。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立法者制定这些法律时心中所想的是遏制天主教堂或已设立的教堂的权力。随着慈善机构的演变，慈善不仅是教堂的事情，而是向跛足儿童医院、图书馆、大学和公共公园等的捐款。陈旧的限制崩溃了。慈善成为“法律的宠儿”，而不是法律的弃儿。在关于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的章节我会再更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

遗嘱中的错误

人会犯错。不仅是普通大众会犯错，律师也的确会犯错。许多遗嘱出现错误——拼写错误、语法错误、意思模糊、漏掉了单词或整个段落、错误地把单词或整个段落写在遗嘱上面，等等。绝大部分情况下，起草遗嘱的律师仔细校对遗嘱；但不可避免的是，错误不知不觉地出现，可能是粗心也可能是纯粹的无知。

曾经，标准的教义坚持认为法院绝对没有权利或权力去纠正遗嘱中的错误。如果由于执笔人的手一抖导致遗嘱中写的是把钱财留给Milly而不是Billy，而起草时没有人察觉这个错误，那么，Milly将得到遗产（如果有Milly这个人存在）。遗嘱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与遗嘱字面意思相抵触的证词或证据，法院拒绝采纳。即使起草遗嘱的律师承认遗嘱中的错误，捶胸顿足大喊“我的错”，遗嘱依然按照文字的字面含义来解释。以1933年马萨诸塞州判决的Mahoney v.Grainger案为例。一位未婚的64岁的学校老师Helen Sullivan有一天去找律师起草遗嘱。她指示律师，把遗产分给这个人分给那个人。律师问:剩余的遗产怎么办？噢，她回答道:“我有25个第一代堂表亲……由他们平均分配。”律师起草的遗嘱写着剩余遗产留给Helen死时的未亡的“法定继承人”（heirs at law）。结果却发现Helen死时她有一个姨妈仍在世。她是死者最近的亲属和死者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姨妈得到所有的遗产。律师在起草遗嘱时犯了错误。而这些堂表亲倒霉了。
[66]

 法院坚持所谓的“文义”（plain meaning）规则:文本按照文本的通常含义来解释。外部证据虽能证明遗嘱文字的含义另有所指，或者某人犯了错误，但这些都不会被法院在解释遗嘱时所接受。

如果遗嘱错误导致的是歧义而不是其他的错误，那么，法律解释的路径会有点不同。假设遗嘱仅仅是不清楚，或者它的词句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确实容许引入外部证据以证明哪一个意思是立遗嘱人的意愿。一些法院，引用古老的文献，认为法律应当区分显性（patent，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和隐性（latent，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模糊。在治愈一个显性的模糊时，法院不应采纳任何外部证据；但为了治愈隐性的模糊，法院可以采纳外部证据以发现立遗嘱人的真正意愿。

显性的模糊是指从遗嘱表面看就很明显的错误。在一个古老的英国案例中（1791年）,Hewit太太把她的一些画留给“女士”（Lady）［　］；也就是，“女士”这个单词出现在遗嘱中；但是在“女士”这个单词后只有空白。大量证据表明Hewit太太指的是女士Hort，但是衡平大法官拒绝采纳这些证据；他说“他无法用口头证据去填空一个空白”，然后这个遗赠不成立。
[67]



当今，这个区分十分不重要；不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模糊，法院都愿意听取外部的证据。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Santa Clara县的Cora L.Black死于1957年。她手写的遗嘱是把她“所有的遗产，为了教育的目的”，捐给“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到这里，任何读者都会生出疑问:她意指哪一所大学呢，是 USC 还是UCLA?
[68]

 这看起来像显性的模糊，但是上诉法院从没使用这个标签；相反，上诉法院命令初审法院调查证据以查明Cora的真正意图。

遗嘱条款看上去（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是清晰的，直到去执行遗嘱条款时你才发现遗嘱条款的模糊性，这叫隐性的模棱两可。在198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案子中，
[69]

 Wilds Bacot是一个同性恋者，由于病重而住进了新奥尔良的一家医院。他在纸片上写下:“我把所有留给Danny”。很快，他就昏迷然后死亡了。Bacot看起来对一个叫Danny的人特别钟爱。不少于三个都是叫Danny的情人出现了，对遗产份额主张权利。这个模糊是隐性的；这个遗嘱表面上读是没有歧义的，而且如果在Bacot的生活中只有一个叫Danny的人，那根本不会发生理解歧义。只有当遗产代理人开始寻找Danny时，歧义开始浮出水面。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法院愿意聆讯证据，澄清模糊之处。哪一个Danny是立遗嘱人所意指的呢？结果显示，答案十分明显。其中一个Danny是Bacot当季的伙伴；他和Bacot一起生活了9年；两人共同承担“家庭负担和义务”，还“维系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

在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件中，Georgia Hembree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了自书遗嘱。她把“一切”（everything）留给“Chester H.Quinn ＆Roxy Russell”。
[70]

 这看起来足够清晰，一点都不模糊，直到你发现虽然Chester H.Quinn是密友，但“Roxy Russell”压根儿不是人。Roxy Russell是一只爱尔得儿犬；而且“在把狐狸尾巴从它鼻子中拔出来后它已经死了”，现在埋葬在宠物公墓。Roxy被替换为另一只在“美国养狗场俱乐部登记为‘Russel's［原文如此］Royal Kick Roxy'”的狗。法院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隐性的模糊”。仅仅阅读遗嘱的文字不会知道Roxy Russel是一只狗。但是立遗嘱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她的意思是附条件地让Chester获得所有遗产，所附条件是他照顾 Roxy？还是按照遗嘱的字面意思，她的真实意思是让Roxy获得一半的遗产呢？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和其他州的法律），钱财不能遗赠给一只狗。尽管立遗嘱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遗嘱的文义解读表明，就一半的遗产而言，Hembree女士是无遗嘱死亡。她的最近的亲属是一个侄女，获得了她一半的遗产。法院就是这么判决的。
[71]



再举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案例。
[72]

 瑞典籍的美国人Otto Holtquist视力很差。他立有遗嘱将1000美元留给“Alma Ring”，遗嘱中说Alma Ring的身份是立遗嘱人的姐姐Annie的孩子。这份遗嘱看上去完全清晰，直到人们知道Alma Ring这个名字是Otto的姐姐的名字，而不是他侄女的名字。然而，Annie确实有一个儿子，叫作Elmer，这是Otto的侄子。法院把这当作隐性的模糊。如何解决它？既然Otto的视力很差，那么这份遗嘱很可能是念给他听的。“Alma”和“Elmer”听上去十分近似，特别是对于“有瑞典口音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法院判决中认为）“有困难按照英文的发音去念元音‘E’和‘A'”。许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强烈地表明，Otto是想要这笔钱归属于Elmer，而不是Alma。初审法院判决Alma胜诉，但是上诉法院改判了。

那么，只要遗嘱的错误能被定性为“模糊”，属于马虎的起草人使得文本的含义不清晰，那么，法院经常纠正遗嘱中的这种错误。如果是其他方面的错误，法院就十分严格和缺少弹性。当立遗嘱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律师）在财产的地址或者法律描述方面犯了小的错误，法院也是如此。例如，遗嘱中把作为遗产的房屋地址写错了，立遗嘱人的房屋地址本来在埃尔博大街645号，遗嘱中却写成埃尔博大街546号。这种错误看起来很明显，而且很容易纠正。但19世纪的法院拒绝纠正这样的错误。

为什么法律，特别是那个时期的法律，对待遗嘱错误的态度是如此严格，而且如此顽固地拒绝采纳能够证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呢？理论上，立遗嘱人的意思是遗嘱解释的指导原则。法院反复地阐述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在立遗嘱人的意思清晰地记载在遗嘱本身并通过遗嘱本身表达出来时，立遗嘱人的意思才是指导原则。如果你把遗嘱想成一个重要的存档（recored，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文件——在所有时候，它自身就是证据，证明谁得到死者的财产，以什么条件得到死者的财产，所以，这个顽固的规则是有道理的。特别是，这对土地的处分和权属归属是极为关键的。如果你追溯历史足够的久远，你会发现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一份遗嘱记载，我把地产留给Milly，可我的真实意思是留给Billy，那么，在法院档案查询这份遗嘱的人应该能信赖是Milly而不是Billy继承了地产。相当多的古老规则从这个基础都能得到解释。需要注意的是，显性的模糊这个术语从定义来看是指从遗嘱的外观就是很明显的模糊。它不能欺骗任何人。一看便知它表达的意思。这至少说明显性模糊和隐性模糊的古老区分是有意义的。

回忆前面所讲的内容，无遗嘱继承规则也是很生硬的和没有弹性的。19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档案登记保存很差和有很多缺陷的世界。法律和社会政策强烈地有利于一个富有活力而又功能运作平稳的土地市场。显然，财产权属的清晰十分重要。没有比所有权上面的“疑云”（cloud）更加糟糕的事情了。遗嘱和合同是权属的来源，必须尽可能地纯粹和无歧义。

可能还有对“临终遗嘱”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崇敬。但即使这样，这种神秘主义的崇敬可能更多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当今的遗嘱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遗嘱替代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遗嘱自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变小了。像过去人们所抱持的神秘主义崇敬在今天看来已成为历史。

最新的情况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理解为什么在过去，法院对遗嘱中的错误采取如此生硬的立场。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旧规则在我们的时代会被攻击。至少在教义规则的层面，一些事情肯定正在发生。生硬的旧的标准正在消失。人们过去经常说，疑难案件产生恶法；人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好的规则在这个案件中也会造成坏的结果，坚持好的规则也比让步于同情心要更好。事实上，如果疑难案件向我们揭示古老的规则和陈腐的规则错在何处，则疑难案件产生善法。

但是，是什么使一个规则陈腐不合时宜，而不是仅仅“古老”呢？如同我提到的，遗嘱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它在死亡时财产传承的领域失去了垄断地位。此外，在当代的财产权属保险和计算机化的档案系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如此依赖遗嘱的文本。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关于遗嘱错误的规则将承受巨大的变革压力。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自19世纪末期以来，放松这些规则的法律变革趋势十分明显。法院越来越愿意纠正遗嘱中的错误。他们是不会经常张扬他们正在这么做，但是他们十分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某种伪装达到纠正遗嘱错误的效果。他们往往曲解旧的规则，或者甚至干脆放弃它们。

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但绝不是普适性的。很容易在古老的案子中找到看上去十分现代思维的案子，也能在新近的案子中找到死硬派。但确定无疑的是，变革的趋势是单向的:朝着允许遗嘱中的错误被法院纠正的方向变革。纠正遗嘱错误的一个灵巧方法是，把遗嘱中的错误重新贴上“模糊”的标签。就这么简单。然后法院按照遗嘱有歧义来解决这个模糊不清。早在1886年，最高法院在一个案子中就已经这样做了。
[73]

 James Walker去世，他的遗嘱是把位于华盛顿市的“地块（标号为6）永远留给亲爱的心爱的弟弟 Henry Walker，这个地块面积为403平方米”。而他实际拥有的地块是标号为3的地块，面积为406平方米。死者的意思很清楚，他想把这个地块遗赠给他的弟弟。他把财产都留给了其他的所有亲属；他也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遗产都做了处分。法院说，所有的证据“引发一个隐性的模糊”。这个判决碰巧也正好是一个5∶ 4的判决。异议法官的评论十分有逻辑，这个案例中没有任何的模糊性，它就是遗嘱的一个错误，而错误是不应该被纠正的。

法院采取的另外一个替代策略是把遗嘱中的错误当作“虚报”（misdescription）而驳回，或者忽略那些错误的“细节”。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案子中，Gibbs老太太把一些钱财留给“现在居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第46街北4708号的Robert J.Krause”。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叫做Robert J.Krause的人，就准确地居住在这个地址。但这个人好像根本不认识Gibbs老太太。然而，他是一个兼职的出租车司机，他不确定Gibbs是否就是那个曾经搭乘他的出租车往返医院的老太太，也不确定他们两人在出租车上是否说过话。不管怎样，遗嘱很清楚地指向他，还写出了他的准确住址。当然，他想要这笔钱。

但是为什么Gibbs老太太会把钱财留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呢？即使是一个友善的出租车司机，老太太也不至于把遗产留给他。在遗嘱中，她把全部的遗产都一一留给Gibbses企业的雇员们。Gibbs夫妇曾经把雇员名单交给律师。雇员名单中有一位叫“Bob”；这个“Bob”指的是一位叫Robert W.Krause的雇员，他是已经去世的Gibbs先生的一位长期雇员。显然，起草遗嘱的律师犯了一个错误。律师在电话黄页簿中找到“Robert Krause”的名字，然后在遗嘱中写下了出租车司机的Robert Krause的地址。Gibbs老太太从没发现这个错误，原因也很容易猜到。她可能不知道Krause的中间名字是什么，或者不知道他的住址是哪里。法院承认这份遗嘱不含有事实上（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模糊。但是大多数的法官主张，“身份的细节”，例如“中间名字、街道地址诸如此类”是“很容易犯错的”,“不应该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以致挫败立遗嘱人如果明示出来的意思”。出租车司机输了官司。官司一直打到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出租车司机依旧败诉。不过法官的分歧很严重。
[74]



更晚近的法院有时候以更大胆的方式做出判决。例如，你还能想到比签错了遗嘱更糟糕的事情吗？在20世纪50年代，Vasil和Hellen Pavlinko夫妇（他们几乎不说英语或者根本不说英语）准备签订互惠遗嘱（reciprocal wills），但是Vasil 在Hellen 的遗嘱上签了字，Hellen在Vasil的遗嘱上签了字。当Vasil去世时，法院拒绝按照Hellen签字的遗嘱去处分Vasil的遗产。（巧的是，遗嘱是在律师办公室里签署的，律师还是遗嘱的见证人。说得客气点，这个律师真是个粗心的律师。）
[75]

 30年后，在纽约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Harvey 和 Rose Snide“在一个签署仪式上，想要立互惠遗嘱”，却错误地在对方的遗嘱上签字。
[76]

 Harvey 去世，Rose 向遗产检验法院提交的遗嘱虽然是Harvey的签名，可是遗嘱内容不对。这一次法院拒绝“形式主义”。把遗嘱中的Harvey替换成Rose，遗嘱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反之亦然。遗产检验法院采纳了这份签字栏错误的遗嘱。

2002年纽约的一个案子中，
[77]

 Eugenia Herceg的遗嘱把她遗产的“剩余”留给——不详。“受益人的名字”是“缺失的”（missing）。根据旧遗嘱，剩余遗产是归属于侄子Sergio Pastorino，或者如果侄子不在世，则归属侄子的妻子 Columba。遗嘱起草的律师在法庭作证时说（毫无疑问会脸红羞愧地承认）他犯了错误。“剩余遗产的归属权条款被无意中删掉了”。Herceg女士给律师的指示是剩余遗产的归属与旧遗嘱的规定是一样的。法院认为自己有权利去挽救这个遗嘱，以“实现法律的主导目标，即立遗嘱人的意图得到贯彻落实”。剩余遗产的归属权条款虽然空白，但是被“解释”（construed）为“把 Columba Pastorino的名字插入到受益人一栏中”（Sergio已经去世）。一些法院对这些激进做法还比较犹豫。在199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案子中，律师把主要受益人的名字漏掉了，使得事实上根据这份遗嘱根本就没有人有权继承大笔遗产。律师“向初审法院提交了誓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提供了与立遗嘱人谈话时的笔录。但是上诉法院拒绝让步。
[78]



无疑，笔误和其他错误在遗嘱中很常见。几乎不会造成太大的实质差异；众所周知，只有很小比例的遗嘱会被原告挑战，提交到法院审理。判例法确实展示了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放松形式主义的强大趋势。这与大多数学者所推动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在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中，John Langbein开头就写道:“遗嘱法以它的严格和冷酷的形式主义而臭名昭著。”他主张“实质遵守”（substantial）遗嘱法就足够了。
[79]

 一些法院对他的观点很认同。例如，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案件中，两个见证人一直没有在遗嘱上签字；反而签在一份自证誓词中。法院支持这份遗嘱。
[80]

 1982年英国通过的一部法律规定，如果法院“感到”由于“办事员的错误”或者“未能理解立遗嘱人的意思”导致遗嘱“未能反映立遗嘱人的意图”，那么，法院有权力“纠正”遗嘱。
[81]

 基于这部法律，已经发生若干起法院报告的案例，因此很明显，这部法律不是死法；
[82]

 但人们怀疑这部法律的使用率。由学者起草的美国《统一遗产检验法典》（Uniform Probate Code）有一节是关于“无害的错误”（harmless error）（第2－503节）。如果“提出认证遗嘱者”（proponent）能够用“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死者的意图是想这份“文书或其他书面形式构成……死者的遗嘱”，那么这份文书被视为遵守了遗嘱的形式。这条规定至少潜在地比“实质遵守”的观点走得更远。许多州已经接受了这一节，并转为本州的立法。普通法的其他法域（如昆士兰、澳大利亚）也遵循这条规则。
[83]

 司法会在多大程度上贯彻执行这个观点，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84]



当然，法律学者已经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共识性地赞成正在发生的变革；他们起草新的法典和成文法；他们把这些改变视作整个法律体制扬弃形式主义之大变革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可能是有一定合理成分在里面的。但至少在这个（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领域——继承——我不愿意把变革的源泉归因于法律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某种模糊和一般性的转向。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的法院在法律的许多方面和法律的许多领域，规则导向（rule⁃bound）的裁判思维更少了，比以往时期的法院更愿意根据具体情况，制造例外。在继承法领域，我们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对待自书遗嘱的态度，关于遗嘱签订的规则，关于遗嘱错误的法律。但是，法律文化的改变召唤一个有针对性的解释；模糊地把它归因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改变，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记住，不是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变化都是比以往的形式主义要更少。例如，法院对死刑的审查可能比以往更加（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形式主义。在继承法领域，反形式主义的驱动力可能在于经典遗嘱的重要性和角色在逐渐地却是十分显著地下降。遗嘱现在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所谓的遗嘱替代。在第五章我们将探讨若干种遗嘱替代的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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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撤销遗嘱——遗嘱异议和遗嘱异议的社会意义


每一部遗产检验法典都会规定有“撤销遗嘱”（breaking a will），也就是遗嘱异议（will contest）的程序。这些程序都很详细，不相上下。而事实上，几乎很少的遗嘱异议会发生。对遗产检验程序的所有研究都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对1929～1944年威斯康星州Dane县的367个样本遗嘱的研究发现，只有6个提起了遗嘱异议。
[1]

 对田纳西州 Davidson 县在1976～1984年进入遗产检验程序的7638份遗嘱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只有66份遗嘱提起遗嘱异议，也就是不到1％。
[2]

 在1964年的San Bernardino，在342份遗嘱档案中，试图提起遗嘱异议的只有7例。
[3]

 而且在这些档案中找到的“遗嘱异议”并没有全部进入法院审判。一些在庭外和解；另外一些被法院驳回或者被当事人撤回。在Davidson县的样本中，66例遗嘱异议中有24例是庭外和解的；10例是被法院驳回或者由原告自己撤回的；另外4例被法院判定不属于遗嘱争议。不到一半的遗嘱异议是实际进入法院审判的。

当然，其中一些驳回或撤回的遗嘱异议可能是庭外和解的结果，档案中没有反映这一点。也有可能比这些研究所报告的数量更多的遗嘱存在异议——或者至少有人反对（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每年肯定有数千人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遗嘱感到失望。你可以想象，每年有数千份遗嘱可能被提出异议。但绝大多数感到失望和愤怒的继承人和受赠人最终耸耸肩，继续自己的生活。感到愤怒的继承人找到律师倾诉自己的事情，有可能被告知案子不成立，因为他没有权利提起异议，或者因为虽然有权利（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但是他可能会败诉。

无疑，遗嘱异议案件很少见，其主要原因十分简单:大部分遗嘱看起来很公平和正当（fair and just）。遗孀去世后留下三个子女，她把遗产平均地留给这三个子女。她的遗产归属于法律上所谓的“她生活中的天然受益人”（natural objects of her bounty）。没有人能有任何理由提出反对；确实如此。

对于那些能够（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被提起异议的遗嘱，也存在一些巨大的障碍。一个障碍是社会。假设爸爸的遗嘱是不公平的，提起法律诉讼可能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怨恨和疏远。无疑，数千个家庭确实由于继承问题引发的愤怒和失望而解体。但可能大多数的家庭还不想解体，要继续共同生活和联络。另外一个障碍是成本。提起遗嘱异议的诉讼是成本高昂的；风险也高。第三个障碍是法律本身。法律为那些可能会提起遗嘱异议的人铺设了许多的路障。

许多遗嘱也使用禁止异议条款（no⁃contest clauses）来试图自我保护。禁止异议条款是有标准条款的，以剥夺继承权来威胁那些提起遗嘱异议的人，或者留给他们1美元，或者达到同样效果的语句。当然如果你的遗嘱异议成功，随着整个遗嘱的撤销而禁止异议条款也撤销。而如果遗嘱本来就一分钱也没有留给你，你即使败诉也依然是一分钱也没失去。另一方面，如果遗嘱给你留了一些东西（something） （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但（依你看来）你觉得不满足，那么，禁止异议条款可能是有效果的。对遗嘱提出异议可能会导致你失去遗嘱本来留给你的东西，最终你一无所获。
[4]



对遗嘱提出异议，你还必须有“起诉资格”（standing）。除非你能够从遗嘱的全部或部分失败中获得个人的利益，否则你没资格提起遗嘱异议。如果你的父亲在遗嘱中剥夺你的继承权，而你是“法定继承人”（如果你的父亲无遗嘱死亡，你享有继承权），那么，你有“起诉资格”（一种权利）提起遗嘱异议。如果根据旧遗嘱你本应能继承到财产，也是如此。如果我在遗嘱中把钱留给我的朋友Joe，然后我撤销了该遗嘱，立了一份新遗嘱，在新遗嘱中我一分钱都没有留给Joe。这种情况下，Joe对新遗嘱有资格提起遗嘱异议。这是因为如果Joe成功地把新遗嘱打掉，新遗嘱中的撤销旧遗嘱的相关条款也随之不成立，然后旧遗嘱复活。那么，根据复活的遗嘱，Joe有权获得我在该遗嘱中留给他的钱。

无疑，关于起诉资格的规则已经阻止数千人试图去提起遗嘱异议。以Maude Straisinger的遗产为例。她于1964年死于加利福尼亚州的San Bernardino县。在遗嘱中，她把所有的遗产都遗赠给慈善机构，明确地排除她继承人的权利。不久，第二份遗嘱是将她的所有遗产都留给她的两位朋友。档案中有一封信是来自Maude的侄女Ester Moster太太，信中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悲伤与失望:她说，她的姨妈生前曾做出各种（模糊的）承诺，Ester觉得她和她的丈夫“应当得到的财物被剥夺了”。档案中没有相关的跟进资料。假设Moster太太去找律师，律师肯定会告诉她:你的案子不成立。也许有一线希望去挫败第二份遗嘱。但即使Moster太太在这一点上赢了官司，那么只是把第一份遗嘱复活了，同样Moster太太根据第一份遗嘱也是一无所得。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有太多的理由——Ester Moster放弃了。
[5]



那么，也许有人会认为，遗嘱异议通常涉及大笔遗产——遗产价值巨大到值得去争一争。对Davidson县的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猜测:遗产规模和遗嘱异议的可能性这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在Davidson县，66个遗嘱异议中有23个异议涉及的遗产规模少于50,000美元；另外16个异议涉及的遗产价值是在50,000～100,000美元。
[6]

 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个规模很难说是小遗产；但实际上最大规模的遗产并没有引发任何异议。如同该研究的作者所表明的，这可能是因为遗产规模越大，相关遗嘱在起草和签署时越小心谨慎。另外一方面，历史上曾发生一些耀眼的和蔚为壮观的遗嘱异议案——对巨额遗产的史诗般的争斗。后文中我会提到其中的一些。

此外，如同我们看到的，在很少见的案例中某些长期失踪或者可能的继承人出现，对遗产份额主张权利。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Ernest J.Torregano 遗产案是与本书切题的一个有趣案例。
[7]

 1882年Torregano出生在新奥尔良一个“十分大的黑人家族”。也就是说，在社会意义上，他们都是“黑人”，但是Torregano属于黑的程度很轻以致容易被当作白人。不管怎样，他与一个黑人姑娘结婚了，育有一女Gladys。Torregano的工作是铁路搬运工，在新奥尔良和旧金山之间往返。后来他定居旧金山，冒充白人。他学习法律，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1915年他的母亲来探访他，对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他母亲返回新奥尔良，向他的妻子和女儿同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Ernest去世了。Ernest在白人圈里过得很成功。他母亲可能是想帮他。新奥尔良的黑人家庭对Ernest的职业生涯当然没有任何帮助。Torregano再婚，但第二段婚姻没有子女。他的第二任妻子先于他去世。在Torregano的遗嘱中，他陈述自己是一个鳏夫。他的遗嘱含有一个标准的禁止异议条款:对他遗嘱提出异议的任何人，或者“想通过亲友关系对我的遗嘱份额主张任何权利”的任何人，他留给这些人1美元。不管怎样，他的死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传到他在新奥尔良的女儿耳中，她站出来对遗产份额主张权利。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决她的案子成立，她有起诉资格；而且，禁止异议条款的目的本不是对她这样境况的人适用（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通常的情况是，提出异议者不是失踪或未知的继承人，而是心怀怨恨和失望的继承人。对遗产诉讼的一个调查表明，最常见的异议者是死者的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发生争斗，他们对彼此或者对他们的家人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8]

 第二常见的异议者来自“重组家庭”（reconstituted families）——离婚或者第二段婚姻。1983年，Johnson ＆Johnson 药业巨额财富的继承人之一Seward Johnson去世，他把他的巨额遗产留给他的第三任太太Basia。Basia比他前段婚姻中的子女还要年轻。随后爆发了轰动的遗嘱异议案。如同我们将看到的，该案的判决分歧很大。
[9]

 在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不如许多其他的国家那么紧密。有一些社会，第三代堂表亲之间都能感受到紧密的纽带把他们连为一个整体；而在21世纪的美国，即使兄弟姐妹之间还经常形同陌路。婚姻依然是很有力的纽带，但是离婚率也非常高。
[10]

 当代的遗嘱异议纠纷反映了传统家庭结构在这方面的弱点，也反映了取代传统家庭结构的新结构之复杂性。

即使你有资格提起异议，你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法律理由。遗嘱不公平、吝啬或者不正当，仅仅这些还不是（正式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另外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是，遗嘱没能反映死者的真实意愿。这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事情:可能在案情中很明显，他或她构思一个新的遗嘱，但从没抽出时间付诸行动。总体上，除非有一份实实在在的遗嘱，法院拒绝采信关于意图的任何论辩，或采纳任何关于意图的证据。无数的推理和侦探故事的情节都取材于这么一个事实。某人杀害了老太太，因为她打算变更遗嘱。或者某人在刻薄年老的叔叔签署一份决定性的遗嘱附录之前，把他连同轮椅推下楼梯。这些故事反映的是对一个基本法律事实的一般认知:心意的改变是一回事，遗嘱的改变完全是另一回事。基于某人（通常是律师）犯了打印的错误或者类似的错误而去攻击一个遗嘱或遗嘱的部分内容，也很困难——尽管开始变得没那么困难。

伪造、欺诈和针对遗嘱的其他主张

那么，遗嘱异议的论辩基础是什么？你可以说它压根不是死者的遗嘱，这份遗嘱是伪造的。这不是十分常见的主张。然而，曾经发生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案子。William Marsh Rice1900年死于纽约市，享年84岁。一般认为，因吃了太多的香蕉而引发的痢疾让他毙命。更可能的故事是Rice的年轻男仆Charlie Jones用三氯甲烷杀死了他。传言一个律师Albert patrick在幕后策划，伪造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留给律师一大笔钱。
[11]

 此外在芝加哥1892年轰动一时的审判中，传福音的牧师Henry Martyn Scudder被指控伪造他岳母的遗嘱，杀死岳母。Scudder死于狱中，明显是自杀。
[12]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案子是关于Howard Hughes。他是一个古怪的千万富翁，死于1976年。Hughes显然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没有人能找到他的遗嘱（如果他立有遗嘱的话）。
[13]

 然而，很快一份自书遗嘱出现在盐湖城，表面看上去是Hughes签署的遗嘱。
[14]

 这份所谓的“摩门遗嘱”（Mormon Will）把遗产留给摩门教堂，留给“迈阿密Hughes医疗研究中心”（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of Miami），留给各种各样的大学和慈善机构，还留给特定的个人，包括一个叫 Melvin Dummar的人。Dummar曾经是犹他州的某个加油站的服务生，他叙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某个冬天的晚上，他在内华达州搭载了一位老人，并把他送到拉斯维加斯。这个老人告诉Dummar自己叫Howard Hughes。两个陪审团——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另一个在洛杉矶，均判定该遗嘱系伪造。
[15]

 Dummar是伪造的那个人吗？他否认并设法逃离牢狱之灾。但他没能继承到百万财产，而是在盐湖城成了卑微的鱼贩子；后来，他在内华达州的Gabbs卖起了汉堡包。
[16]



那么谁得到了 Hughes 的巨额遗产呢？在 Dummar 的计划崩溃后，一支小分队的人马杀出来对遗产主张权利——总共超过500人，其中大部分人主张自己与Hughes存在某种血缘关系。若干妇女坚持认为自己与Hughes秘密结婚。接下来的几年纠缠着各种法律纷争。既然Hughes在法律上属于无遗嘱死亡，问题变成:谁是他的最近的在世亲属？大多数的请求权人以一无所得告终。像第二代和第三代堂表亲这样的亲属也输掉了；如同两位作者所言，他们就像“持有的彩票号码就差那么一个数字就是中奖号码了”。
[17]

 最终，某些亲属——和某些律师——确实从遗产中斩获颇丰。

遗嘱异议的另外一个基础是欺诈。但是基于欺诈的主张也很少见，而且几乎不会赢。书本和案例会探讨“引诱欺诈”（fraud in the inducement）和“签署时的欺诈”（fraud in the execution）。引诱欺诈是指“以欺骗立遗嘱人为目的”,“有意对事实做出错误的陈述”，并“事实上欺骗了立遗嘱人，诱导他订立遗嘱；如果没有对事实的错误陈述，立遗嘱人就不会订立这样的遗嘱”。
[18]



1896年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古老案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至少可以了解人们宣称（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的引诱欺诈指的是哪一些情形。
[19]

 Godlove Orth两次结婚。William是他第一段婚姻的儿子。Godlove与第二任妻子Mary Ann有两个子女。他把遗产留给Mary Ann。但他还给了他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她，“公平对待你自己和所有我的子女”。他在信中继续指示，当她死时，“剩余的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子女”。但是Mary Ann把一切都留给她的（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两个子女，一分钱都没有留给William。Mary Ann死后，William很快也去世了。他的继承人自然很愤怒和失望；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包括欺诈。他们争辩Mary Ann戏弄了Godlove。她说服Godlove把一切遗产都留给她，交换条件是她承诺在她自己的遗嘱中照顾好William。她打破了她的承诺；他们主张这构成了引诱欺诈。但是法院在是否接受这个主张时十分犹豫；最终这些失望的继承人输了官司。

就遗嘱本身——文书——撒谎，引诱“立遗嘱人在对文件的性质或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订立该文件”，将构成签署时的欺诈。
[20]

 在1893年的一个案例中，签署“遗嘱”的老妇人已经94岁了，而且病入膏肓，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如此虚弱以致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字”。
[21]

 所谓的遗嘱是把一切遗产都留给她的侄女，而这份遗嘱是侄女起草再拿给老妇人签字的。不同于旧遗嘱，这份遗嘱一分钱都没留给老妇人的丈夫和弟弟。法官确信老妇人对自己是在签署一份遗嘱毫无概念；她认为自己是在一张写着她葬礼心愿的纸上签名。因此根据法官的判断，“欺诈”已经“犯下了”（perpetrate），遗嘱不应在遗产检验程序中被采纳。

关于“欺诈”的案例经常涉及年老、虚弱的老人。一些案例确实是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或欠缺行为能力（competency）——本章的后文我再讨论这个议题。不管怎样，书本上的欺诈案例只有少量的；成功撤销遗嘱的更少。那些没有进入法院审判环节的诉讼，我们知之甚少；但这类案件显然极其少见。对遗产检验程序的司法档案的研究从没有把欺诈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提及。

此外失望的继承人还可以通过主张遗嘱的签订不合法律，以对遗嘱提出异议。成文法对一个有效的遗嘱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必须遵守。事实上，极少数的遗嘱是有致命缺陷的。然而有许多判决是关于技术细节的:见证人和立遗嘱人是否是在彼此“在场”时签的名，签名是否签在正确的位置，签名是否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简而言之，这类的案例数量多到足以让案例教科书的编纂者获得大量的材料，用这些内容把案例教科书塞满。不过，这类案例只是异议遗嘱中的极少数，而异议遗嘱又在向法院申报的遗嘱数量之中只占极少数。实际上，在所有遗嘱中，超过99％的遗嘱是正确地签署的。当聘请律师时，情况更是如此。遵守这些遗嘱成文法不似火箭科学那般复杂。当客户到你的办公室签署他的遗嘱时，只要你遵循几条简单的规则，你们就几乎不会犯错。除非是彻底无能的律师，任何律师可以以接近100％的概率担保律师所准备的、在律师办公室签署和见证的文书是妥妥帖帖地完成的。此外，随着当今的法院变得更加宽容，依靠遗嘱签署时的某个小缺陷希冀法院撤销该遗嘱变得更难了。

失望的继承人还能怎么办呢？他还可能以什么为基础提起异议呢？你可以想象律师办公室中的场景。被剥夺继承权的儿子受到伤害，感到沮丧、愤怒。什么？一分钱都没留给我？我什么办法都没有？那一定是错误的！我一定可以做点什么。欺诈、伪造、遗嘱订立有瑕疵——任何一个办法都不奏效。没有任何办法了吗？不，律师也许这么回答你。还有两个法律基础。迄今为止，这两个法律基础或办法是攻击遗嘱的最常用办法:能力欠缺（lack of capacity）和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通常，遗嘱异议者把这两个同时作为自己的主张。在对Davidson县的研究中，发现66个遗嘱异议；49个遗嘱异议是基于不当影响，48个遗嘱异议是基于能力欠缺。29个遗嘱异议案中，原告同时以能力欠缺和不当影响作为异议的基础。
[22]



能力欠缺

“能力欠缺”是指你年纪太小不能立遗嘱，或者直白地说，精神错乱或者痴呆而欠缺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年纪小几乎从未成为遗嘱异议的理由。法律一般会规定立遗嘱人必须是成年人。在佐治亚州，出于某种原因，一个人在成熟到能够结婚或者开车的年纪之前，就可以立遗嘱。根据成文法，不小于14岁的人就可以立遗嘱。
[23]

 但是你要么是未成年人，要么是成年人——测试标准是生理上的，或者在法律上独立了，不是指心智的成熟度。没有太多的年轻人有立遗嘱的习惯。

神智失常或者痴呆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立遗嘱人是老人，许多人的健康很差。他们都是人类，具有人类的弱点。提起遗嘱异议的人很容易以立遗嘱人心智失常、患老年痴呆、或者失去记忆为理由；因此没有能力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实际上报告的案例有数百件是关于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来判断，司法档案中可能还藏着数千件类似的案件。总体上，报告的案例讲述老人们的悲惨和有损尊严的故事。A.H.Marshall博士1968年死于密苏里州；他死后留有大约50万美元的遗产，他把几乎全部遗产遗赠给一长串的慈善机构。他的女儿提出遗嘱异议。上千页的庭审记录详细记载了Marshall博士的怪癖:他认为他直接与上帝交谈；有时，在他与上帝直接对话时，“他的脸变红，他的眼睛暴突……他感情迸发，大喊大叫”；有一次他去拜访在工厂工作的朋友，只“穿着睡衣和拖鞋……他与人谈论身体上的皮疹，然后打开身上的长袍，向女秘书展示他的私处”。初审法院不承认该份遗嘱；上诉法院肯定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24]

 Edgar E.Duryea“在纽约以正直闻名，他是一个家财百万的工厂主，一个精明和保守的商人”；但在他“尸骨未寒”之际，1900年在纽约遗产检验法院，“家丑迅速外扬”,“他的亲生女儿在法庭上公开丑化他，说他是一个低能儿而且多年来酗酒”。
[25]

 富婆 Florence Pratt 太太是Singer Sewing Machine企业的女继承人。1934年在她的遗嘱异议案中，她的妹妹主张在她立遗嘱时，她是“心智不全”的。Pratt太太把钱遗留给一些亲属，还遗留给乌合之众，包括巴黎一家紧身衣商店的女售货员和“巴黎另外一家胸罩专卖店”的女售货员；但是妹妹一分钱都没有。部分证据（根据妹妹的律师）是:医生告诉Pratt太太她的丈夫Henry Pratt“病重期间，不能盆浴”；但“她把丈夫放在淋浴喷头下面，打开烫水，造成丈夫直呼救命”。
[26]



今天的人要比过去活得更长寿；唉，当变老时，许多老人不再接触社会。一些老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另外一些老人时常有错觉。2007年7月，伦敦的《时代》报道了Branislav Kostic的悲惨事情。他是“医药界的大亨”，他把全部遗产（大约1000万英镑）留给了保守党。他的儿子声称，Kostic认为自己是“三个魔兽女人”所组成的某个“邪恶组织”的受害者，一个卖淫组织正在毒害他，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党能够从国际阴谋中拯救这个世界。
[27]



这类案子中有很多读来令人抑郁，但不只是因为立遗嘱人的精神错乱看起来如此惹人同情。如果Kostic所说属实，老Kostic真是不正常。但案例并不总是如此的黑白分明。案例中的故事经常与其说是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问题，毋宁说更多的是提出遗嘱异议的家庭成员的令人厌恶的贪婪。失望的继承人搜罗立遗嘱人任何的由于年老给人类带来的弱点和摧毁。唉，岁月的无情摧残真的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了。哪一个人，不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完全没有一点怪癖和个性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此，没有遗嘱是百分之百真正地安全；任何遗嘱都可以以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为基础对遗嘱提出异议。当然，如果像Marshall博士那样，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就是摩西和所有其他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先知。我是弥撒亚”，那么自然地，那些失望的继承人会主张立遗嘱人疯了。

此外，若干奇异的案例取决于一个核心概念“失常的妄想”（insane delusion）。这个概念是指尽管没有完全地失心疯，但是立遗嘱人有一个疯狂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完全非理性的；
[28]

 这个幻觉已经占领了他的大脑，并影响到他的临终遗嘱。常见的有两种类型的“妄想”。根据Thomas Reed，一种类型叫作“他们都出来抓我”；这些案子中“立遗嘱人认为他的家人在伤害他”。另一种类型是“奇想”类的案例，立遗嘱人“抱有古怪的、奇异的或奇怪的宗教、科学或政治观点”。
[29]

 亚利桑那州的Dorothy Killen落入第一种类型。她认为她的两个侄子女“住在她的阁楼上……从上往下朝她身上喷洒化学剂和杀虫剂，让她昏昏入睡，然后，拔掉她的一颗牙齿，用玻璃砍掉她的两只胳膊和手”；而且认为他们俩“是黑手党成员，想杀死她，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她的财产”。她只遗留给这些亲属每人1美元，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但是他们俩成功地打掉了这个遗嘱。
[30]

 在其他案子中，遗嘱异议者的理由是立遗嘱人毫无理智地认为他的妻子欺骗他，或者他的子女偷窃他的财产，诸如此类。死于1956年的Frank Honigman沉迷于这样的想法:他的妻子明目张胆地公然不忠诚，她“在地下室……在各种各样的橱柜、在床下藏着男性访客”，她“用床单把男人从大街上拖到她的……卧室”，诸如此类。Honigman留给妻子在某些遗产上的终身利益，把其余遗产都遗留给他的兄弟姐妹。妻子Florence对遗嘱提出异议；纽约州皇后县的遗产检验法院陪审团判定Frank Honigman缺少“稳健和能处分财产的心智和记忆力”。遗嘱被推翻了，纽约州上诉法院支持该法院的判决。
[31]



Dorothy Killen的遗嘱和Frank Honigman的遗嘱均失败了；但是许多（大多数？）以不可失常妄想为基础的遗嘱异议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我的印象是上诉法院对这些异议请求权十分冷酷或抱有敌意。报告的案例至少是这样表明的。当遗产检验法院以失常妄想为基础不承认某遗嘱，上诉法院通常会改判。而当遗产检验法院承认某遗嘱，上诉法院会加以确认。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古老的案例Addington v.Wilson（1854）中，立遗嘱人Francis Stephen有一段不开心的婚姻，却在这段婚姻中育有5个子女。
[32]

 妻子去世后，他与一些子女发生了争吵。证据表明，Francis认为他的妻子是巫婆，“在她死时，她把巫婆的魔棍给了她的子女”，这就是为什么子女对他这么糟糕的原因。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剥夺子女继承权的真实原因是女儿们的“恶毒、不负责任的行为”。上诉法院补充了一段深刻的思考:“从天使的降临到上帝的安排……一直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灵魂，就像诗人坡（Poe）的庄严的午夜乌鸦，来到当代电视剧《灵媒缉凶》的屋前，温柔地唱着唱着”，许多人“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有好的灵魂和坏的灵魂”。那么，相信有巫术的存在并不是多么怪异的想法——不管怎样，没有怪异到推翻一个遗嘱。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男人把他的遗产留给禁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立遗嘱人认为当人死亡时，人的灵魂穿越到动物身上；但信仰“灵魂的穿越，或者信仰轮回”不足以推翻他的遗嘱。
[33]



如前所述，任何（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遗嘱都是有弱点的。但弱点足以致命吗？如同上文案例所显示的，遗嘱中的弱点不是脆弱到足以推翻遗嘱。新闻媒体急切地报道奇怪或吸引人的遗嘱异议的故事，特别是当死者是富人或者名人。而新闻媒体讲的故事可能是误导性的。当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时，主张立遗嘱人缺乏行为能力很容易，要让法官或陪审团相信立遗嘱人缺乏行为能力很难。法院必须划定边界，区分有点古怪的人和那些至少在当代人的眼中被认为完全不可理喻（insane）的人。当然，时代的正统标准决定了什么会被认为是精神错乱或者堕落。
[34]

 法院不断地重复特定的积淀下来的那些教义。但事实上，案件的结果取决于它们具体的事实情况。异议通常会失败；不过，审判结果不总是能预测的。在一些案件中，立遗嘱人看起来昏聩、或者精神错乱、或者无可救药地酗酒和昏迷、或者甚至是精神病院的病人却通过了法院审查。法院例行公事式地声明，立遗嘱不需要占用一个人的太多脑细胞。遗嘱行为能力的“测试”不同于签订合同、或者功能运作十分健康（财务意义上的）的“测试”标准。一些法院把这一点推到极致。法院总是可以判定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是处于“清醒的时刻”。在佐治亚州的一个案例中，立遗嘱人Burton Anderson被老兵办公室宣布为“既精神失常又无行为能力”。证人认为他是“完全地理智”。其实这点真是不确定的。法院指出，“既定的法律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在清醒的片刻可能立下了遗嘱……弱者与意志坚强者享有处分他们财产的同样的权利”。
[35]

 有时候，法院支持无可救药的酗酒者、吸毒者和那些看起来真是怪异的人所立的遗嘱。188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案例是关于 David Dougal 的遗嘱。Dougal享年101岁；在立遗嘱之前，他犯过“麻痹型中风，……他的心智和记忆力都十分衰弱”；他的眼睛瞎了，“有污秽和淫秽的生活习惯”，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但他的遗嘱成立。
[36]



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即使立遗嘱人看起来只是怪异或有点古怪，遗嘱却失败了。1920年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案例中，John Shanks自杀了。他结婚时间超过50年。在他日益衰老时，他“患有失常的妄想症，他总认为他的妻子有罪地与邻居通奸”。Shanks被判定为精神失常，送往疯人院，但后来“被判定正常”，释放了出来。在他的遗嘱中，他承认他“脾气暴躁，天性好妒”。他还承认他“错怪”了妻子，“错误指责她通奸……我为我所说的那些话而抱歉……我现在对我的好妻子没有憎恨或猜忌了”。他遗留给妻子在他的房子和一些钱财上享有终身利益；剩余遗产归属于侄子女。初审法院以失常的妄想症推翻了该遗嘱，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同意初审法院的判决。“正常的人”会把一切都留给他的妻子，她需要钱。
[37]



不当影响

不当影响是一个十分奇怪的观念，在案例中经常与遗嘱行为能力成双成对地出现。不当影响被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行动”导致“后者的心智服从于前者的意志，而前者努力去控制后者”。
[38]

 这让人大脑中冒出催眠术的图画，催眠师把立遗嘱人催眠，让立遗嘱人在某种催眠的恍惚中立下遗嘱。或者另外一幅图景，某个可怜的弱弱的人被强势性格的另一个人所奴隶着。然而这些案例——事实上有数百件这样的案例——讲述的是更加平凡的世界。典型的立遗嘱人是一个在心智和身体上都十分衰弱的老人。失望的亲属攻击遗嘱，宣称某人（仆人、亲属、邻居、花瓶妻子、女朋友、或者同性恋情人）利用了祖母或祖父，诱骗她或他把钱财遗留给不当影响施加者。许多案例是关于“不自然”（unnatural）的遗嘱（剥夺近亲属继承权的遗嘱）；此外，如果所谓的催眠师与死者形成“保密关系”（confidential relationship），那么将推定“不当影响”。因此如果某人突然在遗嘱中把他的亲属排除在外，几乎把所有财产都遗留给他的医生、律师、牧师、保镖、诸如此类，那么这样的遗嘱可能有问题。当然，影响必须是“不当的”。如果老人签订的遗嘱把所有的钱财都留给他的管家，而这个管家恐吓和纠缠过这个老人，那么，法院认为这种情况极其可疑。但是如果是他的妻子恐吓和纠缠这个老人，老人把一切遗产都留给妻子，那这种情况被认定为“不当”影响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当然，妻子施加的也是影响，但不属于“不当”。如同一本古老的著作中所言，即使妻子“通过软硬兼施”而“获得”这份遗嘱，即使她是唯一受益人，把丈夫前段婚姻所生子女的继承权全部剥夺，即使丈夫是“生性软弱，倾向于遵循妻子的指导”，在这些情况下，“不当影响的推定”并不成立。
[39]



当然有例外。对于第二任妻子，特别是当第二任妻子把丈夫前段婚姻所生子女的继承权全部剥夺时，上面这些关于妻子和妻子不当影响的一般判断就不十分准确了。这种情况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史诗般的Seward Johnson遗嘱异议案。Johnson是人类的一个十分可怜的标本。他是巨额财富的继承人（他个人对巨额财富的累积绝对毫无贡献）。他对人类的主要贡献是育有6个子女。当他已经步入老年时，他滥情的眼睛落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上，她叫Basia Piasecka。她是波兰到美国的移民，在他家做女仆的工作。她成了他的情妇，然后是他的妻子。Johnson当时已经快80岁了。她比丈夫要年轻40多岁。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大约12年，还算快乐；然后他去世了。在他的遗嘱中，他把巨额财产遗留给 Basia Johnson。虽然Seward Johnson多年前为子女们设立了信托基金，但子女对遗嘱提出异议。子女们主张Basia对Johnson施加了“不当影响”。接下来是令人反感的和骇人听闻的审判。在审判期间，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法官，都弄得火冒三丈。最终，双方和解结案。但大部分的钱财落入Basia Johnson手中。
[40]



有时候是遗孀作为不当影响遗嘱的异议提出者。Billie Jean Hamm和丈夫居住在南达科他州的卡斯特市。她丈夫通过遗嘱把大部分他的遗产留给当地的私人养老院和其他慈善机构。Billie Jean试图打掉丈夫的遗嘱。Billie Jean 不是你想象中常见的悲伤遗孀。当Robert Hamm72岁时他们结婚了，她比他的年纪小了一半。事实上，她是一个妓女；结婚后，她曾经“开着他的车、拿着他的部分钱财”，逃跑到“其他地方”。而且，Robert Hamm的遗嘱签署时，Billie Jean正面临谋杀指控——她被指控涉及谋杀Robert在农场的儿子。预料之中，她的主张没得到法院多大程度的支持。
[41]



继子女总是积极地起诉继母；但也有案例是子女指控亲生母亲“不当影响”。
[42]

 更常见的案例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夺。一个“不自然”的遗嘱可能是危险的，而一个没有一碗水端平的遗嘱也是如此。这种遗嘱留给某一个子女的遗产多于留给另外一个子女的遗产。Thomas J.Reed 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印第安纳州报告的63个不当影响的案例。
[43]

 其中13个案例属于“David和Bathsheba”案例，类似于Basia Johnson案例情况；在这些案例中，亡妇或弃妇的子女指控立遗嘱人的新妻子让已经中风糊涂的立遗嘱人把遗产留给新妻子，而不是留给子女。不少于26个案例属于“Esau和Jacob”案例，也就是遗产争夺战发生在立遗嘱人的子女之间，兄弟对决兄弟，姐妹对决姐妹，诸如此类。在9个以上的案例中，“不当影响施加者”是立遗嘱人的亲属——兄弟或姐妹，侄子或侄女。9个案例属于“Uriah Heep”案例，涉及“胡搅蛮缠的专业人士”，主要是医师或律师。最后， 6个案例属于“Mary Worth”案例，“不当影响施加者”是“非专业人士，家庭的朋友，作为立遗嘱人的帮助者或顾问，干预家庭事务”，最终却获得了大笔遗产。

曾几何时，许多不当影响的案例反映了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邪恶牧师。1890年，John Sparks——“珀斯·安波易（Perth Amboy）的一个富人”——的子女对父亲的遗嘱提出异议。John把剩余的遗产都留给本地天主教堂的神父Connolly；而这份遗嘱是神父Connolly起草的，并指定Connolly自己为遗嘱执行人。这个行为被指控构成了不当影响。
[44]

 例如，新闻媒体报道的遗嘱异议案中，有一个是把遗产遗留给小众的教堂——基督教科学派。相关著作仍然认为向牧师和教区的遗赠存在不当影响的质疑。但旧时对邪恶牧师的敌意几乎绝迹了。我的印象是尽管最近还有几个案例，但是牵涉神职人员不当影响的案例已变得十分罕见。
[45]



如前所述，不当影响的主张，经常伴随立遗嘱人行为能力瑕疵的主张。二者的论证方式是一致的，都要回忆和搜罗立遗嘱人那些怪异和可怜的行为。一个切题的例子是1953年爱荷华州的 Olsen v.Corporation of New Melleray案。
[46]

 老人Feeney未婚，他把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地球信仰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Earth）。两个侄子女几乎什么都没得到。侄子女对他的遗嘱提出异议，主张该协会通过协会的代理人对老人施加不当影响。案件的部分内容是在证明Feeney“精神状况很弱”，使他更加容易被这类“影响”洗脑。侄女作证时说，当侄女探访老人时，老人都没有认出她来；老人“乖戾和急躁”；老人“脱下一件脏衬衫，换上另一件脏衬衫，然后去教堂；脸上挂着滑稽的傻笑”；他的“生活凄惨、肮脏和不讲卫生”；在一个葬礼上，他“向地板吐痰”。邻居农夫补充了一个更加生动的细节:“他的眼睛……呆呆地凝视周围人”。他拒绝吃“未经烹饪的任何食物。他喝的水必须是从水桶里舀出来的，而不能是新鲜喷出来的水”。“在给猪套上环之前”，他“要把猪鼻子擦拭干净”。上诉法院认为证据已经足够了，交由陪审团对是否存在不当影响进行判断。他的遗嘱失败了。

社会语境中的遗嘱异议

如前所述，成文法的规定和判例法的发展对遗嘱自由有一些限制。可能只有那些未婚者或者配偶已去世的人，同时又有可观规模的遗产，才真正享有完全的遗嘱自由。甚至如果立遗嘱人年老有病，如果遗嘱是“不自然的”，如果他有利于某一个子女，立遗嘱人都得小心。没有一碗水端平的遗嘱可能引发悲惨的家庭内斗。当然在这个社会，兄弟姐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容易结下宿仇。而一个不公允的遗嘱会让兄弟姐妹之间的坏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像不当影响这样的教义为不满的继承人挑战遗嘱打开了门缝，特别是立遗嘱人年老体弱时所立的遗嘱。

外行经常把法律世界想象成是由清晰的、有约束力的和无歧义的规则所组成。事实上，法律体系漏洞百出，充满各种各样的解释空间，有一些是明显的，有一些是隐藏的。不当影响是众多法律工具的一种而已，它们给了法院（和陪审团）一点回旋余地。好消息是法律体系有了灵活性；坏消息是教义的适用具有零星个别性，还有点非理性。法院是否实际地认定不当影响，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事实，再加上社会规范和法院自身带有的偏见与观点。因此，案件的结果非常依赖于时间和空间。

例如，19世纪上半叶轰动一时的“不当影响”遗嘱异议案是关于南卡罗来纳州William Farr的遗嘱。在5年的时间内，这个案子至少三度打到南卡罗来纳州的上诉法院。
[47]

 Farr“多年来与他自己的奴隶，一个黑白混血儿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她在家庭中承担妻子的角色”。奴隶Fan生下儿子Henry。“立遗嘱人承认Henry是自己的儿子”。
[48]

 Farr把全部遗产留给W.P.Thompson，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但是双方的意思是Thompson要为了Fan和Henry的利益管理和使用遗产。法定继承人（heirs⁃at⁃law）不断地进行诉讼战，主张Fan对Farr施加了不当影响。他们说服了其中一个陪审团推翻了该遗嘱，但是最终在上诉中他们败诉了。

Farr的遗嘱得到法院支持并取胜，但这是在极度惨烈的法律战之后的结果。在所有的阶段，该案中不当影响的证据都非常薄弱以致可以被忽略。法定继承人所抓住的机会是立遗嘱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奴隶时代的南卡罗来纳州，立遗嘱人的行为是对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的极度冒犯。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把遗产留给奴隶情妇是有风险的安排。在20世纪60年代，把大量遗产留给不论何种肤色的情妇，也是有风险的安排；更有风险的安排是留给同性恋伴侣。在1935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案例中，Samuel Braden是没有子嗣的鳏夫，在他60岁时他把大笔遗产留给 Lamborn 太太——她的情妇，而没有留给他的妹妹和外甥。不当影响导致这份遗嘱失败。上诉法院认为“非法的性关系”（unlawful intimacy）“推定”不当影响。
[49]

 1964年纽约的案例Matter of Kaufman案中，Robert D.Kaufmann没有把大笔遗产留给他的兄弟和其他亲属，而是留给了Walter A.Weiss，他的同居者，也可能是他的情人。
[50]

 （法院认为）这是一个不当影响的案子，“阴险的、微妙地和无形地，……改变……立遗嘱人的意志”。在遗产检验程序中拒绝承认该遗嘱。然而，截至1996年，时代发生了改变。在得克萨斯州的案子中，Jack Knickerbocker所立的遗嘱受益人是Carl May。在该案中，May被十分谨慎地描述为是Knickerbocker大约30年的“人生伴侣”。这份遗嘱经受住了攻击。
[51]



这个一般判断同样适用于遗嘱能力欠缺的案例。在某一个时期被认为明显疯狂的事情，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不会显得那么的异常。如前所述，能力欠缺可能是单个的最常用的攻击遗嘱的理由和基础。不可能把所有的案例都归结为一个简洁的公式甚至若干简洁的公式。清楚的是，这个概念也为攻击那些“不自然”或没有一碗水端平的遗嘱，至少轻轻地打开了一扇门。在佐治亚州，立遗嘱人有权把“所有的遗产留给陌生人，排除配偶和子女”；但是在1998年之前，成文法补充规定，如果立遗嘱人这样做，“遗嘱将受到严格的审查”，而且“只要有最轻微的证据表明存在认知的失常、勾结、欺诈、不当影响或不公平交易”，该遗嘱将被遗产检验程序所否决。
[52]



这些成文法的规定比判例法要走得更远；但它公开地说出了一些判例法所暗示的内容。精神状况并不总是很容易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案情是十分清楚。一些人明显是失心疯，或者受到老年痴呆的侵蚀，以致不可能签订有效的遗嘱。另外数百万的人是（或看起来是）完全地理智，一点也不失常。如何判断处于中间神智状态的人，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法院显然受到遗嘱是否是“不自然”遗嘱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的态度和偏见的影响。以Louisa Strittmater案为例。1947年她的遗嘱在新泽西州被提起诉讼。
[53]

 她的医生——女性全科医师——作证说她“患有妄想症和布留拉（Bleuler）型的人格分裂”。Louisa未婚。她是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en's Party）的义工。她把她的遗产留给该党。1938年她把她的父亲写成是“腐败、邪恶和缺乏才智的残暴分子，是大多数男性的标本。让他恶臭的尸体爆炸吧”；她把她的母亲描述为“低能的恶毒女人”。在审判时，一位治疗师认为她“对男性抱持病态的厌恶”，把她描述为把“女性主义推到神经质的极端”的一个女性。她确实表现出某些奇特的行为——她杀害宠物猫——但是根据证词，她在与她的银行和她的律师打交道时，她是“完全理性和正常的”。她的遗嘱被遗产检验法院所拒绝认可。法院讨论了她的“妄想症”和她对男性的“失常的妄想”。无疑，Louisa几乎不属于精神健康的范畴；而她的少见的观念在法官判决时起到了作用。这个案子在今天会是一样的判决结果吗？我有点怀疑。

换言之，我们看到在一些案例中法院在竭尽全力对某一点进行延伸，这样可以以行为能力欠缺为理由推翻遗嘱。然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法院在做相反的事情。如前所述，即使立遗嘱人患有幻觉症、行为怪癖或者曾被官方宣布为无行为能力，法院仍然支持该遗嘱。193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例中，去世的Lorenzo D.Wright享年69岁。Wright一直“在威尼斯市驾驶垃圾运输车”。他拥有两处不动产，他把其中一处不动产遗留给一位女性朋友，另一处不动产遗留给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不过，他们提起了遗嘱异议。遗嘱是由公证员起草的。公证员和两位见证人都认为Wright“心智不健全”。Brem太太作证说，她也认为他“不正常”。有一次他给她的鱼是浸泡在煤油中的。而Brem先生补充说，Wright“经常把孩子们追赶出他的院子，打开水管阀门对着孩子们浇水”。一位堂表亲认同Wright“心智不全”的观点。有时候他“衣裳不齐”就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从垃圾桶和废品中捡出纸花，把捡来的纸花钉在玫瑰丛中”。初审法院否认了这份遗嘱。上诉法院对初审法院的决定作了改判，而且有人认为上诉法院是十分生气的改判。“通过证明一些孤僻行为、缺点、特异性，不能否定一个人的遗嘱行为能力”，除非它们“直接作用于和影响到遗嘱行为”。案件中的证词是“细枝末节”的事情；这份遗嘱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54]



可以清楚地看到，继承法的盔甲上存在裂缝。教义规则看起来是平稳和有序的，但在表层之下，总是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和隐藏的空间。违反社会规范的遗嘱是有风险的。一般来讲，没有法律规则（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反对把钱遗留给情妇，或者反对剥夺子女继承权而把钱遗留给朋友或慈善机构；但大多数人做的事情是社会预期他们会做的事情。法官（和陪审团，当涉及陪审团时）可以以自己需要的方式“寻找”（find）到相关的事实，达致他们想要的判决结果；或将某个法律要点进行任何方向的延伸或拓展适用。“不自然的”遗嘱相比“自然的”遗嘱更容易被推翻。法律教义和假设的大杂烩把天平倾向于不利于“不自然的”遗嘱。（就我们尽可能所知道的）并没有任何的一致性。违反社会规范的遗嘱当然是很脆弱的（vulnerable）；但是“脆弱”这个词不等于“注定完蛋”（doomed）。

那么，21世纪早期的法律与之相比有多大的不同呢？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规范改变了。过去看起来极端有风险的事情（白人男性将遗产留给黑人女性；同性恋男子把遗产留给他的同性恋伴侣）在今天的风险大大减小了。第二，正式的（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法律也发生改变了。潜在的操作空间越来越为人所知。此外，遗嘱地位的下降也深刻地影响这个问题；遗嘱不再是继承领域的皇冠明珠。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继承法不再是表面光洁划一，而是越来越坑坑洼洼地布满了各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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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遗嘱替代


每一年数千件的遗嘱在法院经受遗产检验程序。无疑，许多人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也有许多人生前没有立遗嘱。在 Ward 和Beuscher对威斯康星州从1929年到1944年的死亡和遗产检验程序的研究发现，只有42％的人去世时为后代留下值得进入法院遗产检验程序的遗产。在这里面，只有47％的人立有遗嘱。
[1]

 自此之后，立有遗嘱的遗产比例在上升。在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San Bernardino市，大约2／3的遗产是立有遗嘱的，大约1／3适用法定继承规则。
[2]

 在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Bucks县，59％的人去世时为后代留下了值得进入法院遗产检验程序的遗产，36％的死者在生前立有遗嘱；在那些进入法院遗产检验程序的遗产案子中，大多数的遗产案是立有遗嘱的。
[3]



对大多数人而言，遗嘱曾经是、现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即使更多的人在生前立有遗嘱，但遗嘱的实际重要性在下降。即使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比方说相比150年前要富裕得多，有了更多的财富和富人，但遗嘱的实际重要性仍然是在下降。在财产继承领域，遗嘱在过去是占据垄断地位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反过来，遗嘱替代的出现对遗嘱法本身产生了影响。这可能是遗嘱法的形式化和形式主义变得更少的关键原因。毕竟，当今人们可以起草一份看上去像遗嘱，听上去像遗嘱，内容像遗嘱，但法律上不认为是遗嘱的文件。这份文件不需要遗嘱见证人、签字仪式和遗嘱法所要求的其他任何形式（hocus⁃pocus）。既然这样，人们自然会问，固执地遵守遗嘱法所规定的遗嘱的各种形式要求是否还有意义。在前面讨论正在兴起的关于纠正遗嘱错误的法律主张时，我们已经看到有说服力的要求遗嘱法放松形式主义的观点。

当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遗嘱替代一直是存在的。毕竟，当人变老时，可以将财产赠与自己中意的人，而不用立遗嘱。如果你是农民，活着时你可以与儿子做一个交换，你将土地给儿子，条件是儿子承诺在你年老时负责照顾你。在过去类似这样的安排较为常见。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合同”不是遗嘱。本质上它是一个承诺，承诺要签署相同内容的遗嘱。这样的承诺是否有约束力，常常是个争议点。Hendrik Hartog发现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数百件、数千件”的案子是家庭成员依据死者的口头承诺而主张遗产。有人认为，这类承诺是附条件的:如果你为老人服务，或者照顾老妇人，放弃了其他机会，那么死者会让你得到物有所值的补偿。许多以附条件口头承诺为基础来向死者遗产主张权利的请求获得了法院支持。
[4]



信托

信托——或更准确地说，特定种类的信托——是最重要的遗嘱替代之一。在信托的法律安排中，某些资产——土地、资金、股票和债券——都转到受托人名下，受托人管理资产和控制资产，但是受托人权力的行使是某个或某些受益人的利益。

信托非常古老的起源是在英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从宏观上看，民法法系没有与英国法的信托所精确对应的制度，信托是英国法和普通法系的显著特征。历史上，信托的兴起取决于英国法的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衡平法院的存在。衡平法院所发展出来的法律后来被称作衡平法（Equity）。在中世纪之后，两个颇为不同的法院系统在英国并行。在一个法院系统中——通常的法院系统，法官适用普通法规则。但是在另一个法院系统中——衡平法院，法官［衡平法官（chancellors）］遵循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的程序也完全不同。衡平法院的程序类似于欧陆法院的程序。例如，衡平法院没有陪审团。衡平法（至少在理论上）比普通法更加的“公正”（equitable）——更公平（fairer）、更灵活、更有道理。对普通法严格的和没有弹性的法律规则感到绝望的当事人，可能会在衡平法那里获得救济。衡平法发展出自己的十分具有竞争力的规则；随着时间的发展，衡平法变得像普通法那样的严格以及墨守成规。在《荒凉山庄》中，查尔斯·狄更斯无情地揭露了衡平法，而不是普通法的丑陋，把衡平法描述为充满繁文缛节和拖延的迷宫。衡平法已经远离当初的理想——当初衡平法可是为了解决普通法的僵化和形式主义而诞生的。

信托法是衡平法院的发明。假设我把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与受托人达成合意:受托人为了我女儿的利益而管理这些财产。文件上，受托人是财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如果信托财产是股票，受托人会像其他那些股票所有者一样，收取股息并参加股东会投票。受托人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在普通法的视域中，受托人是实际所有者。但是衡平法院会看穿表面，明确地承认“法律所有权”伪装下更深刻的现实:确定的是，受托人持有所有权，但不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受托人有义务为了我女儿，或者其他任何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而管理财产。然后，受益人享有相应的权利，受托人必须遵从这些权利。实际上，受益人的权利在很多方面优于受托人的权利。受益人享有的权利叫作“衡平所有权”。
[5]

 虽然受托人照看着信托财产，管理信托事务，控制信托财产，但受托人这么做是以受益人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beneficiary）、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有权请求法院强制受托人履行义务。当然，受托人的义务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信托设立文件中所说明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受托人也是为了委托人（他是设立信托的人，也是信托的开端）的利益而行事。信托文件的文本是受托人的圣经；但也存在很多细节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信托的管理，受托人必须遵守。

历史上，受益人的权利在常规的普通法院得不到执行。普通法院只承认“法律所有权”，而其他一切都不承认。受益人不得不敲开衡平法院的大门，衡平法院承认和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旧英格兰顽固地维持“法律”和“衡平”的分离。如果你走错了法院的大门，那你就太不走运了。这在过去许多美国的殖民地和州也是如此。但在19世纪，除了在少数的一两个州之外，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合并为一个法院。受益人可以到任何一个法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单独的衡平法院了。然而，历史的影响还在。既然衡平法院没有设立陪审团，信托的案件从不经过陪审团的审判。的确，宪法规定了由陪审团来审判的权利，但那在衡平法的部分案件中不适用。当然受益人有权起诉受托人，但没有陪审团去审判。即使在今天，信托案件中仍然不设立陪审团。
[6]



信托是一个古老的工具，但它随着时间而改变。它不断适应当代生活。若干世纪过去了，它依然存在，因为就像其他古老又留存下来的工具，例如抵押，信托满足了当代需要。对遵循先例原则有模糊了解的法律外行可能会把法律想象成是对过去恋恋不舍，法律的大部分内容是陈腐、古老和充满积弊的。但恰恰相反，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它对过去没有怀念，也没有敬畏。它把无用的或不受欢迎的枝杈无情地砍掉。而信托是有用的，非常有用。因此，信托存活了下来。信托的使用在今天可能要比它的过去更普遍。

理论上，信托的设立不必是书面形式，但实务中，它几乎总是书面形式。当人们决定去设立信托时，他或她总是会去找一位律师，请律师起草信托文件。信托文件可能非常的庞大。它会列明受托人的权利、信托条款、信托的开始和终止、谁得到资金、信托期限，等等。就这些事项而言，信托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是，信托的设立不需要证人，不需要任何法定的仪式，而这些是一份有效的遗嘱所需要的。

信托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可用于任何种类的目的。一个较为常见的信托条款可能是这样的:委托人是有钱的妇人，想为两个成年子女（儿子John和女儿Susan）提供资助，但她觉得这两个孩子都不善管理钱财。这位有钱的妇人签署了一份律师起草的信托文件，将股票和债券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可能是家庭成员或银行，具体是谁取决于委托人的喜好（或由她的律师推荐）。受托人持有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就这些财产的任何事项，外部人是与受托人打交道。但是，受托人不像一个正常的所有权人。受托人必须像宗教般虔诚地遵守信托文件和信托条款，同时服从（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则。信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了John的利益，另一部分为了Susan的利益。只要Susan还存活于世，一半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受托人就要分配给Susan;John得到他那一半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信托文件规定，每3个月向受益人支付一次，也赋予受益人每年可以请求信托财产中的比方说5％的本金。信托文件可能也会授权受托人在Susan或John出现某些紧急情况下，可以动用信托财产的本金。

当Susan去世，设例中的信托文件会规定，她的信托终止。受托人将她在信托财产中的那一部分给她的孩子。如果她没有孩子，钱将给委托人指定的人:比如，John 或者他的孩子、慈善机构或者其他亲属。在John的那部分信托文件中也会有类似的条款。当两个孩子都去世之后，信托完全终止了。受托人将最后的信托财产分配完毕之后，受托人的职责也结束了。

这是常见的模式。但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模式的信托。受托人经常被要求定期地向受益人分配收益。但如果委托人愿意，她也可以设立自由裁量信托。她可以授权受托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向受益人支付收益或者留存收益，这可以完全由受托人自由裁断或者基于信托文件列明的若干分配标准而进行裁断。委托人也可以坚持在信托文件中规定特定的投资策略。简而言之，委托人可以在信托文件中相当自由地规定，根据她的需要或需求来塑造这个信托。

许多信托是不可撤销的。一旦信托设立和财产转移，就是确定的赠与。委托人不能改变心愿。她不能把钱再拿回来。财产再也不属于委托人。既然死者无法改变心愿，遗嘱信托一旦设立就是不可撤销的。但是委托人在世时有其他选择。他可以选择设立可撤销信托或不可撤销信托，也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保留委托人对信托的撤销权。
[7]

 事实上，大量的信托是可撤销信托。许多老人把自己的部分财产或全部财产放入“生前信托”（living trust），保留后悔权和改变心意的权利，也就是保留对信托任何条款的变更权，甚至撤销整个信托把财产取回。这类条款丝毫不少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功能上说，可撤销信托非常像遗嘱。遗嘱就是“不稳定的”（ambulatory），也就是遗嘱可能随时变更或修订。只要立遗嘱人未亡（且神志清醒），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变更继承人，改变继承人之间的继承份额，做出新的安排。而可撤销信托也是“不稳定”的:委托人可以以任何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废止可撤销信托。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假定，信托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委托人指示银行将信托的所有收益（income）都支付给委托人自己，而不是支付给委托人的孩子；只有在委托人去世后，收益才支付给孩子。在这种安排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生前信托”和实质的遗嘱很难说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遗嘱替代。但既然生前信托在功能上与遗嘱是相同的，那为什么在法律上它不是遗嘱呢？为什么不与遗嘱一样适用遗嘱法？简单的回答是，生前信托不是遗嘱，因为法院说它不是。历史上可不是这样的，一个世纪以前，一些法院将生前信托这样的安排认定为遗嘱，然后作为遗嘱或伪装的遗嘱，判定其无效。
[8]

 毕竟，遗嘱法要求有效的遗嘱必须有见证人，而且还有其他要求。而信托从来没这些法律陷阱。因此，当法院在后来改变立场判定生前信托不是遗嘱，生前信托区隔于遗嘱的法律立场确立了，这意味着信托可以发挥遗嘱的功能，却不受遗嘱法的形式主义约束。这样，生前信托就发展成遗嘱替代中的关键类型。

但是，设立这样一种信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就立一份遗嘱呢？生前信托有两个优点。第一，它避免法院遗产检验程序的成本和延误。在生前信托的安排下，当委托人去世后，他的财产分配不会进入遗产法院。技术上说，他的财产不是遗产范围，因为委托人在法律理论上已经在生前把财产处分出去了，给了受托人。在委托人死后，受托人只需平稳地运作信托，不受干扰。不论委托人是否保留信托的撤销权或变更权，委托人生前设立的信托，均具有这个优点。可撤销信托的亮点是它的运行和功能等同于遗嘱，又避开了遗嘱必经的遗产检验程序。第二，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多余的资产需要理财增值，那么，这种信托——像其他类型的信托一样——的作用是帮助你理财，消除资产管理所需要的本人的费心费力。对许多人来说，让专业人士来管理资产是信托的另一个优势。当然，这也会带来成本。银行和信托公司代客理财可不是出于好心，它们很乐意代你理财，因为这样能收取费用。

生前信托是否节税呢？不一定。就遗产检验的法律而言，财产权人将财产放入信托中，相当于把财产赠与出去了。财产权人节省了遗产检验的费用和成本。但是税收是另外一回事。联邦政府可比信托法在对待信托这个问题上要更无情、更强硬。如果你设立的信托，你保留改变心意的权利，包括撤销信托或修改信托的条款，那么，比如说从联邦政府来看，你没有完成一个有效的赠与，你什么都没有放弃，至少从联邦政府的征税来说是这样的。放入生前信托中的资产仍然要缴纳联邦的遗产税。不过，生前信托的优势足够强大，它鼓励无数人使用。

坦率地说，许多人对为什么要设立生前信托没有概念，或者他们所想象的概念是错误的。Norman Dacey在1965年出版的书籍《如何避免遗产检验程序》（How to Avoid Probate）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据Dacey的说法，该书在这个国家的销量是“第一名的畅销书”，打败了《人的性反应》（Human Sexual Response）一书，后者排名还是第二。
[9]

 Dacey的书对法院的遗产检验和遗产律师进行无情的抨击，不时讲述关于遗产检验过程的成本和延误的恐怖段子。根据Dacey的说法，遗产检验程序是“腐败”的体制，它类似于是“法律职业者对全体国民所征收的私人税收”。
[10]

 律师靠着死者遗产而塞满了腰包，有时让继承人无剩余财产可继承。他的建议是绕开遗产检验程序，主要是通过生前信托的运用。

Dacey的书是有争议的；许多律师和法官反驳他所讲的情况和前提。但毫无疑问，他的书刺激了生前信托的业务。当今，富裕的老人聚集在关于信托的研讨会和工作论文讨论会，学习遗产筹划；演讲者通过这些会议把信托的优点吹捧得上了天。信托被“吹捧成省钱的工具”。
[11]

 许多观众认同这些观点。然后他们会聘请律师为他们设计这种会替他们省下大笔钱的神奇工具。但是，信托真的能省钱吗？能，但并不像一些客户所想的那么省钱。客户经常混淆遗产检验程序的成本（这是不多的）和继承税之间的差异。不知何故，他们想象遗产检验程序的成本会吃掉整个遗产，这是夸大的观念。就成规模的遗产而言，遗产税（截至本书写作日）比遗产检验程序的成本更加沉重。
[12]

 然而，生前信托对遗产税毫无影响。
[13]



尽管很难获得最新数据，但生前信托的使用率肯定在上升。John Price将华盛顿州的继承税申报单，和1962～1972年华盛顿州的遗产检验司法文档进行比较。这些遗产没有进入法院的遗产检验程序，却申报了继承税税单，这明显是使用了遗嘱替代。根据他的研究，在这个时期，这样的遗产从28.04％增加到37.80％。
[14]

 遗嘱替代可能在某些州要比另外一些州更加普遍。华盛顿州是一个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community property）的州，这可能会显著正向地影响遗嘱替代的使用。当前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几乎完全以遗产筹划为全部业务的律师告诉我，他向所有的客户都推荐生前信托；大部分客户听从他的建议。因此，他的遗产筹划律师事务所几乎不怎么处理“遗产”，而是处理信托事务。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客户非常富有。

因为信托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制度，信托法的内容很丰富。信托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受托人的权力（powers）和义务。受托人是“受信义务人”（fiduciary），受制于非常严格的规则，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毕竟，受益人可能是未成年人、非常老的人，或者未出生的人和不确定的受益人——这些人是最无助的人，因为还没有产生。这些规则的目标是确保受托人运作信托时诚实、无私，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当然，“无私”这样的话不可尽信。有许多无私的受托人——家庭成员或朋友。而其他一些受托人是律师或会计师。然后还有银行和信托公司。个人受托人经常不收费，而银行和信托公司当然不会免费。如前所述，它们是为了钱才当受托人。

托坦信托（Totten Trusts）

另外一种更家常的遗嘱替代是托坦信托。它仅仅是一种银行账户。例如，John Smith在银行开户，存入一些钱，把银行账户的名字写成“John Smith为了Mary Smith而持有的的信托财产”（“John Smith in Trust for Mary Smith”）。只要John活着，John就控制着账户，存入资金和取出资金，可以关闭这个账户，还可以改变受益人的名字；但是，当他去世，“受益人”获得账户的剩余资金。这就叫托坦信托，它是以1904年纽约的开创先例Matter of Totten而命名。
[15]

 反对它是“信托”的主张和反对可撤销信托的主张是一样的:托坦信托实质上是遗嘱。像遗嘱一样，它的内容是变动的。在账户持有人去世之前，没有人有任何权利。一直到他死亡时刻（或痴呆）之前，账户持有人可以把受益人剔除，添加新的受益人，关闭账户，等等。实际上，托坦信托一直被称作“穷人的遗嘱”。托坦信托的设立人对银行账户可以做任何自己需要的事情，尽管这可能要求他去一趟银行，遵守银行所要求的形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银行要求的形式不是遗嘱法所要求的遗嘱形式。

所有这些迹象都支持这样的主张，即“受益人”没有任何权利；当账户持有人去世后，账户里的钱应该计入遗产，而不是给予“受益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没有胜出。纽约法院支持和接受托坦信托。还有另外一个主张认为托坦信托是纯正的信托，给了“受益人”坚固的权利，因此即使账户持有人改变了心意，关闭了账户，资金仍应该归“受益人”所有。这个观点并没有被法院接受。大多数的美国法院坚持最初的决定，今天托坦信托是发展中的事业。
[16]

 有时候法院把托坦信托称为“试探性的信托”（tentative trust），这真是一个贴切的名字。

显然，托坦信托是遗嘱替代，是一个成本十分低廉、方便设立的遗嘱替代，但又是一个正式的工具。强大的利益体——银行，支持它。它在商业实践中有牢固的基础。如果遗嘱替代看起来足够正式、足够可靠、足够有用，则会越来越被法院所认可。托坦信托服务的人群是没有时间或没有资金或不愿意设立生前信托的客户。它一定是服务于中产阶层的有用工具。

还存在另外一些类似的安排，例如，以死亡为支付条件的账户（P.O.D,payable on death）。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银行承诺当存款人去世后，将账户余额支付给存款人指定的人或机构。同时，存款人在生前可以对银行账户做自己乐意的任何处分，包括存入资金、取出资金，改变相关的条款。在堪萨斯州，Lena Hogan设立了四个这样的银行账户，其中一个账户是开立在堪萨斯州Dodge市的联邦储蓄与信贷协会，在她死后账户余额支付给“Pentecostal Holines Conference Board（为了传教）”。1974年，在 Truax v.Southwestern College 案中，
[17]

 堪萨斯州最高法院拒绝承认这些条款。法院认为这些银行账户“在特征上属于遗嘱”（也就是说它们太像遗嘱了）。堪萨斯州的法律关于如何设立遗嘱，制定有具体的规则，而开立这种银行账户，不符合立遗嘱的规则。接下来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堪萨斯州的立法者很快通过成文法，撤销了 Truax 案。P.O.D 账户不被视作“遗嘱性质的”（testamentary）；存款人去世后，账户余额归于受益人，不属于遗产范围。
[18]

 随后在1987年，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对该成文法的解释是托坦信托是有效的，托坦信托在堪萨斯州的效力被完全确立。
[19]



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替代，法律上的强大发展趋势是承认其效力。Farkas v.Williams
[20]

 是1955年的案子。Farkas投资了投资者互惠公司的股票。当Farkas买这些股票时，他签署了“宣言信托”文件。只要他存活，他保留对这些股票的收益所享有的权利。他有权指定“受益人”，当他需要时，有权随时更换受益人。如果他指定的受益人先于他去世，那么，“信托”终止。当然所有的这些安排使这个“宣言信托”非常可疑，让人怀疑它是一个遗嘱。事实上，这个安排也引发了争议。Farkas以“Richard J.Williams之受托人”的名义买了一些股票。但这个声称的“信托”实质上是个遗嘱吗？如果认定它是遗嘱，那这些安排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遵守遗嘱需要证人等要求。Williams将一无所得。法院不得不承认Farkas对信托保留了极大的权力，Williams实际上有什么权利呢？没有多少。如果我立一份遗嘱，把Mary指定为受益人，Mary所得到的东西只是希望或期待，因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撕掉这份遗嘱。在这个案例里看不出Williams比Mary的权利大多少。但是法院可不这样认为。法院认为Farkas设立了一个真实的、向上帝宣誓的诚实的信托。的确，他可以随时撤销这个信托，但是在信托被撤销之前的持续期内，Farkas不得不承担受托人的义务，而不是所有权人的身份。此外，法院补充说，遗嘱法的“历史上著名的”（historic）目的是让“欺诈”（fraud）无效。欺诈不是本案的问题；Farkas已“以严肃和正式的方式清楚地表示了他的意图（intention）”，这对信托的认定来说就足够了。

夫妻内部这种在功能上与遗嘱等同的财产处分方式非常普遍。夫妻共同财产制（community property system），在某种方式上的功能类似于遗嘱替代。在一个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的州，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得来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拥有平等的份额。甚至在旧时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让我们举例说）丈夫在外面工作挣钱，妻子虽然在外面没有工作但是在家庭辛劳忙活，法律上承认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丈夫在外面工作赚的钱一半是妻子的。如果丈夫先死，一半的共同财产不属于遗产范围，不进入遗产检验程序，因为这一半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已经是遗孀的。即使在不推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夫妻或者家庭合伙人（“domestic partner”）以共有的方式持有财产，极为常见。这样安排的后果可能对非法律专业的人士听来不可理喻，但这就是法律，即每一位共有人对以共有方式持有的财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百分百的所有权。这听起来和－1的平方根一样荒谬，但是，就像－1的平方根，共有制度是有用的荒谬。根据法律教义，实务地说，银行账户的任何一个“共同共有人”（joint tenant）都有权利从账户中提取全部的资金，银行无权拒绝，无权说:稍等等，你只能提取一半资金。这也意味着，当你去世时，银行账户的全部资金将属于你的共同共有人。不需要再通过遗产检验法院来分配遗产。毕竟，共同所有人早已对整体财产享有所有权。这个奇怪的法律想法可能是（实际上也是）非常方便。将财产全部安排为双方共同所有的夫妻，当他们希望在某一方去世时整个财产全部归属另一方，可以在法律上主张他们完全不需要遗嘱。当其中一方去世时，所有财物自动归属另一方。
[21]



遗嘱和遗嘱替代都是死亡时转移财产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人寿保险单也可以被看作某种遗嘱替代。对许多人来说，人生积累的最大资产是养老社会保障金和年金。这是他们为子女或其他亲属留下遗产的主要希望来源。将某人指定为人寿保险单的受益人，这样的话人寿保单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遗嘱替代。

简而言之，在20世纪，遗嘱替代像蘑菇一样生长起来。法院接受了它们——或早或晚。立法也接受了它们。然后，这个演变的过程就像是形式主义消解的又一个例子。然而，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要将理论或哲学运动和实际的世俗生活混淆起来。形式主义的衰落有坚实的实务原因和政治原因。毕竟，回忆一下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基于完美的逻辑和“法律”基础，大胆地做出将死亡即付的账户认定为遗嘱的判决。这个判决让银行感到恐慌和没面子，可能还会让银行失去一个重要业务。立法者很快地改变了判例法。毫无疑问，银行让自己的偏好贯彻到立法中，让自己的声音大声地和清楚地响彻在立法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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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族信托和扶养信托


就像它会塑造法律的任何方面，社会变迁当然地塑造信托和信托法。如同你所预期的，感情和依赖型家庭的兴起反映在信托实务的改变中。曾几何时，男人通过设立信托或通过所谓的法律上的终身财产权，将财产留给妻子，但妻子仅享有终身利益（基本上，将财产留给妻子，妻子享受财产权是以存活为条件，一旦去世，财产权消灭，妻子对财产权没有处分权或遗赠权）。许多男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的妻子没有管理财产的天赋。这也是确保遗孀对遗产的最终处分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一种方式。
[1]

 只有当妻子保持遗孀身份，妻子才有权作为遗产受益人，这样的安排也非常普遍。换言之，如果遗孀再婚，她在前夫遗产上的财产利益将终止。简而言之，这些条款安排所反映的观念非常类似于19世纪中叶的亡夫遗产（dower）的观念。根据亡夫遗产权，妻子对不动产享有某种终身财产权。例如，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州，在遗嘱中为妻子安排终身财产权的做法非常普通。
[2]

 在18世纪9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Bucks县，将近2／3的立遗嘱人“分配给妻子的主要或全部遗产属于终身利益，或者更常见的是，要以遗孀身份为条件。”
[3]

 在19世纪的新泽西州Essex县，在遗孀保持期内，丈夫的遗嘱也为妻子留下了可观的财产。
[4]

 在犹他州的盐湖城，发现了一份1897年的遗嘱，分配给最新的妻子10美元，再加上“房屋中居住的特权”，终身生活费，还包括“养两头牛和其他家畜的特权”；但是，如果她再婚，所有这一切都将撤销收回，包括牛。
[5]



在19世纪，以遗孀不再婚为享受财产利益之条件的信托变得更稀少了。
[6]

 到了20世纪，则几乎完全的绝迹。这不奇怪。例如，1964年有一项研究是搜集加利福尼亚州San Bernardino的信托安排，该研究没有发现这类信托的痕迹。1970年在俄亥俄州Cuyahoga县，只发现了两例这样的信托:一个73岁的老头在不动产上为他的第三任妻子设定了终身利益，第三任妻子可以“完全和无限制的使用……只要她是我的遗孀”。奇怪的是，第二个例子的委托人是女性，她把她的不动产遗赠给她的第二任丈夫，条件设定为只有当他为鳏夫时才能享受不动产的财产利益。
[7]



另一方面，当今所谓的婚姻抵扣信托（marital deduction trusts）非常普遍。本质上，这种信托是为了在世配偶的利益。根据联邦的遗产税，遗赠给在世配偶的财产不纳税。如果把财产放入信托，把在世配偶设定为信托的受益人，则这种情况更复杂些。它也能达到免税的效果——但是受托人必须较为严格地遵守某些规则。其中之一是妻子必须得到所有的收益（income）；且她必须有完全的权利通过立遗嘱或其他文件，决定自己死后这些信托财产如何分配。
[8]



非生前信托（unliving trusts）

不管怎样，不是所有的信托都是生前信托。每一年委托人设立大量的不可撤销信托。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设定不可撤销信托，委托人无法反悔。委托人没有权力以某种方式去监督或控制信托。许多富人在生前就将财产转入这种信托。更多的富人将部分或全部的财产以遗嘱信托的方式传承下去（遗嘱信托是以遗嘱为载体的信托）。这些信托必然是不可撤销信托；毕竟，当信托成立时，设立人（donor）去世了。同样，当委托人去世后，生前信托也固定和确定无疑了。

不可撤销信托有重要的税收意义。如果你永久地以信托方式或其他方式放弃了某家公司的价值100万美元的股份，那你再也不用对公司向股东分配的股利缴纳税款。另外的人会享受收益。当你去世后，你生前已经转移出去的资产，不构成你的可税遗产（taxable estate）。然而，由于你向信托转移财产，如果财产价值超过一定金额，你不得不缴纳赠与税（gift tax）。在过去，赠与税的税率低于遗产税的税率。现在二者的税率相等，不过如果一个富人在生前有大量的赠与，当他去世时，仍会有税收节省。
[9]



信托法的内容非常丰富，信托法的著作卷帙浩繁。信托具有灵活性，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规模大小。委托人通常根据自己的目的，十分自由地创立信托，可以在他创立的信托中，（在一定的限制内）在信托文件中插入几乎任何种类自己偏好的条款。因此，信托法的规则大部分是默认规则，即当信托文件没有做出约定时，信托法规则填补空白进行适用。虽然信托是非常地可变，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信托。一类我叫作为需要照顾者而设立的信托（caretaker trust），叫扶养信托或照顾信托；另一类是家族信托（dynastic trust）。
[10]

 扶养信托的含义就是它的名字所讲的。假设我有两个小孩，一个3岁，另一个5岁。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了防止我意外身亡而导致他们没有供养，我需要提前防范风险，为他们安排好生活照顾，以防意外。将我的财富直接给他们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未成年，假设我意外身亡后，我的配偶（如果我没有离婚）或者其他人可能会被指定为孩子们的监护人，但是，监护人制度不管怎样都涉及烦琐的程序和费用。如果我立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为孩子设定遗嘱信托，然后指定某位亲属、银行、朋友或者联合他们，作为我的遗嘱信托的受托人，那么可以避开监护人程序；受托人会按照我的遗嘱中的指示，管理和支配我的财产。信托安排要比法院监督下的监护人制度更加灵活。我也可以指定信托期限。法律上说，孩子到18岁成年。然而，如果我觉得自己的孩子即使到了18岁仍显幼稚，我可以把信托的终止期限定为孩子们21岁、25岁或任何我觉得可以放心地感到孩子们“成年”的年纪。委托人也可以为残疾人、无能力者（incompetent）或如果直接得到遗产会挥霍无度的受益人等设立扶养信托。

第二种类型是家族信托。家族信托中，财产权人（donor）的动机或者说他的动机之一是让家族财产万代永续，同时让自己控制家族的财产。如果你把财产的所有权在你去世时就绝对地、直接地遗赠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可以用这些钱为所欲为。例如，孩子们可能会把继承来的所有财产挥霍在百老汇的玩乐上，一文不剩；或者他们跑去拉斯维加斯，将你生前辛苦挣来的钱花在二十一点扑克牌桌前。或者他们把钱大手大脚地花在朋友们身上，或未经你生前许可就捐赠给慈善机构。但是如果你设立信托，将信托财产分为本金和收益，然后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收益分配给孩子们直到他们去世，无权动用本金，在效果上，只要孩子们还在世或活得长寿，你可以让你的遗产永存，财产的完整性不受伤害。可能你还会把第三代（孙辈）指定为下一顺位的受益人。这样只要第三代还存活在世，信托仍可持续。或者，甚至信托的期限比第三代的寿命还长。你正在创立或试图创立某种世代永续的家族（dynasty）。你能让信托期限存续多久呢？信托法中有一个复杂的规则——所谓的反永续规则，为信托期限规定了外部的限制。反永续规则的适用细节十分错综复杂；但实务操作来看，反永续规则使家族信托的期限中断，使之持续期间大约少于一个世纪，并强制终止。我们将看到，许多州为了吸引委托人来本州设立信托，修改或取消反永续规则。一些州取消了对家族信托的一切限制。在随后的一章我会论述这个问题。

形式上，法律没有区分这两类不同的信托。法律中讲信托指的就是一种信托（a trust is a trust）。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信托有十分不同的需求。扶养信托通常是短期的，管理财产的经常是业余受托人（家庭成员或朋友）。如果受托人的投资风格是偏保守的，不会对信托造成太大伤害，但如果受托人是重大过失或是愚蠢的，信托会遭受较大损失。假设我为我的10岁儿子Bobby设立遗嘱信托，遗嘱信托中指定Bobby的叔叔Harry为受托人。受托人为了Bobby的利益而管理资金；当Bobby 21岁时，受托人Harry应该把信托财产转移给Bobby。这个信托的期限不会太长——准确地说是11年。这个信托的最佳投资策略是谨慎，特别是考虑到 Harry——比如——是学校老师，对股票、债券和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天分。因此，早期的判例和成文法几乎没有给予受托人权力去做投资决策。不允许股权投资。不能投资于股票市场。政府债券大概是最佳的资产配置。这看起来是特别明智的。19世纪的环境下，还没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存款保险，股票市场是疯狂的、不透明的。对于天真者和粗枝大叶的人来说，股票市场布满了陷阱。

比较而言，家族信托通常由职业受托人管理（今天大部分是银行和信托公司）。家族信托的期限比扶养信托的期限要长得多，因此，家族信托需要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家族信托所适用的一般规则是“审慎投资者规则”（prudent investor rule）。这是信托法中的较有特色的非规则（non⁃rule）的规则之一。在实行审慎投资者规则（或标准）的州，没有刚性的和快捷的规范以指引受托人的投资范围。只要是“审慎”的，就符合审慎投资者规则。买彩票不符合审慎规则。而蓝筹股和债券可以确定地符合审慎规则。

审慎投资者规则实际上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州1830年裁断的案例Harvard College v.Amory。
[11]

 1823年John M'lean去世，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这在当时是一笔大财富。他把部分遗产以信托的方式让妻子终身受益，并指示如果妻子去世后，信托财产捐赠给Harvard College和马萨诸塞州全科医院，二者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剩余受益人。受托人用信托基金去投资公司股票，Harvard College反对。Harvard College认为，股票投资不安全。法院也同意股票投资有风险，但法院认为风险是投资所不可避免的。“任意而为，会让本金面临风险”（Do what you will,the capital is at hazard）。只要受托人的行事是按照“一个审慎的、谨慎、明智的人”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不考虑投机，而是考虑他们基金的永久处置（permanent disposition）”，且如果受托人考虑到了风险，只要审慎行事，那么，受托人没有违反受托人应尽的义务。

审慎投资者规则出现在马萨诸塞州可能不是偶然的。波士顿是第一批职业受托人的起源地。职业受托人来自良好的家庭，他们替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管理财富，并把这个作为业务。实际上，M'Lean的受托人是Jonathan和Francis Amory，受托人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古老家族的成员。这个“规则”当然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诉诸“审慎人”（men of prudence）的标准，这个审慎人是来自波士顿社会的上层阶层家庭。他们是谨慎而经验老到的商人。总体上，职业受托人管理的信托是相对长期的信托。不同于叔叔Harry，对于这些职业受托人来说，一个更加灵活的规则更能说得通。

有趣的是，虽然一些州追随马萨诸塞州的规则，但许多其他州拒绝审慎投资人规则。相反，它们坚持一个更加保守、更加谨慎的投资标准。
[12]

 政府债券是投资的安全港。不动产的第一顺位的按揭（gilt⁃edged first mortgage on real estate）也是安全港。这两个投资之外的其他投资都很可疑。
[13]

 流动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许多州最终制定了“法律清单”，列明受托人可以和应当从中选择的投资类别。只在法律清单的投资类别中进行投资的受托人是安全的，不会被指责错误管理和错误投资。

法律清单的管制哲学对于扶养信托是合适的，而Harvard College的投资哲学对于家族信托是正确的选择，至少在19世纪是这样。但是信托业不是静止的。职业受托人——如波士顿那样，由信托公司而不是私人个体担任受托人——是重要的新发展。银行和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财产越来越多。他们也倾向于坚持要实际的信托文件应该赋予他们在投资方面的宽广空间和自由裁量。历史也逐渐表明通货膨胀的危险；固定收益证券，如政府债券，由于跑不过通胀而价值随着时间流逝削减。法律清单或列表投资并没有它们应该有的安全性。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像龙卷风一样撕碎了法律清单。“安全的”投资比如铁路债券（在许多的法律清单上）在这个时期它的价值就如同铅锤一样下坠。因此，“审慎投资者”标准开始显得越来越好。1940年后美国经历了长期的繁荣期，也使限制和保守的投资规则更让人不满。一个州接着另一个州接受和采纳审慎投资者标准作为相关的立法规范。有一些州制定的法律直接引用 Hardvard College 案中的句子。
[14]

 在某个意义上，这个发展看起来像是家族信托的胜利。或者大家开始认识到，叔叔Harry再也不重要。即使短期的信托也雇用好的管理者；而好的管理者需要灵活的管理。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当代的发展趋势已经比审慎投资者规则更加的深入，走得更远。

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家族信托在法律层面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塑造的信托法规则，契合了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利益。审慎投资者规则的胜出可能是一个好的例子。另外一个好的例子是所谓的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

表面上看，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比较奇怪。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十分典型的信托。一个富婆用一定规模的资金和股票作为财产设立信托。主要的受益人是她的独子Rodney。受托人是一家银行，按照信托文件每个季度，应从信托财产中将所有的收益支付给Rodney，直到Rodney去世。如果Rodney去世，信托终止，Rodney的孩子将继承信托的剩余财产。

那么，由于有这个信托的支持，Rodney的余生将过得十分优裕。我们假设信托的收益是每年大约10万美元。同时假设Rodney现在48岁。由于他每年有稳定的现金流预期，因此你可能会想，如果Rodney需要，他可以将他未来的终身收益现在兑现。一些金融机构当然愿意向Rodney支付一笔资金，以换取他对信托收益现金流的年复一年的请求权。精算技术上可以轻易计算出Rodney的财产利益的价值。这取决于他的寿命预期。当然，买家以一定的折扣购买Rodney对信托的财产利益；但这不是重点。Rodney可以用他在信托上的利益换取当下的现金。如果他乐意，他也可以将他在信托上的利益赠与女朋友，或他的孩子，或某个慈善机构，或他选中的任何人。但是，这里有一个机关:他的母亲（或者她的律师）在信托文件中增加一句话写上，不，Rodney，你不能那样做。这句话能达到这样的阻止效果。然后，增加的这句话也写明，十分确定地，Rodney在信托上的利益不能被用于清偿他的债务。受托人必须把收益支付给Rodney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假设Rodney惹上了巨额赌债或生意上的巨大债务。债权人不能直接从信托财产中回收债权。债权人不能强制受托人向债权人支付信托财产的收益。当然，一旦受托人按季度向Rodney支付信托收益，这个钱到了Rodney手中，Rodney的债权人就可以强制执行这笔钱。但是，债权人这样做必须是每个季度都盯着受托人是否有向Rodney分配信托收益。这样的债权回收可能也没那么容易。比方说，Rodney 可能在巴西或廷巴克图（Timbuktu）。受托人只有向Rodney分配信托收益的义务。债权人无法向法院申请法院的强制令，强制受托人和要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收益分配给债权人，而不是分配给Rodney。

如上的情况和信托的豁免结果，正是委托人所需要的。委托人加入这些条款——我们把这些条款叫作禁止挥霍条款——因为委托人希望她的计划是安全的，能够免于Rodney的债权人、Rodney的女朋友和任何其他人的强制执行，包括Rodney自己。但是法律上是否应当让委托人如愿呢？最符合逻辑的答案是不应当让委托人的计划得到法律保障。普通法对“转让的限制”（restraints on alienation）持强烈的厌恶。普通法的政策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你拥有某个财物，如果你拥有某件有价值的资产，你应该是能出售它或放弃它。终身接收信托财产收益的权利是一个有价值的资产。为什么这个资产在法律上有不同待遇呢？为什么Rodney不能像处分他的其他资产（如果他有）一样处分信托受益权？如果Rodney真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欠了一屁股债务，那么为什么他要被保护？债权人不应该有权利强制执行他的这个有价值资产（即Rodney接收信托财产收益的权利）吗？然而在马萨诸塞州1882年的判例Broadway Bank v.Adams中，
[15]

 法院坚决地背书和执行委托人设定的禁止挥霍条款。

而且这并不是孤立的判决。许多法院遵循该判决的立场。禁止挥霍条款变成了标准的规则和标准的操作。禁止挥霍条款常规性地出现在遗嘱与信托文件中。当然在不同的州，禁止挥霍条款的内容有不同版本；不是所有的州都接受最纯粹的禁止挥霍信托。即使在认可禁止挥霍信托的州，也承认一些例外。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孩子抚养义务的效力就要高于禁止挥霍条款。
[16]

 联邦税收债权的效力也高于禁止挥霍信托，这不应该感到奇怪。在一些州，如果信托财产是土地，禁止挥霍信托所能保护的收益等于受益人的教养（support and education）所需要的资金，
[17]

 超过的部分不受禁止挥霍信托的保护。在其他州还有一些成文法的障碍。简而言之，禁止挥霍信托的法律比较复杂。但是几乎没有州会直接否决禁止挥霍信托。

在早期，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有一些争议。法院看起来喜欢禁止挥霍信托，但是一些法律学者感到震惊。John Chipman Gray在1895年写道，他闻到了“父爱主义”的邪恶的影响，父爱主义是禁止挥霍信托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似的地方，他这是以外行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只为富人服务的法律工具。
[18]

 法律规则保护信托的受益人免受债权人的强制执行，但受益人也要付出代价，因为法律剥夺了受益人以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来使用有价值资产的权利。真正的赢家是委托人，她的遗产筹划计划得到保护，免受内部和外部的损害。委托人的死者之手从坟墓中伸出并行使控制力。这对于家族信托的委托人来说特别重要。
[19]



在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债权人这二者的算计中，委托人也能使用其他方式以智取胜。一个普遍使用的工具是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我们假定委托人赋予受托人在是否向特定的受益人支付收益方面有绝对裁量权。让我们又假设，受益人也是欠了一屁股债。将信托财产的收益用来支付给受益人的债权人，将会挫败委托人的信托计划。受托人可能就会决定不向受益人支付信托收益。那么，债权人能否强制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这样在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之时，债权人立即从受益人那夺取）呢？简单地回答是“不”。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奇怪案子Young v.McCoy。
[20]

 Lucile McCoy 有两个儿子，Steven 和 Richard。在Lucile的房子里，两兄弟激烈争吵起来，听起来吵得非常凶，因为Steven试图杀死他的兄弟Richard。杀人未遂，Steven被判终身监禁。Lucile为Steven设立了一个信托，信托的“主要目的”是满足Steven的“需要和舒适”，要考虑到在“支持、健康、生活和教育”等方面Steven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受托人有自由裁量来判断是否向Steven 分配。Richard对Steven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法院判决后者赔偿前者的金额超过100万美元。Richard尝试从信托中获得赔偿，但是受托人拒绝，法院支持受托人的决定。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正在给Steven提供吃穿住，如果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这些分配只会落入Richard的腰包，受托人的不分配决定具有完美的正当化理由。
[21]



信托的终止

另外一个有趣的教义是关于如何对待受益人强制信托结束（或终止）。受益人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能强制受托人终止信托而向受益人提前分配资金？在受益人获得变更信托条款的权利方面，有哪些考虑呢？能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一个著名教义，本质上拒绝让受益人有这些权利。这个教义与马萨诸塞州的另外一个案例有关，这个案例是Claflin v.Claflin（1889）。
[22]

 这个案例中，立遗嘱人在遗嘱中为他的儿子Aldelbert设立了信托。根据遗嘱，受托人在Aldelbert 21岁时向他支付1万美元，在他25岁时向他支付1万美元；然后，在他30岁时把剩余的基金都分配给他。当该案审判的时候，Aldelbert已满21岁（不到30岁），他请求受托人终止信托，即时将资金分配给他。毕竟，没有其他受益人，Adelbert认为信托基金就是自己的。受托人拒绝，法院支持了受托人的决定。当死者之手说信托可以结束，Adelbert的信托才会结束，一秒都不会早。

Claflin规则是死者之手胜出的另外一个例子。与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一样，Claflin规则对于家族信托特别有用。Claflin案中的信托自身不是家族信托；既然它没有禁止挥霍条款，Adelbert推定有权出售与放弃他的利益。然而这些事实没有吸引法院的注意。Claflin规则的净效果是它几乎使所有的信托在事实上是不可改变的（indestructible）。Claflin规则通常是这样表述的:只有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受托人才能提前终止信托和分配信托财产:第一，所有的受益人同意；第二，信托的“目的”（purpose）已经完成。几乎没有信托——当然没有任何家族信托——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大多数时候，让成年受益人同意都是很难的事情。未成年人是个特别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的长期信托的受益人包含未出生或不确定的受益人。显然，让尚未出生和不确定的受益人做出同意的表示，这超越了人的能力。

第二个条件看起来更容易，但实际上不是。几乎很少有信托会明确地说信托的“目的”是什么。Claflin规则看起来是说信托的结构是信托的目的。如果已去世的立遗嘱人有一个计划且是书面形式，而且如果已去世的委托人具体地写明，信托期限是直到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些就是委托人所需要的，就是信托的目的。在1987年发生在佛蒙特州的Brown遗产案中，
[23]

 Andrew Brown设立了一个遗嘱信托，信托财产用于支付他侄子Woolson Brown的孩子教育。之后，信托的收益用于“我侄子……和侄子的妻子Rosemary……的照看、生活费和福利，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度过余生。在孩子的教育完成后，Woolson和Rosemary请求信托终止。信托本是用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说）唯一实现该目的就是终止信托，把信托基金全部分配给他们。但法院拒绝这个主张。结束信托将挫败Brown的意图，他的“意图是确保Woolson和Rosemary Brown得到终身期限的收益”。当然，委托人已去世，委托人的意图无从得知。除了信托文件的文字和信托结构，法院所推出的委托人意图并没有基础。对于法院来说，结构是信托目的。委托人的遗愿超越了坟墓的限制，得到法院的背书。
[24]



简而言之，在19世纪晚期和驶入20世纪之后，信托法向支持家族信托的方向演变，这些规则让死者之手控制得非常牢固。当然，对死者之手控制也有限制。死者之手可以统治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不是永久。所谓的反永续规则——下一章我讲述的主题，是最重要的对死者之手控制的限制之一。硬约束的规则最近几年有开始软化的迹象。

不过，我们如何解释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规则和教义，以及如何解释死者之手的胜出？

最重要的是信托财产的变化。今日的死者之手不同于两个世纪前死者之手。首先，信托财产更加具有流动性。资产不再“固定”（tied up）在某地。没人会再主张长期信托垄断了一切或者阻塞了社会资产的流动性。当代的信托财产不再主要是土地或其他固定或不可移动的财产所组成了。特别是在审慎投资者规则下，受托人遵循灵活的和自由的投资政策。信托的结构可能还是决定性的，但是信托财产的资产组合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

此外，规则的内容一定会反映社会对待财富和富人的态度。在19世纪晚期之前，一个新的美国贵族阶层开始形成——银行家、实业家、产业巨子。总体上，法官是站在社会精英阶层这一边的。教义的内容吻合富裕家族的需要和愿望。这些富裕家族开始向大家捐赠，创立巨大的慈善基金会。他们经常是——不总是——社会的施惠者。法律是这些人的保守观点的体现。法律支持社会巨大财富创造者和所有者的愿望。

时代变迁

然而最近，支持家族信托的这些规则已经显示一定的松动。例如，Claflin规则近来有一些衰落。
[25]

 某种程度上，一些成文法打开了这扇门。例如，密苏里州的某部成文法允许法院授权受托人，在“权益之时”（expedient），偏离信托的投资条款。它也修订了Claflin规则。如果所有的“成年受益人都做出有效的同意的意思表示”，如果法院“发现”信托的变更“有利于残疾人、未成年人、未出生和尚未确定的受益人”，则法院可以改变信托的条款，甚至终止信托。
[26]

 既然“未出生和尚未确定”的受益人还没有出现，那么法院如何能判断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呢？我怀疑该成文法导致的后果是授权法院有权忽略这些尚未出现的人。
[27]



即使在Claflin规则的鼎盛期，法院也还区分变更的信托条款是信托的实质内容还是只是对它的行政条款（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进行修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密苏里州的成文法允许投资政策的变更。根据当代的成文法，由于受《统一信托法》的影响，如果存在“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委托人的意愿和信托条款均受到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的影响”，那么法院可以“改革”（reform）信托以契合（fit）“委托人的意思”。
[28]

 还有一个成文法的条款授权法院变更信托以挽救信托免受糟糕的税收后果。
[29]

 尽管存在这些成文法条款，法院在是否终止信托这个问题上，还是摇摆不定，仍然倾向于认为信托的结构是信托的目的。毕竟，委托人决定将资金放入信托，而不是让受益人直接、即时得到。将分配延迟到等待某人去世或其他事情的发生，这是信托的一个关键目的。
[30]

 法院在提前终止禁止挥霍信托的事项上特别犹豫。
[31]

 对待“支持信托”（support trust），法院也是同样的态度。所谓支持信托，是指受托人有义务向委托人所指定的特定受益人分配资金和满足生活需要，但是委托人又给了受托人自由裁量向受益人支付资金的数量。
[32]



不过，尽管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看起来Claflin规则可能会继续衰落。近年来，家族信托已经获得了它的最大胜利之一:对家族信托期限的限制迅速地瓦解。然而悖论是，这个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和感受到的需求，需求更多的信托变更方面的灵活性。因为规则的演变延长了信托的期限，而信托期限越长，越需要随时间发展而进行变更，要求有关主体有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推定是法院）去变更早年设立的信托。慈善信托已经让有权主体享有信托变更的更大自由，随后的一章我会讨论它。有趣的是，我注意到加拿大的Manitoba省放弃了反永续规则，实质是使信托可以永久存续，同时通过了成文法，使法院有权代表未出生和尚未确定的受益人变更信托。
[33]



英国法对待家族信托的态度没有美国法那么友善。例如，在英国不存在美国禁止挥霍信托的对应工具。这可能是一个让人羞愧的悖论。毕竟，英国是家族世袭制度的正宗起源地。这个国家曾经是由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所主导。一直到19世纪，“继承人”（至少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的继承人）就是长子。贵族的头衔顺理成章地也是长子继承制:当伯爵或公爵去世时，伯爵或公爵的长子成为伯爵或公爵。而按照惯例，他经常既继承头衔，也继承不动产包括土地。从特洛普（Trollope）的小说到《故地重游》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影响了无数英国小说的情节设计。

美国不实行贵族头衔，也没有类似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那么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发展出对家族信托如此友善的制度呢？

这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悖论。19世纪以来的英国社会，变革其目标经常是致力于消除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的过大权力。在英国，而不是美国，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政党自称是社会主义党派。在英国，而不是在美国，遗产税一度几乎等同于强制征收。英格兰的许多古老家族挤在他们的大房子内的某个角落或缝隙中的小房间内，然后游客买票进入大房子参观，坐在这些家族的古典房子里品茶。社会阶层体系依然存在，但肯定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遭遇了（强大的）四面夹攻。另一方面，美国一直主张他们的社会不存在阶层体制。美国的世系家族也不是古老、高贵的家族，而是富有商人的后裔。“经商”不是一件低等的事，而是人所能践行的最高召唤之一。在19世纪，家族信托在美国成为主流并胜出，正是公司成为真正大公司的时候。英格兰当时的社会财富还是以土地为主，正处于衰落期；对比而言，美国的社会财富以商业财富为主，正处于上升期。

最近有迹象表明，英国和美国正在趋同。英国依然不承认禁止挥霍信托，但很容易在英国设立一个与之类似的法律工具。债权人不能对完全自由裁量信托进行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如果委托人设立的信托是受托人有自由裁量权决定在信托期限内是否向受益人X分配，那么，受益人X的债权人不能对受益人的利益（interest）进行强制执行。这是因为X没有任何财产利益（interest）。他只有希望和期待。在英格兰也是如此，这种所谓的保护性信托普遍存在。在保护性信托中，委托人可以规定受益人X获得所有的收益；但如果X试图将收益捐赠，或者债权人正在向X追债，或X破产，那么，信托自动转换为自由裁量信托。1925年的一部成文法明确确立了这种保护性信托。
[34]



信托投资

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马萨诸塞州和若干州实行审慎投资者的规则。其他州坚持更加限制性的规则。然而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州采纳审慎投资者规则。不过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经典版本的审慎投资者规则备受批评，被批判的原因不是因为该规则太过灵活大胆，而是恰恰相反。法学学者、银行和信托公司的从业人员认为审慎投资者规则太局限了。他们急切地主张要以“资产组合理论”来取代审慎投资者规则。他们的基本理论是简单的:法院不应割裂地从单笔投资中来判断受托人是否“审慎”。法院应该看整个资产组合。一个好的受托人会在多种股票和债券上进行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孤立地看不符合旧规则所界定的“审慎”，因为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资产投资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审慎的”，那么，受托人就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被批评或被起诉。
[35]

 这个主张适用到职业受托人身上，是有道理的。但对于大叔Harry和许多扶养信托而言，这个主张就说不通了。
[36]

 总体上，评论者不太在意大叔Harry的存在。

当今信托投资的资产组合理论占据上风。《统一审慎投资者法》（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已起草并在1994年颁布。它的用语清楚地采纳了某种形式的资产组合理论。该成文法的第2节（b）规定，受托人的投资决策“不应孤立地评价，而应该在信托资产组合作为一个整体的语境下来评判，且要把受托人的投资决策作为总体投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评判”。许多州的立法采纳了该法，或者按照该法规定制定了对应的规则。
[37]



有人可能认为，对于大多数的信托，当然也包括那些由职业受托人管理的信托，上述所有这些对受托人的投资审慎义务规定都是瞎操心。信托合同由职业受托人起草，他们会从上到下把自己保护起来，在合同中写入的条款可以保护受托人免受讨厌的或暴躁的受益人起诉。职业受托人可以在合同条款中插入这样的字句——比如——“在受托人的全权自由裁量下”；这些条款和字句让受托人的生涯尽可能地安全，授予受托人十分多的豁免。在很大程度上，受托人成功了。然而，对爱荷华州的61家银行机构的实证研究表明，新的投资规则的确带来了明显不同的后果。这61家银行机构的大多数（85％）报告说它们采用“当代投资组合理论所建议的风险—回报分析（risk⁃return analysis）”。75％的受访机构表示爱荷华州的这个规则没有阻止他们“抓住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是他们在管理“个人信托（personal trust）的资产组合时本来就会利用的”。72％的受访机构持有不常分红的普通股。然而，这些银行家很难说是激进的投机者。他们依然觉得保守的投资政策是信托的最佳选择。新规则造成了投资政策的某些改变，但这些改变还说不上是激进或革命性的改变。
[38]



如果有人说本章讨论的法律规则所造成的净效果是有利于长期信托，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有人说这些规则给予死者之手越来越多的权力，让富人在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控制着他们的财富，那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表面上看，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和长期变化过程的问题。如果共和国的早期领导人说得上喜欢信托的话，那他们不喜欢长期信托。19世纪晚期的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Claflin规则、偏向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教义、投资规则的演变:所有这些都表明家族信托的胜利。对家族信托的唯一一个重要的规则是反永续规则。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规则——家族信托所面临的主要限制，正在以急剧的速度衰落，可能很快会灭迹。但事情不总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将看到，情况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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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死者之手控制和对死者之手的限制:反永续规则的浮沉


我们的法律体系允许死者之手至少在某一临界值之下控制活人。遗嘱内容的自由制定权确保了这一点。生前拥有财产、金钱和资产的死者可以影响深远。你有权（在一定限制下）把你的财产赠与或遗赠给任何你喜欢的人。而且你还可以再进一步:你可以附加条件。通常是通过设立一个信托来实现的。例如，在信托文件中你可以规定你的孩子们只能从你的财产得到收益（income），而不是本金（capital）。你可以不让他们染指你的财富，也就是产生收益的本金部分；你还可以规定信托的期限，只要孩子们还有在世的，信托将继续，或者让信托期限比孩子们的寿命还长。这样，在你去世和被埋葬之后，你还可以控制遗产很多年，几十年，甚至更长。

但是，死者能控制多长时间呢？永远吗？不是永远。至少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在大多数的州是不允许信托期限长致永久。根据法律，某一个时间点来临，死者之手不得不放弃控制。这是一个令人好奇和复杂的教义，大家称之为反永续规则，在大多数的州其功能是作为限制信托期限的关键因素。这个规则的细节是臭名昭著的且错综复杂。这个规则折磨了几代的法律学生（和相当数量的遗产律师）。尽管用一句话来表述反永续规则，还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要解释反永续规则是如何适用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久期法（perpetuities law）:基础知识

反永续规则是试图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立遗嘱人或信托委托人可以在多长时间束缚遗产或者在信托礼物（gift）上附加条件？这里的“束缚”（tying up）指的是不确定的财产利益（contingent interest）。如果我把资金放入信托，女儿是终身受益人；∗
[1]

 女儿去世之后，资金剩余归女儿的孩子们，符合受益条件的孩子们必须是女儿去世时尚在世的孩子。女儿的孩子们所享有的财产利益就是不确定的。毕竟，孩子比母亲先亡，虽是一个悲剧却可能发生。然而，她的孩子为了得到我的信托基金必须比她晚死。在孩子们的母亲去世之前，我们不知道哪些孩子符合受益条件。因此，孩子们的利益是“不确定的”、附条件的或者说是期待。如果是否能取得财产利益是取决于发生或不发生某件事情——上面这个例子中是取决于寿命，在母亲去世时，孩子仍在世才能享受信托财产的利益，那么，这个财产利益就是“不确定的”（contingent），具有或然性。

现在假设我把钱放入信托，女儿是终身受益人，女儿去世后，她的未亡子女成为终身受益人，第三代受益人去世后，第三代受益人的未亡子女成为终身受益人；然后当最后一个重外孙辈去世，我规定信托基金应该分配给届时我的未亡后裔。如果我制定这样一个信托安排，那么，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知道信托基金剩余的最终归属（或者，用法律术语来说，何时信托基金剩余“确定”（vest）下来和归属于谁）。我能延迟这个“确定”（vesting）到多久呢？这就是反永续规则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设想一个十分简单的规则，给信托一个确定的期限上限。这个规则可以这样制定:立遗嘱人或信托委托人不能把信托基金剩余的归属确定性推迟到50年、或75年、或100年，给它一个上限。在20世纪一些州的确是这么做的。
[2]

 但是反永续规则在19世纪制定并持续一百多年来的繁盛，它的经典版本从来不是想象得这么简单。如前所述，事实上，反永续规则是臭名昭著地复杂。

反永续规则可以被归纳为一个简单、经典的公式。∗
[3]

 遗嘱或信托所设立的财产上的利益，如果能确定下来的话，“以财产利益设立时的存活人寿为衡量基准，在存活人寿（life in being）去世后的21年内”，必须能确定下来，否则违反反永续规则。
[4]



但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去世了，根据我的遗嘱，我的所有财产放入信托，我的女儿Mary是收益部分的终身受益人；女儿去世之后，当她的最小的孩子满21岁时，所有的信托基金剩余都平等分配给她的孩子们，也就是我的外孙辈。根据我的遗嘱，届时信托将终止，信托基金剩余都归属于我的在世后裔。让我们再假设，我的女儿Mary在我去世的时候还活着:因此她是“存活人寿”。在我去世时，她的孩子可能还活着也可能已去世——如果她是年轻的女性；在我去世后，她可能又生育了小孩，但不管怎样，当她活着时，她的所有小孩都应该已出生，因此，即使她去世那一刻生下孩子（比如难产），而这个悲惨的事情是发生在我去世之后，在“存活人寿”（也就是委托人的女儿。——译者注）去世之后的21年内，这个小孩正好满21岁，也就是在我女儿Mary去世后的21年内。但是，假设我试图让信托持续到最后一个外孙辈（第三代）去世，就有可能违反反永续规则。因为有的外孙辈后裔可能是在我去世之后诞生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外孙辈后裔可能会比任何的基准人寿（measuring lives）去世后的21年还活得长。也就是在基准人寿去世21年后，信托剩余基金的归属仍不确定。因此这个信托违反了反永续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信托都是无效的。

使反永续规则如此恶魔和严格的一个因素是它的子规则（sub⁃rule）。如果存在反永续规则被违反的最低可能性，那么法院也应认定反永续规则被违反了。这个规则是无情的。即使在真实生活中违反反永续规则是十分不可能发生的，但反永续规则仍然会否定信托设立的效力。以未出生的第三代为例。假设这个在我去世后才出生的第三代是第十个外孙。发生某个可怕的灾难夺去我前面九个外孙的生命，然后仅仅留下这第十个外孙——这个最晚出生的外孙，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非常小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小概率的机会足以让这个信托设立无效。

还有一些案例呢，违反反永续不只是可能性很小，而是彻底不可能发生。例如，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叫“能生育的耄耋老人”（Fertile octogenarian）。
[5]

 我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设立遗嘱信托，我的妹妹已经90岁了，是这个遗嘱信托的终身受益人。当她去世后，受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收益等份额地分配给她的孩子们。当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去世后，那么，信托终止，信托剩余基金将分配给她的孙辈们。

关于遗嘱信托的效力，经典的判例法十分一致:这个遗嘱信托是信托设立失败的。我已经违反了反永续规则。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有可能我的妹妹，尽管已经90岁了，仍然可能会在我去世后生下孩子，这会让整个信托违反反永续规则。这个孩子不符合“存活人寿”的定义。如果某场瘟疫将我妹妹的所有其他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第三代）的生命夺去了，只剩下这个在我死后出生的第二代。当这个孩子去世后，信托终止，而这使得这个信托的期限超过了相关“存活人寿”再延长21年的极限。

你的自然反应一定是:这太荒谬了。90岁的女性不会再生育孩子。我的90岁的妹妹不可能再有孩子诞生。我去世时，她已经生育的所有孩子是“存活人寿”。认为我的遗嘱信托的设立有问题，这是荒唐的。这也许是荒唐的，但是它就是法律。无可争议地，我的遗嘱信托违反了反永续规则。此外，没有比“未出生的寡妇”更加荒谬的例子了。
[6]

 一个男性为了成年儿子的利益，将所有的财产设立遗嘱信托。成年儿子是终身受益人，然后他的遗孀是第二顺位的终身受益人。遗孀也去世后，信托财产分配给遗孀去世时，成年儿子的在世直系后裔。这个遗嘱信托的安排也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成年儿子的妻子可能先于儿子去世，儿子再婚的对象可能在立遗嘱人去世时还未出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在立遗嘱人去世时未出生的儿媳妇不可能是“存活人寿”。当然，如果立遗嘱人去世时，儿子已经30岁或40岁了，那么，他的再婚对象比他年轻得这么多的概率是极其小的，接近于不可能发生。但是，反永续规则就是这么适用的。
[7]



仅仅举上述两个例子就已经展示了隐藏的陷阱和诡异之处，使反永续规则显得十分奇怪和非理性，而且让人疯狂。反永续规则想象一个老妇人生育孩子和幻想未出生的遗孀形象，这真足以配得上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班布尔先生所说的名言:“如果法律是这个主张……法律就是蠢驴——白痴”。
[8]

 但是，在我们给反永续规则贴上不可理喻的标签之前，我们必须三思，特别是要知道反永续规则曾经是如此的强大，持续了150多年，直到今日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当然，它的基础法律政策一直是有道理的。反永续规则带着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印记；但事实上，它的内容不是中世纪封建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封建主义不会认为土地世系传承有任何的问题。土地世系传承是封建社会结构的核心。在封建主义的法律形式下，地产权从父亲到长子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反永续规则反而符合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假定的情景是土地是或者可以变成商品，一个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出售和交易的商品。人们厌恶法律制度对自由交换市场进行干预。土地的长期信托使信托财产处于某个死者之手的控制之下，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因此，反永续规则作为某种妥协:它尊重死者之手的遗愿，但是死者之手遗愿的执行有一个临界点。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实行简单的规则呢:75年，或80年，或类似的“一刀切”的年限上限。部分是因为反永续规则是法官所创造的规则，而不是由议会所通过的制定法所产生的规则。它年复一年慢慢地演变。没有法院有勇气去确立一个简单、量化的规则:那看起来太像立法了。
[9]

 就像许多人类的制度一样，反永续规则随后的发展过程是混乱的。发展到大约在1800年，它大致形成了当代的形式。反永续规则中唯一的量化数字是21年，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成年年纪，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已经具有法律意义了。如前所述，反永续规则的要点——将信托限制在“存活人寿”再加21年——意味着死者可以较为轻易地在75年的范围内“束缚”（tie up）遗产；可能甚至到90或100年，但不能更长了。当然，90年或100年信托期限的推测是主观的，但这几个数字代表某种粗略的判断:死者之手可以行使控制，但是不能超过一个世纪。

这当然是一个有正当理由的想法:某种妥协。但是，那些荒谬的子规则又如何解释呢？如何可能为生育的耄耋老人或未出生的遗孀等例子辩护呢？然而这里，如同几乎一直以来的那样，我们应当不要太着急就断定这些规定不具有理性。这些子规则可能初看上去荒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具备一个品质——几乎等同于数学公式的精确性。换言之，一个好的律师，一个真正理解反永续规则的人，能够仅仅通过阅读遗嘱信托或信托文件的文本，就能判断这个遗嘱或信托是否违反了反永续规则。好律师在判断信托条款是否违反反永续规则时，不需要了解具体的事实情况。
[10]



而为了使反永续规则具有适用上的确定性，我们不得不接受导致生育的耄耋老人等例子的规则。如果我的妹妹是我设立的信托的终身受益人，然后是她的孩子们是终身受益人，再然后是信托财产剩余归属于第二代最后一个孩子去世时，未亡的第三代后裔。这个信托违反了反永续规则吗？答案可能取决于我的妹妹能否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这又取决于她的年纪。但是遗嘱或信托没有向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为了让反永续规则能够机械地运作，我们不得不确立非黑即白的规则，使之具有硬法性质，得以快速地适用。我们可能有两个选项:我们可以无例外地一律假定所有的妇人都能生育孩子；或者我们无例外地假定所有的妇人都不能生育孩子。第一个假定优于第二个假定。不过那会带来“能生育的耄耋老人”的极端例子。

那么，反永续规则的奇特构成使得人们——比如律师——可能完全确定地知道一个遗嘱信托是否违反了它。为了达到这一点，反永续规则必须是坚定（firm）和刚性（unbending）的。John Chipman Gray在他1886年出版的关于该规则的一部著作中这样写道:“法律中，没有任何部分在定性上是如此地像数学公式的推理。”并且还写道:“因此，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在这里可能是允许的，而这在法律的其他分支是不会发生的。”
[11]



但是为什么法律如此地“数学公式化”是有用的呢？反永续规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你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完善的记录保存。想象在某些情况下在判断谁对某个财产拥有更高的权利，文档本身（遗嘱或信托）是最佳的、可能的唯一的证据。这在以前，比方说19世纪早期，有一定的道理；或者人们合理地推测是这个原因。无疑，这个理由在今天已经说不通了。此外，反永续规则的兴起所处的时代是土地财富仍然属于国王，动产（金钱、股票和债券）是位居其次的财富。反永续规则表达的法律政策是反对长时期地阻碍资产（主要是土地）和让资产被拒之于市场之外。但是到了今天，该规则只适用于信托的设立，
[12]

 而大多数的信托财产已经是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受托人有权也的确在以买、卖和交易等方式运用信托财产；通常来讲，没有任何资产的流动被阻碍了哪怕一秒的时间。

因此反永续规则失去了根基。首先，人们不再需要数学公式般的确定性。旨在废止子规则的一些改革发生了，这些子规则让律师神经紧张，而且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这些子规则的适用导致了荒谬的结果。被许多州实际采纳的《统一反永续规则的成文规则》（Uniform Statur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实行所谓的“等等看”（wait and see）规则。这部成文法首先简要地陈述普通法对反永续规则的表述。然而它接着说，如果“财产利益自该利益设立之日起的90年内，确定或终止”，那么，财产利益没有违反反永续规则。
[13]

 这个技巧就消除了反永续规则的技术陷阱，当然“数学的确定性”也没有了。至少在偶发的稀少案件中，不得不等上90年才知道这个信托是否有效。那么，这些州的做法用一个简单的时间限制去取代反永续规则，可能是有道理的。

许多州明确废止了奇怪的子规则。例如，在伊利诺伊州，“65岁及以上的老人被视作不能再有孩子”（尽管这对男人来说不能说正确）。
[14]

 有一些法域则综合了这两个路径:它们采用了“等等看”的政策；同时也采取行动以直接废止那些最糟糕的技术陷阱。
[15]

 在英格兰，《久期和累积法》（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 Act）最初版本是1964年通过，将期限固定在不超过80年，同时成文法的其他章节排除了“能生育的耄耋老人”和传统规则下的其他奇怪例子。
[16]

 许多法院在司法解释上做文章，在“建构”或解释信托条款时偏向于不让信托违反反永续规则的解释方式。这样法官能阻止本应有效的遗产计划被法院摧毁。
[17]

 不管怎样，为客户起草遗嘱、熟知客户业务的律师，不论信托的其他条款如何规定，可以在遗嘱中加入这样的条款，明确地说所有的信托财产利益必须在久期结束时确定下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些改革和实践做法彻底地结束了反永续规则的“恐怖统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改革均接受反永续规则所立足的基本思想: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点，死者之手必须爬回自己的坟墓，结束死者之手的统治。这些改革只是要让它的运作更加清晰和更加有效率。然而在最近，越来越多州直接就废弃了反永续规则，或者对它的修改是如此激进以致该规则形同虚设。特拉华州在动产信托中完全废除了反永续规则；如果是把不动产放入信托（推定不动产不会被出售），信托持有不动产的期限是110年，110年之后不动产将被迫出售，向受益人分配所有的收入。
[18]

 在某些州，成文法废止了反永续规则，但仍然维持对延迟转让（suspension of alienation）的禁止。换言之，只要受托人有权出售信托财产——通常的信托都会赋予受托人这个权利——对信托期限就没有任何限制。在那些取消了正统反永续规则的州，设立一个永久期限的信托是可能的。至少有20个这样的州。
[19]

 罗德岛1999年通过的一部成文法使用了很厉害的表述:“反永续的普通法规则在本州不再有效力，和（或者）没有任何效果。”
[20]

 在华盛顿州，久期（perpetuities）的期限被延长到150年。
[21]

 在怀俄明州，如果只要信托文件正式地排除反永续规则，同时信托“在设立后的1000年内终止”，那么，反永续的普通法规则不再适用于最近成立的信托。
[22]

 在一些州——如新罕布什尔州——只要信托中“包括有条款明确排除反永续规则适用本信托文件”，反永续规则就不适用于该信托。
[23]



什么带来了这个剧烈的改变？基本上来讲，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游说力量是主要原因。隔代财产转移（Generation⁃Skipping⁃Transfers, GST）的税收在1968年写入法律（在本书关于继承税的章节我会再谈论税收问题）。人们认为《国内税收法典》处理隔代财产转移的条文是不可思议地、令人不能理解地错综复杂。但是它的基本思想是对隔代财产转移进行课税。因此，如果我把我的女儿作为我的遗产的终身受益人，女儿去世后财产归属于她的孩子们，那么，女儿去世时的财产向她的孩子们的转移将被认定为隔代财产转移而纳税。如果没有隔代财产转移的规定，在女儿去世时的财产转移就没有税收负担。
[24]

 税收法典也有豁免，每一次财产转移不超过200万美元可不用纳税。因此，如果我设立的信托所存续的期限跨越许多许多代，那么只要信托本身仍然存续，200万美元的赠与就能避税。

但信托能存续多长时间呢？只能在反永续规则允许的上限内存在。然而，如果州取消了反永续规则，那么富人可以设立一个十分长期的信托，充分利用税收的漏洞。银行家和信托公司看到了这个商机，对州的立法者施加了巨大影响力，而州的立法者也乐意接受银行家的游说。
[25]

 运作遗产筹划培训班的人也十分乐意帮助人们设立这样的“家族世代信托”（dynasty trusts），来自取消反永续规则的州的律师事务所到处宣扬本州的法律，兜售设计“超级信托”（megatrust）或“家族世代信托”的技巧。内华达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律所网站上发布广告说，只要所适用的州法允许，律师事务所可以为任何州的任何需要超级信托的超级百万富翁设计一个超级信托。“你不需要是其中任何一州的居民”。
[26]

 各种版本的立法改革带来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家族信托的业务流到了率先行动的州。有两位学者根据金融机构向银行监管者所报告的数据所作的估计表明，截至2003年年底，“取消反永续规则的运动”影响了需向监管部门报告的信托资产中的1000亿美元的流动，大约是2003年需向监管部门报告的信托总资产的10％左右。
[27]

 当然，最大的获益者是先锋者。但是后知后觉的州为了阻止本州的资金外流到率先改革的外州，可能会觉察到取消反永续规则的需要。

许多州为了把信托业务吸引到本州，采取了其他措施。所谓的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参见上一章对它的描述）允许财产权人（donor）设立的信托能隔绝于任何债权人的请求权；为了防止受益人堕落，受益人自己也不能出售或放弃信托上的财产利益。禁止挥霍信托有一个主要的例外: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设立一个这样的信托。不论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如何规定，债权人都能够强制执行委托人在信托上的财产利益。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约有8个州取消了对委托人的限制；允许所谓的资产保护信托（asset protection trusts）。在这里同样，“立法提案的驱动力是十分清楚的，州在激烈竞争信托业务”。
[28]

 特拉华州是做出改变的州之一，它的立法“十分诚实（甚至无所顾忌）地表明了意图”，就是“维持特拉华州作为国内法域中信托设立最受欢迎的州的角色”。
[29]



简而言之，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是明显的。各州在争抢信托资金。南达科他州公司是管理信托基金的公司，它的总执行官声称州“太想发展本州的信托业务，以致州政府官员在机场迎接来自外州的客户。”
[30]

 弱化或取消反永续规则，制定资产保护的法律，是将资金吸收到本州的一种方法。这场法制竞争是银行和信托公司强大力量的表征。但是这场法制竞争如果没有文化上的更大、更宽的改变，是不可能成功的。Joel Dobris言简意赅地说:“当今我们爱富人，社会主义在这里不时兴了，我们关注富人。我们崇拜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我们热爱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富有的赢家更有价值。”
[31]

 如同我们将看到的，有许多其他的证据支持这个观念。对“遗产税”的高调、成功地攻击是另外一个例子，在随后一章我会讨论。

问题是，如果的确事实上“当今我们爱富人”，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历史不总是这样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过去常常谈到“巨大财富的恶”。今天没有人这样说了——当然也没有政治人物会这样说。很明显，曾经人们更倾向于憎恨富人——老约翰·D．洛克菲勒和像他这种类型的人，或者“强盗大亨”。而当今仍然存在“巨大财富的恶”，例如安然的管理者们。其中一些人进了监狱；但是，除非我弄错了，对于安然丑闻和类似的丑闻，公众抗议很大程度上熄火了。

经常听到的一个想法是，人们常常想象他们可能在某一天会富裕起来——例如买彩票。这个想法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彩票一直存在。一定有其他的更有力的因素。一个可能的线索是富人的新形象。“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是篮球队员、摇滚巨星和其他名人的生活方式；这些是最能让人看得见的“生活方式”。总体上，名人在大多数方面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极其熟悉；当然，名人比我们知道的其他人投篮更准或者更棒地弹奏吉他。
[32]

 甚至公众眼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例如比尔·盖茨和多纳得·特朗普——也成了名人。不论怎样，他们没有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的阴险，后两者表现出是诡诈和恶毒的人。从国家利益来说，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过于强大了。今天的富人也不是躺在继承财富上的白痴寄生虫。其他富人和名人——英国的女王，死去的黛安娜王妃，或者就名气这件事而言，教皇——也都是名人。这意味着在魅力、光环或神圣下面，我们能感觉到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我们可以热爱或甚至崇拜的人，同时在内心深处，我们将自己和他们关联起来。过去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戴头巾的照片；她离英国公众很远。

我认为，文化的改变极其重要。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信托法和继承法历史上是法官造法。当然法官确立的法律会反映意识形态和文化，而制定法只扮演有限的角色。大部分时候，立法者不太关心事实情况的改变。
[33]

 意识形态和文化已经转向；而法律的新变革往往来自于资本和商会。为什么？法律学者有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影响、权力和游说。特定利益集团的崛起是第二个，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历史改变。

在19世纪的后半叶，新的职业受托人群体，包括信托公司和设有信托部门的银行，第一次成为在信托管理行业中的重要玩家。这些公司的历史很复杂；比如，其中很多受托人开始只有非常有限的投资权力。
[34]

 但是，它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在20世纪，它们从私人个体受托人手中，夺去了大部分的信托管理业务，当然也包括大型信托和家族世代信托（dynastic trust）。
[35]

 在20世纪末期，它们对信托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那么，反永续规则也许行将就木了。然而，问题是这对社会是好还是坏呢？反永续规则的取消有实质性的影响吗？加拿大的Manitoba省在1983年取消了反永续规则。
[36]

 该省的法律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对这个改革进行了评论。委员会在准备这份报告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律师，努力搜集律师是如何看待与评价反永续规则的。他们几乎没有搜集到律师评论。首先，律师们对反永续规则的准确适用条件非常无知。律师还把反永续规则“视作无关的事情和化石的存在”。其次，律师们怀疑，身后将留下大笔遗产的有钱人是否真正需要将他们对身后财产的控制延续两代到三代人。
[37]

 可能今天大部分的律师都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人）是怎么认为的呢？

反永续规定的取消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需要设立长期或者久期的信托？在取消反永续规则的州，多少人利用这个法律改革建立久期信托？很难有具体的数据。我以为，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会使用久期信托。但是美国的人口多达3亿，即使穷人和中产阶层人口的绝对数大大超过巨富，需要使用久期信托的人也许只是富翁中的一小部分，但也人数足够多以致会对法律变革发生实质影响。Dukeminier和Krier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纽约市某位律师的话，这位律师“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推测全国范围内设立久期信托的数量达到每年几千个”；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每年大约100个以上”。
[38]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有些人需要设立久期信托，这是否会威胁到公共政策？比如，有没有可能某位亿万富翁为家人设立一个巨型信托，信托期限为永远，然后这个巨型信托的财产会如同往山下滚的雪球，越滚越大？这里可能夸大了久期信托的危害。大多数超级富翁更喜欢设立基金会；他们将大部分财富都捐给这个机构。显然，他们认为这是获得不朽的更好方式，要好于将他们的资金遗赠给遥远的后裔。比尔·盖茨就是这样做的。此外，如果百万富翁有小孩，百万富翁的小孩也有小孩，那么即使信托资产可能会增长，但信托财产会在他的直系后裔中被切分成越来越多的份额。

即使没有久期信托，发展趋势是豪门家族仍然延续数代后仍是豪门家族，持有巨额财富。无疑许多富有的家族在历史发展中消失了；他们的后裔挥霍家产，最后所剩无几甚至一无所有。然而，像Vanderbilts、Astors和Duponts整体上在没有设立久期信托的情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全国的国民财富整体上增加，水涨船高，这些豪门家族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从国民财富的增加中获利更多。钱能生钱。富人有资本和机会去投资，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有钱聘请投资顾问、最好的会计师和最好的律师。豪门家族之间还会通婚。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突出。我怀疑久期信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或者不会让事情变好。

永远是很长一段时间。至今活着的人没法知道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过去后，久期信托将带来什么结果。一个让人欣慰的推测是，如果久期信托推广后，也许人们会感觉到对它进行法律控制的立法的需要。我还没有看到真正深入久期信托的分析。久期信托可能会有特别的条款，允许受托人或受益人集体来决定是否终止久期信托。
[39]

 久期信托对社会或对经济的实际影响，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观察到。

累积型信托（accumulating trusts）

对于普通的信托，雪球越滚越大的危险不十分严重，因为信托每年会将收益分配给受益人。随着经济发展，本金自然会越来越大。而真正的威胁来自累积型信托。这种信托不分配收益，而是把收益留存在信托中，将收益的一部分或全部转为本金。这样的信托确实可能会变得吓人地大，迟早有一天它可以将全国的资产甚至全世界的资产都吞下去。显然，这不太可能实际地发生。但是，如果你设立不分配收益的累积型信托，法律允许的信托期限是多长呢？

1805年英国法院判决的名案Thelluson v.Woodford中，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
[40]

 Peter Thellusson生前挣了很多钱，他于1797年去世，留下了一个又长又复杂的遗嘱。根据这个遗嘱一方面他把很多钱和其他财产遗赠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属。但另一方面他也设立一个信托，信托财产是位于英格兰的土地（每年收益大约4500英镑）、位于西印度群岛的一些不动产和价值估计超过60万英镑的动产。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遗嘱还规定在他死时，在世的子女们、孙辈们，甚至重孙辈们还活着的时候，信托财产的收益不分配，累积在信托中。直到上述四代人的最后一个去世时，信托基金才在他的未亡后裔中进行分配。在那个时候，按照这个安排，这笔遗产将会变得超级巨大，至少有这个可能性。

在法院，攻击这份遗嘱的人主张，这个安排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是破坏性的；预感到财富的增长、增长、增长的想法，就像某种可怕的原始怪兽，让人内心充满恐惧。或者至少他们用可怕的图景作为一种方式来攻击这个安排。尽管这样，英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个信托。净结果是将反永续规则适用于累积型信托。累积型信托是可接受的，只要它的期限不超过反永续规则允许的期限:存活人寿再加21年，或实务上少于一个世纪，信托就比较安全了。事实上，这个期限对于国会来说也太长了，国会在1800年所谓的《德鲁森法》（Thelluson Act）将允许的期限大大降低了。
[41]

 而在美国，许多州的成文法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和英国议会（House of Lords）的解决办法是同样的方便:只要不违反反永续规则，信托可以累积收益。

但这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州取消反永续规则，会对累积型信托带来什么影响呢？在任何一个取消反永续规则的州，毕竟人们可以设立一个永久期限的信托。是否一个久期信托可以同时是一个累积型信托吗？
[42]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取消对累积型信托的禁止。例如，特拉华州取消了反永续规则，也废弃了反累积型信托的规则。
[43]

 但在许多州，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理论上，久期信托和累积型信托最终可以将地球上所有的财富吃进肚子里去。

累积型信托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呢？可能不是具有特别大的重要性。久期信托自身的问题更多；但是只有当它达到一定数量时，它们坏的副作用才会显现出来。而它的数量普及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老Peter Thellusson设立了一个纯粹的累积型信托:即收入不得分配，必须累积。精明的律师在起草久期信托的文件时不会这样做。相反，它们会拟定相关条款，全权授权受托人决定是否累积或分配收益。这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物种。这个思想不是设立某种巨大的信托，如谚语所说的像朝山下滚的雪球一般的增长。这个思想是使信托更加灵活。受托人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有的时候累积收益，有的时候又将收益分配给受益人。而且不论怎样，这种类型中的任何一个信托不可能实际地增长到一个巨大的、可怕的规模。毕竟，信托必须缴税。对于不向受益人分配而自己留存的收益，信托不得不支付所得税。
[44]

 此外还需要向受托人或其他代理人支付费用和佣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拖信托基金绩效的后腿”。
[45]



反永续规则不适用于慈善信托。慈善信托一直以来都是永远期限。通常，慈善信托应该将收益用于慈善目的。赋予慈善信托累积收益的权力，是反常的。然而，宾夕法尼亚州的两位古怪的立遗嘱人，当得知经过若干世纪，很小数目的资金会像滚雪球那样累积成巨额财富后，他们为这个想法所深深吸引。这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Frank James率先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将他的所有遗产剩余都放入信托，受益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自由与公认的值得尊敬的共济会总会”（“Right Worshipful Grand Lodge of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 of Pennsy⁃lvania”）和“宾夕法尼亚州伊丽莎白镇的共济会之家”（“Masonic Homes at Elizabethtown,Pennsylvania”）。
[46]

 “值得尊敬的共济会总会”（Worshipful Grand Lodge）将得到一半的收益，另外一半的收益将留存和累积220年。220年后，共济会总会得到75％；最终，400年后，信托终止，本金归属于共济会总会。奇士James留下了41,000美金；他的想法是即使给定一个很低的投资回报率，这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变成百万美元。法院判定这个计划是“不合理和无效的……没有必要的，空的慈善目标，还违反公共政策”。

另外一个古怪的立遗嘱人叫Jonathan Holden，也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他憎恨税收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能够取消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在20世纪70年代，他设立了一个信托，收益的一部分支付给一神论信普救说者协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其余的收益留存，累积期限“持续范围从500～1000年”。最终，这些收益用于设立一个“捐赠基金”（endowment）,“支付所有的政府开支”，这样政府就不用征税了。但是这个安排也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根据初审法官的意见，为了慈善目的的累积必须是“合理的”（reasonable）；而这样的计划，例如James的遗产计划和安排（法官在判决书中特别提到了它）是“不合理的，违反公共政策”，因此是“无效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同意这个观点。判决意见从来没有清楚地界定什么样的计划或安排是“不合理的”（unreasonable），但是上述例子的遗产计划显然让法官震惊和吓到了。
[47]



另外一个非常规的立遗嘱人是得克萨斯州的Charles Walker，他的遗嘱是要求遗嘱执行人出售一大块土地，“换取现金”，然后将现金投资在“安全、免税的美国政府债券，或有保险还免税的市政债券”。这些构成信托基金。这些信托基金将累积不分配（他认为）“直到可以为每一个18岁或18岁以上的美国人发放100万美元信托基金”。经过计算，他认为这需要346年。这个计划也没有被上诉法院所支持。上诉法院认为这完全不是一个有效的慈善信托。仅仅将金钱无歧视地捐赠并不是慈善。上诉法院将这个案例发回初审法院，让初审法院决定得克萨斯州的久期法（perpetuities law）是否能免予这个信托无效。
[48]



在1977年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判例中，法院还确实接受了这样一个要求久期累积（perpetual accumulation）的信托。
[49]

 Corry T.Meeker设立了一个信托，受益人是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的兄弟会的跛足儿童医院（Shriners'Hospitalfor Crippled Children）。该医院获得75％的收益；其余的收益进行累积并转入本金。设立这个信托的遗嘱对收益累积的期限没有作出指示。推定是永远。那么，这个条款有效吗？法院拒绝认定这个条款无效。但这是因为在法律上，当“收益的持续累积再也不促进信托目的或危及公共利益”，衡平法院有权变更（modify）信托。而这些情形还没有发生；因此法院暂缓认定该信托无效。不管怎样，就目前的判例法发展来看，慈善信托的收益累积条款问题几乎还只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当代税法不允许慈善信托和基金会随心所欲地累积收益。税法规则要求它们必须每年将资产市值的一定比例花费出去（pay out）。
[50]

 我们所想象的有权力将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吞下肚子的基金会，将不会存在。




[1]终身受益人（life beneficiary）是指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受益利益以受益人在世为条件，只享受终身。受益人一旦去世，信托利益消失，失去价值，不得继承；终身受益人去世后，由下一顺位的终身受益人或者剩余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的受益利益。——译者注



[2]这是《反永续规则的统一成文法》所采纳的做法。该法于20世纪80年代起草，并被相当数量的州所采纳。



[3]一般来说，反永续规则的适用分为三步。第一步，识别出信托设立时的不确定利益（contingent interest）。第二步，不确定的利益变成确定（vested）的条件（condition）是什么。第三步是寻找出信托设立时的存活人寿，一一列出，在存活人寿去世再加上21年，判断不确定利益变成确定的条件是否有实现不了的可能性。若有实现不了的可能性，则违反了反永续规则。



例1:委托人S 设立的信托为:“B1为终身受益人；如果 B1去世后，B2仍在世（B2 survives B1），则B2为剩余受益人。”在这个信托中，B1为确定的受益人，不受反永续规则的约束。B2是不确定的受益人，适用反永续规则。B2的不确定财产利益变成确定的条件是B2比B1晚去世。在信托设立时的存活人寿为B1和B2。B1或者B2任何一个人去世，B2的不确定财产利益变成确定的条件，也就是B2是否比B1晚去世，届时都会明确下来。因此，这个信托没有违反反永续规则。



例2:假设信托设立时，B1的第一个儿子为B2。委托人S设立的信托为:“B1为终身受益人，然后，B2为剩余受益人，但委托人设定的受益条件是他结婚。”B2的利益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他是否结婚。信托设立时的存活人寿为B1和B2，在B2的有生之年，B2是否结婚这个条件一定会落实，因此，B2自己是自己的有效人寿（validating life）。这个信托没有违反反永续规则。



例3:假设信托设立时，B1只育有一子B2，但B1尚能生育。委托人S设立的信托为:“B1为终身受益人，同时，B1第一个结婚的子女为剩余受益人。”B1的终身利益是即时的（present）和确定的（vested）。剩余受益人的受益利益是不确定的，条件是第一个结婚。B1和B2都是信托设立时的存活人寿。首先看B1的人寿再加21年的期限内，剩余受益人的受益利益条件是否有实现不了的可能性。无法确定在B1的人寿期间和去世后21年内，他的子女是否会结婚。因此，B1不是使剩余受益权确定下来的有效人寿（validating life）。其次再来看第二个存活人寿B2。仍然发现，在B2的寿命范围再加21年的期限内，B2自己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结婚，甚至B2可能会突然意外去世；B1也有可能日后再生育子女B3、B4等其他子女，这些其他子女在B1、B2去世后的21年后结婚。通过分析这些相关的存活人寿， B1的寿命范围再加21年，这个期间无法一定让剩余利益确定下来；同样，B2的寿命范围再加21年，这个期间也无法一定让剩余利益确定下来。尽管在B1和B2去世21年后，剩余利益才确定下来，但这已经超出了反永续规则允许的期限。基于反永续规则，该信托中的剩余利益的设定是无效的。按照美国信托法，信托无效则适用归复信托的规则，信托财产回复委托人或其继承人。



这三个例子改编自 Peter T.Wendel,Wills,Trusts,and Estates,N.Y.: Wolters Kluwer Law ＆Business,2014,pp.364－367。--译者注



[4]引自经典论文W.Barton Leach,“Perpetuities in a Nutshell,”Harvard Law Review 51: 638,639（1938）。差不多在50年后，Jesse Dukeminier,“A Modern Guide to Perpetuities,”California Law Review 74:1867（1986）。



[5]Leach,“Perpetuities in a Nutshell,”p.643．经典案例是 Jee v.Audley,29 Eng.Rep.1186（Ch.,1787）。



[6]Leach,“Perpetuities in a Nutshell,”p.644．



[7]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一个明智的起草人十分容易就可以规避反永续规则。在90岁的妹妹这个情况，你只要把她的子女名字一一写明，或者更具体的指示，子女指的是已经出生的子女。类似的，你也可以通过把你儿子的妻子名字显名的方法，规避“未出生的遗孀”:“一旦Roderick去世，他的遗孀Tiffany将享受终身收益”。在当今的实务中，因为在还保留反永续规则的州，反永续规则也被彻底驯化了，因此即使是通过文字起草来规避反永续规则也是没有必要的。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永续规则中的有害物已经被去除了。



[8]当然Bumble先生所指的规则不是反永续规则，而是这样一个规则:如果一个妻子犯罪，该规则推定一定是丈夫教唆的。



[9]关于法院所认定的（大大小小的）数字规则之演变，参见Lawrence M.Friedman,“Legal Rules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Stanford Law Review 19:786（1967）。



[10]另外一方面，一个差劲的律师可能会被反永续规则搞得完全地糊涂。一个臭名远扬的案例是，Lucas v.Hamm,56 Cal.2d 583,364 P.2d 685（1961）。



[11]John Chipman Gray,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1886）,Preface,p.v．



[12]比方说，你有可能在遗嘱中指示，把房子的终身所有权留给儿子；儿子去世后，终身所有权归属儿子的长子，然后是儿子的孙辈和外孙辈。但是这个链条是“终身的法律所有权”（legal life estates）。房子没有转入信托，因此这个链条不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



[13]例如Michigan Compiled Laws § 554.72;§ 554.74（统一规则的第四节）对于可能违反反永续规则的文件，给予法官有限的变更权力。



[14]Smith⁃Hurd Illinois Compiled Statutes,765／305／4（3）．



[15]不仅美国是这样的。参见加拿大Alberta省的Revised Statutes of Alberta,2000, ch.P－5。



[16]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Act 1964（UK Statutes 1964,ch.55,as amended）．



[17]Lewis M.Simes and Allan F.Smith,The Law of Future Interests,Vol.3,by John A.Borron Jr.（2004）,§ 1288,p.294．



[18]Delaware Code Annotated,Title 25,§ 503（a）,（b）．相关的讨论，参见Richard W.Nenno,Delaware Dynasty Trusts,Total Return Trusts,and Asset Protection Trusts（2004）。



[19]参见 Angel M.Vallario,“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Journal of Legislation 25:141（1999）。另参见Jesse Dukeminier and James E.Krier,“The Rise of the Perpetual Trust,”UCLA Law Review 50:1303（2003）。



[20]Rhode Island Statutes § 34－11038．



[21]Washington Revised Code § 11.98.130．



[22]Wyoming Statutes Annotated 2007,§ 34－1－139（b）.Lewis M.Simes and Allan F.Smith,The Law of Future Interests,Vol.3,by John A.Borron Jr.（2004）,pp.448－450．



[23]New Hampshire Revised Statutes § 564:24．



[24]为什么不呢？遗产税是对遗产所征收的税，是对死者所拥有财富在人死亡时的价值所征收的税收。但是在信托上，我的女儿只享有终身利益（life interest）。当她去世，她的终身利益价值为零。那么，信托的存在不会使得她的遗产缴纳税收。



[25]前文提到的让信托持续1000年的怀俄明州成文法，为这个巨大的恩惠补充了一个条件:信托“适用本州法，而且受托人的营业地在本州、在本州管理信托或者是本州的居民”。Wyoming Statutes Annotated 2007,§ 34k－1－139（b）（iii）．



[26]这家律师事务所是 Oshins ＆Associates,LLC。另参见 Carole Gould,“Shifting Rules Add Luster to Trusts,”New York Times,October 29,2000,p.B11。



[27]Robert H.Sitkoff and Max M.Schanzenbach,“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for Trust Fund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petuities and Taxes,”Yale Law Journal 115:356（2005）．



[28]Adam J.Hirsch,“Fear Not the Asset Protection Trust,”Cardozo Law Review 27:2685,2687（2006）．



[29]Ibid．相关的讨论，参见 Nenno,Delaware Dynasty Trusts,pp.75－137。



[30]Rachel Emma Silverman,“States Court Family⁃Trust Business,”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2,2006,p.D1．



[31]Joel C.Dobris,“The Death of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or the RAP Has No Friends— an Essay,”Real Property Probate＆Trust Journal 35:601,614－15（2000－2001）．



[32]关于名人文化和它的影响，参见 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 （1999）,pp.27－43。



[33]1828年纽约财产法的大范围修订是一个耀眼的例外。



[34]Friedman,“The Dynastic Trust,”p.565．



[35]大型信托即使是个人担任受托人（individual trustees），但仍预期个人受托人聘请专业管理者从事实际的工作——当然是在个人受托人监督之下。



[36]The 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Act,Statutes of Manitoba,1982－84,ch.43, p.551（August 1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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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慈善捐赠和基金会


慈善信托和基金会是当代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大型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
[1]

 富人通过遗嘱或者在生前通过赠与设立的这些信托和基金会，年复一年地捐赠出大笔资金。在2005年，68,000个基金会资助了大约336亿美元。
[2]

 这是一大笔资金。当然，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了数万亿美元；相比数万亿美元，336亿美元不是很大的比例。但是，大学、艺术机构、许多宗教组织和某些科研机构如果没有信托和基金会的捐资，则难以为继。本章将讨论这些长期信托和基金会。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一向都喜欢做慈善捐助。他们大部分在生前做慈善；他们也可能在遗嘱中指示自己去世时将资金留给慈善。然而，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去世时不把钱捐给慈善；他们的钱在去世时留给家人。亿万富翁可能会表现不同；而普通人甚至普通富人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去世时把钱留给慈善。这是关于遗嘱行为（testamentary behavior）的所有研究报告的一致发现。有一个稍早的研究是基于纽约县1880～1885年的遗嘱，发现只有8.4％的遗嘱有慈善捐助的条款；含有慈善捐助条款的遗嘱中，大约有一半的慈善捐助“金额数量只占总遗产的很小比例”。而且，该研究基于不是随机抽样的遗嘱文件，而是搜集了“显赫”（prominent）人群的遗产计划。
[3]

 对20世纪80年代在罗德岛的Providence城市居民的遗产计划的研究发现，慈善捐助同样稀少。
[4]

 Olin Browder对1963年度在英格兰和密歇根州的Washtenaw县的遗嘱进行研究，发现在187份遗嘱中只有30份遗嘱立有慈善捐款；他报告的比例已经比大多数研究所发现的比例更高了；但在四份遗嘱中，慈善捐助是“替代性的”（substitutional）——即只有在主要继承人死亡，慈善捐款条款才生效。
[5]

 在新泽西州的Essex县，在1850年度的68份遗嘱中，只有一份是慈善捐助的遗嘱；在1875年度，60份遗嘱中只有6份是慈善捐助的遗嘱（一份遗嘱是遗赠给弥散仪式（Masses）的；一份遗嘱的慈善捐款是或然性的，取决于某个条件的实现）；在1900年度的150份遗嘱中，只有两份是慈善遗赠。
[6]

 1975年的一个研究是搜集华盛顿州King县的遗嘱，发现59个死者立有遗嘱，其中只有4份遗嘱（6.78％）做出了实质性的慈善捐助。
[7]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对加利福尼亚州 Alameda 县的一个研究发现只有8％的遗嘱含有慈善遗赠。
[8]

 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San Bernardino县，这个比例大约是一样的——只有7.9％的遗嘱立有关于慈善的条款，其中一些还只是不确定的赠与，却很可能不会发生。大约60％的遗赠是给教堂和其他宗教组织的。
[9]



然而，富人和超级富翁的表现就十分不同了。人们对超级富翁的标准期待是他们设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将他们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钱拨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很多年来都是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关于福特基金会，Dwight Macdonald于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了充满智慧的系列文章，那时福特基金会是该领域“迄今最大的零售商”，将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比下去了。Macdonald把福特基金会描写成“一大堆资金，周围围绕的人全是想着分一杯羹”。
[10]

 现在福特基金会依然是一个十分大型和有影响力的基金会:2006年福特基金会的价值超过120亿美元，一年的支出超过5亿美元。但是目前福特基金会已经被盖茨基金会超过，落居第二的位置，而且距离盖茨基金会很远。截至2004年年底，盖茨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超过280亿美元，超过福特基金会的两倍规模。当时，有不少于49家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超过10亿美元；超过100家基金会拥有的资产至少超过5亿美元。
[11]

 当沃伦·巴菲特——美国的第二富豪在2006年决定将自己大部分的巨额财富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财富更大了。
[12]

 这真是非同一般的自我牺牲。通常，不论多么慷慨的超级富豪，想让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且想看到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每一栋受惠于自己捐赠的大楼身上。

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总数量达到数千个。在1985年，国内税收服务部门（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从31,171个“国内的私人基金会”（domestic private foundation）接收到了“纳税信息单”（information returns）;2002年，总数达到了73,255。而且这个自愿报告的总数一定低估了实际的总数。这些基金会中有非常小的基金会，也有坐拥数十亿资产的大型基金会。

小型基金会有时只致力于十分狭窄和具体的目标。1928年设立的Conrad Cantzen 鞋子基金（Conrad CantzenShoe Fund），受益目标是演员平等协会（Actors Equity Association），主要是为“有需要的剧场专业演员”采购和捐赠鞋子。捐款人是这样所说的，“很多次我都把鞋帮垫高，”因为“我的鞋子底部越薄，在找工作时我越没有勇气去直视老板”。
[13]

 在谱系的另外一端，大型、著名的基金会往往有十分宽泛的使命。在纽约设有豪华办公室的福特基金会，将“促进民主价值”“扶贫和消除不正义”“提升国际合作”和“增加人类成就”列为自己的目标。这相当于授权基金会做什么事情。根据基金会文件，1907年开始运作的Russel Sage基金会应将收益用于“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改善”。最大的基金会有能力干大事。除了其他大事之外，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国际健康问题，向瑞士热带研究院（Swiss Tropical Institute）和世界卫生组织捐助数百万美元，还向艾滋病防治和提升全球健康捐助了大笔资金。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以它的“资助天才”（genius awards）而闻名，“向那些在他们的创造性探索和显著的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展示了超凡的原创力和追求的有天赋的人，提供无限制的资助”。
[14]



不论它如何富可敌国，没有哪个基金会能够完成它想做的一切事情。一些基金会集中在医药研究或者教育方面。更小规模的基金会甚至更专注于更小的领域。1925年组织起来的Robert Schalken⁃bach基金会，它的目标是“提升对Henry George（1839－1897）的社会哲学和经济改革观点的公众意识，包括他的‘土地价值的单一税’主张”。
[15]

 但一般来讲，基金会有广泛的使命；而且基金会的规模越大，它的使命越有可能宽泛。

法院经常声称，法律支持慈善活动。确实有许多证据表明，法院在判决中会偏向慈善，而且一般来讲，法律也是偏向慈善的。首先，美国法院（至少在当今）在对慈善的界定方面采取比较宽的定义。当然，对慈善会有一些限制。例如，在一个老的判例中，立遗嘱人留下的资金是永远用于维修他的“家族纪念碑和墓地”；此外，这笔资金中的部分是用于向一个“军队乐团”付费，让他们在他每年的忌日和节假日都列队游行到墓地，然后在墓地“表演一个葬礼的仪式……演奏合适的音乐”。这不被法院支持。
[16]

 可能在当今这种游行乐队的遗嘱安排仍然不被法院支持，而制定法则特别允许在遗嘱中遗留资金用于对墓地的永久看护。现在还不是特别能断定，只要能证明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信托可以完成任何心愿；可以确定的是，相比英国法，美国法已经相当宽容了（open⁃minded）。剧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设立的遗嘱信托是为了改革英语的拼写方法；他设计了他自己的一套语音学字母系统，显然他希望他的这套字母系统有一天能够战胜现在的英语字母系统。然而，英国的法院认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慈善目的。
[17]

 直至今日，英语拼写方法与以前一样混乱。

法律对慈善的偏向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对于盈利，慈善不需要缴纳所得税。慈善捐赠，包括向慈善基金会的死时遗赠，完全不用缴纳遗产和赠与税。这与美国文化是一致的，而且美国人或多或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美国的亿万富翁将所有的资金遗赠给基金会，能够免缴继承税。当然，这相当于让政府本来能够征缴的收入没有了。相比（比方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资助，美国政府在资助交响乐团、艺术馆、芭蕾舞团体和类似活动方面所做的付出是相当地吝啬。同样与欧洲和拉美国家相比，美国有许多富裕和兴盛的私立大学。然后，艺术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依赖有钱人的捐助。这种模式有它的利与弊，却已深深植根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

对于慈善信托和基金会，信托法的一般规则有所变通。由于反永续规则，永久信托在许多州还不被允许。然而，在所有的州，永久的慈善信托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事实上慈善信托的期限永久化是通行规范。少许的慈善信托或基金会含有“日落”条款，这些慈善信托或基金会在设立时确立了一个确定的、短的存续期限，然后期限将至，必须花掉所有的资金和解散。但是，绝大多数的慈善信托设立时不会自我设置存续期限；有一些慈善信托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遗嘱附录中设立了一个信托，他想让信托持续至少200年。附录中他指示把钱捐给波士顿和费城，“以5％的年息”贷款给“曾经在这两个地方做过学徒的25岁以下的已婚工匠”。富兰克林具有清晰的远见:如此设计的信托条款使得本金一定是增长的。100年后，费城将信托基金中的多余资金用于将水从Wissahickon溪流中抽取到市区中。
[18]



此外，普通的信托一定有确定的、可识别的受益人。理论上，这些受益人有权执行信托。如果在普通信托中无法确定受益人，信托（据说是）无效。事实上，普通信托总是有可确定的受益人；否则的话，首先谁还会费尽心力去设立一个信托呢？的确能看到一些例子，有人为了X的孩子的利益设立一个信托，而X未婚也没有孩子；这种信托是有很大问题的，这样的信托是否有效颇具争议。
[19]

 对于遗嘱信托的受益者为立遗嘱人的宠物（猫、狗、马）这样的信托，法院也很纠结它的效力问题。显然，这种信托的“受益人”几乎不可能去法院申请执行信托（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为了婴儿利益而设立的信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反过来，如果受托人愿意履行他们对猫、狗或马的义务，法院也愿意承认这些“名誉”信托（“honorary”）。
[20]

 在一些州，例如纽约，成文法还特别授权为动物利益而设立的信托，使这类信托具有了执行力。在一个案子里面，信托的“收益和本金受益人”是五只猴子。受益人生活在“人猴交流研究中心”，并且“以熟练掌握美国人的肢体语言而闻名”。
[21]

 2007年，地产大亨、刻薄女王Leona Helmsley去世，享年87岁。她把1200万美元设立遗嘱信托，受益人（显然）是她的爱犬，名叫“麻烦”（Trouble）。
[22]



不管怎样，慈善信托的通常情形是恰恰相反的:不需要有确定的受益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多数的慈善信托中，你无法指向某个具体的人在法律上可以以受益人的身份享有起诉受托人的权利。因此，你可以设立一个信托，目的是“为了缓解穷人的痛苦”，或者“保留湿地”，或者“鼓励艺术发展”；但没有一个具体的人能够声称自己是这个信托的受益人，然后据此去法院执行信托。仅仅证明我贫穷又痛苦，再加上证明这个信托的目的是穷人和受折磨的人的利益，这两个事实的证明还不足够。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谁有权执行信托？谁能确保受托人履行它的义务？慈善信托是有监督机制的，随后我再分析这个问题。

慈善信托法的历史

慈善信托的发展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总是得到法律的偏向和祝福。事实上，慈善活动曾经不总是法律所偏爱的，反而是被法律所强烈驳斥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在合众国的早年，慈善活动是否是法律所可接受的，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大争论。

1819年，这个问题——慈善信托是否有效——摆在美国最高法院面前。弗吉尼亚州的居民Silas Hart在遗嘱中指示向“在费城集会的浸信会联合会”捐款；捐赠包括“一个永久基金，受益人是牧师认为有前途的年轻教徒，目的是浸信会教派的年轻人教育”。
[23]

 Hall 死于1795年。遗嘱签订是在1790年。

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统治走下坡路的时期，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关键的法律，叫《慈善用益法》（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它是调整慈善捐赠和慈善信托的执行问题的。
[24]

 但是，在1792年，当时是美国独立早期的反叛期，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一部法律，宣告在美国革命之前制定的所有英国的法律都无效。这些法律就包括《慈善用益法》。那么，Hart的遗嘱信托在法律上还能成立吗？

约翰·马歇尔法官的判词一开始就基于十分严格的规则，宣布Hart的遗嘱捐赠是无效的。因为在Hart去世时，浸信会联合会还没有注册；它是得到了授权，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根据当时的法律，一个没有注册的协会没有基于他人遗嘱而继承财产的权利能力。这个瑕疵使Hart的遗赠无效，除非遗赠的慈善性质中有什么特别之处才能挽救该遗赠。那有没有呢？马歇尔法官接着开始对《慈善用益法》的历史进行了很长的附带讨论，以及分析法院在《慈善用益法》之外是否有独立的权力去宣告该慈善捐赠有效并执行该慈善捐赠。最后的答案是否定的。Hall的遗赠得不到法律支持。

在1844年Vidal v.Girard's Executors案中，慈善信托的问题再次进入最高法院的视野。
[25]

 这个判决在许多法律争议点方面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这个案例的事实也极其有趣。Stephen Girard出生在法国，移民到美国，定居在费城，1831年去世。他是个鳏夫，没有孩子。他也极其富有，身家达约7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

他的遗嘱指示他的庞大遗产被用于建立“一个永久的学院，有适宜的大楼，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至少300名学者的居住起居”。学院坐落在Girard所拥有的土地上。遗产用于支付教师的待遇，为学员提供“体面和适宜的家具，还有书籍和各种东西”。只要是为了落实他的“总体设计”所需要的东西，遗产都支付开支。他的“总体设计”其实极其具体。学院的大楼是“从东到西至少长达110英尺，从北到南至少长达160英尺……三层楼高，每一层楼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内高至少是15英尺”。大楼要“内外防火”。“除了门、窗和百叶窗”，大楼不许使用木头。住宿者是“6～8岁的贫穷的白人男性孤儿”，其中，第一优先顺位的是出生在费城的孤儿；第二优先顺位的是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其他地方的孤儿；然后是出生在纽约市的孤儿，然后是出生在新奥尔良的孤儿（“我第一次做生意的那块陆地上的第一个港口”）。食物是“简单但营养搭配”；服饰是“朴素但体面的装饰，（不许穿着哗众取宠的服饰）”。学院要让学员有“适宜和理性的运动与娱乐”。学院的课程也被Girard细致地安排。学员可以学法语与西班牙语（“我不禁止，但我不推荐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在“14～18岁之间”，学员可以待在学院里。18岁以后，学员“必须参加工作，求职于费城市长、议员和居民……直到找到合适的职位”。而且，“不论任何宗派的教会、传教士或教堂，不允许在学院内举行任何活动或者做任何宗教仪式”，或者，甚至“不准作为访客进入学院范围内，不论是为了何种目的”。这是为了保存“孤儿的赤子之心……免受教义冲突和教派争端所容易造成的兴奋之扰”。

Girard的遗嘱还有许多其他条款；从人类的知识史日趋完备的过程来看，这份遗嘱将制造了一长串的诉讼。（那时候，例如，只有白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孤儿符合受益资格；而这在在民权运动时代成为一个问题。
[26]

 ）从心理学角度，遗嘱自身也非常有趣。Girard和后来的许多其他的富翁富婆，都在寻找某种不朽；他达到不朽目标的工具是通过设立一个永恒的和永远存在的慈善机构，也就是这个案例中的学校。然而，Girard的目标处于某种张力之中。他急切想建立某种永远的东西，而这与他的事无巨细的指示是冲突的，这些指示具体到这个永远的东西如何运作。在追求永恒与事无巨细这两个方面，他的慈善信托都可以称得上是死者之手控制的极端例子。

Girard的亲属攻击这份遗嘱。侄子、侄女眼睁睁看着巨额财富从手中滑落。他们提了很多主张。他们主张费城作为一个城市没有权力获得信托财产。此外，他们主张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没有承认慈善信托。他们还坚持认为，遗嘱信托对神职人员的怪异限制是“对基督教的贬损和敌视”，因此“它违反宾夕法尼亚州的普通法和公共政策而无效”。
[27]

 然而，Joseph Story大法官在执笔撰写最高法院观点时，支持该遗嘱信托。Story判定费城确实有权力去接收信托财产，而且在宾夕法尼亚州，慈善信托是完全有效的。至于原告所宣称的对基督徒的敌意，Story置之不理。仅仅因为没有“牧师”在该学校执教不能认为是对基督教的敌意，因为这不意味着基督徒不能自己教自己；此外，非牧师也可以传播基督教。

当然，这个案例的判决是适用并取决于宾夕法尼亚的法律。对待慈善信托的态度和法律教义，因州的不同而有差异。简而言之，19世纪前半叶的法律状况是十分让人困惑的。纽约州的法律特别有趣和复杂。部分是因为立法曾经试图改革财产法，法院在遗嘱是否可以设立慈善信托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很难去一般性地归纳法院的观点；但至少慈善信托曾经在纽约州是受到质疑的。
[28]



Samuel Tilden（1814－1886）是杰出的民主党政治家，曾当过纽约州的州长，1876年的总统候选人（那是一次很有名的竞争性很强的选举，最终是把Rutherfor B.Hayes送到了白宫），尽管从来没当过总统，但他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像Girard一样，他没有子嗣；他的姐姐和若干位侄子、侄女在他去世后仍然活着。他也设立了遗嘱信托，将死后的大笔财富都放入信托，信托目的是在纽约市建立和支持一个“自由的图书馆”。Tilden意识到纽约的法律将对他的计划构成障碍，然后他认为他想到一个绕开法律障碍的方法。他把财产遗赠给受托人，指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立法机关的授权，授权受托人注册信托。这个步骤完成了，Tilden的信托于1887年在纽约注册。但没什么用，Tilden的一些亲属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撤销Tilden的信托。这些亲属主张，根据纽约的法律，这个信托是无效的。1891年，该州的最高法院也就是纽约上诉法院同意这些亲属的主张，这些亲属胜诉。
[29]

 然而最后结果是这个信托没有完全地被解体。其中一位亲属Laura Hazard放弃了权利，通过和解得到的金额略少于100万美元。其他亲属最终也与受托人达成了协议。分配给这些亲属一定资金之后，信托最后还剩下一大笔资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纽约市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无疑，Tilden信托的失败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创伤性的事件。哈佛法学院的James Barr Ames就这个主题发表过一篇论文。他的论文开头是这样评论的:“这种场面一定总是令人忧郁，一位立遗嘱人明确死后将财富捐献给伟大的公共福利事业，却被贪婪的亲属将这笔财富转为亲属们的私利之用”。
[30]

 在那个时候，纽约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州，在那里这类信托可能会失败。根据它的法律，（法院认为）当地法律不允许设立慈善信托。（James Barr Ames 说）这是“纯粹的邪恶”（unmixed evil），它“为了寡廉鲜耻的亲属的利益”而掠夺了“社区群体利益”。
[31]

 纽约的立法者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1893年，他们修改了法律，取消了对慈善信托的禁止性规定。
[32]



纽约的情况已经是一个特殊个案了。另外一份19世纪的遗嘱——它让我们想起了Stephen Girard的遗嘱——与Tilden的遗嘱具有截然不同的命运。John Crerar在1889年死于芝加哥。他也是非常有钱，没有结婚，最近的亲属是他的堂表亲。他在遗嘱中把钱遗赠给各种慈善机构，包括一笔10万美元的捐款用于塑造“亚伯拉罕·林肯的巨型雕像”。此外他指示他的剩余遗产应该被用于建立和资助一个位于芝加哥南部的“自由的公共图书馆”，命名为John Crerar图书馆。这个建筑应是“雅致、坚固和防火的”；书籍和期刊的“选择标准是瞄准在社区建立和维持一个健康的道德和基督教情感”。所有的“污秽和淫邪”要被排除掉；具体地，他禁止图书馆引入“肮脏的法语小说、所有可疑的垃圾和包含有问题的道德基调的作品”。
[33]

 他的亲属攻击这份遗嘱，但是伊利诺伊州的法院支持这份遗嘱。伊利诺伊州的最高法院认为，“法律的不变政策”是“支持慈善捐赠”；这样一个为了“在这个伟大城市建立自由公共图书馆的捐赠基金”而做出“巨额的遗赠”若被认定为遗赠失败，这样的认定将是错误的。
[34]



19世纪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法律发生了变革，这个变革背后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关键的改变是慈善基金会或慈善信托的形象改变了。合众国最早期的时候，对教堂死者之手控制的糟糕记忆把慈善信托的形象毁掉了。土地转移到教堂的控制之下，由教堂永久持有，远离市场交易，储备起来，形成垄断:这就是当时的图景，一个超级负面的形象。这也是教会、学校、社团等永久管业之成文法（the mortmain statutes）立法时的基础想象。如同我们看到的，在Tilden信托设立被法院宣告失败之后，James Barr Ames写道，法院的这个判决伤害了整个社区。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可能是因为新的美国百万富翁阶层——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男人和女人们，展示了新的社会形象，而他们偶尔会决定将一些或全部财产捐赠出去用于提升公共福利；Ames认为（毫无疑问其他大多数人也同意）法律应该鼓励富人们这么做。

在Gilded时代，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富豪的捐赠。这些资金没有捐给教堂；它们不是用于某个教派的目的。这些捐赠资金是捐给公共利益，服务于公共利益。两位研究博爱的历史学家 Barry Karl和Stanley Katz，对这段历史的发展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他们区分“临终慈善”（palliative charity）的两个不同动机——慈善（charity）和博爱（philanthropy）,“对社会病之根源”开展“科学研究”。
[35]

 他们将伟大基金会的兴起和“博爱”联系起来；和进步的思想联系起来。许多人相信一些古老的问题比如贫穷和疾病，通过科学、技术和认真的调查，可以被改善，还可能被攻克。这成了新基金会的目标之一。

此外，如同他们二人所说的，美国具有“本地（local）和私人首创的传统”。
[36]

 不像欧洲国家，这片土地上的政府是碎片化的，在我们大多数的历史时期权力是广泛地分散的，如同玻璃散落成上千块的碎片。这是结构上的事实，也是文化的事实。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大致是独立各州的联合，它从基因上就带有对中央权力和国家政府深深怀疑的传统脉络。19世纪的美国人不“接受全国社会秩序的观念”，但如同Karl和Katz所认为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控制的事实”；他们只是反对“由中央政府来完成社会控制”。富裕精英的群体开始意识到“本地慈善资助和本地改革”可能不足以解决国家的问题。结果是“建立当代的基金会，将基金会合法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全国系统工程，它是一个由私人财富所支持的运作系统，并取代政府系统”。
[37]

 换言之，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更偏向于标签为“私”的机构，而不是标签为“公”的机构。因此，鼓励私人慈善和私人基金会显得十分合适——符合个体主义、市场导向体制的传统。有人还补充说，基金会和慈善信托能够做在我们的宪政体制下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把钱捐给教堂和宗教组织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今的大型基金会没有Girard的遗嘱或McKee的遗嘱所存在的问题:大型基金会的许可成立文件不会处理细枝末节的事情。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的许可成立文件是1913年纽约立法机关通过和授权的。它的目的是促进“全世界的人类福利”。
[38]

 这大概是最概括的目的了。

纯粹的善心不是富人设立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有力的推动力是税收。如前所述，把钱捐给慈善，能够避免遗产税。例如，福特基金会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避税的因素。福特汽车公司是福特家族私人所有和控制的。截至20世纪20年代，对于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的遗产，遗产税高达40％。当某位家族成员去世，福特家族被迫出售股票筹集资金去交税；而股票的出售会削弱或消除福特家族对公司的紧密控制。
[39]



福特家族偶然发现了下面的方案。他们将公司的股份分为两类。95％的公司股份是A类股份，没有投票权。剩下的是B类股份，有投票权。家族在1936年设立福特基金会，Henry Ford和Edsel Ford在他们的遗嘱中，将家族持有的所有A类股遗赠给基金会；B类股留给家族成员持有。对拥有投票权的股份的税收负担，由无投票权股份来支付。
[40]

 既然基金会继承福特公司95％的股份，那么，遗产税不会太重，家族不用出售公司的股份也能支付遗产税。这样基金会拥有公司股份的大部分，但是福特家族对公司事务维持他们的绝对控制。

后来福特汽车公司变成了一家公众公司；公司的股票被广泛分散的普通个人和机构所持有；福特基金会也对自己的资产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基金会的控制权从福特家族手中滑落到管理者的手中。许多管理者来自学术界。这是延续有一段历史的所有基金会所遭遇的变化，成了一个规律。创立者去世；家族成员分散；最终基金会变得独立，成为一个自由的实体。富裕的世系家族一定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他们继续慷慨地向基金会捐款。至少基金会让他们的名字永恒，也至少让他们的巨大影响力还能持续存在。最终，死者之手对基金会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但这可能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法律继续欢迎基金会。向基金会的捐赠依然是免税的。我们在上一章所讲到的法律给予家族世代信托所享有的一般法律特权，基金会也享有并从中受益。这并不等于说，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特别是非常大的基金会，在政治上一直是免受攻击和没有争议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沉浸在对共产主义的假想敌之中，幻想着共产主义者潜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会认为应该调查其臆想中所怀疑的这些大型基金会所从事的阴险事情，特别是针对福特基金会。1954年成立的里斯（Reece）委员会是美国众议员Brazilla Carroll Reece的主意。这位了不起的政客宣称他在福特基金会看到了一个“邪恶的阴谋”，要把美国演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国家。
[41]

 Reece发表在《美国信使》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显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对美国进行影响、渗透和颠覆的一个主要据点。”根据他的说法，莫斯科已经“直接下令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去渗透到我们的慈善基金会”。
[42]

 里斯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充满了疯狂和荒谬的指控。幸运的是没有因此带来太大的迫害。

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时期，那些指控也必定听上去是荒唐的。对于里斯和他的同路人而言，任何中间偏左的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这些怀疑带来政治上的回报。右翼对社会科学持特别怀疑的态度。里斯和极右分子要求社会科学盲目服从某些教旨:自由市场、正统宗教和超级爱国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让保守人士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特别是社会学家是美国社会三大支柱的死敌。
[43]



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给人贴上“右翼”和“左翼”的标签，但是“翼”的内部本身也是碎片化和不统一的。里斯和麦卡锡代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面向:偏执、对政府深深的怀疑、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嗅察到“社会主义”、对“精英”持敌意态度。但是美国保守主义还有其他面向。大型基金会的创始人不太可能是左翼分子。虽然最终基金会随着发展会倾向于落入学术界和职业管理人的手中，但是，这些人也不太可能是“赤色分子”（reds）。而且他们代表私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财富，这些财富是私人捐赠并由私人管理，而不是哪个特定的政权或政府的代理人；如同Katz和Karl所指出的，“私”是他们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隔了不短的时间，里斯的精神后裔发动了针对全国人文学科基金的战争，还对联邦的艺术资助也发动了攻击，尽管二者所涉及的资金量不大。然而，他们发现，交响乐团、剧院公司和艺术馆这些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往往也是共和党的保守人士，而且是真心地为这些本质上就属于私域的机构而服务。

国会确实制定了一些规则和管制，想遏制基金会的某些行为。尽管政治偏见起到次要的作用，但是基础性的东西不是国会的政治偏见。备受攻击的真正问题是财务滥用和误用基金会的形式。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开始要求年度的最低支出额，
[44]

 然后禁止基金会持有某家公司超过20％的股票（换言之，禁止使用基金会去维持对公司的家族控制）。
[45]



近似原则（Cy Pres）

法律上讲，没有什么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慈善信托不能永久存在。事实上如前所述，大多数的基金会设立时是为了永久存在。在设立时给基金会设定确定的终止期限，这样的例子很罕见。然而，有一些著名的例子:例如Sears ＆Roebuck公司（Sears,Roebuck,＆Co.）的董事长 Julius Rosenwald 所设立的 Rosenwald 基金会。在1928年Rosenwald修订他的基金会章程，规定基金会必须在他死后25年内将所有基金全部花完。他写道:“我坚决反对永不谢幕的基金”。
[46]

 1932年他去世，在1948年基金会也终止了。它已经将它所有的基金都捐赠完了。一个更晚近的例子是1953年设立的John M.Olin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被要求在Olin死后的30年时间内，把所有基金全部花完。1982年他去世，而且实际上，基金会在2005年解散。
[47]



然而，大多数的基金会有不朽的生命。对于大多数的基金会和信托来说，永久期限不是问题。它们有十分宽泛的使命，这些使命不太可能过时和彻底完成。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更小的、聚焦更狭窄的基金会可能会变得没用了、非法了，或者不可持续了。或者信托或基金会的目标可能是非法或不可能启动的。Robert Wallace Craig留下15万美元给亚利桑那州的慈善修女会会员（Sisters of Mercy of Arizona），让它建立一家医院，“专为照顾结核病患者”。但是这个捐赠金额也太小了，无法达到建立一家医院的目标。
[48]

 那么，他的遗愿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至少按照他的字面含义是无法执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Frederick M.Thompson留下资金用于“购买25英亩或更大的农场”，然后在这个农场上“为了跛子和其他小孩，建立一个不分宗教派别的家……为他们提供一个户外和度假的家”。但是，“立遗嘱人的儿童户外之家这个梦想”是“不可实现的”，因为他只留下了区区的88000美金。
[49]

 这些不具有可实施性的信托，法律怎么处理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把钱回转立遗嘱人的继承人。但这不是通常的处理方法。在法律的工具箱里，有一个精致和方便的规则，叫作近似原则。近似原则被援引以解决如上案例的问题。当信托变得不可能或非法时，为了使信托继续下去，这个教义允许法院改变慈善信托的条款。法院可以变更信托，但总是要与信托的原条款尽可能地近似。（Cy pres在旧的法语里意思是“如此之近”（so close））。

一些早期的美国法院对近似原则持怀疑态度；一些法官甚至认为它在这个国家压根没有过。
[50]

 部分原因是，这是对英格兰适用近似原则的方式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特权的”（prerogative）近似原则。这是皇室的权力，在一定情况下，将慈善基金用作其他用途。例如，在1754年的案子中，一个犹太教的立遗嘱人将遗产用于建立犹太教学院，学生可以在里面学习犹太拉比法律。衡平法官认为遗赠是无效的。这个遗赠的用途是“迷信用途”，即“它所鼓励的宗教与现行宗教是违背的”。而在这样的案子中，皇室有权力把遗产转到其他的慈善机构。这个案子中，大笔资金被改做支持育婴堂的牧师，“教导小孩……的基督教信仰”。
[51]

 可怜的立遗嘱人一定在坟墓中被气晕。显然，这样的教义在美国是不被接受的。而美国法院甚至对普通的（“司法的”）近似原则也持警惕态度，可能是由于一个我们熟悉的原因——对慈善捐赠的不信任。当时的想象是慈善捐赠大部分是将财产转移到教堂的死者之手控制之中。

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现在看来，当时的态度已成历史。一个转折点是马萨诸塞州的Jackson v.Phillips（1867）案。
[52]

 Francis Jackson死于1861年。他把遗产留给受托人用来准备和传播“书籍、报刊……演讲、讲座和类似这样的其他媒介……以加强这个国家的公众取消黑奴制度的意识”；同时也被用来“资助那些可能从实行黑奴制度的州偶尔逃跑出来的黑人，这些施行黑奴制度的州构成了一个可耻的联盟”。
[53]

 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因此，一派观点主张，这个信托再也无法执行了，信托基金应当返回委托人的家族。但是法院不同意这个主张。在一个很长且充满见识的判决书中，法院探讨和适用了近似原则。“虽然黑奴已经得到解放，”法院认为，“黑人依然很需要资助和教育”。
[54]

 法院把这个案例转给一个专家，让专家按照这个逻辑再筹划一个妥当处分信托基金的方案。

当今在美国，近似原则是主流。这再一次表明法律是多么偏向慈善——偏向那些设立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的世系家族。近似原则让法院在维持委托人的基本意图的基础上，有权力变更信托和基金会的条款。而且当法院判断立遗嘱人有一个“一般的慈善意图”（general charitable intent），法院将适用近似原则。这本质上是一个假定，我们假定死人更加偏好对信托进行某种变更，而不是任其结束，让信托基金落入立遗嘱人之亲属的手中。

理论上，法院将尽可能少地变更信托条款，仅仅是刚刚够的最低限度的变更以使委托人的意图维续。但这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又能断定什么样的安排是正确的安排、最近似的安排、最妥当的安排呢？在1971年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有趣案例里，
[55]

 James Kidd留有一份自书遗嘱。在遗嘱中他写道，他没有任何继承人，留下100美元给“在我的坟墓说再见的传福音的那位牧师”，然后剩余的所有遗产去支持“一项研究或某个科学证据，我认为人死时灵魂会立即离开肉体，这个研究或证据要能证明我的看法，可以是一张拍摄到灵魂离开肉体的照片”。遗产金额达到大约175,000美元。不少于103位急不可耐的人认为自己对遗产有请求权，试图染指这些财产。其中一位叫作Emma G.Clausser,“她宣称在1937年德国斯图加特的一次自愿实验中，看到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肉体”。初审法院忽略了她和类似她这样的请求，把信托基金给了 Barrow 神经元研究机构（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这个机构是做纯医学研究的。上诉法院不同意初审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认为Kidd设立了一个有效的慈善信托，应适用近似原则，但是Barrow神经元研究机构不是这笔遗产的正确归属地。上诉法院对“当代的世俗主义或者宗教脱离教育界的主义”做了某些嘲笑式的评论，然后告诉下级法院再去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信托基金归属主体。在复审中，初审法院发现了纽约市的精神研究的美国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把资金判决归它。这个组织是研究比如“危机幽灵”（crisis apparitions）和“临死卧床的愿景”（deathbed visions）这样的事情，此外的一个兴趣是研究“人死亡时周围环境的物质改变，例如当钟表的所有权人死亡的那一时点，钟表自动停摆的现象”。
[56]



最可能需要近似原则的信托和基金会，它们的目标是十分地具体。因此，它们是大型基金会的反面，大型基金会有极其宽泛和原则性的许可成立文件（charter）。有一群创始人，人数少但很有趣，他们采取相反的思路。Stephen Girard 是其中之一；Tidden 也算一个。这个群体中的另外一个人则是上校John McKee，他死于1902年。在他去世时，据说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
[57]

 他的遗嘱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文件。
[58]

 McKee显然是熟悉Stephen Girard的遗嘱，而且在很多方面，McKee是模仿Girard的遗嘱来起草自己的遗嘱。在遗嘱中，他给女儿和其他亲属留下十分小规模的年金。一部分遗产设立信托，信托期限是他去世时在世的所有孩子和第三代孩子，如果都离世了，信托结束。届时，信托财产将被用于建造“John McKee上校学院”，大致是位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受益人是出生在费城，那些“可怜的有色男性孤儿和可怜的白色男性孤儿”（这里他所指的“孤儿”的含义是“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大楼建筑是“结实”和“防火”的。大楼建筑必须能容纳至少200个符合条件的“男孩子们”。并且McKee的名字要出现在“这个学院建筑大楼的前面墙上一块大的大理石板上”;McKee的雕像也要放在学院的前面。

根据McKee的指示，这个学院须用石墙围起来。遗嘱具体到了石墙的高度和厚度。遗嘱还煞费苦心地规定了其他事项的细节:学生在这个学院受到的教育要类似于美国海军学院（the United States Naval）的教育。学院要组建一个员额齐全的音乐和架子鼓乐队。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乐队游行到McKee的墓地，列队点缀着McKee的墓地，同时身穿白色和彩色衣服的士兵和水手环绕着McKee墓地而立。McKee的遗嘱还指示学生要如何穿戴:学生的衣服和帽子上的扣子要用铜来制作，每一个扣子都把“McKee”的名字以浮雕的形式凸出显示。学院由10名成员所组成的董事会管理，这10名成员由费城主教区的罗马天主教的牧师们来选择（但 McKee 本人不是天主教徒）。
[59]



McKee是一个富翁，但没有富裕到Girard的程度；或者可能是因为他的投资绩效也没有那么好。反正，当他的最后一个第三代后裔去世时，信托基金中剩下100万美元可供支配。这笔基金不够去建造McKee所设想的学院，信托财产的收益也不够支撑学院的运转。这个问题摆到了宾夕法尼亚法院的面前。McKee的一些后人请求法院推翻McKee的整个计划，把信托财产返回这些后人。但法院驳斥了McKee的请求，支持McKee的遗嘱信托。这意味着不得不适用近似原则。如同 Kidd 的遗嘱信托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一群自称符合McKee信托受益资格的人出现了，嘎嘎叫地来到了法院。这些机构声称它们正是McKee遗产的合格受益人。一些机构是海军培训学校，非裔男孩在学生中占的比例却不够（更别说孤儿）。另外一个请求权人是唐宁镇工业学校和学院（Downington Industrial School and College），这个学院有一个学生团体，“大约有100名男孩和女孩，主要来自于费城和周边地区的所谓的贫民窟里的低收入家庭”；很多是“孤儿或者失去父亲”。但这个学院没有“任何白人男孩或女孩”在这上学，而McKee的遗愿清楚地表示他想要的是一个种族混合的学校；此外唐宁镇工业学校和学院压根不提供任何“海军训练”。在费城冒出的其他受益人候选人还有“春季花园研究中心和汽车培训中心”（Spring Garden Institute and Automotive Training Center）。在“汽车培训中心”几乎一半的学生是“有色人种”。这个条件符合McKee的遗愿；但是“汽车培训”与海军训练这二者隔得太远了。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浸信会教堂和穆斯林组织也主张自己符合受益条件。法院拒绝了所有这些机构的请求，而接受了另外一个十分不同的安排:基金由受托人持有，用于设立一个奖学金基金，受益者是需要接受海军教育的白人孤儿和非裔孤儿；法院授权受托人有权去募集更多的资金添加到基金中，这样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学院能够建立。建立McKee学院的事情可能绝不会发生了；与此同时，“McKee奖学金”可以成为持续的事业。

McKee的遗产争端包含了一个故事所需要的所有元素:富翁、古怪的捐赠人；争吵的家族成员；遗嘱的争议；甚至某种神秘的家族历史。当第三代的最后一个后人去世时，家族信托应该结束；但是当受托人认为（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家族信托已经结束，突然另外一个第三代后裔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显然，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这之前完全不知道此人的存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第三代后裔一直假冒白人生活。开始酝酿对遗产的法律诉讼。一旦法律诉讼成功，这个第三代后裔将得到一大笔资金。这个契机让这个第三代后裔从种族隐私中曝光在公众面前。事实上，这个第三代后裔在案子结束后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怎样，法院支持了McKee的遗愿；家族的诉讼失败了。
[60]



通常，近似原则的案例没有McKee案例这么丰富多彩。而有时候法院不得不做出微妙的判断，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张者中做出选择，或者像Kidd案所展示的，在一群遗产权利主张者中做出选择。在新泽西州发生的一个案例里，立遗嘱人把钱留给Seton Hall医学院（Seton Hall College of Medicine）。
[61]

 这个学院隶属于Seton Hall大学。这是一个天主教的大学。Seton Hall 大学后来把 Seton Hall College of Medicine 出售给新泽西医学院（New Jersey College of Medicine），后者是一个州立大学。那么，新泽西医学院能否接管立遗嘱人捐给Seton Hall College of Medicine的资金呢？换个问法是，在近似原则下，捐款是否应该改变资助对象，转给其他的天主教医院或天主教慈善机构？换言之，如果立遗嘱人从坟墓中起死回生，哪一个安排是他想要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我们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当你把资金留给新泽西的Seton Hall 医学院时，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天主教的组织，还是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医学院呢？当然，死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法院来回答。这个法院把捐款资金判给了新泽西医学院。
[62]



关于近似原则有一堆案例是处理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假设捐赠人把钱留给他的大学，用于为白人新教徒的男学生提供奖学金。这在当今违法吗？如果这个捐助是给州立大学，那这个捐助显然是违法的。即使这个捐助是给私立大学的，只要受捐助的大学拒绝按照书面协议来执行这个捐助（理由是种族歧视违反学校的政策），那么不论这个信托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不可能得到落实。在上述任一情形下，近似原则可以被援引以拯救信托。理论上，在私立大学的情形，法院可以判决，是你这个大学使信托成为不可能的；我们将把信托基金转到另外一个对种族主义问题不那么神经质的学校，由这个学校来执行捐款人的意愿。实务中，找到这样一所不介意种族主义问题的学校是很难的，法院没有陷在这种有害的行为中。实际上，法院在这些案例中适用近似原则的判决结果是仅仅把那些当今看来违反学校（和公共）政策的条件取消掉。

但并不总是这样。一个彻底的顽固派捐款人可以在遗嘱中写上:我要这笔基金用于白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笔基金返回我的亲属。法院认为自己有义务尊重他的意愿。几乎没有人是如此的直白和明确。佐治亚州的参议员A.O.Bacon在1911年捐助一笔资金给Macon城市，用于为白人修建一个“公园和欢乐场地”；在他的遗嘱中他提到，虽然他对“黑人”（negroes）抱着十分友善的态度，还有“真诚的个人感情”，但是他也认为“这两个种族（白人和黑人）应该永远隔离”。截至20世纪60年代，十分清楚Macon城市不可能让公园只接纳白人。这个城市也不可能把这个公园回转给私人所有者，由私人所有者去运营一个种族隔离的公园。法院能否适用近似原则把种族隔离的条件取消掉？佐治亚州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州法院的观点。种族隔离是“立遗嘱人计划中的本质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慈善意图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具体的”；那么既然已经不能落实了，这个公园场地应该回转给参议员Bacon的继承人。
[63]



然而这不是通常的结果。有可能许多捐款人是顽固不化的；但是时代会发生变化，法院不愿意把资金转回捐款人的继承人，特别是当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法院也不愿意把它转交给家庭成员，让公众失去一个公共设施，例如公园。在这个方面，参议员Bacon的案例是一个少数情况。在Bacon案后的仅几年内，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审判了Clem Boyd的遗嘱案子。为了纪念他的父母，Boyd在三个大学捐赠设立奖学金，奖励“有价值和合格的白人穷男孩和白人穷女孩”。佐治亚州法院适用了近似原则，取消了种族限制的条件。法院判决说，法律倾向于慈善信托，不应让慈善信托失败。已经去世的捐款人是宁愿终止奖学金基金，都不愿意让奖学金向非裔美国人开放吗？可能吧；但是除非有“清晰、确定和无争议”地表达了含有偏见的意图，法院不会推定捐款人任何主观的东西。
[64]



有时候，慈善信托的非法或不可执行是十分的清楚。另外一些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判断。历史上，法院一直十分坚持不改变慈善信托，除非信托实在是违法或不可能执行。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关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Buck信托。Beryl Buck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Marin县，死于1975年。她把大量的遗产留给了San Francisco基金会，这是一个社区信托，这个信托是“为了加利福尼亚州Marin县的有需要的人提供照顾的同时，专门用于非营利的慈善、宗教或教育目的，以及在该县的其他非营利的慈善、宗教或教育目的”。

捐赠价值大约700万美元。信托财产主要是由石油公司的股票所组成。截至1979年，石油公司的股票大大升值了——截至1984年，信托财产价值超过4亿美元，年度收益超过3000万美元。因为Marin县是一个十分高级的富裕县，位于San Francisco的金门大桥的对面，因此San Francisco基金会认为把所有的信托基金只用于资助Marin县是“不实际的”（impractical）。尽管绝不是所有的居民，但无疑Marin 县的许多人很富裕。基金会想把信托基金用于资助整个San Francisco海湾区域。基金会需要法院的许可。法院拒绝授予基金会所申请的许可。法院判决说，如果这样“模糊的标准”——比如“博爱之心没有产生效果”——被法院所承认；如果“仅仅因为受托人认为受托人能更好地运用信托收益或认为把信托收益用于其他地方更加明智”，法院就允许受托人“变更信托的条款”，那近似原则将被“扭曲”。
[65]



Beryl Buck 的遗嘱没有任何地方能读出有把信托基金运用在Marin 县之外的意思。即使在一个富裕县，在这样一个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县，每年3000万的收益一定能被用在有价值的事业上。反正这是法院所认为的:收益“在 Marin 县能被继续有效果和有效率地使用”。
[66]

 事实上，Buck 信托和它的分支机构很容易就把这些钱花掉了；根据它的网站，在2004年，Marin社区基金会将Buck资金捐给了Marin基金会救济院（Hospice of Marin Foundation）、Rock'n湖边蓝天（Rock'n Blues by the Lake）、Muir Beach Quilters、Cloverdale Citrus展览会（Cloverdale Citrus Fair）以及其他众多的组织；Buck信托的“特别项目”是Marin研究中心，致力于“降低酗酒问题”；许多拨款看起来它们的辐射面或收益大大超越了 Marin 县。不过，如果有人能召回Beryl Buck的灵魂，问一问他，如果知道自己遗产的价值像现在这样爆炸性地增长，他是否还依然要把自己的慷慨限定在Marin 县，那就太棒了。

换言之，Buck案中的法院是谨慎的；它严格解释近似原则。不可能的文义就是不可能，非法的文义就是非法；它们不是指不明智，或无效率或者不够实际。许多法律学者认为Buck案的法院过于（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谨慎。他们认为给法院（或可能是受托人自身）更多的权力是能够成立的观点。
[67]

 争点是一个老问题:允许死者之手能行使多大的权力。为什么我们应当花这么多的注意力在立遗嘱人的字面（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希望，特别是当立遗嘱人已经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这个观点继续认为）法院应当寻找最“有效率”或“社会整体最受益”的资金使用方式，即使这种使用方式不是最接近死者意愿的方式。近似原则不应限缩在不可能或非法的适用情形；当信托变得过时、浪费或无效率时，近似原则也应当适用。

不管怎样，Buck案属于十分少有的。近似原则主要是对小的信托和基金会适用而且有用武之地。像我们提到的大型基金会有宽泛的使命和授权；它们不需要近似原则。福特基金会或盖茨基金会的目标能够轻易切换，从市政规划、非洲孩子的疫苗接种、纽约学校体制的改革，或者资助芭蕾舞公司。实际上，Buck基金会也是如此，只是它限定了资金使用的地理范围才导致法院介入。

当然，赞成扩张近似原则的概念范围是有道理的。随着世界变化与舆论环境的改变，大型基金会的重点也发生转向。人口过度增长、艾滋病、全球变暖——在1900年或1950年，这些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此外，随着捐款人去世，他们的家族也对这笔捐款失去兴趣，基金会的人事更迭，这对基金会的目标和要做的事情产生影响。对于一笔遗产或一个组织，永久的生命是有代价的——最初的意图就像最初的工作人员那样，消失在历史中。

United States v.Cerio（1993）案
[68]

 是由于钱太多而不是钱太少的问题而发生的少有案例之一。
[69]

 这个案子是属于“收到礼物马，一看马的嘴巴发现马太好了而不敢接受它作为礼物”的情况。本案中的捐赠是来自Robert T.Alexander 的遗产，他是退休的海岸警卫队队长。他没有孩子，妻子也去世了。他捐了大量的遗产给海岸警卫队学院设立奖学金；基金的收益用来“奖励和分配给学院注册学生中那些在学期间化学和物理的平均成绩最高的毕业年级学生”。

问题是遗产的规模。信托的本金价值超过100万美元；他所提议的学员奖金每一年度“达到6.5万美元到13万美元”。海岸警卫队抵制这个捐助。这笔奖金将伤害学院的使命；它将“制造紧张、不健康的竞争……把竞争人为地扭曲引导到科学专业，损害其他专业……腐蚀（如果不是摧毁）班级和人际关系……而这些对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至关重要的……错误地教导学员在公共服务的生涯中，做好本职工作的奖励……是现金”。地区法院同意警卫队的观点，适用近似原则。法院制作了一个如何支出这笔捐款的详细计划。现金奖学金被削减到物理科目是750美元，化学科目是750美元；其他方面有一些少量的现金奖励；这笔资金的一部分分配给“科学的高级项目”；其余的资金分配给研究生奖学金和访问讲师；如果所有这些还没有把捐款的收益用尽，剩余的收益可以被用于“购买或修复一些特别的科学设备或机器”。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似原则适用的一个普通案例。因为海岸警卫队拒绝接受这笔捐款，这个信托不可能执行。另一方面，拒绝接受捐款的理由（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不是捐款的条件不可执行或者违法，而是会造成浪费和经济上的无效率。这种类型的考虑可能在将来会变得更加普遍。同时，部分是对Buck信托案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回应，起草《统一信托法》的学者和律师在其中加入了一个条文，即允许近似原则不仅适用于信托的目标是违法或不可能，而且适用于当信托的目标“不务实”（impracticable）或者“浪费”。一些州已经采用《统一信托法》。
[70]

 这在将来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案例现在还无法判断。

监督慈善信托

在一个普通的信托中，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受益人是监督主体，受益人有权向法院起诉和执行信托。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执行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假设一个大型慈善信托的权限是“减缓人类痛苦的医疗研究”。如前所述，没有哪个具体的人有起诉资格（standing），即向法院起诉受托人的行为。一个人仅仅是生病或遭受病痛折磨不意味着信托是为了他或她的个体利益，也不意味着他或她因此就有权去监督这个信托。至少法院是这个观点。

那么，谁有权监督呢？捐款人本人吗？在大多数州，答案是“不”。最初的捐款人只是过去拥有这个财产；他或她对这个财产现在再也没有任何话语权了。这个规则是十分牢固的，但有一些改变的迹象。例如，威斯康星州的法律规定，“任何委托人或者多个委托人如果捐助了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本金”有权提起“法律程序以执行慈善信托”。
[71]

 在纽约的一个案例 Smithers v.St.Luke's⁃Roosevelt Hospital Center中，
[72]

 原告Adele Smithers是R.Brinkley Smithers的遗孀和他的遗产的执行人。Smithers不仅富有，而且是一个康复了的有酗酒史的人。他向医院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设立一个治疗酗酒者的中心。这个家庭与医院争吵了起来，他们不认可医院使用这笔捐款的方式，认为是误用捐款。州政府通过司法部介入，但最后，Smithers夫人对处理的结果不满。纽约法院允许Smithers 夫人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慈善信托的捐款人是处于最“警觉”的位置。捐款人也是对受托人是否遵守捐款条件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有权监督捐款。

但是法院的这个立场仍然是极少数派。法院担心那些容易发怒和不满的捐款人动辄提起对慈善机构和慈善信托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还可能会传染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Smithers案例，还是威斯康星州的成文法都不允许捐款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后裔或者捐款人的其他朋友和亲属提起这样的诉讼。法院的确允许捐款人的遗孀起诉，但这可能只是因为她是捐款人遗产的执行人。

如果公众无权而且捐款人和捐款人的家人都没有权利执行慈善信托，那么，谁有权（authority）监督和执行慈善信托？答案是州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信托总部所在州的司法部。用加利福尼亚州的成文法的语言来说，这个官员是“监督慈善信托的主要负责人”，以“确保”信托条款得到“遵守”和信托、基金会的“资产得到保护”。
[73]

 事实上，Smithers案例中的家庭成员是向司法部申诉，然后司法部跳出来调查该案。

在监督慈善信托和基金会方面，大部分州的司法部做了多少政绩呢？通常来讲，几乎没有。一般来讲，司法部官员很大程度上被任慈善信托和基金会自由发展。当然，如果一个争端突然爆发，司法部的官员将从懒散中苏醒过来，可能会采取行动。此外，在许多州，慈善信托必须向司法部的办公室提交报告。在新罕布什尔州，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必须向司法部办公室备案信托文件的复本、提交“经过宣誓后的定期书面报告”，列举信托财产，提供财务信息。
[74]

 根据这类法律，在州首府的某个地方还会配备一个工作人员审查这些报告，对资料进行归档，在必要时还会与受托人就这些文档进行交涉。这可能有一些好处。一个休眠的信托或者在浪费捐款人资金的信托，可能会被淘出来，从而被要求纠正其行为方式。

不过，在司法部办公室监督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往往很少。1994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在康涅狄格州司法部的慈善部门有4个律师（attorneys）；马萨诸塞州有7个律师；纽约州有17个律师。司法部调查的导火索不是慈善机构申报的报告，而是“来自持有异议的董事会成员、雇员、受益人或其他公众成员，或者新闻媒体”。
[75]

 如果收到举报，或者慈善信托或基金会引发的怨言沸腾到公众尽人皆知，或者涉及大量资金或涉及某个有名的机构，州政府才会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州政府不采取行动。
[76]



然而，近年来发生了许多著名的例子。Barnes基金会的故事是其中最有名的。Albert C.Barnes博士把银和蛋白质混合成弱蛋白银。弱蛋白银主要用来制作眼药水。通过销售弱蛋白银，他挣了一大笔钱。他花了大笔钱购买法国的印象派画作。这些画作捐给了Barnes基金会。基金会在费城郊区的一个画廊展览这些画作。Barnes基金会的运作要遵守十分严格的规则。每周只有两天的时间这些画作是向公众展览的。画作不允许外借，或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尔梅里恩（Lower Merion）（受托人在20世纪90年代把89幅画作运到华盛顿、巴黎、东京和其他城市，这违反了不得迁移（no⁃tour）的规则）。受托人有5位，这5位都是由林肯大学选任的，这是费城地区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

随着时间推移，基金会遇到了财务困难。它向本地的孤儿法院（orphans'court，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对遗产检验法院的奇怪叫法）申请扩张受托人董事会的人数，将画廊搬迁到费城的一个闹市区。三个基金会用资金担保这次搬迁的可行性。起初林肯大学持反对态度，基金会的命运在法庭的激烈争辩中去留不定。后来，林肯大学撤回了自己的反对，条件是要加强林肯大学在董事会的地位；2004年12月法官判决Barnes基金会可以搬迁到费城。
[77]

 一个作家把它叫作“普及性对隔绝的胜利”。
[78]

 公众可以说是这场法庭大战的赢家。最明显的输家是Albert Barnes。可以说这个判决也是符合一个古老而长久确立的教义——如果基金会正在面临实际的破产，必须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近似原则的案子，近似原则的理论是尽可能少地改变信托条款。Barnes 基金会案例显然不（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是这样做的。

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拥有重要的拥护者。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西半球印第安人艺术的世界首屈一指的馆藏”，陷入了麻烦:它在纽约市的大楼“令人遗憾地不够用了”，它的财务状况是一团糟，藏品正在丢失，受托人玩忽职守。这个事情闹得动静足够大，唤醒了奥尔巴尼（Albany）正在沉睡的巨人；司法部介入，重组了受托人董事会，募集了新的资金，博物馆的一个新家建立起来了。
[79]



可能最惊人的爆炸性新闻是夏威夷的一个基金会，这次是Bishop的遗产。这一大笔遗产设立了慈善信托。Bernice Pauahi Bishop是夏威夷的公主。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Charles Bishop。Bernice Bishop死的时候拥有大片土地，一部分来自夏威夷国王传下来的皇家财产。她没有子女，用这些土地设立信托，信托目的是“在夏威夷岛开设和维续两所学校……一所是男校另一所是女校”。这就是有名的卡美哈美哈（Kamehameha）学校。学校成功办学；Bernice Bishop生前拥有的土地到现在已经价值不可估量。因此，信托里有无数的钱，受托人和办事人员把它当作现金奶牛。他们给自己支付高得无耻的工资，任命自己的亲友担任闲职。这可以说是在偷窃和错误管理信托财产。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性杂志开始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报道受托人董事会无赖的不良行为。一系列的曝光与审计在该州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受托人被罢免，至少一个受托人进了监狱。
[80]

 故事以某种方式愉快地结尾了；但另一方面至少可以说，“被破坏的信任”（broken trust）的负面影响深远，造成了极大破坏，让人沮丧。

Benjamin Ferguson的遗嘱签署日是1904年11月28日，该遗嘱所设立的基金在他死后所发生的离奇故事，展示了另外一个道德危机。Ferguson信托中的财产价值大约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十分大的一笔财富。基金叫作B.F.Ferguson纪念碑基金（B.F.Ferg⁃uson Monument Fund）。信托的收益是分配给芝加哥的伟大博物馆——芝加哥艺术馆。芝加哥艺术馆拿到收益后，要把这笔资金用于在公园、沿着大道或者在其他公共区域，塑造由石头、花岗岩或铜制成的“耐久的塑像和纪念碑”。这些是为了纪念“做出贡献的美国男人或女人，或者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81]

 Ferguson 是雕刻家 Lorado Taft的朋友，受朋友影响，Ferguson一直对欧洲的“雕塑的数量和质量所着迷和吸引着”，包括伟大的纪念碑。例如，如同《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所发问的那样，如果没有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的纪念碑，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还剩下什么呢？
[82]



在一段时间内，艺术馆尽职地遵守信托条款，使用这笔资金去支持芝加哥公共区域的雕刻。然后十分突然地，艺术馆停止了支持；它开始让资金积累不分配。1933年艺术馆找到法院，非常狡猾地请求法官解释Ferguson遗嘱中的纪念碑（“monument”）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个词是否可能解释成“大楼”（building）？其文义是否可能包含艺术馆的新楼？芝加哥的公园和大道上已经有足够多的雕塑，不对吗？它非常艺术地暗示，这个进步的城市再也不需要追求那种门类的艺术了，而艺术馆非常需要一个新楼。没有人提出太多的反对，法院也十分高兴地恩准了伟大的艺术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这个计划搁浅了；但最终芝加哥艺术馆修建了一个行政楼，芝加哥艺术馆很高兴地把新楼以“Benjamin Ferguson”命名。Ferguson 可能也会在坟墓中被气晕。事情继续发展，确实来自芝加哥的市民和一些雕刻家去抗议，但是无果而终。法院继续支持艺术馆，最终Benjamin Ferguson纪念大楼盖好了。
[83]



很难驳斥下面的观点:艺术馆毕竟不（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是信托的受益人，而是受托人，决定使用信托基金（本金和收益）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它赤裸裸地忽略了捐款人的意愿。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却在这个案子中发生了。艺术馆是有影响力的重要机构，是芝加哥文化生活中的皇冠明珠之一。法律上说，争夺战中的输家——芝加哥的雕刻家、艺术家和市民——在这个事项上没有任何话语权。伊利诺伊州也丝毫不关心。处理这个案子的法官没有找到干预的任何理由。可能他们认为，对芝加哥和芝加哥市民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艺术馆如愿以偿。长期来看，有人可能主张，Ferguson大楼可能比——比如——坐着、站着、躺着或者挥斧劈木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另外一座肃穆雕像，更加让公众受益。

显然，当博物馆的新行政大楼启用时，故事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起了一场运动，要重启对上述事项的审查。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两个组织——芝加哥传统委员会（Chicago Heritage Committee）和芝加哥艺术家平等协会（Artists Equity Association of Chicago）。新上任的总检察长William G.Clark也加入。由于这个压力，艺术馆同意从基金累积的收益中抽取一部分——大约100万美元——用于最初的目的，即建雕塑。
[84]

 不过，好像最多只新建了一座雕塑；而这笔资金被花在修复旧的纪念碑和雕塑，包括时代喷泉，芝加哥一座著名的雕塑；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耗费了95万美元的基金。
[85]



可怜的Benjamin Ferguson的错误——却是情有可原的，就是信任芝加哥艺术馆的品质。而最终他的信托是败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时间流逝导致的艺术时尚的改变。二是关于慈善信托之执行的法律（与实务）。向法院请求变更慈善信托的人在政治上是有影响力的；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衡；起诉资格的规则把反对者关在门外；州政府打着哈欠站在一旁。的确，这个案例在20世纪60年代被人重新审视。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Benjamin Ferguson的意图，而是正在改变的政治和新利益团体的形成。

在当代，某种艺术上的民族主义变得甚嚣尘上和突出。旧时代的挖掘文物和掠夺考古基地看起来已经结束了。美国各州都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潮。我想，不管以多少钱作为对价，Barnes案中的法官绝不会允许藏品搬迁到新泽西州或亚利桑那州。位于密歇根大道的芝加哥Terra博物馆，只有“美国印象派艺术的不多的藏品”。
[86]

 董事会提议把博物馆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但是两个董事反对。本案中，总检察长介入，坚持认为管理Terra的慈善法人有义务服务“伊利诺伊州居民”。当然，慈善法人的章程中没有这样的字句。最终，藏品保留在芝加哥——大部分以长期借用的方式移交给了芝加哥艺术馆。其他州的总检察长也纷纷介入，要把慈善基金留在本州。当Dan ＆Margaret Maddox 慈善信托的董事们把信托资产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Nashville）搬迁到密西西比州的赫尔南多（Hernando），田纳西州爆发了愤怒的抗议；这个问题在2007年12月得以解决，5400万美元的资产回归田纳西州。
[87]



Hershey信托痛苦地表明一个慈善信托是如何与地方、州政治纠缠在一起的。
[88]

 Milton Hershey 靠巧克力赚了巨大财富。他与妻子凯瑟琳（Catherine）没有孩子。两人设立了一个信托，资助Hershey工业学校，招收“贫穷的白人男孤儿”。当Hershey在1945年去世（他的妻子在这之前已去世）时，他把大片的土地和他持有的好时巧克力公司（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的所有股票，都放入了这个信托。信托在财务上蒸蒸日上。但是受托人担心信托财产的配置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尽管这是一个巧克力篮子，而且非常盈利。渐渐地，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多元化组合与配置；最终在2002年，受托人决定出售在好时公司的控制权。

Hershey 生前是一个十分父爱主义的老板；宾夕法尼亚州的Hershey镇实际上是公司小镇。慈善活动理应从家乡起步；家乡是宾夕法尼亚州的Hershey镇。本地人一想到好时公司可能被出售，就感到恐怖。他们担忧他们的工作和小镇的命运。公司自己也反对受托人将公司的控制股权出售。Hershey风波传到了州长和总检察长的耳朵里，总检察长正在竞选州长，出来表态，十分强硬，反对受托人出售股权，而且向法院起诉试图阻止该交易。他请求临时禁令；本地法官授予了一个临时的禁令，禁止该项出售，而且该禁令被上诉法院所支持。信托的董事会没能进行这个出售交易，而且随后许多董事会成员被替换掉。然后，立法者加入进来。一个新的法律通过。如果“信托受益人的大多数”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个特定地方，而且如果信托财产之一是“公开交易商事公司的投票控制权”，新法律在慈善信托上施加一项义务，不许“完成任何”放弃控制权而未事先通知总检察长和通知“受影响的雇员”的“交易”。
[89]

 在“慈善信托的情形”，做投资和管理决策的受信义务人理应考虑信托资产的“特殊关系”,“和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商业企业对社区的影响，而信托的受益人居住在该社区”;“将受益人活动整合到共同体（community）的特别价值，而商业是位于该共同体社区的。”
[90]

 文字是十分一般化的，但它的目标明显正是针对Hershey的情况。

大多数慈善信托和基金会从不会成为头条新闻。它们被诚实地管理——或者不诚实——没人知道或者大部分情况下没人关心。当最初的捐款人去世后，更小一些的信托变成“孤儿”，落入银行和律师的手中；创始人的愿望很容易就迷失了。
[91]

 放大了尺度来看，这也是大型基金会的命运。它们几乎不是“孤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捐款人死者之手的权力也根本性地消灭。

可以肯定的是，巨型基金会曾被政治所掣肘。但是那些日子也结束了。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休利特（Hewlett）基金会、卡内基（Carnegie）基金会以及其他基金会，支出资金追寻自己的目标，不受太多的外部控制。没有股东，没有外部人有申诉权，不受竞争市场的纪律约束。管理层必须向董事会汇报；但是董事会自身不对任何人负责；董事会成员选择他们自己的继任者。如同一般的慈善机构，基金会是“法律的偏爱”。案例在不断地重复这个短语。在某个方面，这看起来是一个死者之手最确定享有控制权的领域:“遗产”永续，但是显然，最初的死者之手或者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实际控制权。

然而，下面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死者之手帮助在美国创立某种第三种力量。与众多的负有使命的非政府组织（NGO's，比如Sierra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和NAACP）一道，基金会是第三种力量的一个分支。它们既不代表政府的权力，又不代表市场与私人企业的力量。像Sierra俱乐部这样的NGO直接依赖公众资助。它们也许有、也许没有捐赠基金（endowments）。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必须募资否则消亡。另一方面，大型基金会确实有捐赠基金，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

基金会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不过，如果将基金会的功能归功于死者之手的控制，则有一点误导人。死者之手控制可能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紧。公共政策的改变，再加上近似原则，导致了信托中的核心条款的变更。而且基金会也在演变。如前所述，当家族成员逐渐死去，职业管理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因此，确实不能说基金会由过去的富裕死人从坟墓中施加统治。

这个事实没有逃脱保守人士的火眼金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型的经典基金会更尖刻的批评来自一个右翼基金会即华盛顿法律基金会的领导人。2007年12月，这个基金会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警告美国人在“向慈善机构”签“下一张支票”的时候，要“十分小心”。慈善机构“太不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像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人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狂热信徒”；但是他们的基金会一直被“特别的利益团体绑架，去资助社会工程和法律上对经济权利发起攻击”。这些机构“使用施惠者的财务遗产去资助专业的激进组织，这些组织蔑视自由企业……数百个基金会……已被转变成现金奶牛去资助激进的事业”。
[92]



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是否真的会不同意他们的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呢？可能不同意；可能不会不同意。基金会是否在资助“激进的”事业？那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激进”。华盛顿法律基金会认为激进的事情，大部分人（我猜）会认为是中间道路或者温和的自由派。但是，基金会确实逃脱了捐款人和捐款人后裔的控制。基金会在演化，改变，并且在不停地前进。同时，基金会也在继续诞生；新的资金基金会挤占老的资金基金会，与后者竞争夺取权力和声望。新的创始人——比如比尔·盖茨——仍然控制这些处于初期阶段的基金会，为他们的数十亿的新鲜美元而自豪和矜夸。他们为基金会的力量和合法性添砖加瓦，最有可能使基金会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至少在目前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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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死亡与税收


年复一年，活人必须因自己的收入缴纳所得税。他们也缴纳销售税和财产税。当富人去世，另外一组税收来了。这组“死亡税”（death tax）中最重要的是遗产税（estate tax，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联邦政府在遗产上抽税，也就是说一个人死亡时所拥有和控制的一切——银行存款、房屋、股票和债券、还有在“生前信托”上的财产利益以及其他财产都要被联邦政府抽税。

从1916年起，目前的遗产税就规定在联邦法中。
[1]

 在1916年之前，有两次对死者征税的尝试。在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对遗赠征收继承税。1870年继承税被取消。1898年的《战争收入法》（War Revenue Act）是联邦层面第二次征收死亡税。它只适用于动产。对在世配偶的赠与是免税的。只有超过1万美元的遗产才缴税。根据这部法律，对超过100万美元的遗产，最高的税率是15％。这个税种也很短命。1902年它被取消。

1916年的法律注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根据它的原始版本，5万美元或者5万美元以下的遗产是免税的，对于超过500万美元的遗产，最高税率是10％。50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亿美元。根据这部遗产税法，只有大额遗产必须缴税；只有十分（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大额的遗产必须缴纳可观的税额。但是税率的规律是不断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征税的范围也扩大。赠与税（gift tax） 1924年制定，1926年取消，1932年再次制定。在20世纪20年代，可税的遗产开始包括委托人设立的可撤销信托。1976年之前，赠与税的税率低于遗产税的税率；但是在1976年，这两个税种统一了。

如同大部分的税种，遗产税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联邦政府用于筹资的工具。在2004年财政年度，联邦政府从遗产税中征收了240亿美元。当然，这个金额只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较小比例，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占比更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大笔金额；但是从财务上说，如果国会取消遗产税，政府的收入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遗产税一直不仅仅是填充政府的国库。它也表达了一种重要的政策:巨额的家族世代财富必须减小规模。背后的思想和反永续规则、可能和反累积规则的观念大致上是一致的。遗产税是明确地对富人征收的税种。普通人从来不需要缴纳这种税。在1934年，不到1％的死者所留下的遗产必须报税。到197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65％——合计大约139,115个遗产税报税单。即使这样，这个数字仍算不上是大量的遗产个数。仅仅过了大约10年，情况发生了剧烈改变:到1987年，只有0.88％的遗产需要申报税表；总的申报个数为18,059个。
[2]



笼统地说对全部遗产征税，掩盖了表层下面的一团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财产算作遗产，哪些财产不算作遗产。要回答这个问题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房子、股票和债券、银行存款、珠宝还有诸如此类，明显属于遗产的一部分。此外税法努力解决许多额外的和没有那么明显的财产项目。我生前所赠与我的子女（或者赠与其他任何人）的任何钱财不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论是直接的赠与，还是以不可撤销信托的形式所做的赠与，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我保留控制权——如果我能变更信托的条款或者把信托财产拿回来——那么我去世时，政府将把信托财产视作我遗产的范围。
[3]



此外，也不是实际地对所有遗产征税，存在豁免和抵扣（deduction）。慈善遗赠不纳税。遗赠给配偶的财产不纳税。如果我留下1亿美元的遗产，一半遗赠给我的妻子，另一半遗赠给我的大学，那么，这1亿美元遗产一分钱税都不用缴纳。如果我的妻子在我死后与某个小白脸结婚了，死时还把这5000万美元遗产留给了小白脸，那这也是完全不用纳税的。甚至我对妻子的遗赠不需要一定采取直接赠与的方式；我可以采取信托的方式，我把遗产放在信托名下，妻子是受益人，尽管信托的方式必须遵守一些特别的规则——通过遵守这些规则，信托才能成功设立和豁免遗产税（而这将给予在世配偶享有很大的对信托的权力）。
[4]



如前所述，我生前所赠与的财产，不属于当我死时的遗产范畴。这里有一些例外，但不值得在这里跟进阐述。但是大额赠与必须缴纳另一种税收——赠与税（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大致与遗产税是等值的。（2008年之前，如果每个受赠人所得不超过12,000美元，则不征收赠与税，不计征任何税收；已婚夫妇可赠与24,000美元。对受赠人的人数没有限制，只要捐赠人愿意，捐赠人可以向很多人捐赠；因此这导致只要捐款金额是在足够多的受捐赠人中分散，捐赠人即使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也不需要纳税或申报税单，因为每个受赠人获得的金额不到12,000美元。）

顺便说一句，获得捐赠的人不需要纳税。如果我递给儿子1000万美元的支票，我将为这笔赠与缴税，而儿子一分钱税都不用交。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人们必须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缴纳所得税，但是如果一个富裕的叔伯给了某人一大笔钱财，或者死去的奶奶留给某人一大笔财富，这个获益的人绝对不需要为此缴纳任何联邦税收。如果必须要有人纳税，那么只有那个慷慨的捐款人将纳税。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遗产税将会有太大的漏洞。而毕竟遗产税是由（死去的）捐赠人（donor）缴纳的，而不是实际接收到遗产的继承人缴纳的。赠与税相比遗产税，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要更少。在2004年财政年度，赠与税为联邦政府带来的收入大概是15亿美元。

除了遗产税和赠与税，自从1976年联邦政府对跨代转移（genera⁃tion⁃skipping transfers）开始抽税。我在前文中提到这个事情。假设在我的遗嘱中，我把1000万美元的遗产设立信托；我对受托人的指示是，1000万美元是本金，这个本金的收益由我的儿子享有终身利益；然后，当儿子去世后，受托人把收益平均支付给我儿子的子女们。现在，当我去世时，我的遗产必须缴纳遗产税。但是当我的儿子去世时，怎么缴税？哪些财产属于（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我儿子的遗产？他对信托财产收益的受益权是有价值的资产；但是这个资产随着他去世也消失了。因此，当儿子去世时，这个受益权就一文不值了。按照这个逻辑，他的遗产将不用向政府缴纳任何税收，然后这些信托财产将归属于他的子女，而且免税。这个大大的漏洞震惊了许多人。大家想到的是一个富翁，靠着千万美元信托财产所产生的收益，过着奢侈的生活。然而当富翁去世，他的遗产却不用向联邦政府缴纳任何税收。为了堵住这个漏洞——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漏洞——修改了法典，对“跨代”转移包括通过信托的跨代转移施加特别的税种。在财富转移“跨越代际”实际发生的那一年，财富转移实际上是按最高的遗产税率纳税。然而，这种特别的税种主要是对那些真正富裕的人征收的。对每一次“跨越代际”——每一次跨越代际的赠与——法律给予了慷慨的豁免。最早的规定是100万美元，但一直在增长；在2007年是200万美元。跨代信托也适用于“直接跨越”:例如，绕过第二代，第一代直接赠与第三代。税收的细节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我怀疑是否真正有人理解所有的跨代信托的细节；但它的主要思路是足够清晰的。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州也从死者的遗产上以税收的形式分一杯羹。一些州征收事实上的遗产税——对死者所有的遗产抽税。但另外一些州实行非常不同的一种税种——继承税（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遗产税和继承税的关键区别是:遗产税在计算征税基数的时候，不把死者赠与配偶和慈善机构的遗赠款算作遗产。在遗产税下，谁继承遗产对遗产税的核算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一个妇女去世，没有任何给慈善机构或丈夫的遗赠，征税基数恰好就是她的遗产，而不管遗产是遗赠给她的女儿、她丈夫的兄弟、观鸟游玩时遇到的朋友、第二代堂表亲、或她的邻居。而在继承税下，纳税额的确（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是取决于受赠对象是谁。比如，根据马里兰州的继承税法，向配偶、子女、子女的子女（还有他们配偶）之遗赠，或者向父母、兄弟姐妹的遗赠都是免税的。向其他人的遗赠须缴纳10％的继承税。
[5]

 根据宾西法尼州的现行法，遗留给配偶的遗产是免税的；遗留给父母、子女和子女的子女，还有他们的（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配偶之遗产须缴纳6％的继承税；遗留给其他人的遗产须缴纳15％的继承税。
[6]



在西方社会，对遗产抽税是普遍做法。税收能给政府募集资金，但是，关于遗产的各种税也反映了对大型的家族世代财富抱有敌意的意识形态。许多人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应对继承来的财富抱持怀疑态度。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家族世代传下来的财富与贵族、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士绅阶层和糟糕的旧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旧时代，普通人对社会事务还没有发言权。在英格兰，沉重的死亡税是摧毁旧时贵族阶层势力这个社会运动中的武器之一。在美国，遗产税与另外一场稍微不同的战争有关。这里的敌人是强盗式资本家和其他拥有巨额财富者的强势财富所裹挟的巨大力量，他们有权力扭曲政策，幕后操纵政府，把小商人、农夫、工人驱赶到毁灭的边缘。敌人是暴发户、因发财而摇身一变的贵族，比如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对石油产业的牢牢控制。如前所述，遗产税的早期版本所实行的税率还是适度轻微的。但是税率一直上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税率达到77％。英国的税率甚至更高，以致在某种意义上，遗产税几乎等同于征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税率显著下降，甚至在英格兰也是如此；今天在英国的遗产税税率是40％，高于一定的最低税率。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多少美国人质疑遗产和继承税背后的哲学。生活是不公平的；当某个骄纵的年轻继承人继承了一大笔财富，而他对这个财富的创造或累积丝毫没有付出劳动，生活显得特别不公平。对大额财富的权力——这些控制巨型公司的垄断者施加某种限制，这个想法一点都没错。当然有人反对遗产税；20世纪20年代当Calvin Coolidge是总统和Andrew Mellon是财政部长时，曾有人发起一场取消遗产税的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失败了。
[7]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旧的意识形态开始失去它的某些活力了。州最先开始行动。他们开始从继承税和遗产税中撤出。
[8]

 首先一些州不征收这些税种。现在其他一些州开始加入这个行列。1976年新墨西哥州就这样做，截至21世纪早期，只有大约10个州保留继承税或类似的税种。1982年加利福尼亚州取消继承税，1983年得克萨斯州取消继承税，2000年纽约州取消继承税。
[9]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一个解释是“州际的税收竞争”。在一个人口自由迁徙和高度流动化的社会，州感受到压力，只有它取消死亡税的负担，才能吸引富裕的老年人到本州定居。
[10]

 20世纪70年代没有死亡税的州大部分在南方，最著名的是佛罗里达州。但为什么北达科他州在1979年取消了它的继承税呢？可能是为了至少挽留一些年老的居民不迁徙到佛罗里达州；北达科他州对自己严酷的冬天毫无改善的办法，但是它可以缓解州的税收负担。既然一些州通过法律以吸引人口，另外一些州必须为了防御而变革法律，所以，这场变革变成一股风潮。

无疑，税收竞争是一股强有力的动力；这类竞争（可能是朝向底部的竞争）前面我们在讨论反永续规则时也碰到过。但税收竞争不可能是唯一的动力。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很好的、有趣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州的好市民们通过公投或大众投票，取消了该州的继承税。在1982年6月，无数选民——他们的遗产是决不会缴纳一分钱税收的，成群结队到投票站，为第六项提案——取消继承税——投票。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在与佛罗里达州或内华达州税收竞争的驱动和考虑下去投票的。那么，他们在思考什么呢？

首先，继承税的敌人发起了一场聪明的和具有误导性的运动。他们投入大量的金钱以取消该税种。
[11]

 一个流行的恐惧是该税种将吞噬普通人的遗产，他们抓住了普通人的这个恐惧:小农夫们的农场将被税收人员夺走，苦苦挣扎的小商人们的宝贵的比萨餐车或温馨的小作坊将被税收人员拿走。继承税的真正敌人对这些普通人滴下鳄鱼的眼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共和党议员写道，“对死亡本身”征税正“在财务上和感情上毁灭了太多的家庭。对许多在世者来说，死亡之神常常就是税收人员”。家庭成员“不得不把房屋和其他财产卖掉，把他们的家庭农场、牧场和生意卖掉”。而对死亡征税属于“对税收征收税收”（a tax upon a tax），是介于“双重负担和掠夺坟墓”之间的事情。
[12]



这些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但这些煽动奏效了。在加利福尼亚州，超过60％的投票者支持第六项提案。
[13]

 我怀疑这场运动也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已经根深蒂固和更根本的方面，我在前面提到过，那就是对财富态度的根本变化。大额财富不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这样的强势、狡猾、恶毒的人联系在一起了。大额财富也不再与依靠祖上财富过着空洞奢侈、举办大型派对、坐着游艇的白痴联系在一起了。富人的新形象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自我创造财富的有钱人和名人、舞台荧幕的明星、摇滚音乐家、篮球队员、足球英雄，诸如此类。
[14]



反对联邦遗产税——俗称“死亡税”——的运动与其十分类似。同样似是而非的观点被抛了出来:家庭农场，小生意。然而，只有富人才缴纳遗产税。普通人所留下的遗产几乎达不到遗产税的征税起点，也几乎不可能被联邦税收人员所征缴。在2002年，只有1.17％的人死后留下的遗产能达到可税遗产，合计略微超过28,000个遗产。在2006年，只有22,798个遗产纳税的申报单。也没有太多的人有机会继承到的遗产足够大以致担心税收的问题。在2004年，中位数的遗产继承规模大约是29,000美元，这相比上一代人大致的遗产继承规模是下降的趋势。
[15]



反对遗产税的运动依赖于大量的误导信息；但是相比州的运动，反联邦遗产税的运动更加建立在文化和政治因素之上，还很可能包括对财富态度的改变。显然，州际的税收竞争无法解释联邦遗产税所面临的麻烦。然而，联邦的运动令人惊讶地成功了。
[16]

 一小群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该税种，不辞辛劳地日夜工作，推动他们的事业。其中一些人事实上是百万富翁，取消遗产税将给他们带来可观的好处；但是有些极其富裕的人是站在阵线的另一边，而该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富裕。这个群体包括反税收的斗士，他们憎恨监管型的福利国家，想要“饿死官僚巨兽”；任何降低官僚巨兽收入的方法，他们都赞成。对大多数人来说，遗产税不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奇怪的是，民意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人反对（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遗产税。显然，人们认为它是“不公平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所在。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人认为他们或者他们家庭中的某人将不得不缴纳遗产税；实际上，只有不超过2％的人会实际地缴纳遗产税。2003年另外一个民意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人十分错误地认为，“向在世配偶的财产转移要缴纳遗产税”。
[17]

 许多美国人对稍微涉及一点收入再分配的事情都会本能地反对。此外，许多人不了解遗产检验程序的成本和“死亡税”之间的区别；他们在头脑中是把二者混为一谈的。这可能是他们形成错误想象的原因，他们想象当他们离世时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将不得不支付一笔大额资金。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都在鼓吹取消遗产税。民主党中也有一些人士支持。当2000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时，行政班子迅速行动，给富人大举减税。减税计划的一部分是取消遗产税。2001年国会投票决定要分阶段地取消遗产税。2010年遗产税预计要完全消失。
[18]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到了2010年年底，2001年通过的法律计划所做的改革被取消了。那么理论上，2011年将如同2001年法律通过之前一样，遗产税将以与2001年之前相同的形式、相同的税率和条文，卷土重来，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但没有人预期这样的神奇复活将会发生。截至本书定稿日所在的2008年，还无法预测联邦遗产税的最终命运。它可能会被完全的取消；更可能的命运是，它将只适用于那些极其庞大的遗产。税收可豁免的遗产价值将提高，那么，相比——比如——1990年，更少的遗产将被抽税。如果遗产税消失，那么，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可能会加剧。
[19]

 加剧到何种程度，犹未可知。如果遗产税取消，那么，人们做慈善遗赠的激励将减少。遗产税的取消对大学、医院、教堂和一般慈善机构的影响有多大，也是难以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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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结论


我们已经按照时间顺序，对继承法的某些方面快速地做了一番考察。在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经济意义上，这个法律分支具有不可限量的重要性。它已经饱受学者的忽略——特别是关于它在社会中发挥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以及它的角色如何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通过这本书，我尝试——十分浅尝辄止地——填补某些空白，至少在这个课题的社会史方面填补空白。

我对法律改革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当然目前的法律有改善空间。遗嘱法肯定依然是太僵硬，存在太多的形式主义。“遗产检验程序”的整个过程依然是太官僚主义和复杂。在大多数的国家，它们大量财富的代际转移没有美国法这样的小题大做和形式主义，但也能运转良好。但美国法正在朝着更加简化和更加灵活的方向改变。一个例子是自书遗嘱的广泛使用。自书遗嘱以前只是在南部和西部的州有效，但现在它被发源地以外的许多州所承认。有人还可以举出“自证”（self⁃proved）遗嘱的例子；在自证遗嘱中写清楚，现在立遗嘱人原谅和包容那些在起草和制定遗嘱时犯了某个小错误的人。法院更愿意延伸某个法律点以纠正遗嘱中的错误，调查相关的线索以探究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原谅遗嘱制定中的小瑕疵。不过，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是临终遗嘱的（部分）没落。遗嘱不再是继承领域的中心。它有了有力的竞争对手。人们有了其他选择——遗嘱替代。不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遗嘱替代变得越来越普遍。托坦信托蒸蒸日上。只要有银行账户，就可以设立托坦信托。遗产筹划师正在精力旺盛、成功地兜售“生前信托”（living trust），它能绕过遗产检验法院。简而言之，人们处分自己在尘世的财物，有了替代的方式。当然，遗嘱依然是重要的。而且在大部分方面，遗嘱依然十分严格和形式化；但比以前少了。这个改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形式主义”的总体衰落。但它也反映那些更少形式主义的遗嘱替代的兴起。此外，遗嘱也不再是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关键文书。土地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而且不管怎样，人们有了更好的能证明土地所有权和保证土地所有权权属干净的其他方法。那么在将来，遗嘱可能变得更少形式化。法院在原谅遗嘱中的错误时将走得更远。我们可能看到电子遗嘱、在线遗嘱或者视频遗嘱。

当然，法律反映它的社会语境。家庭结构的改变对该领域的法律有主要的影响。家庭变得更小；大家庭现在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大家庭（可能从来就不同）；福利国家承担了照顾老人和衰弱家人的一些（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工作。人们活得更长了。这个事实改变了继承的社会含义。

法律发展的最强大趋势之一是偏离对血缘家庭的排他性强调，朝向对我所称作的“感情和依赖型家庭”之重视。当然，血缘依然重要。把死者的遗产（如果没有临终遗嘱）分配给死者最在乎的人，或者住得离他最近的人，设计这样一个法律体制是容易的。遗产获得者可能是朋友或邻居，而不是死者多年未见的叔伯或堂表亲。这样的法律体制不存在。但是过去大约200年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配偶（和其他伴侣）根本不属于血缘亲属，却获得了法律权利，代价是牺牲了直系后裔和更远亲属的权利。在世配偶（大部分情况下是“她”）开始是十分次级的地位。当今女性像巨型雕像一样竖立在继承领域。她是家庭成员中唯一一个不能被剥夺继承权的家人（至少不容易被剥夺）。一个强大趋势是取消“满面笑容的继承人”——远亲。在一些社会中，亲属关系很强大，远房的堂表亲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血缘关系。但美国不是这样。这里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像滚动的石头。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是核心家庭；而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之意义越来越小。尽管许多欧洲的社会也是朝着与美国一样的方向变革，但它们与美国稍有不同。在任何地方，核心家庭是最重要的单元；但是核心（nucleus）正在萎缩。

“家庭”的定义也在变化。数百万的情侣未婚同居。其中一些情侣生活在一起多年，甚至终身在一起就是没结婚。有一些情侣育有子女或者收养子女。有一些情侣是同性恋。当然，不论是什么关系形态，一方总是可以通过遗嘱给另一方提供遗产。但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即使没有遗嘱，法律也将为你做到这一点。因此，“家庭”的概念变得比以往既更宽又更窄:更窄是说“家庭”的定义排除了更远的亲属，更宽是说它倾向于包括（未婚）情侣。“家庭”的定义也包括非婚生子女；在19世纪，他们除非得到父亲的“认可”，否则对遗产没有任何请求权。在这个方面，有人可能主张，血缘比以往更加（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重要。从更宽的“家庭”定义中推导出了有些悖论的发展。不过，发展趋势是清楚的:偏离传统的血缘观念，朝向更加注重感情和依赖型家庭。

如同其他当代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承认将死之人有权利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处分他们的财产——当然在一定限制内。贯穿全书我都在问:根据法律，死者之手究竟有多少权力？死者之手的控制程度可以有多大？死者之手变得更弱还是更强？这个主题——在多大范围内死人可以统治活人——提出家族万代和长期安排的法律命运之问题。

这里的故事是相当地复杂。在合众国早期，美国人对家族世代财富抱有强烈的反感。家族世代财富意味着土地的垄断和教堂的死者之手控制。随着整个19世纪的发展和进入20世纪，这些人的反感变弱了；然后反感慢慢近乎消失。家族世代财富不再与对土地的控制联系在一起。长期信托和慈善信托再也不被视作土地流通市场的敌人。对教堂死者之手控制的偏见也失势了。慈善机构和教堂成了法律的宠爱。永久管业的成文法逐渐消失。富人设立大型的基金会；基金会的法律障碍被一扫而空。反永续规则——长期信托的断头台——摇摇欲坠。一些州直接取消反永续规则。禁止挥霍信托的法律教义和Claflin规则保护长期私人信托的完整性。近似原则容许法律对慈善信托做出变更，但是只有是为了维持慈善信托存续所必需的，而且（至少理论上）变更的方式要尽可能地维持信托的初始目的。

简而言之，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强烈的法律趋势是偏向于家族世代信托。在那个时期，死者之手变得更强硬。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个趋势在今天还在继续。财富不平等在加剧；至少在过去的30年左右时间里，公共政策的推动又加剧了财富不平等。死亡税濒临死亡。对富人征收的税收一减再减。50年前，没有人会认为永久信托（非慈善目的）是可能的或者有价值的。但是近年来，对反永续规则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在一些州，现在富人可以设立一个期限永久的私人信托。所有这些趋势——当然可能会逆转——表明对死者之手的甚至更大的同情，当然是针对富人和有权势者的死者之手。

但是只看这个趋势可能有些误导性。在19世纪末期，信托法的演变方式的确是有利于富裕的个人，富裕的家族；法律把权力延伸到坟墓之内。在20世纪末期进入21世纪的时候，法律更偏向于富裕的机构（原文强调显示。——译者注）:突出的是银行和信托公司。这些机构结成有力的游说联盟。它们是强大和焦点集中的利益团体，而且它们通常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个人，即使是富裕的个人，是更加分散的利益个体。政治科学的一个公理是，在立法大厅，即使规模小但团结一致的利益团体也能够击败人数众多但分散的利益个体。这不是说富裕的个体受到了损害。总体上，有利于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法律变革不会伤害他们富裕客户的利益。

朴素的事实依然是:死人已经确定无疑地死了。死者之所以能够超越坟墓行使“控制”，是因为活人让他们这么做，是在活人容许的范围内死者之手的控制。长期来看，死者将归零。即使在想象中的永久信托——不论是慈善目的还是非慈善目的——死者之手支配但不是在统治。像当代的国王和王后，死者之手的权力渐渐衰退。近似原则的演化；Claflin规则的衰落；大型基金会中职业经理人的领导权——这些都表明从实际上讲，活人统治死者，而不是相反。

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当社会改变时，继承法将随之改变。无论未来会变得怎样，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唯一可以信以为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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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accumulation power,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累积权,137－139;company stock held,持有的公司股票,150－151,167－168;contested by relatives,亲属提出异议,38－39,147, 148;creation by wealthy,富人创立,135,141－142,149,150－151, 182;criticism of,批评,169;cy pres doctrine,近似原则,153－161, 169;differences from other trusts,与其他信托的区别,143－145;diminishing power of donors,捐款人正在消失的权力,168,169;evolution of law,法律的演变,145－152;favored by law and courts,法律和法院的偏向,151,168,182;financial abuses,财务滥用,152, 164－165,第八章注释76;grants by,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拨款, 140;illegal,非法,159－160;image in nineteenth century,在十九世纪的形象,149－150;independence,独立,168,169;largest,最大的, 141－142,168,169;monitoring,监督,161－168;motives of creators,设立者的动机,150－151;number in United States,在美国的数量, 142;payout rules,支出规则,139,152;perpetual,永久,137－139, 144,147,152,153;public perceptions,公众的感觉,181－ 182;purposes,目的,142－143,150,153,155－157;Reece Committee investigation,Reece委员会的调查,151－152;small and specialized,小规模和专业化,142－143,153;sunset provisions,日落条款,144, 152－ 153;tax exemptions for gifts to,慈善捐助的免税,151;unworkable,不可行,153,第八章注释69

Charities:favored by law and courts,慈善机构:法律和法院的偏爱,73, 143－145,182;history in United States,美国的慈善历史,149－150;publicly supported groups,公众支持的团体,169;tax exemption,税收豁免,143,151;see also 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另参见慈善信托和基金会

Chicago: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芝加哥艺术馆,165－166;Ferguson Monument Fund, Ferguson 纪念碑基金,165－ 166；libraries,图书馆,148－149;Terra Museum,Terra博物馆,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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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born after will execution,子女:在遗产成立后才出生,39;disabled,残疾人,36,37,43;disinheriting,被剥夺继承权的,12,38－41,42,94,95;of earlier marriages,前段婚姻的子女,42,85,94,95;eldest son as heir（primogeniture）,作为继承人的长子（长子继承制）,11,20,21,122;guardians of,子女的监护人,40,113;as heirs,子女作为继承人,36－44;illegitimate,非婚生,54－56,96－97,181;inheritance rights,继承权,12,27,36,43－44,第二章注释3;minor,未成年人,36,37,40,43,47,113;partible inheritance rules,分割继承的规则,20－21;restrictions on disinheritance,对剥夺子女继承权的限制,38－39,46;step－,继子女,94;support during probate period,在遗产检验期间供养子女,37－38;trusts for,为子女的信托,113;unequal treatment,不平等待遇,38;of unwed parents,未婚父母所生的子女,55;wills contested by,子女对遗嘱提出异议,42,85,95,96;see also Adoption,另参见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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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es,see Religious bodies,教堂,参见宗教机构

Civil unions,民事结合,51,52,53,第二章注释104

Claflin doctrine,Claflin规则,119－120,121,第六章注释24

Claflin v.Claflin,案例,119

Clark,William G.,人名,166

Classes:in developed countries,阶层:在发达国家的阶层,7;English nobility,英国贵族阶层,20,122,174－175;inheritance and,继承与阶层,5;landed gentry,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7,9,11,20,22,23,122;see also Wealth,另参见财富

Clausser,Emma G.,人名,155

Clergy members,accused of undue influence,牧师成员,被指责不当影响,95,第四章注释43;see also Religious bodies,另参见宗教机构

Coast Guard Academy,海岸防卫学院,160－161

Cohabitation,see Domestic partners,同居者,参见家庭合伙人

Cohen,Julius,人名,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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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al period: inheritance rules,殖民地时期:继承规则,20－21;wills,遗嘱,62－63

Colorado:adoption law,科罗拉多州:收养法,57;surviving spouses'rights,在世配偶的权利,第二章注释23;will contests,遗嘱异议,97

Common law marriages,普通法上的婚姻,48－51,52,54,第二章注释94

Communist influence,investigations in McCarthy era,共产主义的影响,麦卡斯时代的调查,151－152

Community property states,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16－17,26,31, 109

Companionate marriages,试婚同居,11,12

Conditional wills,附条件遗嘱,61

Congress: estate tax cuts,国会:遗产税削减,177－ 178;laws on charitable foundations,关于慈善基金会的法律,152;Reece Committee,Reece委员会,151－152

Connecticut:disinheritance of spouse who abandoned decedent,康涅狄格州:因配偶遗产死者而剥夺配偶继承权,33;intestacy cases,无遗嘱继承的案例,34－35;monitoring of charitable trusts,监督慈善信托,163;public defenders'death benefits,公共辩护人的死亡利益,47

Conrad Cantzen Shoe Fund,Conrad Cantzen 鞋子基金,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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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of chancery,法院:衡平法院,101－103;changing terms of trusts（cy pres doctrine）,信托条款的变更（近似原则）,153－ 161;charities favored by,法院偏爱的慈善机构,73,143－145,151,168, 182;correction of mistakes in wills,纠正遗嘱中的错误,62,74,76, 77－80,180;enforcement of charitable trusts,慈善信托的执行, 163－164;of equity,衡平法院,101,103;power to alter intestate succession,改变法定继承的权力,42－44;trust modifications,信托变更,122,154－161;see also Supreme Court,另参见最高法院

Coverture,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8,23,26－27

Craig,Robert Wallace,人名,153

Crerar,John,人名,148－149

Curtesy,鳏夫产权,22－23,第二章注释21

Cuyahoga County,Ohio,study,对俄亥俄州Cuyahoga县的研究,112

Cy pres doctrine,近似原则,153;applications,适用,154－ 161;in English law,英国法的近似原则,153－154;expanding,扩张的近似原则,160;history,历史,154－ 155;interpretations,解释,160;judicial,司法的,154;prerogative,特权的,153－154;preservation of original intent,原初意图的维护,154;race and sex discrimination cases,种族与性别歧视的案例,157－158,第八章注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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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ey,Norman,How to Avoid Probate,Norman Dacey所著的《如何避免遗产检验》,106

Dahlin,Michel,人名,5

Dan and Margaret Maddox Charitable Trust,Dan和Margaret Maddox慈善信托,167

Dane County,Wisconsin,study,对威斯康星州Dane县的研究,82

Daniels,Bill Hayes,人名,67

Davidson County,Tennessee,study,对田纳西州 Davidson 县的研究,

82,84,88

Dead hand:diminishing power over foundations,死者之手:对基金会的权力正在消失,168,169;power,权力,4,125,181－183;restrictions on disinheritance,对剥夺继承权的限制,18－19,25－26,31－32,38－39,44,46;rights,权利,19

Death taxes,see Estate taxes;Taxes,死亡税,参见遗产税；税收

Delaware trust law,特拉华州信托法,131,133,137

Dementia:assessing,痴呆:评估,98;wills contested on grounds of,以立遗嘱人痴呆为基础提出遗嘱异议,89－92

Demographic change,人口变化,13

Dickens,Charles:Bleak House,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102;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95;Oliver Twist,《雾都孤儿》,128

Disabled people,残疾人,35－37,43,113

Discretionary trusts,自由裁量信托,104,117

Disinheritance:of abusers,剥夺继承权:剥夺施虐者的继承权,33,第二章注释51;of adulterous spouses,剥夺通奸者的配偶继承权,33,第二章注释53;of children,剥夺子女的继承权,12,38－41,42,94,95;disputes over,关于剥夺继承权的纠纷,42,85,94,95;of murderers,剥夺谋杀者的继承权,32－33,第二章注释47－48;restrictions,限制,18－19,25－26,31－32,33－35,38－39,46;of spouses,剥夺配偶的继承权,18－19,25－26,31－32,33－34,35,46;unnatural wills,不自然的遗嘱,93,96,98,99

Disputes,inheritance: intestacy cases,继承纠纷:无遗嘱继承的案例, 28;standard of proof,证明标准,33;See also Will contests,另参见遗嘱异议

Divorce,离婚,12,30－31,41,70

Dobris,Joel,人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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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artners:children of,家庭合伙人:家庭合伙人的子女,55;as family members,家庭合伙人作为家庭成员,181;inheritance rights,继承权,12,50,51－53,54

Dougal,David,人名,92

Dower rights,of widows,遗孀的亡夫遗产权,22,23,24－25,188注释21

Dukeminier,Jesse,人名,135

Dummar,Melvin,人名,86,第四章注释15

Dunham,Allison,人名,47

Duryea,Edgar E.,人名,89

Duryea,Walter,人名,第四章注释15

Dynastic families: estate taxes on,世代家族:对世代家族的遗产税, 174－175;feudal,封建世代家族,128;law of succession and,继承法与世代家族,5;see also Wealth,另参见财富

Dynastic trusts:evolution,家族世代信托:演变,121－ 123,182;investment policies,投资政策,114－115;modification,变更,122;motives,动机,113－114;spendthrift trust doctrine,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182;spendthrift trusts,禁止挥霍信托,116－118,121,123,132;support trusts,支持信托,121;termination,终止,119－121;see also Perpetuities law;Trusts,另参见久期法；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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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institutions:ambiguous bequests,教育机构:有歧义的遗赠, 75,第三章注释68;detailed instructions in wills,遗嘱中的详细指示, 146－ 147,155－ 157;Kamehameha Schools,Kamehameha 学校；scholarship funds,奖学基金,157,160－161,第八章注释69

Egelhoff,David,人名,70

Electronic wills,电子遗嘱,68,第三章注释40

Emmick,Eugene H.,人名,第七章注释8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雇员退休收益保障法》（ERISA）,47,70,第三章注释52

England:death taxes,英格兰,死亡税,122;lack of adoption laws,英格兰没有收养法,22,57,第二章注释10;Marriage Act,婚姻法,48;nobility,贵族；social change,社会变迁,122

English inheritance law:charitable trusts,英国继承法,慈善信托,145;correction of mistakes in wills,纠正遗嘱中的错误,80;cy pres doctrine,近似原则,153－154;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不动产和动产的区分,19－ 20;eldest son as heir （primogeniture）,长子作为继承人（长子继承制）,11,20,21,122;Family Provision Act,《家庭成员供给法》,43;influence on U.S.law,对美国法的影响,8－9;Inheritance［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Act of,《继承［家庭成员和被抚养者］法》,43－44;interests of landed gentry and,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和英国继承法,7,9,20,22;mortmain law,永久管业的法律,71;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 Act,《久期和累积法》,130－131;probate process,遗产检验过程,9;Statute of Distributions,《分配法》,20;taxes,税收,174－175;testaments,遗嘱,19－20;trusts,信托,101－103,121, 122,123,145;wills,遗嘱,19－20,59

Equity,courts of,衡平法院,101,103

ERISA（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雇员退休收益保障法》）,47,70,197注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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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eat,充公,27,45－46

Essex County,New Jersey,study,对新泽西州 Essex 县的研究,111－112,141

Estate planning,business of,遗产筹划的业务,5,132;see also Living trusts;Trusts;Wills,另参见生前信托；信托；遗嘱

Estate taxes,遗产税,173－174;avoided by charitable trust creation,设立慈善信托规避遗产税,150－151;effects on charitable bequests,对慈善遗赠的影响,178;English,英国的遗产税,174－175;exemptions and deductions,豁免和抵扣,112,172－173,178;future of,遗产税的未来,178,182;history,历史,171－172,175;on living trusts,对生前信托的遗产税,105－106;opposition to,反对遗产税,175－178;phase－out of federal,分阶段取消联邦遗产税,177－178;proportion of estates subject to,缴纳遗产税的遗产比例,172,176－177;public perceptions,公众感知,176－177;purposes,目的,172;rates,税率,18, 172,175,177－178;revenues,收入,172;social context,社会语境, 176－177;state,州,174,175－176

Executors,执行人,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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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of affection and dependence,感情与依赖型家庭,11－12,19, 180－181;bloodline,血缘家庭,11,19,181;changing structure,正在改变的结构,11－13,29,50,180,181;extended,数代同堂的家庭,29,180, 181;laughing heirs,满面笑容的继承人,12,30,35,181;nontraditional,非传统的家庭,13,181;see also Children;Marriages,另参见子女；婚姻

Family Provision Act（U.K.）,《家庭成员供给法》（英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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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estate tax abolition,佛罗里达州:取消遗产税,175;intestacy law,无遗嘱继承法,25;mortmain law,永久管业的法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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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d wills,伪造的遗嘱,86－87

Foundations,see 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基金会,参见慈善信托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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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testation,遗产处分自由,19,44,46－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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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skipping transfers（GST）, tax on,对跨代转移（GST）的税收,131－132,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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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ia:cy pres doctrine,佐治亚州:近似原则,158;intestacy laws,无遗嘱继承法,26;mortmain statute,永久管业的法律,71;wills,遗嘱, 89,92,97,第二章注释26

Gift taxes: exemptions,赠与税:豁免,173;history,历史,172;on property put in trust,对转让给信托的财产征收赠与税,113;provisions,供养,173;rates,税率,172;revenues,收入,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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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see Generation－skipping transfers,GST,参见跨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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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ey,E.J.,人名,第三章注释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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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written wills,see Holographic wills,书写的遗嘱,参见自书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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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og,Hendrik,人名,3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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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aii: Bishop estate,夏威夷:Bishop 遗产,164－ 165;domestic partners'rights,家庭合伙人权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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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rs:children as,继承人:子女作为继承人,36－44;claimants,请求权人,29－30,38－39,45－46,84－85;deserving,应得,35;forced,特留份,37;under intestacy laws,根据无遗嘱继承法,27,28－29;laughing,满面笑容的继承人,12,30,35,181;murderers,谋杀者, 32－33;pets,宠物,75－76;standing to contest wills,遗嘱异议的起诉资格,83－ 84,第四章注释5;see also Children;Disinheritance;Widows and widowers,另参见子女；剥夺继承权；寡妇和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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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ey,Caroline,人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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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st,Willard,人名,15

Hurt,William,人名,51

Husbands,control of wife's assets,丈夫对妻子资产的控制,8,17,23,26－27;see also Marriages;Widowers,另参见婚姻；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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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inois:charitable trusts in,伊利诺伊州:伊利诺伊州的慈善信托, 148－149;intestacy laws,无遗嘱继承法,35;succession,继承,47;surviving spouses'rights,在世配偶的权利,189注释23

Income taxes:on spouses,所得税:配偶的所得税,16－17;on trusts,信托的所得税,137

India,social position of widows,印度,遗孀的社会地位,17－18

Indiana: abolition of dower,印第安纳州:取消亡夫遗产,24;disinheritance of adulterous spouses,剥夺通奸配偶的继承权,33,第二章注释53;oral wills,口头遗嘱,59;videotaped wills,视频遗嘱, 67－68

Inheritance［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Act of（U.K.）,《继承［家庭成员和被抚养者］法》（英国）,43－44

Inheritances,median amount,继承,中位数的遗产规模,177;see also Disinheritance;Succession;Wealth,另参见剥夺继承权；继承；财富

Inheritance taxes,继承税,171,174,175－176.see also Estate taxes,另参见遗产税

Insane delusions,失常的妄想,90－91,93

Insanity,wills contested on grounds of,以精神错乱作为遗嘱异议的基础,89－92

Internal Revenue Code,《国内收入法典》,132;see also Taxes,另参见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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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tacy laws,法定继承法,4;alternatives,替代,42－44;in community property states,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26;decedents with no relatives,死者没有任何亲属,27,28－30,45－46;deserving heirs,应得的继承人,35;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法定继承法的发展和演变,19－27;disputes,纠纷,28;domestic partners'rights,家庭合伙人的权利,51－53,54;English,英国的法定继承法,19－20;escheat,充公,27,45－46;heirs,继承人,27－28,30,34－35;marriage length and,结婚时间长短和法定继承法,31－32;“merit”and intestacy,“品质”与无遗嘱死亡,32－33;modern,当代的法定继承法,27－35;preferred heirs,优先的继承人,18,19;proportion of intestate deaths,无遗嘱死亡的比例,60;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 distinctions,区分不动产和动产,19－20;rigidity,僵化,32,34－35, 42;social change and,社会变迁和法定继承法,12,13;surviving spouses'rights,在世配偶的权利,19,22－27,30－31,32－34;in United States,美国的法定继承法,20－22,27－35

Italy,inheritance rights of children,意大利,子女的继承权,36,42

J

Jackson,Francis,人名,154

Jackson v.Phillips,案例,154

Jacobs,William,人名,31

James,Frank,人名,137－138

Jennings,Sandra,人名,51

Jetter,Martin,人名,45－46

Jetter,Robert,人名,45－46

John M.Olin Foundation,John M.Olin基金会,153

Johnson,Basia Piasecka,人名,42,85,94

Johnson,Seward,人名,42,85,94

Joint tenancy,共同所有,109－110

Jones,Charlie,人名,86

Jones,Jennifer,人名,69

Josh Butler ＆Co.,Josh Butler公司,29－30

J.Paul Getty Trust,J.Paul Getty信托,第八章注释76

K

Kamehameha Schools,Kamehameha学校,164

Kansas:P.O.D.（payable on death）accounts,堪萨斯州:P.O.D.（以死亡为支付条件的）账户,108－109,110;widow's inheritance rights,遗孀的继承权,24,42

Karl,Barry D.,人名,149,150,152

Katz,Stanley N.,人名,149,150,152

Kaufmann,Robert D.,人名,97

Kent,James,人名,21

Kidd,James,人名,155

Killen,Dorothy,人名,90－91

Killough,David,人名,56

Killough,James T.,人名,56

Kimmel,Harry,人名,66

King County,Washington,study,对华盛顿州的King县的研究,141

Knickerbocker,Jack,人名,97

Kostic,Branislav,人名,90

Krier,James E.,人名,135

Kuralt,Charles,人名,66

L

Land:agricultural,土地:农业的土地,38;coverture doctrine,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之教义,23;disposal by testament,通过遗嘱处分土地, 19－20;ownership in United States,在美国的土地所有权,7－8,9,21－22

Landed gentry,English,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英国,7,9,11,20,22,23, 122

Langbein,John,人名,13,80

Laughing heirs,满面笑容的继承人,12,30,35,181

Laws of succession:demographic change and,继承法:人口改变和继承法,13;evolution of,继承法的演变,19－27,181－183;flexibility,灵活性,96,179－180;future of,继承法的未来,182－183;for pensions and other benefits,养老金和其他收益的继承法,46－47;proposed improvements,改善的提议,179;public attitudes,公共态度,46;scholarship on,继承法学界,5－6;scope,范围,3,4;small estates,小规模的遗产,10,36;social context,社会语境,6,7－8,11－13,180;trend away from formalism,与形式主义相偏离的趋势,80－81, 100－101,110,179－180.see also English inheritance law;Intestacy laws;Trust law;Wills,另参见英国继承法；法定继承法；信托法；遗嘱

Lawyers,mistakes in wills made by,律师造成的遗嘱中的错误,78－80

Lebsock,Suzanne,人名,23

Libraries,图书馆,148－149

Life estates,终身地产,111－112.see also Trusts,另参见信托

Life insurance,人寿保险,110

Lincoln University,Lincoln大学,163,164

Living trusts,生前信托,104－107;advantages,优势,105,第五章注释12,第五章注释13;costs,成本,106;importance,重要性,13;popularity,流行度,106－107;taxes on,对生前信托的税收,105－106

Longevity,长久,13

Louisiana: constitution,路易斯安那州:宪法,37;inheritance rights of children,子女的继承权,36－37;wills,遗嘱,65,75

Lucas v.Hamm,案例,第七章注释8

M

MacArthur Foundation,MacArthur基金会,142

Macdonald,Dwight,人名,141

Maddox Charitable Trust,Maddox慈善信托,167

Mahoney v.Grainger,案例,74

Maine,domestic partnerships,迈阿密,家庭合伙关系,53

Manitoba trust law,Manitoba（加拿大一地名）信托法,134－135

Marcus,George,人名,5

Marin County,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州Marin县,159－160

Marital deduction trusts,婚姻抵扣信托,112

Marriages:changing patterns,婚姻:正在改变的模式,12－13,30－31, 41－42;common law,普通法上的婚姻,48－51,52,54,第二章注释94;in community property states,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结婚,16－17,26,31,109;companionate,同居,11,12;divorces,离婚,12,30－31,41,70;as economic partnerships,婚姻作为经济伙伴关系,30;husband's control of wife's assets,丈夫对妻子资产的控制,8,17, 23,26－27;joint income tax returns,共同的所得税申报,16－17;joint tenancy,共同所有,109－110;legal formalities,法律的形式, 48,49－50,53,第二章注释92;lengths before death,死亡前的婚姻长短,31－32;levirate,寡妇与亡夫兄弟的结婚,17;multiple,and will contests,多段婚姻与遗嘱异议,42,85,94,95;rights of married women,已婚妇女的权利,23,27;same⁃sex,同性婚姻,53,第二章注释100;social customs,社会习惯,17－18;undue influence claims,不当影响,93－94,第四章注释41;wills revoked by,因结婚而撤销遗嘱,69－70;see also Widows and widowers,另参见寡妇和鳏夫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s,《已婚妇女财产法》,27

Marshall,A.H.,人名,89,90

Marshall,Anthony,人名,1

Marshall,John,人名,145

Marshall,Phillip,人名,1

Martin,James Isaac Thornton,人名,56

Maryland:constitution,马里兰州:宪法,71;inheritance taxes,继承税, 174;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s,《已婚妇女财产法》,27;mortmain law,永久管业的法律,71,第二章注释30

“Mary Worth”cases,“Mary Worth”案件,95

Massachusetts: adoption law,马萨诸塞州:收养法,56;monitoring of charitable trusts,监督慈善信托,163;pension plan death benefits,养老金计划的死亡利益,70;professional trustees,职业受托人,115;prudent investor rule,审慎投资者规则,115,123;same－ sex marriage,同性恋婚姻,53;trust law,信托法,117,119,154;wills,遗嘱,60,62,74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马萨诸塞州的普通医院,115

May,Carl,人名,97

McCarthy era,麦卡锡时代,151－152

McCoy,Lucile,人名,117,第六章注释21

McCoy,Richard,人名,117,第六章注释21

McCoy,Steven,人名,117,第六章注释21

McGarrell,William,人名,43－44

McKee,John,人名,155－157

McKee,T.John,claim to McKee estate,T.John McKee对McKee遗产的请求权,第八章注释60

McKee Scholarships,McKee奖学金,157

Meeker,Corry T.,人名,138－139

Mehta,Deepa,人名,17

Mellon,Andrew,人名,175

Melton,John D.,人名,56

Melton,William James,人名,56

Michigan:charitable bequests in wills,密歇根州:遗嘱中的慈善遗赠, 141;widow's inheritance rights,遗孀的继承权,24

Miller,Homer,人名,64

Mississippi:adoption law,密西西比州:收养法,56,第三章注释114;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s,《已婚妇女的财产法》,27;nuncupative wills,口头遗嘱,第三章注释5

Missouri:trust law,密苏里州:信托法,121,138－139;will contests,遗嘱异议,89

M'Lean,John,人名,115

Morgan,J.P.,人名,134

Mortmain laws,永久管业的法律,70－73,149,第二章注释30

Moster,Ester,人名,84,第三章注释5

Murderers,谋杀者,32－33,第二章注释46－49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164

N

Neiderhiser,Robert,人名,31

Nelson,Harvey,人名,61－62

Nevada:constitution,内华达州:宪法,第七章注释20;electronic wills,电子遗嘱,68;Hughes will forgery,Hughes的遗嘱伪造案,86;trust law,信托法,132,第七章注释20

New Hampshire: charitable trusts,新罕布什尔州:慈善信托,163;common law marriage,普通法上的婚姻,50,第二章注释97;same⁃sex civil unions,同性恋的民事结合,53;trusts,信托,131;wills,遗嘱,第三章注释6

New Jersey: Essex County,新泽西州:Essex县,111－112,141;Seton Hall College of Medicine,Seton Hall 医学院,157;wills,遗嘱,65, 80,98

New Mexico,estate tax abolition,新墨西哥取消遗产税,175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公共图书馆,148

New York state: abolition of succession taxes,纽约州:取消继承税, 175;attorney general,总检察长,164;charitable trust law,慈善信托法,147－148;domestic partners'rights,家庭合伙人的权利,54;intestacy laws,无遗嘱继承法,24;laws on oral wills,口头遗嘱的法律,59;monitoring of charitable trusts,监督慈善信托,163;mortmain law,永久管业的法律,72－73

NGOs,se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参见非政府组织

Nicely,Naomi,人名,31

Nobility,English,英国的贵族,20,122,174－175

No－contest clauses,禁止异议条款,83,85,第四章注释4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非政府组织（NGSs）,169

Normans,William James,人名,56

North Carolina,holographic wills,北卡罗来纳州,自书遗嘱,65

North Dakota:estate taxes,北达科他州:遗产税,175;holographic wills,自书遗嘱,65

Nuncupative wills,口头遗嘱,59,第三章注释5

O

Ohio: Cuyahoga County,俄亥俄州:Cuyahoga 县,112;surviving spouses'rights,在世配偶的权利,36;wills,遗嘱,60,69,112

O'Keefe,Walter,人名,34

Oklahoma Teachers'Retirement System,俄克拉何马州教师退休制度,70

Olin Foundation,Olin基金会,153

Oliver Twist（Dickens）,《雾都孤儿》（狄更斯著）,128

Olsen v.Corporation of New Melleray,案例,95－96

Oral wills,口头遗嘱,59,第三章注释5

Oregon:common law marriage,俄勒冈州:普通法上的婚姻,193注释94;domestic partners'rights,家庭合伙人的权利,52;intestacy,无遗嘱继承,25

Orphans,孤儿,56;see also Children,另参见子女

Orth,Godlove,人名,87

Orton,Arthur,人名,28

P

Partible inheritance,遗产可分割的继承,20－21

Pastorino,Sergio,人名,79

Patrick,Albert,人名,86

Pauley,Debra,人名,64

Pavlinko,Vasil and Hellen,夫妻名,79

Payable on death（P.O.D.）accounts,以死亡为支付条件（P.O.D.）账户,108－109

Pennsylvania:attorneys general,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167;Barnes Foundation,Barnes基金会,163－164,167;Bucks County,Bucks县, 41,100,111;charitable trust law,慈善信托法,146－147;Girard College,Girard 学院,146－ 147,212注释26;Hershey Industrial School,Hershey产业学校,167－168;inheritance taxes,继承税,174;mortmain law,永久管业的法律,71－72;Orphans'Courts,遗产检验法院,163－164

Pension plans: beneficiaries,养老金计划:受益人,110;death benefits,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利益,46－47,49;effects of divorce on rights,离婚对权利的影响,70

Perpetuities law:abolition of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久期法:反永续规则的取消,122,130,131,132,134－135,182;accumulating trusts and,累积型信托和久期法,136－137;avoiding limits of,规避久期法的限制,207注释5;basics,基础知识,126－136;complexity,复杂, 126;contingent beneficiaries,不确定的受益人,126;English,英国的久期法,130－131;evolution,演变,129,182;“fertile octogenarian,”“能生育的耄耋老人”,127－128;future of,久期法的未来,124, 136;rationale,原理,128,130;reforms,改革,130－132;time limits,时间限制,114,120,124,125,126;“unborn widow”,“未出生的遗孀”,128;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反永续的统一成文规则》,130,207注释1;violations,违反,127,129－130

Pets:as heirs,宠物:宠物作为继承人,75－76;as trust beneficiaries,宠物作为信托受益人,144,211注释20

Philanthropy,distinction from charity,博爱,区别于慈善,149;see also 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另参见慈善信托与基金会

P.O.D.（payable on death）accounts,P.O.D.（以死亡为支付条件的）账户,108－109

Portfolio theory,资产组合理论,123－124

Pratt,Florence,人名,89－90,202注释26

Pretermission statutes,关于遗漏继承权人的成文法,38－39

Price,John,人名,106－107

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制,11,20,21,122

Probate:avoiding with living trusts,遗产检验程序:使用生前信托规避遗产检验程序,105,106;bypassing,绕过遗产检验程序,10;costs,成本,10,106,177;criticism of process,对遗产检验过程的批评, 106;definition,定义,2;English law on,英国关于遗产检验的法律, 9;problems with system,该制度的问题,10;process,过程,9－10；proportion of estates,进入遗产检验程序的遗产比例,60,100;Uniform Probate Code,《统一遗产检验法典》,30,31,80,196注释24,第四章注释4;see also Wills,另参见遗嘱

Promises,as will substitutes,承诺作为遗嘱替代,101

Property:defining,财产:界定财产,15－16;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区分不动产和动产,19－20;fee tail ownership,限嗣继承的所有权,21;joint tenancy,共同所有,109－110;ownership rights,所有权,16;small estates,小规模遗产,10;societal definition of ownership,社会对所有权的界定,15－18;see also Land,另参见土地Protective trusts,保护性的信托,123

Prudent investor rule,审慎投资者规则,114－116,120,123

R

Racial discrimination,种族歧视,157－158,第八章注释26

Reanimation Foundation,Reanimation基金会,3

Reece,Brazilla Carroll,人名,151－152

Reece Committee,Reece委员会,151－152

Reed,Thomas J.,人名,90,95

Relatives,see Children;Families;Heirs,亲属,参见子女；家庭；继承人

Religious bodies:bequests to,宗教机构:遗赠给宗教机构,71,73,95－96;clergy members accused of undue influence,牧师被指责对立遗嘱人施加不当影响,95,第四章注释43;favored by law,法律有利于宗教机构,182;as trust beneficiaries,宗教机构作为信托受益人,138

Remote kin as claimants,远亲作为请求权人,29－30

Republican Party,opposition to estate taxes,共和党反对遗产税,177

Revocable trusts,可撤销信托,104－105

Revocation of wills,撤销遗嘱,68－70,第三章注释41

Rhode Island:abolition of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罗德岛:取消反永续规则,131;charitable bequests in wills,遗嘱中的慈善捐赠,141

Rice,William Marsh,人名,86

Robber barons,强盗式资本家,133,134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Robert Schalkenbach基金会,142－143

Robson,Reginald A.,人名,40,41

Rockefeller,John D.,人名,133,134,169,175,176

Rocke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150

Romans,Lorraine E.,人名,72

Roosevelt,Franklin D.,人名,133

Rosenwald,Julius,人名,153

Rosenwald Foundation,Rosenwald基金会,153

Rothko,Mark,人名,第三章注释63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see Perpetuities law,反永续规则,参见久期法

Russell Sage Foundation,Russell Sage基金会,142

S

St.Luke's⁃Roosevelt Hospital Center,St.Luke's⁃Roosevelt医院中心, 162

Salmon,Marylynn,人名,5

Same⁃sex marriage,同性恋婚姻,53,第二章注释100

Same⁃sex partners,同性恋伴侣,12,50,51,52,53,54,97

San Bernardino County,California,will study,对加利福尼亚州 San Bernardino县的遗嘱所做的研究,65,82,84,100,112,141

San Francisco Foundation,San Francisco基金会,159

Schwerzler,Robert,人名,54

Scott,Henry,人名,34

Scott,Shirley E.,人名,34

Scudder,Henry Martyn,人名,86

Searles,John,人名,62

Sears,Roebuck,＆Co.,SearsRoebuck公司,153

See,Francis V.,人名,29－30

Self⁃proved wills,自证遗嘱,179,第三章注释7

Seton Hall College of Medicine,Seton Hall医学院,157

Sex discrimination,性别歧视,157－158

Shammas,Carole,人名,5

Shanks,John,人名,92－93

Shannon,Patricia,人名,66

Shaw,Carolyn and Lloyd,夫妻名,31－32

Shaw,George Bernard,人名,143

Shriners'Hospitals,兄弟会医院,72,138－139

Siblings,will contests between,兄弟姐妹之间的遗嘱异议,95,96;see also Children,另参见子女

Sisters of Mercy of Arizona,亚利桑那州的慈善修女会会员,153

Slavery,奴隶制,8,21,27,55－56,96－97,154

Smithers,Adele,人名,162

Smithers,R.Brinkley,人名,162

Smithers v.St.Luke's－Roosevelt Hospital Center,案例,162

Smith v.Nelson,案例,61－62

Snide,Harvey and Rose,夫妻名,79

Social classes,see Classes,社会阶层,参见阶层

Social Security survivors'benefits,社会保障中的在世者利益,47,49

Soldiers,oral wills,士兵,口头遗嘱,59

South Dakota: escheat cases,南达科他州,充公的案例,45－ 46;intestacy law,无遗嘱继承法,34;trust business,信托业务,133;will contests,遗嘱异议,94

Southern United States: plantations,美国的南 部:种 植 园,21；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制,21;slavery,奴隶制,8,21,27,55－56

Sparks,John,人名,95

Spendthrift trust doctrine,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116－118,121,122, 123,132,182

Spouses,see Marriages;Widows and widowers,配偶,参见婚姻；寡妇和鳏夫

Stanley v.Illinois,案例,55

State laws:abolition of dower,州法:取消亡夫遗产,24;acceptance of holographic wills,接受自书遗嘱,65;adoption,收养,第二章注释10;changes to attract trust business,州法改革以吸引信托业务,132－133, 134;charitable trusts,慈善信托,145;civil unions,民事结合,51,52, 53,第二章注释104;community property,夫妻共同财产,16－17, 26,31,109;enforcement of charitable trusts,慈善信托的执行,162－163;estate and inheritance taxes,遗产与继承税,174,175－176;intestacy,无遗嘱继承,27－35;marriage,婚姻,48－51,53,第二章注释92;mortmain,永久管业,70－73,149,第二章注释30;see also Trust law;and individual states,另参见信托法；以及各个州

States:attorneys general,州:总检察长,162－163,167;competition for trust business,信托业务竞争,132－ 133,134;efforts to retain charitable trust assets,努力留住慈善信托资产,166－ 167;legislatures,立法,134

Stephen,Francis,人名,91

Story,Joseph,人名,147

Straisinger,Maude,人名,84,第四章注释5

Straus,Ferdinand,人名,25－26,31

Strittmater,Louisa,人名,98

Succession:asset amounts in United States,继承:美国的资产数额,4;social importance,社会重要性,4－5,14;societal rules,社会规则,7；see also Law of succession,另参见继承法

Suicide notes,as wills,自杀时留的字条作为遗嘱,67

Sullivan,Helen,人名,74

Support trusts,支持信托,121

Supreme Court,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71－72

Supreme Court,U.S.:correction of mistakes in wills,美国最高法院:纠正遗嘱中的错误,78;rulings on charitable trusts,对慈善信托的裁判,145,146－147;Stanley v.Illinois,案例,55

Surviving spouses,see Widows and widowers,在世配偶,参见寡妇和鳏夫

T

Taft,Lorado,人名,165

Taxes:charity exemption,税收:慈善豁免,143,151;in England,英格兰的税收,122;on generation－skipping transfers,跨代转移的税收, 131－132,173－174;gift,赠与税,113,172,173;income,所得税, 16－17,137;inheritance,继承税,171,174,175－176;on trusts,信托的税收,112－113,137;see also Estate taxes,另参见遗产税

Tennessee: charitable trusts,田纳西州:慈善信托,167;Davidson County,Davidson县,82,84,88;will contests,遗嘱异议,82

Terra Museum,Terra博物馆,167

Testamentary trusts,遗嘱信托,112

Testaments,遗嘱,19－20

Texas:adoption law,得克萨斯州:收养法,56;ambiguities in wills,遗嘱中的歧义,68,76;community property,夫妻共同财产,16,26;estate tax abolition,取消遗产税,175;holographic wills,自书遗嘱,67;perpetuities,久期,138;Probate Code,《得克萨斯州遗产检验法典》,10 Thatcher,Margaret,人名,90

Thelluson v.Woodford,案例,136

Thellusson,Peter,人名,136,137

Thompson,Frederick M.,人名,153

Thompson,W.P.,人名,96－97

Tichborne,James,人名,28

Tilden,Samuel,人名,147－148,149

Tocqueville,Alexis de,Democracy in America,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8

Torregano,Ernest J.,人名,84－85

Totten trusts,托坦信托,107－108,109,180

Transsexuals,变性人,42

Truax v.Southwestern College,案例,108

Trust companies:history,信托公司:历史,134;lobbying by,信托公司的游说,131－132,134,182;see also Prudent investor rule,另参见审慎投资者规则

Trustees:of caretaker trusts,受托人:扶养信托的受托人,114;duties,受托人义务,102,104,107;of dynastic trusts,家族世代信托的受托人,114;fees,费用,107;professional,职业受托人,114－116,123－124,131－132,134,182;prudent investor rule,审慎投资者规则, 114－115,116,120,123

Trust law:changes,信托法:变革,121－122;charitable trusts,慈善信托,145－152;Claflin doctrine,Claflin规则,119－120,121,第六章注释24;default rules,默认规则,113;development,信托法的发展, 102,124;English,英国信托法,101－103,121,122,123,145;future of,信托法的未来,136,182－183;role of state legislatures,州立法的角色,134;spendthrift trust doctrine,禁止挥霍信托的教义,116－118,121,122,123,132,182;trustee duties,受托人义务,102,104, 107;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统一审慎投资者法》,123－124;Uniform Trust Code,《统一信托法》,121,161;see also Perpetuities law,另参见久期法

Trusts:accumulating,信托:累积型,136－139;for animals,为动物设立的信托,144;asset protection,资产保护信托,132－133;beneficiary rights,受益权,102－103,119;caretaker,需要照顾者,113,114,115;in common law systems,普通法体系中的信托,101－103;definition,定义,101;discretionary,自由裁量信托,104,117;documents,信托文件,103;evolution,演化,103,120－123,124;future of,信托的未来,121－122,182－183;income taxation,所得税,137;investment policies,投资政策,114－116,120,121,123－124;irrevocable,不可撤销信托,104,112－116;lifetime trusts for spouses,以配偶寿命为信托期限的信托,41;living,生前信托,104－107,180;marital deduction,婚姻抵扣信托,112;modification,变更,122,154－161;perpetual,永久信托,131,135,136,137,182－183;professional asset management,专业的资产管理,105;protective,保护性的信托,123;purposes,信托目的,103－104,113－114;revocable,可撤销信托, 104－105;support,支持信托,121;tax consequences,税收后果, 112－ 113;termination,终 止,119－ 121,第 六 章 注 释24;testamentary,遗嘱信托,112;time limits,时间限制,130;Totten,托坦信托,107－108,109,180;for widows,为遗孀设立的信托,41,111－112;see also 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Dynastic trusts,另参见慈善信托和基金会；家族世代信托

U

“Unborn widow”case,“未出生的遗孀”案例,128

Undue influence claims,不当影响,2,88,93－97,第四章注释42,第四章注释43

Uniform Probate Code,《统一遗产检验法典》,30,31,80,第三章注释24,第四章注释4

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统一审慎投资者法》,123－124

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统一反永续规则的成文规则》,130,第七章注释1

Uniform Trust Code,《统一信托法》,121,161

United Kingdom,see England,英国,参见英格兰

United States v.Burns,案例,33

United States v.Cerio,案例,160－161

“Unnatural”wills,“不自然”的遗嘱,93,96,98,99

“Uriah Heep”cases,“Uriah Heep”案例,95

V

Vasquez,Frank,人名,54

Vermont:civil unions,佛蒙特州,民事结合,52;trust law,信托法,120

Vidal v.Girard's Executors,案例,146－147

Videotaped wills,视频遗嘱,67－68

W

Waggoner,Lawrence,人名,51

Walker,Charles,人名,138

Walker,James,人名,78

Ward,Edward H.,人名,100

Washington Legal Foundation,华盛顿法律基金会,169

Washington state:domestic partnerships,华盛顿州:家庭合伙关系,53;King County,King县,141;marriage laws,婚姻法,52;trust law,信托法,131;will substitutes used,使用的遗嘱替代,106－107

Water,电影《水》,17－18

Wealth:attitudes toward,财富:对待财富的态度,14,120－121,133－134,174－175,176－177,181;in developed countries,在发达国家,7;of dynastic families,家族世代的财富,5,174－175;inequalities,不平等,135,178,182;inherited,继承得来的财富,174－175;of robber barons,强盗式资本家的财富,133,134;in United States,在美国的财富,122－123,133－134,135,176;will contests for large estates,大规模遗产的遗嘱异议,84,89－90;see also Charitable trusts and foundations;Estate taxes;Trusts,另参见慈善信托和基金会:遗产税；信托

Weiss,Walter A.,人名,97

Wendel,Georgiana,人名,29

White,Mrs.E.J.,人名,66

White,Helen L.,人名,69

Widowers,curtesy rights,鳏夫,鳏夫产权,22－23,第二章注释21

Widows:dower rights,寡妇:亡夫遗产权,22,23,24－25,第二章注释21;social status,社会身份,17－18

Widows and widowers:of common law marriages,寡妇和鳏夫:普通法婚姻中的寡妇和鳏夫,48－51,52;disinheritance of adulterous,剥夺通奸者的继承权,33,第二章注释53;duration of marriage before death of spouse,配偶死亡前的婚姻持续时间,31;effects of remarriage,再婚的效果,18,41,111－112;estate tax exemption,遗产税的豁免,112;homestead benefits,居住权的利益,36;inheritance rights,继承权,11,12,35－36,180－181,第二章注释25;intestacy law provisions,无遗嘱继承规定,19,22－ 27;restrictions on disinheritance,对剥夺继承权的限制,18－19,25－26,31－32;rule of perpetuities and,久期规则,128;trusts for,为寡妇和鳏夫设立的信托,41,111－112

Will contests:charitable trusts disputed by relatives,遗嘱异议:亲属对慈善信托提出的纠纷,38－ 39,147,148;by children of previous marriage,前段婚姻的子女提出的遗嘱异议,42,85,94,95;costs,成本,83;estate sizes and likelihood of,遗产规模和遗嘱异议的可能性,84;forgery claims,伪造,86－87;fraud claims,欺诈,87－88;grounds,请求权基础,85－99;heirs as contestants,作为异议者的继承人,29－30,45－46,84－85;hurdles,障碍,83－84;lack of capacity claims,能力欠缺,88,89－93,97－99;no－contest clauses,禁止异议条款,83,85,第四章注释4;procedures,程序,82;rarity,稀少,82－83;results,结果,92,99;between siblings,兄弟姐妹之间爆发的遗嘱争议,95,96;social context,社会语境,96－99;standing of heirs,继承人的起诉资格,83－84,第四章注释5;undue influence claims,不当影响,2,88,93－97,202注释41,第四章注释43

Wills,遗嘱,4;ambiguities,模糊性,74－76,78,第三章注释68,第三章注释74;audio recordings,声音录音,第三章注释35;changing,改变遗嘱,104－105;charitable gifts in,慈善遗赠,70－73,140－141;in colonial period,殖民地时期,62－63;conditional,附条件遗嘱,61;customary language,习惯用语,63;declining formality,形式主义衰落,64－65,69,80－81,179－180;declining importance,重要性衰落,13,77;defining,界定遗嘱,58;destroying,销毁遗嘱,68－69;electronic,电子遗嘱,68,第三章注释40;filing,申报遗嘱,9;formal written,正式的书面遗嘱,58－65;freedom of testation,遗产处分自由,19,44,46－47,96;holographic,自书遗嘱,59,61,65－67,179,第三章注释24;intentions,意思,59－60,61－62,76－77,79;legal requirements,法律要求,59－60,80,88;of married people,已婚人士的遗嘱,41,79;minimum age,最低年纪,89;mistakes in,遗嘱中的错误,62,74－77;mortmain laws,永久管业的法律,70－73,149,第二章注释30;objections to,反对,82－ 83,85;oral,口头,59;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with,立有遗嘱的人口比例,60,100;respect for,尊重遗嘱,62;revocation,撤销遗嘱,68－70,第三章注释41,第三章注释45;rights of married women,已婚女性的权利,27;self－proved,自证的遗嘱,179,第三章注释7;signatures,签名,59,63－65,69,79,第三章注释18,第三章注释40;unnatural,不自然的遗嘱,93,96,98,99;videotaped,视频,67－68;witnesses,见证人,59, 61－62,63－64,80,第三章注释6;see also Disinheritance;Intestacy laws;Probate,另参见剥夺继承权；法定继承法；遗产检验

Will substitutes,遗嘱替代,13;acceptance,接受,110,180;annuities,年金,110;community property system as,作为遗嘱替代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109;declarations of trust,宣言信托,109;effect of divorce on,离婚对遗嘱的影响,70;growing use,使用率上升,100－101, 110,180;joint tenancy,共同所有制,109－110;life insurance,人寿保险,110;living trusts,生前信托,104－107,180;oral promises,口头承诺,101;pension plans,养老金计划,110;P.O.D.（payable on death）accounts,（以死亡为支付条件的）账户,108－109;Totten trusts,托坦信托,107－108,109,180;see also Trusts,另参见信托

Wisconsin:enforcement of charitable trusts,威斯康星州:慈善信托的执行,162;marriage law,婚姻法,第二章注释92;mistakes in wills,遗嘱中的错误,78－79;proportion of probate estates,进入遗产检验程序的遗产比例,100;will contests,遗嘱异议,82,92－93

Wives,see Marriages;Widows,妻子,参见婚姻；遗孀

Women:married,女性:已婚女性,8,17,23,26－27;property rights,财产权,17;proportion with estates,留有遗产的妇女比例,60;social status,社会身份,8,11;see also Widows,另参见寡妇

Wood,Ida,人名,28

Wright,Lorenzo D.,人名,98－99

Wyoming trust law,怀俄明州信托法,131,第七章注释23

Y

Young v.McCoy,案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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